
[image: 001-01]



目录


内容提要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与基本原理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语言研究历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



二、认知科学的兴起



三、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与研究目标

一、认知语言学的几个基本假设



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几个重要流派

一、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二、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



三、Lamb的“神经心理语言学”



四、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







第二章 认知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目标

第一节 语义研究简要回顾

一、语义研究的语言学传统



二、语义研究的哲学和逻辑传统：形式语义学





第二节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主张

一、语言意义的本质问题



二、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三、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章 范畴理论及其应用

第一节 范畴化及其重要意义

一、何为“范畴”？



二、范畴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有关范畴化的经典理论及其局限性

一、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



二、经典范畴理论的缺点





第三节 现代范畴理论

一、原型理论



二、原型理论的缺点



三、双重结构理论与概念结构的动态构建





第四节 范畴层次理论

一、基本层次的概念



二、事物的分类与基本层次的特点



三、基本层次词汇表达的特点





第五节 范畴化的原理

一、有关范畴化表达的三种观点



二、本质主义理论





第六节 范畴理论的语言学意义及其应用

一、范畴化与语言表达



二、原型理论与词义



三、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第四章 词义的认知分析与词汇化

第一节 词义的特点

一、词义的百科性



二、词汇语义的构成





第二节 词汇化

一、名词与名物化



二、动词的词汇化



三、卫星框架与动词框架语言







第五章 概念化与语义

第一节 概念化

一、概念化、心理意象与组构



二、概念化的内容与分类





第二节 构形系统

一、构形结构



二、语言对空间的组织



三、语言中的假想运动





第三节 视点与情景

一、视点



二、选择



三、活跃区



四、前景与背景





第四节 注意力

一、注意力层次



二、语言中的注意力窗口化





第五节 力动态

一、“力”的概念与分类



二、对力动态的基本区分



三、力动态理论对情态动词的分析







第六章 隐喻的认知研究

第一节 隐喻研究历史简要回顾

一、隐喻研究的三个传统



二、有关隐喻本质的理论





第二节 隐喻的运作机制

一、语义冲突：隐喻的基本条件



二、映射：隐喻运作的基本方式



三、相似性作用：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条件



四、双重影像：隐喻的生动性和美感的基本源泉





第三节 隐喻与转喻

一、隐喻与转喻的结构



二、隐喻与转喻的功能对比



三、隐喻与转喻的运作机制



四、隐喻与转喻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 隐喻与明喻

一、隐喻与明喻在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差异



二、隐喻与明喻在语篇效果和认知功能上的差异



三、明喻和隐喻在发生学上的关系





第五节 隐喻研究应该加强的若干课题

一、隐喻研究史研究



二、隐喻理论的系统化和整合



三、跨文化隐喻研究



四、隐喻理论应用







第七章 语用意义与语用推理

第一节 语言表达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意义先于语言表达



二、意义大于语言表达



三、语言“触发”概念系统





第二节 语境及其作用

一、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二、语境的作用





第三节 语言意义的语用学解释

一、格赖斯经典理论



二、关联理论



三、新格赖斯理论



四、意义动态模型



五、缺省语义学





第四节 语用推理

一、推理和推理的种类



二、话语推理的依据







参考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义学/束定芳编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ISBN 978-7-5446-0643-1

Ⅰ．认…　Ⅱ．束…　Ⅲ．语义学　Ⅳ．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8731号


内容提要

本书结合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英汉例证对比的方式，讨论了词汇化、范畴化、概念化、隐喻和转喻以及语用推理等认知语义学中的中心话题。本书为语言研究者、语言教师、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等了解当代认知语义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书为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结项成果。


总序

“认知语言学”这个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作一种认知能力来加以研究的，或专门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都叫“认知语言学”，这是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在这个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内，粗略地说，有两种对立的立场或基本假设。一种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这就是当今国际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言学的立场和观点。还有一种则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它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这样两分是比较简单的做法，事实上有一些探究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语言学家其立场或观点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这套丛书，从内容和作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主要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加着重号的），同时也兼顾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

和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不同，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代表语言学界近年兴起的一个新的学派或思潮。它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代表一种研究范式，其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学派有一些代表人物，如C. Fillmore、G. Lakoff、R. W. Langacker、L. Talmy、J. Tylor、J. Haiman、G. Fauconnier、A. Goldberg等，他们各自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语言所持的基本假设大同小异。此外，从历时角度研究“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或词义引申的人，如E. Traugott、B. Heine、E. Sweetser、J. Bybee等人也基本上认同认知语言学
 的基本假设。还有从事功能语法研究的T. Givón，从事语言类型学研究的B. Comrie和W. Croft，从事语义元素（semantic primitives）研究的A. Wierzbicka，他们也或多或少接受认知语言学
 的基本假设。

过去的两三年里，国内的外语院校邀请了G. Lakoff、R. Langacker、G. Fauconnier还有A. Goldberg这样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来访问演讲，听众很多，影响不小。打开最近的一些外语期刊，介绍和评述认知语言学
 的文章几乎每期都能见到一两篇。认知语言学
 在国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想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具有吸引力。记得我十几年前在国外某大学当访问学者，去图书馆还书，其中一本就是Lakoff的那本经典之作《生活离不开隐喻》，借这本书时还是预定的，因为有别人在看。还书时遇到一位“老外”，不像是搞语言学的，问我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先伸出大拇指晃晃，显然是表明他自己读后的感受。他的感受也正是我的感受。常说语言学跟文学相比枯燥乏味，但是跟形式语言学相比，认知语言学
 关注的语言现象丰富多彩，使语言学研究变得饶有趣味。兴趣是从事研究的原动力，有没有研究的兴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从分析和综合这两方面讲，认知语言学
 更注重综合，是不是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这不大好说，好像有一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前年逢《心理空间》的作者G. Fauconnier来苏州大学访问演讲，他正在撰写新著《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我真想跟他说，你讲的那种“概念整合”的思维方式正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后来忍住了没有说，综合的方式究竟是不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这是有争论的。有不少人就认为，分析和综合相辅相成，光分析不综合，或者光综合不分析，都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段话，不妨引述如下：“有人说，汉语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起基本上是借鉴西方分析的方法，对注重意合的汉语不见得适合。遗憾的是，汉语究竟怎么个意合法，我们自己并没有说出什么道道来。现在西方语言学界的有识之士也注重综合，对语言结构‘意合’的研究据我所知已取得不少成果，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认知语言学
 讲综合，讲“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很有洞察力，也讲出了不少道道来，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讲综合不是不要分析，现在有一些从事认知语言学
 研究的人，综合有余而分析不够，对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分析手段掌握不好。分析能力不够，讲综合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认知语言学
 比较关注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注重形式上相似语句的意义差别，因此跟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比较贴近。有好几位语言教师跟我说，他们觉得认知语言学
 对语言现象的一套解释对教学还真管点用。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正面的，可能还有一个反面的原因，那就是形式语言学比较抽象，采用许多符号公式，如果没有一点数理逻辑的基础，连什么是“全称量词”、“部分量词”、“辖域”都不太清楚，人家的论文都没有办法读懂，更谈不上去研究。而我国语言学界这方面的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形式语言学虽然在国外占主导地位，但是国内不少人对它望而生畏，避而远之。我不反对许多人对认知语言学
 感兴趣，将某种理论运用到语言教学中去，如果运用得法而有成效，更是值得提倡。不过，对于那些想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在你选择认知语言学
 作为方向时要有理性的思考，要通过和其他理论在学理上的认真比较之后再作出决定。跟其他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
 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不要跟风、赶潮流、追热点，通过学理上的比较后作出的选择才是理智的选择。

跟生成语言学注重形式、从形式出发相反，认知语言学
 注重意义、从意义出发。这两种研究方式也是对立而又互补的。我国的语法学界，早期是从意义出发的传统语法理论占主导地位，后来是从形式出发的结构主义语法占主导地位。现在来了认知语言学
 ，又开始从意义出发。当然这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形上升，现在讲意义要比传统语法讲意义高明得多。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国内从事认知语言学
 研究的人有不少在讲意义的时候完全不讲形式，至少是忽视形式。这样的研究在我看来不是语言学的研究，而是语义哲学的探讨。我不止一次说过，脱离语言的形式而谈论语言的意义（在语言学里）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语言学家主要任务是什么？是研究语言，而不是研究语言理论。语言学家是干什么的？是研究语言的，研究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用法，研究语言的习得和丧失。语言理论是在研究之前或研究之后提出的有关语言本质的假说。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假说，它们也可以是研究的对象，但是这项工作主要是语言学史专家的任务，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当然也要对已有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加以比较和评价，但是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研究语言。国外出来一种新的理论和假说，就如认知语言学
 ，我国的外语学界最为敏感，首先将它引进介绍进来，加以阐释和评价，功不可没。公正地讲，引进和介绍是必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后也还要继续做好引进和介绍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己也尝试做一些。但是介绍和阐释人家的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对语言的研究，不然我们就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给人家的理论做注解。至于已经有人介绍和阐释过的东西，不闻不问，还重复地去介绍和阐释，这种浪费就更要不得了。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拿少许的语言实例，蜻蜓点水，隔靴搔痒，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就对人家的理论说三道四，补充修正。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语言学家应该跟哲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等一起为认知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这套丛书主要反映了我国外语学界介绍、阐释、研究认知语言学（主要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的现状和水平。研究不能靠一时之“热”，希望今后的研究工作能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更加扎实，也更加与我国的语言和语言生活相结合。

沈家煊

于社科院语言所


前言

近年来，“认知”一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既有“认知心理学”、“认知人类学”，还有“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里又分“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用学”等。按照《新牛津英语词典》（1999年缩略版）的定义，所谓“认知”，就是“通过思维、经验和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知识和理解的心理行为或过程”。因此，“认知语言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语言和“其他感知方式”之间的关系。

在国外，认知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认知语言学”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80年代末成形。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学派林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语言学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国外语言学界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动态，并在国内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刊物上介绍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后期，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已成为一门有相当影响的语言学新兴学科。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学者和博士研究生选择认知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七个方面介绍和讨论认知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内容。

第一章简要追溯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一些重要流派和一些基本理论观点。

第二章介绍认知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三章讨论范畴化。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范畴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人类其他认知活动都建立在范畴化这一重要基础上。

第四章讨论词汇化过程及其特点，其中着重讨论名词与动词的意义特点。

第五章讨论概念化。主要讨论概念化与语法和语义结构的关系。

第六章讨论隐喻作为一种重要认知手段的重要特点与运作机制，探讨隐喻、明喻和转喻的关系。

第七章讨论语用意义和语用推理。

本项目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2001年，本项目分别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立项资助。

本项目的部分内容本人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的“现代语义学”课程上讲授。本人感谢听课的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感谢所有关心、鼓励和支持本人本项研究的语言学界的前辈、同行、同事和学生。我的博士生王薇、朱茜、黄洁、田臻、陈佳、唐树华和宫同喜等对本书的体例、校对和参考书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徐盛桓、刘正光和王文斌等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书责任编辑李健儿先生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本书的文字和编校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二〇〇七年十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与基本原理

本章对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和重要理论主张作一简要的回顾和介绍。第一节我们简要回顾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对认知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特别是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渊源关系和理论差别作了对比分析和介绍；第二节介绍和讨论认知语言学的几个重要流派，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神经认知语言学等；第三节重点讨论认知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基础和理论主张。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语言研究历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

传统的语言研究在西方被称为“语文学”（Philology），在中国被称为“小学”。在古代，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经学服务，因此还称不上是独立的学科。直到18世纪中后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欧洲的兴起与发展，语言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开始有自己的理论目标和研究方法。此后，语言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一直都受到某一特定的有关语言本质的观点的影响，而有关语言本质的观念上的变革促使了种种独特的语言学科学范式的形成，甚至影响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例如，20世纪初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很快就被应用到神话分析、文学批评以及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之中，改变了原来的人文科学研究的范式。语言学史上可以被称为具有“革命”意义的语言学研究传统还有“历史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认知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观可以用一个隐喻来概括：语言是一种有机体。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看来，因为语言是有生命的东西，因此也就有一个生老衰死的过程。语言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溯语言变化的轨迹，寻找语言变化的规律，重构原始共同语（Protolanguage）。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观也可以用索绪尔的一个隐喻来概括：语言是一盘棋。语言中的所有成分都处于一种关系网络中，语言单位的意义取决于它在这一关系网络中的“值”（value）。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就是研究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语言成分组合的各种规律。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把语言看成大脑中的一种特殊的机制，或者说是一种语言蓝图（blueprint），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揭示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一语言机制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学科的流派的形成都是与本学科的传统、当时的科学思潮以及研究者个人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语言学历史上所形成的各种流派都是如此，上述三次革命也是这样。而目前语言学界正在悄然兴起的又一场新的革命，即认知主义的思潮，也与这三种因素有关。

二、认知科学的兴起

认知科学是在过去近50年中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生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脑。以前各学科对人类大脑的研究主要是从各自的角度进行的，很少借鉴其他领域的成果和方法。而现代认知科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跨学科性。20世纪30年代，英国数学家图灵（Alan Turing）设计了一种抽象自动机，称作图灵机，用来定义可计算函数类。图灵机能表示算法、程序和符号行的变换，因而可作为电子计算机的数学模型，也可用作控制算法的数学模型，在形式语言理论中还可用来研究短语结构语言（即递归可枚举语言）。40年代以来，许多科学家根据图灵的构思提出了一系列抽象自动机，来研究神经网络和各种高级控制系统（如自适应、自学习、自组织、自繁殖等系统），这为现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计算机领域的专家通过模仿人类心理过程试图理解人类大脑的本质和特点。到了60年代，Allen Newell和Herbert Simon编写的“一般问题解决程序”（General Problem Solution，简称GPS）已经可以与人下棋、证明数学定理等。而一些心理学家在Newell和Simon的启发下，开始把人类的大脑活动看作是信息加工的过程来研究。他们把大脑活动描绘成一种操作结构，用于建构和转换内部表征，并为严格说明和科学证明大脑内部活动提供一种系统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一被称为“认知革命”的科学范式的变化，信息加工理论已经完全取代了行为主义理论，成为心理学领域的主流。

但是人们发现，要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计算机可以胜任人类几乎无法想象的复杂的计算过程，但一些在人类看来非常简单的生理现象，如视觉过程等，计算机却很难模仿。

与此同时，哲学家们在人工智能研究的启发下，对心智（mind）与大脑（brain）之间的关系这一历史难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用程序与电脑之间的关系用来比喻心智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心智被看作是在大脑中运行的一种程序。这一比喻使得哲学家对人类大脑活动的性质重新展开了辩论。涉及的问题包括计算机是否真的能够理解语言，是否会因为安装了“正确的程序”而获得有意识的经历。

根据John Searle的观点，早期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大脑计算理论（the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the Mind）。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心智之于大脑就如同程序之于硬件。大脑计算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

（1）运算法则：如果人们遵循运算法则中的步骤，就保证能获得运算法则所擅长的问题的答案。

（2）图灵机器：图灵机器有一个程序，该程序使得它能进行某些操作。该程序的形式完全是“如果C，那么A”，如果符合条件C，就执行命令A。

（3）丘奇—图灵机器原理：任何可计算的函项都可以通过图灵机器来计算。

（4）图灵定律：有一种通用的图灵机器，对任何特定的图灵机来说，该通用图灵机均可以模仿其行为。人的大脑就是这样的通用图灵机器。

（5）描述层次：在某一层次，我们可以描述其硬件属性；在另外一个属性；我们可以描述其所执行的程序。

（6）多重可实现性：我们可以想象同一种程序能在不同的硬件中实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在执行某一认知任务时，我们可以将运行在人们大脑中的程序放到任何一个商用计算机上运行。

（7）递归性分解：复杂的认知操作可以依次简化，分解为非常简单的认知操作，直至最低层次的简单双数操作，即“是、否”，“flip-flop”，“零、一”。

（8）图灵测试：如果机器的表现可以达到让专家分辨不出到底是机器还是人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说该机器具有与人一样的认知能力。

（Searle，2003:4-6）

Searle（2003）用一个著名的“中文房间实验”（the Chinese Room Experiment）来说明语言意义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所谓的“中文房间实验”，就是把一个不懂中文的受试者关在一个房间里，通过训练，接受中文的指令；最终，这个不懂中文的人可能学会非常熟练地接受有关句法构成的指令，造出完全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但他还是不懂中文，因为他并不知道那些通过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汉语句子的意义。而对于一种语言来说，表达意义是其最基本的功能。

Searle指出，计算机的魅力在于它完全依赖句法运行；但句法不等于语义，模仿不等于复制。他赞同心理学家提出的“平行分布加工”（Parallel Distribution Processing，简称PDP）理论。PDP模式不是按先后顺序线性运作，而是在某一系统内相互联结的节点网络中运作；它有一个信号输入层面和一个经过转换的信号的输出层面，还有一系列所谓的隐含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就是信息处理的场所。Searle因此指出，“我们目前正逐渐摆脱认知科学的计算机范式，迈向神经生理范式”。（Searle，2003:1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实证研究也开始挑战原有的符号运算的理论范式。人们发现，颜色和颜色范畴独立存在，它是人类视觉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的结果；基本层次范畴通过格式塔式感知、大脑图象和运动图式而构成。语言和认知是以视觉和运动为基础的。

同时，神经生理学家由于新技术的诞生而得以能对大脑作为一种信息加工过程的机制进行研究。CT（大脑辅助X光断层摄影术）、MR（磁共振）和PET（正电子发射X光断层摄影术）等使得科学家可以对人类大脑内部的活动过程进行前所未有的直观的观察。

在此过程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开始互相接触。各领域的研究者发现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自己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开始互相交流。他们之间的互动标志着认知科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正式诞生。1977年，《认知科学》杂志创刊；1979年，“认知科学学会”成立；1981年，美国Sloan基金会拨款资助一项大型认知实验项目。这些都对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美国的许多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都开设了认知科学课程。认知科学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根据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1999）的理解，认知科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英美哲学基础上的认知科学，另一种是独立于任何事先就决定研究结果的哲学假设的认知科学。

第一代认知科学旨在适应主张形式主义的英美哲学；受此影响的人工智能理论、心理学上的信息加工理论等都把大脑看作是对无意义的形式符号进行运算的工具。这一传统的特点是精确；但缺点是它以先验哲学为基础，任何与该哲学假设不一致的结果都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代认知科学指的是不受任何哲学假设限制的研究大脑的经验科学。第二代认知科学家们有三个主要结论：（1）人脑是身体经验性的（embodied）；（2）大部分思维是无意识的；（3）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1999:75-77）。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系为例，该校的认知科学家们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感知与注意”、“记忆与思维”、“语言与概念系统”。重要的项目包括：“世界颜色调查”、“自动交通工具控制”、“语言学习的连接模式”、“语言和思维中的隐喻”等。按照Lakoff和Johnson的定义，这些研究显然属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话题。

三、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Chomsky在1957年发表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标志着语言学领域认知主义思潮的诞生。Chomsky提出了一种用“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观点来解释语法的思路。这种转换的形式结构与计算理论中的有限规则生成无限结构的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理论不谋而合。在《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中，Chomsky指出，仅仅把语法看作是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装置（device）是不够的，语法始终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因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拥有”自己所说语言的语法的？Chomsky特别强调，这依靠的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学习过程，如演绎或概括；人们大脑中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语言蓝图。只要给予有限的语言素材，这一蓝图就能帮助人们获得某一特定语言的语法。这一蓝图后来被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关语言形式的理论就变成了有关人脑的认知理论。因此，Chomsky认为他自己的语言理论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John R. Taylor（2002）指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与有关人脑的研究原则上可以有两种互动的形式：

（1）已知的有关人脑的知识可以帮助和限制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理论。既然大脑具有如此特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这些认知结构为基础的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2）有关社会和人类现实的理论为人脑理论提供依据。既然人们可以承担这样那样的任务，他们的大脑必须具备支持这些结果的特征。

Taylor认为，Chomsky语言学理论采取的是第二种策略。他不是用人脑理论来限制语言理论，而是利用语言理论为人脑理论提供依据。

目前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处理完全不同于Chomsky。认知语言学不承认语言是大脑中的一个自主的组成部分。相反，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是，语言最好被看作是认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语言学研究应该借鉴有关人脑的理论，不管是通过实验，还是通过内省，甚至是一般的观察。

Taylor（2002）提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与其他语言学并无不同，也是句法、词法、音系学、词义、话语结构等；但是，认知语言学的目标是努力使这些理论与已经经过经验证明的或不证自明的认知特点相吻合。这些认知特点也完全可能体现在非语言活动中。因此，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不仅仅是对语言事实进行描述并将此形式化，它还希望对这些语言事实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可以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最初诞生于Chomsky语言理论的框架中，但后来的发展使它采取了与乔氏理论相反（尤其是反转换）的立场。

Chomsky认为句法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与意义、语境、记忆、背景知识、认知过程、交际目的没有关系，但是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句法和语义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有些短语和语素的句法呈现就与语义和语境等有关。

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而认知语言学反对语义的组合观，主张对词汇范畴采取一种不太严格的路子。

形式语言学用“模型真值理论”（Model-Theoretic Theory）来解释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反对“模型真值理论”，认为语言意义是人类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的经验性产物。

20世纪7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的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起到了特别的作用。根据Lakoff（2005）的回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5年举办的暑期培训班（summer school）上有四篇论文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篇论文是Paul Kay有关颜色词的研究。他发现，尽管各种语言中颜色词的数量不一样，但是说不同语言的人对每种常见颜色的典型的认知却几乎没有区别。这表明颜色是普遍的，对颜色的认知是普遍的，这是由物理和生理因素共同决定的。

第二篇论文是Eleanor H. Rosch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例如，“椅子”是一个属于基本层次的范畴，但“家具”、“摇椅”不是基本层次范畴，“家具”是“椅子”的上位范畴概念，而“摇椅”是“椅子”的一个下位范畴概念。我们可以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椅子”的意象，但却无法形成“家具”的意象。基本层次范畴跟人类与世界的互动有关。

第三篇论文是Leonard Talmy关于各种语言中空间关系表达方式的讨论。Talmy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不同的描述空间关系的词语，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一种对应关系。例如，英语中有in、through、on等，汉语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介词，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对应。Talmy认为，每一种空间关系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基本的空间关系，而这些基本空间关系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一致的。

第四篇是Charles J. Fillmore的一篇关于“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的论文。例如英语中有buy、sell、goods、price这四个词，它们同属一个“事件框架”。在一次“购物事件”中，有四样有关的东西：买主、卖主、钱和商品。在任何一次“购买”活动中，都有四个角色和三个阶段。四个角色就是“买主”、“卖主”、“钱”和“商品”。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买主需要货物，准备了钱；第二阶段，卖主有货物，想把它换成钱；第三阶段，买主拿到了货物，卖主拿到了钱。Fillmore发现，在所有语言中，任何一个事件都相对于一个框架而得到定义。这样的框架成千上万。框架与逻辑无关。在“购物”框架中有“要”（欲望）、“有”（拥有）这样的谓词。“欲望”和“拥有”都跟身体有关。最终所有的框架都预设其他的框架，最终都被“体现”。

到了20世纪80年代，Gilles 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和Ronald W.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Lakoff等人的隐喻研究等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Langacker（1987，1991）的两卷本《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被人称作“认知语言学的圣经”；而Lakoff和Johnson（1980）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cornerstone）之一。另外，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Fillmore和Adele E. 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等也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国外语言学界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动态，并在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刊物上介绍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后期，认知语言学已在国内成为一门有相当影响的语言学新兴学科分支。国内目前已经有一大批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选择认知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国内语言学刊物近年来发表的认知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部分出版社还引进或翻译出版了一些认知语言学经典著作，国内学者撰写并出版的认知语言学方面的专著也已有20多部。

进入了21世纪以后，认知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更为迅速。

2001年10月，“首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和“认知语言学和汉语研究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召开。

2002年10月，“第二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心理空间理论”的创始人Fauconnier应邀出席了大会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2004年堪称中国的“认知语言学年”。3月，笔者主编的《语言的认知研究——中国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出版；4月，“第三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认知语法的奠基人Langacker和“构式语法”的重要代表人物Goldberg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同年4月，隐喻认知理论的奠基人Lakoff应邀在我国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高校进行了为期两周左右的巡回演讲。5月，神经认知语言学的代表人物Sydney Lamb应邀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认知功能语言学讲习班”，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6年5月，“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上，“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2007年5月，“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召开。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会长Klaus-Uwe Panther，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前任会长、《认知语言学》杂志创始人之一Dirk Geeraerts以及Langacker和Raymond W. Gibbs，Jr.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

这一切表明，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学科领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与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互动也达到了空前活跃的程度。

总体来说，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汉语界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这些研究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国外的一些重要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著作的介绍，第二阶段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第二大类是外语界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第三大类是从认知的角度对部分特殊语言现象，尤其是隐喻、转喻等的研究。

国内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1）涉及范围广，即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方法的讨论到具体的语言认知现象的探讨，各相关方面均有成果涌现；（2）理论联系实际，即不仅有理论的介绍和评价，还结合具体的语言现象，特别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长期有争论的语言现象来进行讨论。当然，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比较分散，尚未形成鲜明的研究特色；（2）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外语界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还主要局限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相关理论上，对具体语言现象的进一步挖掘与解释还不够；（3）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之间缺乏互动，低层次的重复劳动较多。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还有广泛的空间可以拓展。例如，一方面我们可以尝试把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汉语语法、语义的研究中，进一步揭示汉语本身的特点，这方面国内汉语界一些学者已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汉语和印欧语以及其他语种语言的对比，揭示语言结构和使用中人类认知过程的作用及其认知方式的共同特征和差异。对于后者，外语界的学者尤其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与研究目标

一、认知语言学的几个基本假设

认知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在研究目标、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语言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的挑战。Chomsky的这些基本假设包括（Langacker，1991b:1）：

（1）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具有数学的特征，其自足性使其可以基本脱离范围更广的认知系统加以研究。

（2）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结构的一个独立部分，与词汇和语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3）如果意义在语言分析范围内，那么，最恰当的描述方法是通过建立在真值条件基础上的某种形式逻辑。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认知语言学对语法和语言意义的本质的看法是：

（1）语言既不是一种自足的系统，也不能不参照认知过程得到描述。

（2）语法结构并不构成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或表征层次：它们本质上是象征性的，为概念内容的组构和规约的符号化服务。

（3）词库、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单位形成一个连续统，它们被任意地拆分为组成成分；分析语法单位若不参考其语义价值，就与编词典但不提供对词条的解释一样荒唐。再说，建立在真值条件基础上的形式语义学用于描写语言表达的意义是不合适的。原因之一是语义结构与知识系统相关，而知识系统的范围本质上是开放的。原因之二是它们的价值不仅反映了某一被感知的情景的内容，而且还反映了这一内容的结构和观察的方式。

按照William Croft和David A. Cruse的理解，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大假设（Croft & Cruse，2004:1）：

（1）语言不是一个自主的认知机能（faculty）；

（2）语法就是概念化；

（3）语言知识来自语言使用。

显然，第一个假设是针对生成语法认为语言是一种自主的、甚至是内在的认知能力而提出来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知识与其他概念结构的知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语言知识使用的过程与人们语言之外使用的认知能力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二个假设是Langacker提出来的一句口号，它与真值条件语义学所提出的句子意义通过句子所描述的事态与世界（或世界的某一模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到定义的观点截然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需要交流的经验进行概念化（以及对我们的语言知识进行概念化）；概念结构的所有方面都与构建方式有关，包括范畴的结构和语言知识的组织等。第三个假设与生成语法和真值语义学追求对语法形式和意义最大限度抽象和概括表征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句法、词法和音系中的范畴和结构是我们从具体使用场合的话语中抽象而成的，而生成语言学认为高度抽象的语言规则具有先天性（innateness），一些特殊的句式属于语言的边缘现象，不在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

目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从认知科学的发展来看，认知科学需要一个有关人脑的工作机制的模型，因此重新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分析中大脑为何不可或缺”这一问题。

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认知语言学家指出，人类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这种能力与一般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法结构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对应或“拟象”（iconic）关系。句法并不是一种自足的系统，它与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等其他部分密不可分。语义不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

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认知能力与词汇语义和语言结构有关。其中包括（Langacker，1999:2）：

（1）某些经验性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感觉一系列的颜色、声调、味道、气味和触觉；我们有空间延伸的概念，我们看到时间的流逝，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感情。这些经验域可以看作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域。

（2）可以应用于任何经验域并对特定概念的出现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种认知能力（在更高的复杂组织层次上）。例如，人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经验进行比较，记录它们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我们可以把某一结构作为对另一结构进行范畴化的基础；我们有抽象的能力（图式化），因此可以对某一情景作出不同程度的描述。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把场景分为前景与背景，两者可以随时相互转换。

（3）建立关系的能力，即我们能在事物之间发现联系，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独立的经验。

（4）将某一组事物归类的能力，即我们能根据相似性、相邻性或其他关系，并为更高的目标对一组事物作为整体进行操作。这一双重过程（分类和作为统一的实体进行操作）就是概念物化（conceptual reification），它在我们大脑中创造了许多由名词表达的抽象事物。

（5）心理扫描的能力。有了这一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个复杂的结构中找到路径。对此，我们表现出巨大的概念灵活性：我们可以对某一静止的结构进行按序扫描（例如寻找从城市某一地点到另一地点的最近的路），可以对某一正在变化的情景进行综览式的扫描，即全景扫描（例如，我们可以对某一运动物体的各个运动位置进行总体扫描，将它们看作具有某一特定“形状”的路径式的事物）。

（6）意象图式和隐喻。意象图式包括以下概念：来源—路径—目标、容器—内容、中心—边缘、联系、力和平衡。这些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基本上是具有结构的，根植于我们的日常身体经验，对我们组织心理世界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图式的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为隐喻性地映射到其他概念领域提供了基础。隐喻被认为对认知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渗透在人们的理解中，独立于特定的语言表达。隐喻被看作为某一目标领域是以另外一个更基本的源领域作为参照得到理解的概念现象。

Langacker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目标就是研究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与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几个重要流派

根据Robert A. Wilson和Frank C. Keil主编的《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1999/2000）的定义，“认知语言学”并不是指一个独立或统一的语言理论，而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范式（paradigm），其中包括多种不同的理论和研究项目。这些理论和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强调对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解释。

目前，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研究方向包括Langacker等人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Talmy等人的“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Fillmore和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以及Lamb的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等。下面我们分别予以简要的评述。

一、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认知语法，早期被称为“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为Langacker和Croft等。他们主张用语义概念来定义语法概念。他们认为，用语义概念来定义语法概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对场景的“组构”（construal）。这一认知方式指的是说话者在大脑中对某一词语的语义内容的勾勒：成分的相对显著程度，其抽象和具体程度，还有说话者所采取的视角。许多传统上被认为“不会影响意义”的语法差异被认为反映了认知方式的微妙差别。

与传统的语言理论相比，认知语法在研究目标、所关注的语言材料、所提出的问题和证据的可靠性方面都很不相同。Langacker（1987:2-3）提出了认知语法的以下三大原则：

（1）语义结构并不具有普遍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语言而异的；而且，语义结构建立在约定俗成的意象基础上，根据知识结构而得到描述。

（2）语法（或句法）并不形成一个自足的形式表征层次；相反，语法在本质上是符号性的，由语义结构的规约性符号过程构成。

（3）语法和词库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区别。词库、词法和语法构成一个象征结构的连续统，它们在某些参数上有所区别，但划分为不同的组成成分却完全只能依靠任意的标准。

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认知语法反映了在语言和人脑分析中呈现的一种趋势，即放弃机械的观念而接受一种更符合生理系统特点的观念。认知语法认为，建立在必要和充分条件基础上的离散范畴从认知角度看是不现实的。认知语法强调“典型”或“中心趋势”模式，反对语言的“字面”（literal）和“修辞性”（figurative）区别，认为用形式逻辑来模拟一般思维特别是语义结构是不合适的。它认为意象和隐喻并非人类大脑活动的边缘现象，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

认知语法中还有一个近年来引起人们较多关注的流派，即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其代表人物有Fillmore（1982）、Lakoff（1987）、Goldberg（1995，2003）和Croft（2001）等。构式语法认为，语法结构本身也是符号单位，动词所呈现的结构对决定论元结构和意义会产生影响。

构式语法最早是因为一些语言学家想为“惯用语”（idioms）在说话者的语法知识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而形成的，是对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语法理论的一种反动。因此，构式语法特别关注特殊的句式，强调某些特定词、语法语素的意义和分布；其主要理由是，一旦这些句式丰富的语义/语用现象和复杂的形式限制得到解释，其方法便可用于更一般、更简单或规范的句型。构式语法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框架语义学”和经验主义语义观。（Fillmore，1975，1982，1985b；Lakoff，1977，1987）该理论有关语义的观点充分考虑以说话者为中心的语境的组构。（Langacker，1987，1991）

根据Croft和Cruse（2004）的观点，构式语法目前可以分为三大流派：一是Fillmore和Kay（1993）的“构式语法”，二是Lakoff（1987）和Goldberg（1995）的“构式语法”，三是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以下简称RCG）。其中以Goldberg有关构式语法的讨论影响最大。我们这里主要介绍她的一些有关“构式语法”的观点。

Goldberg对构式的定义是：

凡某一语言型式（pattern），如果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部分不能严格地从其组成成分或已知的结构中得到预测，就可称为是一个“构式”（construction）。（Goldberg，1995:4）

Goldberg指出，每一个基本的句型皆可理解为与构式有关，也就是说，其主要动词可以理解为与一个论元结构构式结合（如及物、不及物、双及物等结构）。换句话说，某一语言中的基本句型取决于主要动词所表达的语义/句法信息。“动词保留了中心意义，而论元结构提供了表层形式和理解的一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表层形式通常与细微的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有关。”（Goldberg，1995）

与生成语法不同的是，构式语法不认为某一句式由其他句式衍生而来，某一实际的表达或句式由至少6个以上的构式组成。

例如，在“What did Liza buy the child?”中，就由以下几个构式构成：

a. Liza，buy，the，child，what，did 构式（即词的型式）

b. 双宾结构

c. 问句结构

d. 主语—助动词倒装结构

e. VP结构（通过buy the child体现）

f. NP结构（由 What、Liza和the child体现）

构式是通过积极的输入学会的，语言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无法通过一般的、普遍的或内在的原则得到解释的句式。而生成语法认为这种情况是“另类”，是少数，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语言学习理论的核心，但构式语法认为我们所用于学习这些句式的手段完全可以用来解释所谓的“核心”现象。

构式语法还认为，句式的分类以及制约条件的解释应该从语法之外去找，如普遍的功能压力、象似性原则、理解和学习过程的限制等。

在同一语言内部，句式间的概括通过继承网络得到说明。高度的概括通过被许多其他结构继承的构式得到说明。限制性强一些的句型可以通过处于层级网络中间的结构得到解释，特殊的句型通过低层次的构式得到解释。

构式语法认为，我们所有的语言知识均可以通过构式网络得到解释。根据构式语法理论，某一特定的构式的存在通过如下方式定义：如果其某一或某些特征不能严格从有关该语法中其他构式的知识中获得预测，该构式就存在。

在构式语法中，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简单句的结构直接与反映人类基本经验的语义结构相联系。

构式语法有两大研究兴趣：（1）对构成语言的整个结构类别的特点进行说明，而不仅仅是那些被定义为“核心语法”的结构；（2）解释某一特定结构可以有效使用的条件，这种解释被认为是说话者语言能力或知识的一部分，一些微妙的语义和语用因素对理解语法结构的制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构式语法中，词汇与句法不严格区分。词汇结构和句法结构在内部复杂性上不同，在语音形式的说明程度上也不同，但是词汇和句法结构本质上属于通过事实性知识形式表征的同一数据结构类型：两者都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

构式语法主张的另一个概念是反对将语义学和语用学严格加以区分。它主张将有关焦点成分、话题性和语域的信息与语义信息放在一起表达。

构式语法具有生成性，它在试图解释语法允许产出的无数表达式的同时，也试图解释语法所排除或不允许出现的无数其他表达式。

构式语法不主张转换的概念，不预设句法或语义形式的底层结构。

Goldberg最近还把“构式”的概念扩展到了句子以外的层面。她（Goldberg，2003:2）指出，现在构式语言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回归到了更为传统的语言观，其中大家一致的看法包括：

（1）所有描述层次都被认为涉及形式和语义或话语功能的配对，包括语素或词，以及部分由词项填充的或完全抽象的短语结构；

（2）重视对事件和事物状态的感知方式；

（3）对句法形式采纳“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态度：不设置任何句法的深层结构，也没有语音实现的成分；

（4）构式是在输入和一般认知机制的基础上习得的（是构建的），因此语言之间的差异是预料之中的；

（5）对不同语言进行的概括通过一般认知限制和所涉及的构式的功能而得到解释；

（6）具体语言中有关构式的概括通过继承网络获得解释，这与用于解释非语言知识的继承网络十分相似；

（7）所有语言知识可以通过构式网络得到解释。

“构式语法”最近的一个发展是Croft（2001）提出的“激进式构式语法”。

Croft指出，之所以提出激进构式语法，是为了解释某一语言中句法事实的多样性以及实际句法的多样性。作者认为语法结构的形式表征的所有方面都是因语言而异的。作者甚至声称，“激进构式语法”是终结所有句法理论的句法理论。（Croft，2001:4）

“激进构式语法”之所以被称为激进，还因为它回到了句法的基础，一切从头开始。它所描述的分布方法和语言事实，与认为句法结构或构式是由原始的句法成分构成的假设互不相容。这些原始句法成分是其他句法理论的基本成分。RCG提出构式是句法表征的基本单位，范畴是从它们出现的构式中衍生来的，这也是分布法所隐含的结论。

RCG承认构式的原始地位，但不认为存在原始句法范畴。因此，与以前的句法理论相比，RCG是一种非简约主义（non-reductionism）理论。因此，RCG在构式中不设任何句法关系。构式唯一的内部句法结构是其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式的句法结构只是由它们的成分（有可能也是复杂成分）及其在构式中的功能组成。

世界上的语言多种多样。RCG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将共时的语言内部的差异与类型学思想相结合的方法。类型学家寻找语言普遍现象时应该意识到并承认语言中存在着任意性。语言中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或应该得到解释。如果是的话，那么，所有的语言都会是一个样，所有的语言内部都不会有什么差异，也没有一种语言会发生变化。

RCG不仅仅解构我们所认识的句法，它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用一种可信的比较的方法把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作为某一特定语言的使用者的知识模式表征出来。最近，类型学家开始对语言变异普遍规律中特定语言的语法知识的表征模式产生了兴趣。这一模式是一个语义地图模式，其中特定语言的范畴的分布规律被映射到概念空间上，而概念空间的大部分结构被认为具有普遍性。

构式理论近年来还得到了一些心理学实验的支持。实验发现，当看到某样东西时，人们大脑的某一部分就会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这一区域的血液在流动，神经元被激活。我们可以来想象看到了某样东西的情形。例如，我们想象有一把椅子，可以把它倒立过来。这样想时，我们大脑的某一部分处于活跃状态，而且这一部分与我们实际看到事物时的部分状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想象看到某件东西和实际看到某件东西使用的是大脑的同一部位、同样的神经元。动作的处理也是这样。实验发现手“握”一个瓶子与想象自己手握一个瓶子时，同样的神经元在发射。做梦也是如此。假如有人做梦在跑，被激活的神经元与他实际在跑的时候是一样的。（Lakoff，2005）。

据此，Lakoff（2005）提出一个所谓的“Cog假设”：语法的语义特征（the semantics of grammar）由与大脑基本结构相连的第二性大脑结构组成，前者完全由后者负责运算。当我们使用大脑基本结构时，第二性大脑结构总是处于活跃状态。如果我们要拿起一个瓶子，大脑的前运动皮层和运动皮层就都参与了实施这一意图的活动。这意味着在前运动皮层的第二性结构中是拿起一个瓶子的一部分，同时意味着“概括”这一功能处于大脑中某一特别的位置。在给别人东西时，负责所有移交的“概括”也在大脑中负责这一次的转移；讲故事给某人听也是一种转移，不过是隐喻性的。“tell”（告诉）和“give”（给）拥有同样的语法结构。例如，“I told him a story”与“I gave him a book”共有一个构式。

三、Lamb的“神经心理语言学”

Lamb（1999，2004）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层次语法”（Stratificational Grammar）的创始人，“神经心理语言学”可以说是在层次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学学说。

Lamb反对大脑中有一种符号性的表征系统的观点，认为大脑内部并不存在诸如表征词或语素的象征性符号系统，大脑中只有表达这些形式的手段（means）。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知识是以网络连结的方式储存在大脑中的。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这一假设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神经科学中，大脑皮层确实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网络系统，人们的学习活动就是该网络相关节点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的过程。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的说话和理解过程就直接在网络中进行，它们通过网络中的线路和节点所形成的路径激活网络。学习也直接可以解释为连结关系的一种加强过程。熟语和构式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确立，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储存于这些连结中。

Lamb认为，“连结说”（Connectionism，国内也有学者译为“连通说”）实际上在索绪尔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但是，尽管索绪尔的思想广为人知，可人们还是倾向于用象征符号（symbols）来表达他们的研究和发现，好像符号形式就是语言事实一样。

Lamb提出，从说话和理解的角度看，“关系网络理论”（Relational Network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理论。对听话者来说，网络的激活在网络中是从词语到概念；对说话者来说，激活从概念开始，然后沿着网络的路径到词语表达。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根据“关系网络理论”，意义存在于说话者的大脑中，不同的说话者大脑中的意义各不相同。在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必须有某种东西来表征形式和意义。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表征，即语音和概念表征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然不可能是其中一个包含另一个的关系。Lamb认为，一个词项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连结关系——一种相互的连接，从形式的表征到意义的表征和从意义的表征到形式的表征。例如，英语中的bill有两个意义，一是“账单”（BILL1
 ），一是“鸭嘴”（BILL2
 ）。在关系网络中，这一关系被处理成一个形式与两种概念表征的连结。下面例［1］中的“双关语”就涉及对两个路径的同时激活（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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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Bill的意义表征

［1］A talking duck goes into a bar，orders a drink，and says “Put it on my bill
 .”（一只会说话的鸭子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份饮料，说：“把它放在我的嘴巴上/记在我的账上。”）

再如，“中国”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而这两个字又与其他的词连结；“中”与“国”在形成“中国”这一词语时，除了“中国”本身的基本意义被激活外，同时被激活的还有“中”和“国”的其他意义所形成的网络；不过，这一“影子意义”被激活的强度不如“中国”的基本意义（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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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中国”的意义网络

关系网络模式也为解释典型性（prototypicality）现象提供了可能。例如，bird（鸟）这一范畴包括了robin（知更鸟）、sparrow（麻雀）这样的典型成员，也包括了emu（鸸鹋）、penguin（企鹅）这样的非典型成员。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证明了典型现象的存在。“关系网络理论”对此的解释非常直接和简单。只要运用“连结的密切程度”（strength of connections）和“最低标准满足程度的变化”（variation of degrees of threshold satisfaction）这两个工具就能解释心理学中的典型现象。例如，“会飞”这一特征就与“鸟”的范畴联系非常密切。激活的力度、连结的密切程度、被激活的连结的数量，都对最低标准的满足的速度和程度产生作用。

Lamb还列出了连接的部分其他重要特征：

（1）连结的强度有差异；

（2）连结通过成功使用（学习过程）得到加强；

（3）某一强度的连结承载不同程度的激活；

（4）节点的激活有不同的最低标准；

（5）某一节点的最低标准随时间而变化；

（6）连结有两类，即刺激型和抑制型；

（7）刺激型连结是双向的，即既有向前（feed-forward）的连结也有向后（feed-backward）的连结；

（8）刺激型连结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远距离的；

（9）抑制型连结只能是局部的；

（10）抑制型连结可以连接到一个节点或一条线路，阻塞成分附于某一线路；

（11）在早期（学前）大多数连结很弱（潜在的）；

（12）一个节点（至少是部分节点）必须包含一个内部等待（延迟）成分——用于音节或结构成分的排序（sequencing）。

（Lamb，2004:12）

Lamb的网络关系理论实际上是试图对语言使用的心理表征作出解释。如果我们把语言研究分为理论层次（讨论语言的本质、功能、起源、发展等）、加工层次（讨论语言的实际使用等）和神经心理层次（讨论语言的神经心理基础）的话，Lamb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原有的语言理论研究的一种补充和论证。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语言理论最终都必须得到神经心理学的支持，毕竟大脑是人类语言生成、储存和使用的场所。

四、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

Fauconnier（1985，1994）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也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心理空间理论被用来解释传统语法中的时态、状语成分、预设的投射等问题。近年来，Fauconnier（1997，2002）又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和“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心理空间理论。心理空间理论关注说话者构建的各种心理模态的成分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关系与范围歧义、否定、违实句（counter-factuals）和晦暗（opaque）效应等有密切关系。

心理空间是我们进行思维和生成话语时构建的小概念包，以实现局部理解和行动为目的。它是由“单元”（element）构成的局部的、不完整的集合体，按照框架和认知模型构成，在思维和话语活动过程中不断修正、增生，能够表现经细致分割的话语和知识结构。可以用心理空间来模拟思想和语言的动态映射。简单地说，心理空间就是多个概念彼此关联而构成的知识结构。说话就是建构若干有内部结构的域并用“连结词”（connector）使之彼此连接，就是在语境和语法的制约下连续产生一系列认知完形，使信息与不同的域关联，实现对信息的分割。这样形成的动态域就是心理空间。本质上，心理空间是认知“域”（domain）。但两者不尽相同：心理空间是即时的、不完整的，是对后者进行局部选择的内容；一个认知域的重现能够建立各不相同且不兼容的若干心理空间。功能上，心理空间是我们说话和思维时无意识地用来组织后台认知运作过程的手段：在话语过程中以多种方式彼此映射、扩散、增生，为变化的参照点、观察点和焦点提供抽象的心理结构，使我们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把注意力指向局部的、简单的结构，同时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保留复杂的连结网络。语言工具如“访问原则”（access principle）、“空间建构语”（space builder）、“跨空间算子”（trans-spatial operator）、名称和描述语（即语法上的名词短语）、时态和语气、预设性的结构等可以引导心理空间的建构和连接。

但是心理空间并非认知的全部。要实现通过语言研究解释人类认知的目标，Fauconnier强调映射和连结的重要性。他考察了空间之间的结构投射（structural projection）的各个方面，并提出“合成理论”。两个心理空间的成分概念投射（conceptual projection）到中间空间——“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类属空间”是各输入空间成分的交集，独立于其他空间存在，反映输入空间共有的角色、框架和图式。“合成空间”既有各输入空间共有的内容，又有各空间专属的内容，还有不存在于输入空间的“浮现”（emergent）结构。合成空间的内容整体既可大于又可小于各输入空间内容之和：通过对各输入空间局部结构的投射及背景框架的嵌入，在合成空间里生成新的结构，产生新的行为、概念、情感和理解。

“概念合成理论”是心理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尽管语言能提示结构分解、成分关联等信息，但是同一个语法结构能建立多个不同的心理空间结构体，语法结构无法规定对应心理空间结构的细节。于是Fauconnier（1994）提出了一个有关后台认知系统的设想。语义建构依赖后台认知这一扩展型的系统来填补语法所不能规定的细节，包括分解、映射、结构投射和动态心理模拟等认知内容。概念整合理论就是用来探寻人类信息整合、描述后台认知系统的理论框架。它使用一系列操作来连接一个心理空间网络内部的各动态认知模型。该操作在意义的创造性建构、在理解语法结构的过程中运行，以投射、映射和动态模拟等手段在合成空间中形成“浮现”结构，促成新概念产生。

图1-3所示的四空间模型是多空间图式的典型模型，也是概念投射的典型表现。空间合成过程是投射的核心组成部分。要完整地归纳概念投射的特征必须以概念合成的系统理论为基础。四空间模型包括两个输入空间，它们共有的元素投射进类属空间，类属空间较之两者更抽象、更概括，还有内容最丰富的合成空间。合成空间除了有输入空间选择投射的内容外，还有独特的“浮现结构”。图1-3中，各空间用圆形表示；“浮现结构”在合成空间内，用方形表示，里面既有输入空间元素在合成空间里的对应物，也有输入空间没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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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四空间模型

在思维过程中，这四类空间都是相对的概念，中间空间可能成为下一个环节上的输入空间，产生新的合成空间和新的类属空间，继续送入下面的环节。特定语义建构的概念整合过程以右图为基本框架，可能有若干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合成空间的先后参与才能完成。语义存在于整个整合网络中。合成是一般认知过程，输入空间的结构投射到合成空间就是合成过程。与类推、递归、心理模型、概念范畴化和框架等认知过程一样，它也主动地、动态地和流畅地服务于若干认知目的，普遍存在于各种人类经验中。合成具有如下特点：（1）合成过程依赖于各输入空间元素的配对连结，由既有的基本图式激活；（2）合成过程可能产生多种结果，如生成新概念，或多个相关事件合成一个复杂事件；（3）合成空间的存在是建立中心语义、推理、结构和激发情感的必备条件；（4）合成空间和输入空间都动态重现传统概念结构及其连结，通过固化作用（Entrenchment），合成过程产生的创新又会影响和修正传统结构、传统连结；（5）合成过程中的概念排列可能都需要概念运作（Fauconnier，1997）。

“浮现结构”和心理空间是概念整合理论的两条重要原则。“浮现结构”只存在于合成空间，主要通过组合、完备、扩展三种途径产生：从输入空间投射来的各元素在合成空间里组合，使彼此的关系明晰起来，而这些关系在单个输入空间里并不存在；熟知的背景框架结构由完备过程带入到合成空间里重现出来，某个具体的结构可以看作是熟知的背景框架中被突显的部分；根据合成空间的原则和逻辑，用模拟和想象等方法扩展结构框架。扩展本身能产生新的原则和逻辑，也能同时使完备过程呈现新的原则和逻辑。在合成空间运作时，不同空间要素间的对应关系仍然被无意识地保留下来，合成空间的结构特征能够映射回输入空间。概念整合理论可以统一运作于各抽象认知层面上和各表面分离的语境上，并有多层运作梯度。

合成空间在多大程度上由输入空间的结构激活，取决于必须与它和谐共生的背景和文化结构，并且受到“优选原则”（Optimality Principles）的限制，最终实现其局部相关的功能目标。

经过几年的尝试与发展，Fauconnier提出了有关概念整合网络的系统理论（Fauconnier & Turner，1998，2002）。整合网络的形成包括建立心理空间、跨空间匹配、向合成空间的选择投射、类属结构定位、向后投射到输入空间、新结构的纳入以及在合成空间的各种操作，以实现网络的动态平衡。四空间模型是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网络本身可以存在大量输入空间和若干中间空间。概念整合网络有四个特性：（1）变异性：网络里的任一空间在任何时间都是动态变化的；（2）固有性：合成空间吸收传统框架和概念，合成产物也能够部分进入传统结构；（3）事件整合性：合成运作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把多个事件整合成一个，合成也是事件整合的主要工具之一；（4）广泛应用性：概念整合是基础性认知操作，有多种用途。由于现实世界存在极大的丰富性和连续性，概念整合网络也是各类合成结构的连续统。Fauconnier经过不断修正，认为主要有四种概念整合网络：简单网络（Simplex Network）、镜像网络（Mirror Network）、单域网络（Simple Network）和双域网络（Double Network）。简单网络的一个输入空间有框架，另一输入空间是多个子元素，属于该框架；此网络不存在两个组织空间的对立，具有角色凝缩的作用。镜像网络里各空间共有一个组织框架，换句话说，只要共有一个框架，多个输入空间就能够在镜像网络里被整合，产生内容更为丰富的框架。单域网络的输入空间有不同的组织框架，对其中一个的投射生成合成空间，另一个空间是理解表达的关键；此网络的区别性特征是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是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的延伸。双域网络包括两个有不同组织框架的输入空间，一个有组织结构的合成空间，包括各输入空间的内容和新显结构。各网络都有具体的冲突性特征（clash），输入空间的关系有对称与不对称之分。

本章我们简要叙述了认知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些重要流派。同时，我们还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简要的讨论。认知语言学是一个新的语言研究范式，把语言看作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之一，认为语言的结构及其使用受到其他认知手段和方式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就是要揭示语言与其他认知手段和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章　认知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目标

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章我们首先简要回顾语义学研究的历史，在简要讨论语义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认知语义学与形式语义学的重要区别的基础上，描述认知语义学的理论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语义研究简要回顾

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与语言学研究发展过程不同的是，它的发展既有语言学的传统，又有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世纪，语言哲学的研究对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逻辑学研究和语言哲学影响而蓬勃兴起的形式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就与语义学研究形成了重要的交叉。

一、语义研究的语言学传统

语义学的语言学传统最早与语文学有关。在中国，语义研究是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小学主要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内容。训诂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语言意义变化的学科。唐代孔颖达对训诂学的解释是：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训诂学鼻祖”的著作是《尔雅》，它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分类词典。它由叙篇（已亡）以及释诂、释言、释训、释宫、释亲、释官、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篇组成。《尔雅》对古代词语的变迁的轨迹记载和解释都特别清楚。例如，《尔雅·释天》在对几个与“年”有关的同义词的解释时指出：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训诂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重要贡献包括：（1）据部首将文字的形体分为540部；（2）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来解释字形；（3）用以形说义的方法来解释字的本义，用“读若”和形声声旁来说明字音等。（陆宗达，2002）

在欧洲，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一方面与修辞学、语文学有关，另一方面与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密切相关。早期的语义学就主要研究语义变化的类型、方式和原因。1883年，法国语文学家Bréal发表的一篇论文把语义学这一新学科的目标明确规定为研究意义的变化及其原因，并根据逻辑学和语文学等标准对意义变化的方式和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类。

20世纪的前三十年间，语义学逐渐摆脱了传统修辞学中范畴概念的束缚，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文明史等邻近学科吸取营养，对语义变化过程、变化的类型和变化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0世纪上半期，现代语义学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刻影响。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语言的共时状态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系统，其中的成分互相依赖，个体的意义取决于它与系统中其他个体的关系。语义学家们把这一原理应用到了意义变化的研究中。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德国的Jost Trier。他通过对德语中有关“知识”词语的意义变化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

二、语义研究的哲学和逻辑传统：形式语义学

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也称模型理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 Semantics），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成为西方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式语义学最初关注的是形式语言，即与自然语言相对的逻辑和数学语言，用于提供一种精确的语义解释。由于自然语言意义模糊、有歧义，句法也不精确，许多逻辑学家认为形式语义学不可能应用于自然语言。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逻辑学家Richard Montague提出，形式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英语句子意义的分析中。

作为形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形式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假设包括：

（1）语言可以作为计算系统（algorithmic systems）来描述；

（2）语言系统本身是自足和自主的，对语言的分析不需参照语言之外的事物；

（3）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的一个独立层面；

（4）语法具有生成性，可以生成一种语言的任何句子；

（5）意义可以通过逻辑形式语言以真值条件的方式得到描述，该逻辑形式语言的规则根据塔斯基的单一意义协调原则得到定义；

（6）语义具有严格的组合性，但其重要性与句法相差甚远；

（7）类推、隐喻、呈放射性状态的概念等不应包括在语言研究之列。

（Albertazzi，2000:9-10）

从以上可以看出，形式语义学在一些重大理论假设上与形式语言学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形式语义学一直是语义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

认知语义学主要从对语言认知的研究中发展而来，是对形式语义学的一种反动。认知语义学对形式语义学的一般假设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Albertazzi，2000:10）：

（1）除了作为一个计算系统外，语言是在各个层次对人类经验进行概念化和表达的一个工具；

（2）语言不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认知系统的模块，它只是反映了概念化的复杂程度（所谓的“整体假设”）；

（3）词库、词法和句法形成一个由象征系统构成的连续统（这是认知语义学家们普遍承认的一个假设）；

（4）语法既不是生成性的，也不是建构性的（constructive），相反，它构成了一个供个人选择使用的象征资源的总汇；

（5）意义并不与外部世界“直接相联”，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主观的、情景化的、动态的；

（6）语义是概念化的，它依赖于心理过程的模式与内容（作为意象和神经生理活动）；

（7）真值不是投射的，相反，它是相对的，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因此，隐喻、原型概念、放射型范畴，等等，被认为与世界知识、感知和情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了语言概念化的现象（百科全书和语符学假设）。

尽管形式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在研究路子上有明显的差别，但它们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例如，首先，它们都关心语言外指的问题，即语言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尽管它们对指称和意义的看法不一样；其次，认知语义学和形式语义学都强调语言结构形成中认知输入的问题（如对“部分/整体”、“事物/关系”和“映射”的分析）。（Chomsky，1968，1990；Langacker，1990）

语言意义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家所关心的话题。指称论者认为，语言意义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而句子的意义则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状态。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意义并不直接对应于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它们实际上取决于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

形式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最明显的分歧在于对语言命题的真值的看法上。前者把真值局限在真值条件上（Montague，1974；Lewis 1970），后者认为真值取决于由情感、意图性和行为组成的经验世界，它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1980）。

认知语言学强调日常语言功能的丰富性，而不是像形式语言学那样武断地把日常语言简化成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因此，形式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重大分歧在于它们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方法：Montague语义学的基本做法是给句子指派（assign）真值；而认知语义学关心的是体现在语言中的人类经验意义的多样形式。（Albertazzi，2000:15）

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是形式语言以及常项、变项、谓词和量词等，而认知语义学则把语言意义作为心理活动的产品来研究。这些意义具有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的基础（physically embodied）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体现了非语言经历的概念化过程。（Lakoff & Johnson，1999）在认知语义学中，情感也是概念化和意象的形式。（Kövecses，1990）

认知语义学特别否定的一种观点是，语义结构可以被简化为一组特征或语义标记。同样，它也否定所有意义都可以直接通过语义原子而得到描述的观点。

第二节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主张

与认知语言学一样，认知语义学也有几个重要的流派，例如，Ray Jackendoff（1984，1997，2004）的“概念语义学”、Talmy的“认知语义学”、Jens Allwood等人的“概念语义学”（Allwood & Gärdenfors，1999）和Lakoff等人的隐喻理论。一些主要讨论语法的认知语言学流派，如Langacker的“认知语法”、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等，他们对语义的看法、对语法和语义关系的研究也是认知语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面我们在讨论认知语言学的特点时曾提到，不同的流派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在一些基本的假设和理论主张上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下面我们就对认知语义学中对语义本质、语义与语法的关系、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等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语言意义的本质问题

虽然认知语言学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研究不同课题的认知语言学家有着几个共同的理论假设，具体有如下要点：

（1）意义就是概念化，也就是说，某一词语的意义等于说话者或听话者大脑中被激活的概念。因此，意义可看作是词语和大脑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直接是词语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2）词语和更大的语言单位均是进入开放型的知识网络的入口。要完全解释某一词语的意义，常常需要考虑可视与不可视的意象、隐喻联想、思维模型和大众对世界的理解。因此，一个词的意义一般无法通过星星点点的词典定义之类的形式来解释。

（3）范畴不是通过标准—特征模型或者是由必要和充分条件决定的成员身份而确定的。相反，范畴是围绕原型、家族相似和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主观关系而组成的。

（4）是否合乎语法的判断涉及范畴化，因为说话者认为某一话语是某一公认的语言模式可以接受的成员之一。因此，合乎语法性的判断是渐进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况。这种判断依赖语境的微妙关系和语法规约。

（5）认知语言学家在一般认知方面寻找语言现象的对等物（“认知”语言学也因此得名）。心理学方面有关人类范畴化、注意力、记忆力等的研究成果被用来直接武装语言理论。

（6）句法被看作是语音赖以传达意义的规约模型。因此，句法不需要自身特殊的原始形态和理论架构。语法知识通过设立说话者凭借接触实际出现的话语而获得的规约化或已确立的符号模型得到描述。

（译自Karen van Hoek，见Wilson & Keil，2000:134-135）

语言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意义本质的看法以及意义研究的方法。Langacker认为意义是一种认知现象，因此最终必须从认知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认知语法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在基本取向方面，认知语法与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有共同的兴趣，但认知语法的源头和动力主要来自语言本身，要确定有效地解释语言结构究竟需要一些什么，只有语言分析才能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心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并没有语言学家所需要的现成模式。Langacker指出，“语言的象征性决定了意义的中心单位。意义是语言存在的理由。语法仅仅是语义内容的组织手段与象征形式。”（Langacker，1989:12）

Leonard Talmy是认知语义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有关语义与认知方面的文章。2000年出版的《认知语义学导论》（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是他近30年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共八章，重点讨论概念内容在语言中体现的方式和过程（patterns and processes）；第二卷也是八章，重点讨论概念结构的分类，概念结构在文化和叙述体中的处理等。

在Talmy看来，“……在‘语义学’前面加上‘认知’这个词是多此一举，因为语义学本质上是认知的。加上这个修饰词——除了标志传统语义学中所缺乏的心理方法外，还因为存在其他的语义学理论，它们认为意义是独立于人的大脑的”。（Talmy，2001:18）

Talmy认为，语言表达和世界上某一事物的关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pass through）语言使用者的大脑；认知系统，包括语言、感知、推理、情感、注意力、记忆、文化结构和运动神经控制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同时又有各自的特征。Talmy是最早把心理学中的Figure（焦点）和Ground（背景）概念运用到语义分析中的语言学家：“在焦点—背景结构中，作为某一情景中焦点的物体吸引了最主要的注意力，其特点和命运是人们关心的焦点，背景处于注意力的边缘地区，它作为一个参照体，用于突出人们关心的焦点的特点”。（Talmy，2000:12-13）

关于语法与认知的关系，Talmy认为，“语法决定了概念结构”（Talmy，2000:I.22）；封闭类语法形式决定概念过程（conception），开放类词汇形式包含内容。他区分了四种词类：意音词（ideophones）、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但在他的两卷本《认知语义学导论》中，除名词和动词外，没有详细提到另外两类词。有意思的是，他把传统语法中用于名词的概念“数”也应用到了动词上，把动词分成“单数动词”（uniplex）和“多数动词”（multiplex）。他把可数与时点性（punctual）、集体与重复（iterative）、多数与持续概念（durative）对应了起来。

Talmy（2000:13-14）总结出了人类语言意义结构的四条组织原则（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1）以图式结构为中心：语言形式的结构形式一般通过抽象的、理想的、其特殊关系常常几乎是几何型的描述方式实现概念化；

（2）语言的封闭类系统是最为基本和完整的概念调节系统；

（3）同一概念综合体可以通过其他的概念化形式进行表达；

（4）空间结构的语言表达和时间结构的语言表达之间存在一种平行关系。许多概念结构的相同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事物和过程中，因而也在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形式的典型成分（即名词和动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Peter Gärdenfors（1999）在其《认知语义学的若干原则》（Some Tenets of Cognitive Semantics）一文中讨论语言哲学中认知语义与外延和内涵语义学之间的区别时也提出了认知语义学的六大原则。它们是：

（1）意义是认知模式中的概念化：意义在人的大脑中（Meanings are in the head）。语言的意义被看作是从语言的表达式向某些心理活动的映射（a mapping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the language to some mental activities）；

（2）认知模式主要由感觉器官决定：我们可以对所读或所听到的内容构拟真实的或心理的图像；

（3）语义成分建立在空间或概念空间基础上；

（4）认知模式主要是意象—图式形式（而不是命题形式）。意象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运作过程（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运作过程）而改变；

（5）语义比句法更为基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句法（句法不能独立于语义而获得描述）；

（6）概念具有原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概念并非建立在必要和充分条件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范式。语义是语言和概念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认知语义学必须考虑语言的社会因素，尤其是权势关系。这一观点完全否定了Hilary Putnam（1975）关于意义必须是非认知事物的论点。

由此看来，认知语义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意义看作是概念化，认为语言意义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Jackendoff是最早从认知的角度考察语言意义与世界关系的语言学家之一。早在1983年，他就出版了《语义学与认知》（Semantics and Cognition
 ）一书，对语言意义与认知关系进行了讨论；1997年，他又发表了新著《语言能力的结构》（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Faculty
 ），对语法、语义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需要指出的是，Jackendoff所提倡的认知语言学与其他的认知语言学家有所不同。他本人也认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成语言学家，但倾向于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Jackendoff，2002:5）近年来，他所提出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等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Tai，2005）我们这里重点介绍他对语义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一些看法。

Jackendoff主张区分语音表征、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概念结构。他提出了概念结构假设（Jackendoff，1983:17）：

存在唯一一个心理表征层次，所有边缘信息都从此或向此映射。

Jackendoff提出，人类的语言在结构上对应于以下几个范畴：（1）概念结构；（2）外部世界；（3）知识系统。人类的知识系统涉及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分类和对外部世界实体的认识，还涉及人类对实体属性的认识，以及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Jackendoff在《语义学与认知》（1983）一书中讨论了四大问题：（1）基本问题，包括语义结构与概念结构、系统义与指称；（2）语义学的认知基础，包括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结构的句法、范畴化和语义结构就是概念结构；（3）词义，包括词汇分析中的问题和优先规则系统；（4）应用，包括空间表达的语义、非空间语义场和“表征”理论。

Jackendoff首先提出，语言研究可以有两个角度：（1）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用来讨论我们所感知和所做的一切的人类语言，探究其意义在本质上是什么；（2）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对感知和认知的本质揭示了什么。

Jackendoff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不可分割：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就是研究认知心理学。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可以为认知理论提供新的重要证据。

Jackendoff（1996）在原先提出的理论基础上再次对语义学的研究目标和方法进行了阐述。首先，他提出了外部语义学（External Semantics）与内部语义学（Internal Semantics）这两个概念，并对此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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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内部语义学和外部语义学

如图2-1所示，内部语义学关心的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而外部语义学则要对话语、语言知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的解释。认知语义学实际上相当于图中的“半外部语义学”，因为它要解释的是语言知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内部语义学和感知之间的关系。

Jackendoff同时提出，内部语义学的基本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意义的本质

a. 人类理解世界的手段是什么？或者说，人类概念/思想/观念的形式和实质特征是什么？

b. 如何将这些特征形式化以便于建立一个完全明晰和具有预测力的理论？

（2）与语言的对应

a. 人类理解世界的手段如何有系统地与语言表达式发生关系？

b. 由于受非语言知识、语境等的影响，这些手段在哪些方面与语言表达式不系统地发生关系？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之间有一个自然的分界线吗？

（3）与世界的对应

a. 人类理解世界的手段是如何通过感知系统与世界本身系统地发生关系的？

b. 在哪些方面，这些手段与物理世界不系统地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的概念/思想/观念是抽象的？

（4）大脑体现

a.（1）—（3）的系统是如何在大脑中布局的？从大的区域的角度以及从局部的神经连接角度分别如何解读？

b. 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系统表征了整个大脑系统？

（5）发展问题

a. 一个人是如何习得他用于理解世界的手段和将这些手段与语言表达和感知输入相联系的系统的？

b. 无论是在个体层次还是在类属层次，概念的习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适应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遗传限制引导的？

（6）进化问题

a. 人类理解世界的哪些方面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前身？哪些代表了进化上的创新？

b. 这些创新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体的进化创新？

（Jackendoff，1996:540-541）

以上可以看出，内部语义学原则上与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基本内容结合了起来。（4）—（6）的问题也与生成语言学家关心的问题有关。

关于内部语义学中对真理与指称的本质问题，由于话语与世界之间并无直接的可以确定话语真假的联系，因此，对句子的真假的定义就需要做相应的修正。原定义为：

当且仅当世界上条件C1 … Cn满足，语言L中的句子S为真。

修正后的定义为：

当且仅当条件C1 … Cn在说话者所构建的世界中满足（受到记忆、加工的限制，假设说话者之间保持一致），语言L的说话者判断句子S为真。

这样，真理不再是句子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句子与说话者所构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逻辑关系如蕴涵、预设等也必须按照这一原理来理解。

Jackendoff因此指出，当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他们不是在就世界本身进行交流，而是就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进行交流。人们所指的事物不是世界本身的事物，而是人们所构建的世界中的事物。

内部语义学的基本假设是，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必须通过一套转换或对应规则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相联系，而“概念”包含了人类知识的所有丰富性和关联性（有时被称为百科性）。但问题是，这一关系究竟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如图2-2中的a），还是在句法和概念中间还存在一个独立的可称为“语义本身”的层次（如图2-2中的b）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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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句法与语义关系（参见Jackendoff，1996:546）

对赞成两个阶段映射的人来说，关键要说明语义结构这一独立层次的作用是什么。Jerrold J. Katz（1972）早期把语义结构看作是只包括句子间关系的一种形态，如蕴涵、同义、歧义、异常等语义关系，但不包括整体的“世界知识”的表征层次。后来的形式语义学也假设这样一个语义层次。但实际上，人们一再证明，把“纯粹的”语义关系从世界知识或隐喻性构建中独立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Steven Pinker（1989）和Manfred Bierwich（1982，1992）也提出了一种语义结构的概念。这一语义结构只是包括了那些在句法中有差别的因素。例如，许多语言在数、性、生命性方面有句法差异，但没有一种语言在颜色或“狗”与“猫”之间表现出句法差异。同样，语言在事件性动词和静止性动词之间进行区分，但“跑”和“走”这样同类型的动词之间在句法上就不作区分。因此，只有不同类型的语言因素在语义结构上有所体现。其中的含义就是，虽然概念结构具有普遍性，但语言间的语义结构差异很大，关键是看什么样的概念差别被语法化了（Talmy，1980）。

Jackendoff认为，我们也可以撇开这一独立的语义层次，而通过将因语言而异的语义部分直接作为句法和概念结构之间的映射。这一映射只对很小一部分的概念区别敏感，其他部分对句法来说自然是不透明的（opaque）。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别可以归结为映射比较敏感的概念因素的变化。

Jackendoff提出，一个好的语义理论应该受到以下六个方面的限制（constraints）（Jackendoff，1983:11-17）：

（1）表达力。有关语义结构的理论必须具有观察适切性，应该能够表达自然语言所能表达的所有语义区别。

（2）普遍性。为了解释人类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翻译，各语言可以使用的语义结构必须具有普遍性。如果某一语言的某一句话可以直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某一句子，这两个句子肯定共享一个语义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种语言都一定能表达所有的意义，因为它们可能受到词库、句法结构或对应规则的限制。

（3）组合性。语义理论必须能对句子成分的意义如何组成句子的意义系统地加以解释。这一要求可高可低。Bertrand Russell（1905）的要求低，他认为名词短语不一定获得同样的解释；而Montague的要求则高一些。Jackendoff倾向于要求高。

（4）语义特征。语义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话语的各种语义特征，如同义、异常、分析性、预设等。尤其是必须解释“有效推理”。

（5）语法限制。应该选择一个能够解释对句法和词库加以概括的语义理论。如果语义理论想成为一种经验科学，必须要有语法限制。

（6）认知限制和概念结构假设。除了语法限制之外，还需要其他的心理表征层次；在这些层次上，语言表达的信息与视觉、非语言听觉、嗅觉、动作等所获得的信息相容。如果没有这些层次，就无法用语言来报告感觉输入。就无法讨论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因此，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心理表征层次，即概念结构；在这一层次上，语言、感觉和运动信息互相包容。

陆俭明（2003:162）提出，句法研究中所要关注的语义问题大致可分为七个层面共15个方面：

（1）实词的自身义

（1）概念义，包括概念外延义和内涵义

（2）指称义，包括诸如名词的“有指—无指”、“通指—专指”、“定指—不定指”等意义

（3）语义特征

（2）实词之间的关系义

（4）“格”和“语义角色”

（5）论元和配价成分

（6）词语之间的制约关系

（7）语义指向

（8）所指

（9）信息焦点

（3）特定范畴义

（10）某种特定的范畴（如领属范畴、数量范畴）所赋予的意义

（4）实词之间的组合义

（11）句法结构关系所赋予的意义

（12）语义结构关系所赋予的意义

（5）句式义

（13）一定的句式所赋予的意义

（6）语用义

（14）语用因素所赋予的意义

（7）认知义

（15）认知因素所赋予的意义

这15个方面其实也是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大部分在认知语义学的讨论范围之内。实际上，按照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与一般的语言学并无多大不同，不同的是换了一个角度来描述和解释同样的语言现象。例如：

［1］Line A intersects line B.（A线与B线相交。）

［2］Line B intersects line A.（B线与A线相交。）

这两个例子在形式语义学家看来，尽管句子形式不一样，但却拥有同样的真值，也就是说，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这两个句子的意义有明显的不同，因为说话者的焦点（focus）不一样，例［1］的焦点在Line A上，例［2］的焦点在Line B上，因此，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不一样。

就研究内容而言，认知语义学所关心的重要话题包括范畴化（Categoriz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隐喻和经验主义（Metaphor and Experientialism）、推理（Inferencing）等。

1. 范畴化

我们的非语言认知活动中充满了范畴化现象。我们在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里的行动依赖于我们对事物、过程、社会关系和他人的范畴化。范畴化对语言也极为重要，词语可以被看作是范畴的名称。

2. 概念化

概念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后面我们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举与大脑意象和组构（mental imagery and construal）有关的两例：

［3］The roof slopes gently downwards.（房顶缓缓地向下倾斜）

［4］The roof slopes gently upwards.（房顶缓缓地向上翘起）

例［3］显示说话者是从上往下看，而例［4］显示说话者是从下往上看。因此，观察角度、前景和背景等因素对语言表达的理解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隐喻与“经验主义”

隐喻理论是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代表人物有Lakoff和Johnson等。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但从I. A. Richards（1936）开始，隐喻被认为是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语言中的隐喻被认为是从隐喻性思维派生而来的（derivative）。到了Lakoff和Johnson（1980），隐喻更是明确地被认为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隐喻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现在，隐喻研究者们基本都接受了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的观点。

4. 推理

对语言表达的理解常常会超越字面意义。因此，我们对概念过程的语言表达也不需要十分详尽。只需要提及几个关键点，其他的就可以由听话者自己去推断。这样，复杂的语言结构很少是“组合性”（compositional）的。

三、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法

语义学研究一直有两个传统，即语言学传统本身和哲学研究的传统。前者关心词的意义及其变化，后者关心的是语言表达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但经常交汇和融合。

19世纪后半叶及20世纪前几十年中，语言学和哲学十分关心语言与感知、与物理世界的关系，语言与神经的关系，关心词语的来源以及语言结构中的心理过程、概念方式和过程等。但是，由于Russell逻辑主义的影响，加上Gottlob Frege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哲学就忽视了对自然语言意义的研究；语言结构分析与哲学中的语言理论互为分割，忽视认知结构在语言结构描写中的作用等。

Taylor（2002）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是三元论的。认知语言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类语言与心智的关系问题，而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语言、世界和感知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语言从自然属性上说是一套符号系统，从社会属性上说是人们用来交际的工具，从心理属性上来说是人们的思维的工具。

因此，在语义学研究中，实际上可以分出三条路子（Taylor，2002）：

（1）语言—世界路子。语义被看作是语言词语与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

（2）语言—内部路子。语义被作为语言内部词语之间的关系来研究。

（3）概念路子。语言词语的意义被看作是语言使用者大脑中的概念化方式。

在从语言—世界关系的研究中，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关于这一词语，什么样的情景是通过它表达的？

在从世界—语言关系的研究中，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针对这样一种事态，什么样的语言词语可以用来描述它？

语言—世界路子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

（1）这一研究路子只能限于表达具体事物的词语，“灵魂”、“鬼怪”之类词语的意义就无法通过这一方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2）语言词语并不直接指称外部世界，它们指称的是心理空间中的事物。在这样的心理空间中，被指的事物可以是想象中存在的事物。同样，心理空间本身也可以是假设的、想象的、虚拟的。

（3）即使我们只研究具有具体指称对象的词语，这一研究方法也存在问题，因为一种语言词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词语和被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stingy（吝啬）和thrifty（节俭）的区别。

（4）同一事态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表达：

a. Someone stole the diamonds from the princess.

b. Someone robbed the princess of the diamonds.

c. The diamonds were stolen from the princess.

d. The princess was robbed of her diamonds.

这些句子反映了对同一事物观察角度的不同。把意义看作是词语与情景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区别，更无法解释rob（抢）和steal（偷）之间的区别。

语言内部法主要关心的是语言系统内部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主要就是语言成分之间的聚合和组合关系。

John Lyons（1968：443）指出，某一词项的意义不但依赖，而且等同于该词项与同处一个系统的其他词项之间的关系集合。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词是如何获得意义的？我们仅仅知道buy（买）和sell（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它们的概念内容。

因此，这就需要语义研究的第三条路子——概念路子。

所谓的概念路子，就是从概念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出发来定义词的意义。例如，要想理解“斜边”这一概念的意义，就必须了解什么是直角三角形，而且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斜边”必须在“直角三角形”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定义。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凸出/背景”（profile/ground）关系。同样，“岛”的概念必须和“陆地”与“水”之间的关系发生关系。“半岛”与“岛”的区别也必须理解“陆地”与“水”之间的特殊关系。再如，“星期六”这一概念必须在“一星期有七天”这样一个背景中才有意义；“假期”必须与“工作日”对比才有意义。还有，汉语中的“盖子”、“缝隙”、“洞”、“点”、“角”、“抽屉”、“边”、“孤儿”等等词语的意义必须在一定的背景中才能真正准确理解。

从概念角度研究词语的意义，还有一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域”（Domain）。例如，“平面几何”，或者“空间”，就是三角形及其特征获得概念化的域。有时，某一概念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域，如“父亲”这一概念就与“亲属关系域”、“生命域”、“家庭域”等发生关系。认知语言学中相关的概念包括：框架、脚本、情景（Scenarios）、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等等。

认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采取的就是第三条路子。

Talmy（2000）也指出，研究语言意义有三种方法：形式法（Formal Approach）、心理法（Psychological Approach）和概念法（Conceptual Ap-proach）。

形式法主要研究语言显性形式所表现出的结构方式，这些结构大都从意义中抽象出来，被认为是自足的系统。生成语法框架中所采纳的形式语义学包括的意义主要是该传统主流所关心的形式范畴及其运算相对应的那部分。生成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也主要限于那些需要用来解释形式范畴及其运算的认知结构和处理模式。

心理法从相对一般的认知系统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因此，心理学早就开始从感知、记忆、注意和推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它实际上部分地涉及了另外两种语言意义研究的方法。因此，它从语言的形式特征和概念特征两个角度来考察语言。概念特征包括对语义记忆、概念联想、范畴结构和语境知识的分析。心理法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在概念法中具有中心位置的结构范畴的考虑，忽视了图式结构的整体系统，而这一整体系统正是语言赖以组织它所要表达的概念内容的工具。

概念法关心的是语言中概念内容赖以组织的规律和过程。它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中一些基本的范畴，如空间和时间、场景和事件、物体与过程、运动与处所以及拉力与推力。它研究的对象还包括认知者拥有的基本概念和情感范畴的语言结构，如注意（attention）和视角（perspective）、意愿（volition）和意图（intention）以及句法结构。它还研究概念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隐喻映射等。总之，认知语言学试图确定语言中概念结构的整体结构系统。

Talmy（2000）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其他两种语言研究方法所关心的内容。首先，认知语言学从概念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形式特征。因此，它试图从语法结构在表达概念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语法。第二，作为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认知语言学试图将其发现与心理法中的概念结构联系起来。它试图通过那些心理结构来解释语言中有关概念现象的特点，同时，在充分理解语言如何实现这些结构的基础上，发现这些结构本身所具备的一些特点。认知语言学的目的之一是确定与概念内容有关的更为一般的认知结构，而这一结构将包括从心理学中获知和从语言学中获知的概念。根据这样的描述，认知语言学可以认为是对其他方法的一种补充。

Talmy（2000）认为，语义学关心的应该是语言中所组织的概念内容。一般的概念过程，即思想，将语言意义包括在其更广泛的范围内。语言意义显然涉及从一般概念过程中进行选择或对这一过程施加限制，而且从本质上看它也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因此，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就是对语言中概念内容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因而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内容及其组织的本质的研究。所以，认知语义学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即有关语言中概念内容及其结构的现象学。

认知语义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内省、对他人内省内容的分析、对话语和语料的分析、跨语言的和历时的分析、对语境和文化结构的考察、心理语言学中的观察和实验手段、神经心理学中的语言病理研究以及神经科学中的仪器观察法，等等。


（1）内省和对他人内省内容的分析
 。对认知语义学来说，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存在于意识中的心理现象。认知语义学因此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特别是有关语言中的概念内容及其结构的现象学。因此，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接近意识的现象学内容和结构。

与其他认知系统一样，语义系统的不同方面在其可以被意识到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比如，有人可能对听到的某个词的某一特定意义有强烈的意识，但对该词的多义或同义现象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因此，一个词的两个不同的语义方面，可能在可以被意识到的程度上有差别，即需区别当下的某一特别意义与它的意义范围。


（2）对话语和语料的分析
 。这是常见的一种语义研究方法。但新语料的发现或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大家熟悉的语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一些语义现象。例如，Sören Sjöström就在《从视觉到认知》（From Vision to Cognition）一文中举例说明了认知语义学如何可以通过发现新语料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者描述并讨论了瑞典语中与视觉有关的词语（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多义现象，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视觉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例如，作者指出，瑞典语中，“光”可作为“知识”的隐喻，因此，“光”代表“理解”，“感知不到光”代表“不理解”，而“照明”则代表“解释”。

Åke Viberg 的《多义现象和词库中的区别》（Polysemy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Lexicon）一文从跨语言角度调查了瑞典语中动词的语义结构。作者对瑞典语中关于“身体接触动词”的语义场，如stryka（抚摩）、smeka（拥抱）、kittla（搔）、skava（按摩）和slå（打/击）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作者指出，动词语义场一般以一个（有时也会是几个）核心动词为中心。Slå就是与身体接触有关的动词的核心词。同一语义场其他的动词可以被看作是slå某些方面的进一步说明或细化。这样，对核心动词的分析就可以为整个身体接触语义场构建一种结构。当然，该语义场中的一些动词同时也属于其他的语义场，尤其是那些具有“声音来源”特征的动词。作者还指出，身体接触动词与行为和运动动词有关，这一点可以从身体接触动词的意义延伸中得到证实。


（3）对语境和文化的考察
 。Allwood的《语义学和意义的确认》（Seman-tics and Meaning Determination）一文提出了一种颇具操作性的语义研究思路（operational approach to semantics），这一研究思路具有认知、动态并与语境相结合的特点。作者认为，语境中的话语意义是通过话语中词语的意义潜势结合产生的，而这一过程要受到语义运作和各种类型的语境信息的制约。作者提出这一研究思路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研究不同说话者语言交际中意义是如何确定的的认知语义学。因此，这一研究方法比一般的从认知角度研究语义的方法更注重语用和社会因素。


（4）心理观察和实验
 。近年来随着电脑和电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实验方法对人类大脑活动方式进行模拟、观察和研究。Kenneth Holmqvist以一篇题为《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的论文，为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提供了一个计算机模式。该模式的第一部分由一个语义构成过程组成，该过程将语义构成看作是一种意象附加（image imposition）。该过程渐次增长，并且与“语义期待”有关。该模式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来了解叠加过程的各种机制，从而为修正整个模式提供了可能。

Jordan Zlatev运用计算机模型讨论了语言中的词语是如何基于经验的。他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情景化的体现性语义学”（situated embodied semantics）。在这一模式中，意义从语言词语和情景的配对中产生。作者运用连接主义模型来测试该方法的可行性，并由此了解诸如如何不依赖必要和充分条件而习得范畴、意义对语境的依赖以及说出和理解新奇表达法的能力等问题。


（5）神经心理法
 。Elisabeth Engberg-Pedersen从认知语义学角度讨论了聋哑人使用的手势语。她在一篇题为《空间和时间》（Space and Time）的论文中，首先讨论了口头交流中的空间—时间词语，然后描述了丹麦手势语中运用空间来表示时间的情况。作者发现，用于表达时间关系的语言手段以及表达空间关系的词语之间存在着系统的联系。作者以Gibson心理学（即James J. Gibson和Eleanor J. Gibson的知觉理论）为基础，指出：尽管时间和空间并非完全不同的感知领域，但在某些认知层次上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化是可能的；但是，时间和空间都不一定能看作是对方的隐喻性扩展，什么是隐喻性延伸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对特定词语的基本意义的理解。


（6）比较法
 。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比较。一方面可以是语言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可以是对同一语言的不同阶段进行比较。前者是跨语言的比较，后者是语言的历时分析。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研究就需要通过历时和共时的结合。

总体而言，研究意义与表层表达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保持某一语义实体不变，观察它可以出现的表层实体；另一种方法是保持某一特定的表层实体不变，观察什么样的语义实体可以通过它来表达。（Talmy，2000:22）

本章我们简要讨论了认知语义学的重要理论主张，包括对意义本质的看法，认知语义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研究的方法等。认知语义学把意义看作是概念化，与人类认知的方式密切相关。认知语义学与一般语义学主要的差别并不在研究对象上，而在于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各自得出的结论也就因此不同。


第三章　范畴理论及其应用

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用Lakoff（1989）的话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范畴化就从学术研究的后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众多的学者（Labov，1973；Rosch，1973；Lakoff，1980，1987，1999；Langacker，1987；Taylor，1989，2002）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本章首先从范畴和范畴化的定义及其重要性出发，分析经典范畴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局限，介绍近几十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对范畴化进行解释的重要理论，包括原型理论、动态理论，最后谈谈相关的范畴理论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第一节　范畴化及其重要意义

一、何为“范畴”？

《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版）是这样定义“范畴”的：


【范畴】fànchóu①人们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化合、分解等，是化学的范畴；商品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等，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等，是唯物辩证法的范畴。②类型；范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



显然，认知语言学家们感兴趣的是“范畴”的第二种意义，即表达“类型”、“范围”的意义。那么，什么是范畴化呢？如果范畴是类型的意思，那么范畴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归为同一个类型的过程，或者说，是将不同事物看作同一类事物的过程。例如，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把不同的人种统称为“人”，这就是一种范畴化。范畴化使得我们通过分类理解世界上的事物和所发生的事件，并对它们作出预测。例如，知道了某事物属于“树”的类别，我们就可以利用对“树”的特点的了解，对该事物的特点作出预测。再如，

［1］鲸鱼是一种鱼。

［2］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

以上两个句子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范畴化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范畴化过程对我们对“鲸鱼”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把“鲸鱼”看作是“鱼”，我们就会把鱼的典型特征赋予它，并对其行为作出相应的判断；如果我们把“鲸鱼”看作是“哺乳动物”，我们就会对其特征和行为作出不同的预测和判断。

二、范畴研究的重要意义

范畴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我们思维和交际的基础。Croft和Cruse认为，概念范畴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1）学习。如果我们不能把当下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结合起来，即不能把它们纳入同样的概念范畴中，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就要受到限制。

（2）计划。制定并实现目标也需要将我们的知识从个体中分离开来，并将它们包装到表达实体范畴的概念中。

（3）交际。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即范畴。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语，不管如何详细，最终只表示某一范畴的事物。

（4）经济。知识没有必要与个别事物发生联系：相当一部分知识可以与一组个体发生联系，与一个或多个个体互动中获得的知识可以运用到该范畴的其他成员身上；相反，根据有限的标准知道某一个体属于某一范畴，就可以获得有关该个体的更广泛的知识。

（Croft & Cruse，2004:75）

认知语言学非常关注范畴如何展现人类心智这一基本问题。“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内容上，语言学与范畴化密切相关。对于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语言来说，没有什么比范畴化更为重要的了。”（Taylor，1989: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动地对人、动物和物体（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进行分类。同样的事物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例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男人”、“父亲”、“工程师”，等等。同样，事物也可以分成层次不同的类别，如“狗”、“动物”、“事物”等。

从Ludwig Wittgenstein 的“家族相似论”（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到Rosch（1974）的有关范畴的实验，都对揭示人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Lakoff（1987）指出，认知科学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发现理性是什么，也就是发现范畴是什么。认知科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包括：范畴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的还是仅仅依靠人类大脑构建起来的？它们的内部结构如何？范畴是如何习得的？人们是如何将事物归入某一范畴的？范畴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拥有的是目前的范畴而不是别的？我们的范畴化机制能够使得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别的机制做不到的事情？对社会集团的看法如何导致“定势思维”（stereotype）？语言在范畴化和概念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人类的范畴化过程本质上与人类经验和想象有关，一方面与感知、大脑运动活动和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隐喻和转喻有关。范畴和范畴化问题是形式研究的核心。

第二节　有关范畴化的经典理论及其局限性

一、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范畴是根据一组必要和充分条件来定义的。这些条件被认为是界限分明的、独立的特征，某一事物要么具有、要么不具有这些特征。以“鸟”这一范畴为例，只有某个生物具有“两扇翅膀”、“两条腿”、“有喙”、“会生蛋”等特征（必要条件），才可能被称为“鸟”。另外，如果某一生物拥有所有这些基本特征，这也是把它看作一只鸟的充分条件。

因此，有关范畴的经典理论认为：

（1）同一范畴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

（2）同一范畴的事物地位相等；

（3）每一个范畴都有一组固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来对其成员进行定义；

（4）所有用来定义某一范畴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具有同等地位；

（5）范畴之间的界限是固定的。

（Taylor，1989:79）

根据经典范畴理论，所有具有某一特征或某一相同特征的事物形成一个范畴。这样的特征形成了定义这一范畴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所有的范畴都属于这一类型。

二、经典范畴理论的缺点

经典范畴理论近年来受到了众多认知语言学家的批评。Lakoff（1987）认为，经典范畴理论至少有三大缺点。

第一，Wittgenstein曾经指出，像“游戏”（game）这样的范畴很难用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因为game的种类很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A游戏与B游戏有相同的特征，B游戏与C游戏有相同的特征，但A游戏与C游戏之间就可能不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即使有些概念有明确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往往只限于某一特定的使用域，如英语中的bachelor，虽然可以定义为“unmarried adult”（未婚男人），但它不包括“离婚的男人”，也不包括“教皇”这样从未结过婚的男子。

Rosch和Carolin B. Mervis（1975）对furniture（家具）、vehicle（交通工具）、fruit（水果）等范畴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这些范畴内部的成员之间很少存在经典理论所描述的共同特征。例如，“家具”这一范畴的成员只是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用于家庭生活”。其主要成员，如床、柜、桌、椅之间无论在形状还是在用途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交通工具”、“水果”等范畴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些至少证明了经典范畴理论关于所有范畴成员必须共有一些基本特征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第二，中心度分级问题。以“鸟”这一范畴为例，以下是我们通常认为“鸟”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a. 生蛋；

b. 有喙；

c. 有两扇翅膀，两条腿；

d. 有羽毛；

e. 会飞；

f. 体积小，体重轻；

g. 鸣叫/唱；

h. 腿细/短；

i. 养在笼中；

j. 目的是为了取其肉、蛋和羽毛；

k. 脖子长；

l. 有装饰性羽毛；

m. 颜色奇异；

……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特征就会发现，其中只有部分特征是所有的成员都具有的，而有些只是部分成员才拥有的。其中，范畴成员共有的特征包括：

a. 生蛋；

b. 有喙；

c. 有两扇翅膀，两条腿；

d. 有羽毛。

部分家族相似特征包括：

e. 会飞

f. 体积小，体重轻

g. 鸣叫/唱

h. 腿细/短

i. 养在笼中

j. 目的是为了取其肉、蛋和羽毛

k. 脖子长

l. 有装饰性羽毛

m. 颜色奇异

因此，在某些范畴内，有些成员比另外一些成员被认为更能代表某一范畴。在“鸟”这一范畴中，“燕子”就比“鸵鸟”更能代表鸟的特征，因为它比“鸵鸟”拥有更多、更原型的“鸟”的特征。但是，经典范畴理论本来认为范畴内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

第三，经典理论无法解释范畴边界为什么会模糊，而且会发生变化。在现实世界中，“书籍”、“桌子”和“房子”都是界线分明的物体。不同的是，像knee（膝盖）、trunk（树干）、valley（峡谷）、mist（薄雾）等事物的界限就很不确定，或者说很模糊。当然，尽管模糊，我们还是觉得这些界限事实上是存在的。例如，kneecap不会是大腿的一部分，“山顶”也永远不可能是“峡谷”的一部分。因此，对事物的分类好像是现实提供的界限所赋予我们的。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现象的情况就不是如此。例如，我们如何在“冷水”、“温水”和“热水”之间划分界限呢？

语言中模糊限制语（hedges）的存在就表明，我们划分事物的范畴并不像经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整齐划一，一成不变。模糊限制语需要我们区别某一范畴的中心和边缘成员，还有某一范畴中非成员之间的不同程度（如“严格来说”）。它们说明，范畴边界是灵活的，范畴可以通过对某一特征的选择或强调而得到定义。另外，模糊限制语可以选出由经典原则定义的范畴（从技术上看），尽管这样做的同时也隐含了对非经典范畴化的对比。

Lakoff（1973）指出，真理是相对的，而且有程度区别。例如，以下几个句子的真值就不相同：

［3］A robin is a bird.（真）

［4］A chicken is a bird.（真的程度低于［3］）

［5］A penguin is a bird.（真的程度低于［4］）

［6］A bat is a bird.（假，至少离真理很远）

［7］A cow is a bird.（绝对为假）

再比如，用了sort of（某种）这一模糊限制语后，句子的真值也不相同：

［8］A robin is sort of a bird.（假，毫无疑问，robin就是一种bird）

［9］A chicken is sort of a bird.（真，或非常接近真）

［10］A penguin is sort of a bird.（真，或接近真）

［11］A bat is sort of a bird.（仍然非常接近假）

［12］A cow is sort of a bird.（假）

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模糊限制语对事物的范畴进行说明。例如，英语中常见的限制语就包括：sort of（有点）、kind of（有点）、loosely speaking（从非严格意义上说）、more or less（多多少少）、roughly（大概）、pretty（相当）、relatively（相对而言）、somewhat（有点）、rather（相当）、mostly（主要）、technically（技术上而言）、strictly speaking（严格说来）、essentially（基本上）、in essence（实质上）、basically（基本上）、principally（主要地）、particularly（特别地）、par excellence（超群）、largely（大部分）、for the most part（大部分）、very（完全就是）、especially（特别）、exceptionally（绝对）、quintessentially（完完全全）、literally（基本上）、often（经常）、more of a … than anything else（比任何事物更像）、almost（几乎）、typically（典型地）、as it were（好像是）、in a sense（在某种意义上）、in one sense（在某一意义上）、in a real sense（在真正意义上）、in a way（在某种意义上）、in a manner of speaking（在某种程度上），等等。（Lakoff，1973:473）

我们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13］Strictly speaking，a whale is a mammal.（严格来说，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

［14］Loosely speaking，a whale is a fish.（非严格意义上来说，鲸鱼是一种鱼）

这两个例子说明有必要区分基本特征和次要特征。我们一般总是强调基本特征，但例［13］、［14］似乎说明我们若忽略fish的基本特征，也可以根据共有的次要特征把whale看作fish。

Lakoff指出，对经典范畴理论从根本上进行批判，就是对人类理性体现为符号操作的观点，也就是对把大脑看作计算机的观点，进行批驳。改变对一个范畴的概念不仅是改变我们对大脑的概念，也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Lakoff认为，亚里士多德经典范畴论的哲学基础是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是导致古典范畴理论错误的哲学根源。客观主义范式（the objectivist paradigm）可以分为两个部分（Lakoff，1987:159）：

（1）形而上学，或世界的本质；

（2）认识论，或人类认知、语言和知识的本质。

客观主义认为，世界由以下事物组成：实体（entities）、实体的特征（the properties of those entities）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holding among those entities）。在客观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类的思维就是对抽象符号的操纵。符号通过与世界上实体和范畴的对应而获得意义。这样，大脑可以对外在现实进行表征，从而“反映”（mirror）自然。

根据客观主义的理解，所谓“概念”就是：（1）在某一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概念构成关系的符号；（2）与真实（或可能）世界实体和范畴对应的符号。这一观点被称为是客观主义，因为它独立于从事这一认知活动的人。

因此，在客观主义者看来，概念范畴是真实（或某一可能）世界某一范畴的符号表征。某一概念范畴的成员就是对应于真实（或可能）世界范畴的一个符号实体。

显然，这样对认知的解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从事认知活动的人的本质。概念范畴并不完全是通过范畴成员的客观特征来刻画的。它们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人类的概念范畴具有的某些特征，至少部分地是取决于从事这种范畴化活动的人的身体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取决于范畴成员的特征；第二，人类概念范畴具有的某些特征来自并不反映自然的想象过程（如隐喻、转喻和心理意象）。真实世界不能根据古典范畴理论达到恰当的理解，因此，概念范畴和真实世界范畴的关系不可能像客观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Lakoff，1987:370）

第三节　现代范畴理论

近几十年来，在经典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对范畴进行解释的概念和理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包括（Lakoff，1987:12）：

（1）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某一范畴的成员以某一方式互相联系，但并不全部拥有用来定义该范畴的特征。

（2）中心程度（Centrality）：某一范畴的某些成员与其他成员相比可以更好地作为该范畴的范例。

（3）多义作为范畴（Polysemy as Categorization）：词语的互相关联的意义形成范畴，这些意义互相之间存在家族相似关系。

（4）能产性作为原型现象（Generativity as a Prototype Phenomenon）：由某一能产者（某一特殊成员或次范畴）定义的范畴加上规则（或者是某一普遍原则，如相似性）。这种情况下，能产者具有中心或“原型”范畴成员的地位。

（5）成员隶属度（Membership Gradience）：至少某些范畴具有成员隶属度，没有明确的边界。

（6）概念体现（Conceptual Embodiment）：某些范畴的特征是人类的生理能力本质及其在一个物理和社会环境里生存的经验的结果。这一观点与认为概念独立于思维者身体特征和经验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功能体现：某些概念不仅是从知识角度理解的，同时它们还作为正常功能而被自动地、下意识地、不费力地使用。这样使用的概念与那些仅仅是有意识地被思考的概念相比有一种不同的、更为重要的心理地位。

（8）基本层次范畴：范畴并非按从最普通的到最特殊的这样一种层级结构组织的。其组织的方式使得在认知上最基本的范畴正好处在最普遍到最特殊的概念的中间。概括从基本层次向上进行，而细化（specialization）则从基本层次向下进行。

（9）基本层次的基本地位：基本层次范畴从功能和认识论角度具有重要的地位。基本层次特征包括：格式塔感知、意象形成、动觉运动、知识组织和语言表达的方便性。

（10）参照点或转喻性推理：某一范畴的部分（某一成员或次范畴）在某些推理过程中可以代表整个范畴。

对现代范畴理论的形成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Wittgenstein（1953）的“家族相似论”。

Wittgenstein最有名的例子是英语中的“game”这一概念范畴：

想一想我们所称为“游戏”的活动。我指的是桌上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运动（英语也是games）等等。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不要说“它们之间肯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否则它们不会都被称为games，看一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的地方。如果你看了的话，你就会发现并没有所有的活动都共有的东西，它们之间有的只是相似性、关系，而且有一系列这样的相似和关系。再说一遍，不要想，看一看！例如，看一看桌上游戏，看一看它们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再接着看纸牌游戏；这里你可以发现与前面一组的许多对应的地方，但很多共同的特点也消失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接着我们再看球类比赛。许多共同的东西保留下来的，但也有许多消失了。它们是否都是为了“娱乐”？比较一下棋类与井字游戏和长曲棍球游戏。都有输赢，都有竞争吗？再看一看“耐心”。在球类比赛中是有输赢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小孩往墙上扔球再接住球，这一特征就消失了。再看技巧和运气的作用。看看在棋类比赛和网球中的技巧的区别。再看围圈游戏，这里面就有“娱乐”的成分，但是又有多少其他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比较许多不同的游戏，我们可以看到相似性是如何出现，如何消失的。（Wittgenstein，1958:66）

Wittgenstein的结论是，“game”（游戏）是由一个互相重叠的相似性网络所构成的，这一网络被称为“家族相似”。

“家族相似论”为人们重新认识范畴的本质特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现代范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原型理论”和“基本层次理论”等。

一、原型理论

“原型”（Prototype）的概念最早由Rosch（1975）及其同事用于解释人类的范畴化过程。他们将“原型”定义为“某一范畴的范例”。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William Labov（1973）对家用物品范畴化的研究堪称经典；其他的研究包括Berlin和Kay对颜色范畴的研究，还有Rosch及其同事的研究，后者拓展了前者的研究成果。

原型研究一开始有两个方向：一是认知心理学的方向，主要研究概念的结构和心理表征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范畴化，其重点不在概念本身，而在语言符号的语义端的结构上面，即语言符号的意义上。如今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互相交叉。

1. Berlin和Kay的颜色词研究

实验心理学表明，我们使用核心或原型颜色作为出发点去认识世界上斑斓的色彩，有关形状、动物和人造物等物体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能够分辨大约750万种色谱。许多语言都有大量的表达色彩的词语。比如在汉语中，色彩词就可以区分为“基本色彩词”、“普通色彩词”和“抽象色彩词”：

（1）基本色彩词

纯色基本色彩词：红、黄、蓝、白、黑

混合基本色彩词：绿、紫、灰

（2）普通色彩词

紫红、棕黑、灰白、黑紫

湖蓝、虾红、桃红、橄榄绿

肉色、米色、血色、土色、亚麻色

深红、鲜红、暗紫、浅红

深色、浅色、亮色、淡色

青色、绛色、朱色

（3）抽象色彩词

联觉抽象色彩词：冷色、暖色、黑沉沉、白茫茫

知觉抽象色彩词：羞色、怒色、愧色、喜色、愁色

春色、秋色、冬色、暮色

但是，不同语言是如何分配几个主要的颜色词的？也就是说，指导我们进行范畴化心理过程的原则是什么？

有一种解释是，颜色范畴完全是任意的。在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学家对颜色命名上的差异进行了跨语言的调查。他们发现不同语言中的颜色词差异很大。这被认为是颜色范畴是任意的证据之一。

另外一种解释是，颜色连续统是由一种参照点系统所组织的。Berlin和Kay（1969）的研究发现，人类是依靠所谓的核心颜色来对颜色进行范畴化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核心颜色的层级来驳斥语言相对论假设。

从语言的角度看，基本颜色词（Basic Color Terms）具有四个特点：（1）它们不被其他词语所包含；（2）它们在词法上比较简单；（3）它们在搭配上不受限制，如blonde（金色）一词由于只能与“女性”搭配，就不是基本颜色词；（4）它们使用频繁，如“puce”（紫褐色）等就由于使用频率很低而被排除在外。

Berlin和Kay的研究发现：（1）如果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看一个颜色图表或一系列颜色片，然后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寻找这些颜色词的界限，我们会觉得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如果要求他们为他们自己语言中的颜色词选择一个原型的例子，语言间的差异基本上就消失了。（2）他们所调查的98种语言似乎只从11个核心颜色词中选择其基本颜色词。这11个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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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排列表示，右边的颜色词预设着左边颜色词的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某一语言有右边的颜色词，那该语言中必定已经有了左边的颜色词。

Berlin和Kay发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但尼人（Dani）只有两个颜色词：mola
 和mili
 。Mola
 可以表达white、red、orange、yellow、pink、purple等颜色，而Mili
 可以表达black、blue、green等颜色。

研究发现，颜色的记忆确实会得益于相关颜色词的存在。核心颜色词的名称学起来要比非核心颜色词快许多。颜色范畴有中心、边缘之分，因此，颜色的范畴化与核心颜色有关。虽然不同语言中，甚至同一种语言的不同使用者之间颜色范畴的边界会有所不同，但不同人们之间甚至在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对核心颜色的认知是相同的。

有充分证据表明，颜色范畴不是任意的，而是建立在核心颜色基础上的。尽管颜色范畴的疆界在各语言之间、在同一种语言不同的讲话者之间都不一样，但是，不同的说话者甚至是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却拥有共同的核心颜色。因此，核心颜色似乎拥有某种特别的感知—认知的显著特征，而这种特征很可能是独立于具体的语言的。

2. Rosch的样本质量研究

正如颜色、形状、鸟和交通工具的范畴化所展示的，范畴成员资格（category membership）并不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长期认为的那种泾渭分明的事。相反，它涉及了原型的程度，这在样本质量（goodness-of-example，简称GOE）打分、辨认、配对和学习的任务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例如，如果让一组英国人对vegetable（蔬菜）范畴中的成员的原型程度打分（1—7），结果可能如下（Croft & Cruse，2004:78）：



	蔬菜
	GOE打分



	韭菜、胡萝卜
	1



	西兰花
	2



	芹菜、甜菜
	3



	茄子
	4



	欧芹
	5



	大黄
	6



	柠檬
	7




对原型效应最早进行实验研究的是Rosch。Rosch（1975）把数十种属于某些范畴的样本拿给受试者，让他们对这些样本的原型程度进行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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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Rosch的样本程度评估测试结果

这一实验证明，人们对某些范畴的成员原型性确实有不同的评估。也就是说，范畴成员资格有程度之分。在上面的调查结果中，前几名显然可以被认为是这些范畴的典型成员，而最后几名就是属于比较边缘的情况。除此之外，一些相关的实验也证明了以下一些因素对GOE判断的重要影响：

（1）人们提及的频率与顺序。如果要求受试者在某一规定时间内说出某一范畴的例子，对某一对象的提及频率与其GOE分数高度相关。某一对象的平均位置与GOE成反比。

（2）学习顺序。一般情况下，儿童先学会某一范畴的原型成员，然后是其他边缘的成员。

（3）家族相似性。GOE分值高的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大过分值低的成员。

（4）确认速度。如果让受试者看屏幕上打出的词，要求其尽快说出第二个词是否是第一个词表达的范畴的一个成员。受试者对GOE分值高的项目反应的速度一般要快于分值低的项目。

（5）起动（Priming）。让受试者看一组字母，要求其尽快说出它是否构成一个词。在受试项目前给出一个语义上相关的词或同一个词会加速受试者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起动”现象。如果起动词是一个范畴名称，如fruit（水果），加速的程度就是起动效应。起动效应与范畴成员的GOE分值正相关。例如，对英国人来说，fruit对apple（苹果）的起动效应要比对date（枣子）的大。

在GOE与DOM（成员资格程度［degree of membership］）的关系问题上，Lakoff和Cruse等人认为两者有区别。例如，“鸵鸟”是“鸟”的一个成员，但其GOE分值很低。Taylor（1989/1997）认为两者都是DOM判断，不过根据的是不同观察获得的范畴。“鸵鸟”根据“专业”范畴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成员，因为专业范畴有很明确的成员资格标准。成员资格程度判断根据的是日常的“鸟”的范畴，它没有明确的成员资格标准。但Cruse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很多语义域中，是/否之分和程度之分可以同时存在。例如，“活着”与“死了”界限分明，“死了”肯定包含了“不活着了”，但也可以说“John is more alive than Mary.”；这样说没有改变alive的语义域，只是把它看作了可分的事物。

按照Croft和Cruse（2004）的分析，“Goodness”（［样本的］质量）包含了以下几种含义：

（1）原型性/代表性。我们通常会根据原型成员来推断非原型成员的特征，而不是相反。有些情况下，一个已知的成员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一类型的典型成员。

（2）与理想成员的距离。这与Cruse（1990）提出的“质”有关。以“祖母绿”为例，最有价值的应该颜色深，而且没有瑕疵，但却也是最罕见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原型。Lakoff也曾指出，理想成员在很多领域发生作用，它们可能是通过一组抽象的特征体现，或者是围绕某一个体（所谓的“模范”，即“Paragon”）。

（3）“原型性”与“stereotype”的区别。Lakoff提出，原型性的使用是无意识的、自动的，但stereotype的使用是有意识的。他还认为，stereotype会发生变化，但原型性一般不会变化。（Lakoff，1987:85-86）但Cruse（2004）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事物的原型性也会变化，如原型的汽车、原型的电脑和原型的照相机等，都已经今非昔比了。Stereotypes与评价特征也有关系。

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拥有最大数量的与其他成员之间共同的特征，但拥有与邻近范畴成员共有的特征的数量却很少。这意味着，就特征来说，原型成员与其他范畴的原型成员之间的差异是最大的。坏样本（或边缘范畴成员）只拥有少部分与同范畴类型相同的特征，并且拥有其他范畴成员也拥有的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范畴疆界是模糊的。

事物是通过与原型的相似而被赋予成员资格的。与原型越接近，它在该范畴中就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相似性的概念贯穿了所有范畴化过程。但是，相似性也是最难把握的心理概念。原因有二：（1）相似性具有程度性；（2）相似性也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我们一旦把相似性作为范畴化的基础，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使用者及其信念。一方面，民间范畴是围绕原型事例来组织的，来源于人们对环境中事物的一般感知和互动；另一方面，专业范畴对成员资格有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样，相关的专家就可以质疑：某一特定的个例是否是某一范畴的成员，理由是什么。（Lakoff，1987:60）

原型理论有两个流派。其中之一主张用范畴成员的一系列特征来表达某一概念。这与经典定义有点相似，但不同的是，原型表征的特征不需要作为必要和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排除它们作为个体特征）。某一项目在某一范畴中的中心程度取决于它拥有多少相关的特征：拥有的相关特征越多，就越有可能是该范畴的样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某一特征可以增加GOE分值，那它的出现就是合理的。有可能现有的成员拥有所有的原型特征。这样，该范畴的核心就由拥有最多特征数的成员组成。

另一个流派根据的是相似性概念。他们主张，某一概念可以被认为由一个样本作为代表，成员资格和中心程度根据其他成员与原型成员的相似性得到定义。James A. Hampton认为，简单概念（如颜色或形状）用相似性理论解释更为可取，而复杂的概念（如“鸟”、“交通工具”等）用特征清单理论解释就更合适一些（Hampton，1997:88）。特征清单理论也能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游戏”之类的概念，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和充分条件。

我们认为，原型效应是辨认过程的一个结果，而经典理论寻求的是核心定义；对部分范畴来说，原型效应很可能是人类感知内在特点的一个结果。对于此看法，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某一范畴的成员之所以获得原型成员身份是因为我们与它们接触的机会多于其他成员。另外，学习的次序、可变特征平均值的体现也是重要原因，原型范畴在处理新的不熟悉的材料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原型”这一术语：一方面它可以用来指一个中心成员，或者一群中心成员；另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某一范畴的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不是某一特定的事物是原型，而是它体现（instantiate）了原型。

总之，对范畴化的认知背景的深入理解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来把世界看作是由界限分明的生命体和物体组成的看法。从认知的角度看，像颜色这样的各种具体的事物和自然现象都是通过原型范畴在概念上进行组织的，而它们之间的疆界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模糊的。

二、原型理论的缺点

原型理论克服了经典范畴理论的一些缺点，但也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包括：

（1）没有充分考虑语境的影响

对原型样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语境因素的影响：如果换了语境，对原型样本的判断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增加语境特征，范畴之间的边界也会受到影响。一个范畴的整个内部结构依赖语境，依赖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被认为是组织在认知和文化模型中的（Ungerer & Schmid，1996:43）。例如：

［15］The hunter took his gun，left the lodge and called his dog.（猎人拿起枪，离开了小屋，并叫上了他的狗。）

［16］She took her dog to the salon to have its curls reset.（她把狗带到发廊重新做了卷毛定型。）

［17］The policemen lined up with the dogs to face the rioters.（警察牵着狗排成一队，面对骚乱者。）

以上三个句子中，由于语境不同，“dog”的原型就会不同，例［15］中的dog在人们的意象中引起的原型就是凶猛的“猎狗”，而例［16］是体形较小、温驯可爱的“宠物狗”，例［17］则是勇猛威武、体形硕大的“警犬”。

在每一次范畴化过程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有意地参考一个或一个以上我们大脑中所存储的认知模型。这些认知模型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某些特殊领域的认知模型最终依赖所谓的文化模型。反过来说，文化模型可以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社会团体的人们共享的认知模型。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概念中的“desk”是不同的。中国人头脑中desk的原型是学生用的书桌，而日本人的原型可能是摆在榻榻米上、腿很短、跟茶几差不多的“书桌”。再如，由于传统的原因，法国人和英国人概念中的“breakfast”就大相径庭。法式早点很简单，只有coffee and croissant（咖啡和法式羊角面包），而英式早点则十分丰富，包括cereal and milk、tea and coffee、toast、butter、bacon、eggs等等。

认知模型还有幼稚模型（naive model）和专家模型（expert model）之分。幼稚文化模型，尤其是技术领域的，不一定符合专家们认可的科学、精确的知识，而是根据共同的经验，甚至根据严格意义上可能是“错误”的假设来定义的。然而，只要这些文化模型所作的功能性预测是正确的，那它们就可能被某一社会的非专业人员所共享。

另外，有些特征的出现及价值取决于其他的特征。例如，wooden（木质的）这一特征就会降低spoon（勺子）的GOE打分。但spoon如果足够大，那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因此，特征之间会产生互动。

（2）忽略了“偶数”等比较特殊的情况

“偶数”是一个严格按照定义区分形成的一个范畴。一般情况下，范畴内的成员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有趣的是，Sharon Lee Armstrong等学者（1983）发现，即使“偶数”有比较明确的定义，但人们还会认为像2、4、6这样比较小的数字是典型的偶数。因此，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双重表征”理论，把原型理论与经典理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概念有两种表征，各有不同的功能。其中“核心”表征与经典定义相似，这一表征决定该概念的逻辑特征。但问题在于，许多日常概念没有核心定义。

（3）原型理论对范畴边界问题关注不够

某一范畴的边界可能独立于原型。两个范畴可能原型相同，但边界不同；同样，两个范畴边界可能相同，但原型不同。例如，英语中的“rope”和汉语中的“绳子”就属于这类情况，汉语可以说“细绳子”，但英语不说“thin rope”而说“string”。所以这两个范畴的边界不同。

再例如，英语中的bravery（勇敢）和courage（勇气）两个概念，其边界相同，但核心部分不完全一样。如果让英国人对以下两例事件进行判断，看哪例属于“勇敢”，哪件属于“勇气”：

［18］A person jumps into a fast-flowing river in an attempt to save someone who has fallen in.（有人为了挽救落水者的生命跳进了急流。）

［19］A person risks his career and livelihood by exposing malpractice and injustice at the heart of government.（有人以牺牲个人事业和生命为代价揭露政府内部的违法和不公行径。）

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受试者认为前者表达了“勇敢”，后者表达的是“勇气”。

因此，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就属于不同的范畴。例如，有人把饭后没有明确目的的走路称为“瞎逛荡”，有人就叫“散步”；同样是“不花钱”，在有人看来是“节省”，在其他的人看来却是“吝啬”。所谓的委婉语，其原理也一样。同样的一件事情，加进了感情等评价色彩后，所属的范畴就不一样了。例如，“妓女”被称为“性工作者”，“失业人员”被称为“待业人员”，事物的本质还一样，但被归到了不同的范畴。这也说明了有些事物实际上并没有固定或内在的范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来看待和区分这些事物。

三、双重结构理论与概念结构的动态构建

1. 双重结构理论

所谓的双重结构理论，就是承认范畴受到原型效应的影响，同时又承认存在一种适合全体成员的特征集合。前者是原型理论，后者被称为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

Langacker指出，原型是某一范畴的典型例子，其他成分是由于它们与原型的相似而被吸收到该范畴中来；相反，图式是一种抽象的描述，它适用于该范畴所定义的所有成员（因此，成员资格不是一个程度问题），是一个综合了的结构，体现了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Langacker，1987:371）

Taylor也指出，图式范畴化和原型范畴化实际上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前一种情况中，某一事物碰巧与抽象表征完全符合，在后一种情况中，它只是部分地符合。（Taylor，1989:66）

Taylor指出，图式不但可以从范畴中抽象出来，它也可以是强加给人的（imposed）。例如，英语中的adult（成年人）范畴就是在其他范畴的基础上另外形成的一个范畴，主要是以年龄为标准形成的一个范畴。

Taylor认为，通过原型而范畴化的方式在习得上先于图式范畴化。图式表征所要求的越来越高的抽象程度表明，只有更老练、更善于思考的语言使用者才有可能掌握图式。正规教育的一个标志恰恰就是它鼓励个人有意识地反思范畴成员之间的共同特点。（Taylor，1989:67）

Lakoff提出的“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也说明了范畴内部的复杂结构。Lakoff指出，每一个理想认知模型都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整体，是一个格式塔。（Lakoff，1987:68）

他又指出，每一个理想认知模型在使用过程中都形成一个Fauconnier所描述的心理空间。例如，Monday、Tuesday、Wednesday等就形成一个时间心理空间。

Lakoff还以英语中的“mother”为例分析了所谓的“聚集模型”（cluster model）。他认为，“mother”建立在一个复杂的模型基础上，其中许多个别认知模型互相结合，形成一个聚集型模型；该集合中的模型包括：

——生育模型（the Birth Model）：生育者为母亲。

——遗传模型（the Inheritance Model）：提供遗传因子的妇女为母亲。

——养育模型（the Nurturance Model）：养育和哺养孩子的成年妇女为该孩子的母亲。

——婚姻模型（the Marital Model）：父亲的妻子是母亲。

——辈分模型（the Genealogical Model）：最亲近的女性长辈是母亲。

在实际情况中，仅需上列模型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参与构成某种身份母亲的特征，而不可能把所有的模型同时包括在其中。具体地说stepmother（继母）就结合了养育、婚姻和辈分模型，但与生育和遗传模型无关；surro-gate mother（代孕母亲）主要依据的生育模型，与其他模型无关；foster mother（养母）、adoptive mother（领养母亲）只与养育模型有关；biological mother（亲生母亲）、donor mother（捐献卵子的母亲）与遗传模型有关，而unwed mother（未婚母亲）除了婚姻模型之外，涉及了所有其他模型，等等。

因此，不同的模型也可以成为“母亲”意义延伸的基础。例如，生育模型是下面句子中母亲的隐喻意义的基础：

［20］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需求是发明之母。）

而养育模型则是下面句子中名词转换成动词的基础：

［21］He wants his girlfriend to mother him.（他希望他的女朋友像母亲一样对待他。）

因此，范畴化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基于原型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 by Prototypes）：某一范畴中有一个或一些原型的成员，其他成员与原型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关系。

（2）基于图式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 by Schemas）：图式建立在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其中各个成员是不分层次的，一个图式可以涵盖该图式中所有的成员。

（3）目标衍生的范畴（Goal-Derived Categories）：实例有宿营所需要的物品（things to take on a camping trip）、节食时所吃的食品（things to eat when on a diet）等。这样的范畴与一般的分类范畴的原理不一样，包括了理想的东西或极端的东西，互相之间除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共同的地方。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认知范畴具有以下本质特点（Lakoff，1987）：

（1）范畴化并不呈现世界上现象的任意分类，而应该看作是建立在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基础上的一种现象。

（2）颜色、形状、生物和具体物体等范畴是建立在概念上很显著的原型基础上的，原型在范畴的形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认知范畴的疆界是模糊的，也就是说，相邻的范畴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互相融合的。

（4）在原型和疆界之间，认知范畴包括可以通过样本好坏程度来测试的成员。

2. 概念结构动态构建理论

Linda B. Smith和Larissa K. Samulson（1997）提出，一个概念的形成有三个来源：过去的历史、最近的历史和当前的输入。

关于第一个因素，即过去经历的记忆，Smith和Samulson认为每一次经验都会对我们“组构”（Construe）的方式产生永久的影响：

“很关键的是，这些长期变化的积累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来源。如果在我们的经验中有一些重要的规律和形式不断重复出现，那么，由于每一次‘组构’都建立在过去的瞬间，那么本来较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就会成为强烈的趋势——有时强到无法轻易改变，好像是固定了的。”（Smith & Samulson，1997:175—176）

第二个因素是刚刚发生的心理活动。这与无所不在的起动效应有关：

“为了使某一事件的意义取决于其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位置，前一个思想与后一个思想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连贯引力。如果我们先想到吃，然后想到青蛙，那么，其结果与先想到池塘，然后想到青蛙就完全不一样。”（出处同上）

最后一个因素是对直接语境的构建，包括语言、概念、心理因素，包括目前的目标和计划、推理和可能的结果、可能的因果关系等。例如：

［22］

a. Is a cyberpet a pet?（网络宠物是宠物吗？）

b. Is a cyberpet a real pet?（网络宠物是真的宠物吗？）

再如：

［23］A dog makes an excellent companion for an old person.（狗对老人来说可以成为很好的伴侣。）

例［23］中的dog就只能是宠物狗。

同样，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24］I wish I could fly like a bird.（我希望我能像鸟一样会飞。）

此例中的“bird”显然不会包括不会飞的鸟或受伤的鸟等。

根据动态的观点，模糊边界并不存在。在具体的情况下，边界是明确的，比如，“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是现实的、明确的。

范畴的动态特征还反映在隐喻和转喻现象上。“隐喻本质上是通过某一领域来理解和经验另一领域”（Lakoff & Johnson，1980）。在某种意义上，隐喻是“范畴错置”（category mistake）。例如，“John is a lion.（约翰是只狮子。）”从字面上看违反了范畴限制，人显然不属于“lion（狮子）”的范畴，但这样的语言是合法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一用法在达到一定的频率时，lion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即“勇敢的人”。许多常见的事物都会有这样的延伸意义。

认知科学家把隐喻看作是一种将更为抽象和模糊的经验领域通过熟悉的、具体的经验领域加以概念化的手段。因此，隐喻是一种对理解的追求。它的特点并非对选择限制的违反，而是通过与另一个认知领域相关的组成成分对某一认知领域进行概念化。因此，在人们试图表达那些缺乏现成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概念的话语中，隐喻大量涌现，也就不足为怪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诗歌、神话和宗教文献了。

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是根据事物之间的临近关系（contiguity）构成的，如整体与部分关系、事物与所处位置关系、事物及其相关特征等。正因为转喻中“喻体”和“本体”之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因此“转喻”在传统修辞学中也被称为“借代”（陈望道，1979）。词语借代的方式有很多种，常见的有：

（1）衣着服饰代人：布衣、纨绔、巾帼、南冠（囚犯）、红领巾、红帽子、红马甲、巾帼、青衣；

（2）生理特征代人：二毛（老人）、红颜、娥眉、黑头（青年）；

（3）以人代物：杜康、干将（剑）、回禄（火）；

（4）以物代人：千金、红粉、桃李、鸳鸯、螟蛉（养子）；

（5）处所代人：东床、东宫（太子）、平康；

（6）主体代其所在：玉兔、金乌（太阳）、蟾蜍、素蛾；

（7）后语代前言：而立、不惑、知命、耳顺（60岁）、弱冠（20岁）；

（8）数量代事物：三尺、方寸（心）、五尺（儿童）、五千言（《老子》）；

（9）专名代通名：阿咸（侄子）、子路（勇士）、罗敷（贞女）、红娘、刘海；

（10）部分代整体：孤帆（孤舟）、七弦（琴）、锅贴、生煎；

（11）颜色代人：丹青、朱紫（高官）、朱墨（公文）；

（12）性状代物：白团（扇子）、穹碧（天）、碧香（酒）；

（13）性状代人：婵娟（美女）、佳丽、娇小（美女）；

（14）具体代抽象：干戈、口舌；

（15）结果代原因：倾国、倾城；

（16）工具代活动或结果：丹青、翰墨、笔墨、干戈；

（17）地域代人或出品：茅台、龙井、杏花村、江东、东宫、中南海、白宫；

（18）以制作或发明者代物品：瓦特、王麻子、张小泉；

……

因此，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原型构成了范畴的基础，但范畴之间的疆界会不断发生变化。

第四节　范畴层次理论

一、基本层次的概念

在各种语言中，词汇表达的意义呈现出一种层级关系，例如：

①水果——苹果——红富士

②生物——动物——狗——德国狼犬

③物品——工具——餐具——刀——面包刀

④物品——家具——桌子——麻将桌

在以上范畴层次中，有一个层次与其他层次相比，更为重要，更为经常使用。其中，在①中是“苹果”，②中是“狗”，③中是“刀”，④中是“桌子”。我们把这一层次的范畴称为“基本层次范畴”（Basic Level Category）。

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层次上的范畴更容易得到表达，换句话说，这一层次范畴的行为特征最为丰富。例如，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人用哑剧来表演一个“狗”，这并不十分困难。他很可能会用拍打、抚摩狗的手势来表现，也可模仿狗的行为特征来表现。相比较而言，如果要求一个人表演一个“动物”，如果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这任务就非常困难。同样，如果要求一个人用动作表现出“椅子”，这要比用动作表现出“家具”容易得多，“家具”这一概念是很难用动作表现出来的。

这一层次的概念也最容易形成视觉图像的层次。例如，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人想象某一范畴的成员，他（她）很容易形成一个非特定的狗、椅子或苹果的心理意象，但要形成“动物”、“家具”或“水果”的心理意象就很困难。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一层次上，事物的“部分—整体”关系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鸟”就由“头”、“翅膀”、“身体”、“腿”等组成。而在上位范畴或下位范畴中这种体现就不充分，甚至没有体现。例如，在表示物品的层次结构中，上位范畴，如“工具”、“餐具”、“服装”等，它们缺乏一般的部分—整体关系。“生物”这一上位范畴在“部分—整体”结构上表现得更有规律，但部分之间的共同性并不大。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语言中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基本层次的词要比其他层次的短，一般是单语素，而且是原创词，即不是通过隐喻由其他范畴借用过来的。通常情况下，父母会更多地用这些词与他们的孩子交流，因此，它们也是儿童最早学会的词。

另外，基本层次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一般情况下，使用基本层次词汇不会产生特殊的含义，也就是说，具有“非标记性”（unmarkedness）。例如：

［25］

A: I can hear something outside.（我听见外面有动静。）

B: It's just a dog/（？）spaniel/（？）animal.（那只是一只狗/（？）长毛狗/（？）动物。）

上例中，B回答说听到的是一只“dog”就比较自然，如果B说听到的是一只“animal”或者是“spaniel”，听话者就觉得其中有特别的含义。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是事物的范畴化，但实际上，行为和动作也有一个范畴化的过程。有关物体和生命体的描述大部分也适用于行为的范畴化。行为也可作为原型范畴来处理；而且在这个行为层级系统中，尽管事件由于是物体、生命体和行为的组合因而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它们仍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层级结构的范畴，同时也有一个心理感觉明显的基本层次，因此，我们也能分离出一个事件的基本层次；当然，行为的其他范畴层次（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没有基本范畴那么发达，层级结构也比物体和生命体领域简单。

二、事物的分类与基本层次的特点

对事物的分类有科学分类和民间分类两种。Lakoff（1987）认为，科学分类至少在两方面不适用于人类大脑。首先，科学分类由太多的层次组成；而且，科学分类似乎没有考虑到我们与周围世界的物体和生物保持着经常接触这一事实。由于这种互动，生物和物体受到评估，在我们的眼中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然而，科学分类却对所分类的事物或某一特定的分类层次没有任何偏爱。

民间分类聚焦在类属层次（generic level），也就是基本层次上，因为这一层次在文化上具有显著性，有时直接来源于基本的生理需求。类属范畴的名称容易为人们在交际中使用，在说明情景时人们最先想到它们，它们的词法结构也非常简单。非类属层次（non-generic levels）似乎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在不需要详细分类的情况下它们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Lakoff，1987:66）

在基本层次上，原型最为发达。基本层次提供了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最多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提供了最大的相关特征。这些特征在原型中积聚得最为完整，也在其名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那么，基本层次范畴为什么具有如此的功能呢？这主要因为它们是作为原型范畴来组织的。原型使基本层次的区别最大化，因为它们不但吸引了最多的范畴内部共有的特征，而且还聚集了最多的其他范畴所不具有的特征。例如，在所有的“鸟”中，robin（知更鸟）与其他非鸟类动物之间共有的特征最少。

在基本层次的上面是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ies）。上位范畴尽管与临近范畴成员有区别，但范畴内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较低。上位范畴比基本层次范畴的区别特征要少。

Lakoff（1987）概括了上位范畴的以下特点：

（1）它们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它们依赖基本层次范畴来获得格式塔及大部分特征；它们也可称为寄生范畴（parasitic categorization）。

（2）不过，上位范畴也有一些跨范畴的特征。这些特征也适用各自的基本层次范畴，但是，如果要突出它们时，就要用到上位范畴。

（3）与突出效应密切相关的是上位范畴的聚集功能。也就是说，上位范畴就某一特征而把下一层次的范畴集合起来，这一过程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重复，构成完整的词汇范畴的层级结构。

（4）不过，从日常范畴中产生的经验层级既不完整也不完全一致。根据一般语言使用者的认知需求，它们可以容忍空缺或其他的层级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与科学分类不一样的原因。

在基本范畴层次上，确定某一个体项目是否属于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要比确定其是属于上位范畴还是下位范畴更容易。例如，一朵“玫瑰花”更容易被看做一朵“花”（基本范畴），而不是“植物”（上位范畴）或“玫瑰花”（下位范畴）。

Rosch认为，基本范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真实世界中特征的互相对应。基本层次的词语将现实世界划分成了信息最丰富的范畴。更确切地说，Rosch认为，基本范畴不但将范畴成员共享的特征的数量最大化了，而且将与其他范畴的成员之间共享的数量最小化了。（参见Taylor，1989:50）

三、基本层次词汇表达的特点

从构词上看，基本层次的词汇一般比较简短，而且通常不会借自其他语言。如英语中的tree、dog和汉语中的“树”、“狗”等都是显例。

从语法特点上看，基本层次的上位范畴的名称通常是集合名词，而基本层次本身的词语通常是可数名词，如“餐具”是“杯子”、“碗”的上位范畴，前者为集合名词，而后者则为可数名词。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metals是iron、copper的上位范畴，前者可数，后面的基本范畴反而不可数；beverages和beer、wine的关系也是如此，其中，上位范畴beverage是可数名词，而基本层次词语beer、wine是不可数名词。

在基本层次下面的是下位范畴。与基本层次相比，下位范畴尽管内部成员之间相似性高，但与邻近范畴相比区别性较低；与直接上义词相比，信息性较弱。

从语言特点上看，下义层次词汇通常在词法上由多个语素组成，最常见的就是：修饰词+中心词。例如，在汉语中，先有“牛”的基本概念，再区分出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等子概念。

但是，英语中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英语中也有诸如teaspoon（茶匙）、rocking-chair（摇椅）之类的复合词，但很多情况下，英语中的下义词是独立的词，与基本词没有直接的派生关系，如与cattle（牛）相关的calf（小牛）、bull（公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等。

下义词和基本层次词汇关系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复合概念的一些特征。根据认知范畴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特征对复合词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复合词并非总是由一个基本的中心成分和严格意义上起说明作用的修饰作用的成分构成。对许多复合词来说，甚至诸如可以作为原型的“苹果汁”（apple juice）这样的组合，修饰词提供的信息绝不仅仅是说明中心成分的特征，这些附加的特征可能根本不是“客观”的性质，而只是联想和经验性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复合词中主要的源范畴，不一定由其中的第二个成分表达；根据所涉及的范畴的显著性程度，与第一个成分相应的认知范畴可能同样重要（例如“雨衣”），有时甚至更为重要，如coat collar（外衣衣领）、shoelace（鞋带）、washing machine（洗衣机）等。

第五节　范畴化的原理

一、有关范畴化表达的三种观点

范畴化是人类经验和想象的结果，它一方面来源于感知、行为活动以及文化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来源于隐喻、转喻以及心理意象等认知途径。

针对范畴化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所谓的“名称论”（Nominalism）。根据这一观点，所谓事物间的相同，只是语言规约意义上的。同样被称为“狗”或“红色”的事物除了名称以外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二是所谓的“现实论”（Realism）。现实主义者认为，“狗”、“红色”这样的范畴独立于语言及其使用者存在。“狗”、“红色”作为词语只是对这些事先就存在的范畴进行命名。第三种观点是所谓的“概念论”（Conceptualism）。概念论认为，一个词语以及它所指称的那类事物通过一种心理活动作为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概念。说话者是通过“狗”、“红色”这些概念的知识，即他关于“狗”和“红色”这些词语的意义才能够把不同的事物归入“狗”这一范畴，把不同的颜色归入“红色”一类。

除此之外，还有“名称概念论”（Nominalist Conceptualism）和“现实概念论”（Realist Conceptualism），前者认为概念只是反映语言规约，后者认为概念反映实际存在的世界的特征。

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所编码的范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1）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别；（2）某一特定文化中人们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方式；（3）概念形成的一般认知过程。因此，范畴化过程是多重因素综合的过程。

Lakoff（1987）指出，我们的前概念（preconceptual）经验至少有两种结构：（1）基本层次结构：基本层次结构范畴通过我们整体感知、我们身体的运动能力和形成丰富的心理意象的能力的结合而定义；（2）肌肉运动知觉（kinesthetic）意象图式结构：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经常出现的相对简单的结构，如容器、路径、联系、力量、平衡，还包括各种方向和关系，如上—下、前—后、整体—部分、中心—边缘等。

Lakoff认为，抽象的概念结构从基本层次和“意象—图式”结构中产生，一种是从物理到抽象领域的隐喻投射（Metaphorical Projection）；另外一种是从基本层次范畴到上位和下位范畴的投射。正是由于规约和动因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某一语言中编码的范畴不总是与另一语言中的范畴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认知科学家认为，一方面，语言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灵活的、辩证的关系；另一方面，语言与非语言技能和知识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语言既是人类认知的创造物，又是为其服务的工具，因此，在其结构和功能上，它很可能反映人类更一般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恰恰就是进行范畴化的能力，即在不同事物中发现相似性的能力。

“自然类别”（Natural Kinds）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自然类别，每一种类别都是建立在共同基本特征上的范畴。世界上存在自然事物，每一种事物都是一个基于共享的本质特征，即由于本身特点所拥有的特征的范畴。

另一种相关的理论认为，“相似性”是范畴组织的原则。该理论认为，人们把某些事物归为同一范畴，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性。世界是我们组织起来的，我们的范畴投射到这一世界上。相似性的概念涉及所有范畴化过程。特征实际上是不同事物被认为相似的维度。原型的心理表征只是人们对某一范畴认知的一部分。特征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有些是基本的，有些可以被忽略不计。有明确边界的范畴和对成员资格有基本要求的范畴肯定会表现出原型效应，尽管它们可能不是原型范畴的最佳范例。

相似性理论认为，事物被赋予某一范畴的成员资格，其依据是它与原型的相似性。某一事物与原型越接近，它在该范畴中就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相似性贯穿了所有的范畴化过程。但是，相似性也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心理概念。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相似性有程度上的区别；其次，相似性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一旦我们把相似性作为范畴化的基础，就不可避免地把语言使用者及其信念、兴趣和以往的经历等带了进来。事物之间的相似程度，与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形成的主观意识密切相关。

二、本质主义理论

试图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范畴化本质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心理学上的本质主义认为，范畴的成员具有决定其身份的性质或特征（本质）。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理性，而不是有关世界结构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本质主义认为，在事物的性质中间，某些性质是本质的；也就是说，这些性质是这些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它们就不能成为该事物。其他特征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是事物偶然拥有的特征，而不是代表事物本质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本质（essence）的解释是：本质就是事物所具有的定义和表明其个性的东西，它的毁灭将导致整个事物的毁灭（参见Aris-totle，1998:5.8.3）。而事物的偶然特征（accidents）对决定事物的本质不起作用。“偶然特征适用于某一事物，但并不是必然也不是通常陈述的特征。”（参见Aristotle，1998:5.30.1）

心理学上区分三种不同的本质：分类本质（Sortal Essence）、致因本质（Causal Essence）和理想本质（Ideal Essence）。

分类本质仅仅表现为某一范畴所有成员共享的一组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本质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和偶然特征的区别：本质特征构成了本质。例如，grandmother=the mother of one's parent。不同的本质主义理论对究竟哪类特征是本质特征有不同的解释。

致因本质指的是导致该范畴其他原型特征出现或持续的事物、力量、品质、过程、关系或个体，而这些都可以赋予其身份。致因本质曾经用来解释范畴成员的可观察的特征。分类本质适用于任何事物，但致因本质只能用于那些通过内在的、隐藏的特征决定其可观察的特征的事物。例如，水的致因本质可以是H2
 O之类的东西，这类东西是导致水的各种可观察的特征出现的因素。

致因本质主义不需要特别的知识，而且，与分类本质主义不同的是，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本质预感”而不必知道该本质是什么。例如，幼儿可能会认为，女孩子拥有一种自己难以言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资质，可以把她们与男孩子区分开来。

理想本质被认为是由心智感知、组成知觉内容（content of consciousness）并独立于外部世界存在的现实的特质。例如，根据这一观点，“善良”的本质就是一种纯洁的、抽象的特质，它在现实世界中那些做好事的人身上得到了部分体现。又如，一个人可能会被周围的物质存在蒙骗，但不会被自己当时的身心经历蒙骗。

许多心理学本质主义的解释都关注致因本质。致因本质主义对基于范畴的演绎推理、对稳固性的判断和成见的形成（stereotyping）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关儿童带有本质信念的研究发现证明，人类的概念并非从可感知的特征组合而成的。

致因本质主义与“种类”或者是“自然种类”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说，范畴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可分辨的不同事物归为一类，那么，“种类”是一种被认为是根据自然的范畴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例如，“虎”是一个种类；但“有斑纹的”的集合就不是，因为它只抓住了一个单独的、表面的特征。同样，带有一定任意成分的“野营所需带的东西”也不能形成一个种类。种类被认为具有本质，而其他的范畴则不拥有本质。人们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样的范畴在习得过程中被看作是“种类”。

但是，“本质”是否构成事物分类的依据遭到了许多认知语言学家的质疑。例如，Lakoff就提出，如果“水”和“金子”的意义是有关它们的“真实本质”的知识，那么，一般民众是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真实本质的，这意味着只有几个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才能使用这些词；进一步引出的问题是，在现代化学出现前，这些词是怎么使用的呢？（Lakoff，1987:73）尽管如此，本质主义理论在现代心理学中仍是一种有影响的理论。

第六节　范畴理论的语言学意义及其应用

一、范畴化与语言表达

Jackendoff（1983）指出，范畴化理论不是关于某一特定的范畴化是否正确，而是关于某一生命体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和处理方式来解释它的范畴化判断。范畴化机制必须建立在概念结构层次上，因为范畴化涉及各种感觉的结合。所以，范畴化判断是两个概念结构并置的结果。这与“类”（type）和“例”（token）的区别有关。“类”概念是某一生命体在学会某一范畴时所创造并储存的信息；而“例”则是这一范畴中一个具体的成员，“例”是“类”概念的一次实际体现。

除非有相反的语言标志，所有表达“例”成分的词语都是指称性的，表达“类”成分的词语则是非指称性的。这是语言表达中一个重要的指称原则。例如：

［26］

a. 狗是一种脊椎动物。（类属范畴化）（关于所有的狗，而不是哪一条具体的狗。）

b. 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是超人。（例——身份）

c. 麦克斯（Max）是一条狗。（一般范畴化）

Jackendoff指出，类属范畴化句子（generic categorization sentence，简称GCS）应该与普通范畴化统一起来，而普通范畴化可以根据语言或非语言信息来进行。根据定义，概念结构是这样的不同模式加工发生的层面。因此，类属范畴化应该在概念结构层次得到评估。判断GCS的信息也足以用来判断被称为语义特征的东西。

范畴化与上义关系（superordination）和下义关系（subordination）的表达密切相关。例如：

［27］A chicken is a bird.（鸡是一种禽。）

同义词（synonymy）也与范畴化有关：

［28］A cellar is a basement. A basement is a cellar.（地窖是一种地下室。地下室是一种地窖。）

蕴涵（entailment）更表达了范畴之间的一种层次关系：

［29］Max is a bird. Max is a chicken. A chicken is a bird.（麦克斯是一只鸟。麦克斯是一只鸡。鸡是一种鸟。）

语义矛盾（inconsistency）也与范畴化有关：

［30］Max is a whale. Max is a chicken.（麦克斯是一头鲸。麦克斯是一只鸡。）

因此，有些语言表达上的错误，往往反映了对范畴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模糊或错误。概念和思维清晰，才能保证语言表达的清晰与准确。

二、原型理论与词义

Putnam（1975）指出，我们的词汇中至少有部分词可以有专家定义和民间定义两种。前者与范畴成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有关，后者依赖我们对原型成员的视觉和互动特征的知识。

John Langshaw Austin于1940年撰写但到1961年才发表的《词义》（The Meaning of a Word）一文中问道：不同的事物我们为什么要叫同样的名字呢？传统的回答是：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性。Austin认为这一回答不够准确，因此举了healthy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Healthy”这个形容词：当我说healthy body（健康的身体）、healthy complexion（健康的肤色）和healthy exercise（健康操）时，这些并不是模糊用法。Healthy这个词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的意义，即用于“健康的身体”的那个意义。我称此为“核心的”意义，因为它“包含了”另外两个意义，一是“导致健康的身体”，二是“来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说，“操”、“肤色”和“身体”都被称为“健康的”是因为它们之间互为相似吗？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具有误导性。那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Austin随后指出：

当A:B::X:Y，那么，A和X经常用同一个名称来称谓。例如，the foot of a mountain（山脚）和the foot of a list（名单最下面）。两样东西都有理由叫做“foot”，我们能说它们是“相似”吗？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似。我们可以说，它们与A和Y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很好。但A和X并不是它们所处的关系。

另外一种情况是，我用与A相同的一个名称来称呼B，因为它与A相似，同样我用同一个名字来称C因为它与B相似，等等。最后，A和D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相似。这很普遍。如果我们要在它们之间寻找什么“相同”（identical）的东西，那是很危险的。

Charles J. Fillmore（1982）分析climb这个词的情况与Austin以上讨论的情况十分接近。下面几个例子中“climb”的意义相近，但很难说它们之间有完全“相同”的东西：

［31］John climbed the ladder.（约翰爬上了梯子。）

这里的climb具有［+MOTION UPWARDS］和［+WITH HANDS］的特征。

［32］The airplane climbed to 20，000 feet.（飞机爬上了2万英尺的高度。）

其中的climb的语义特征是［+MOTION UPWARDS］和［-WITH HANDS］。

［33］He climbed out onto the ledge.（他爬到了窗台上。）

这里的climb具有的是［-MOTION UPWARDS］和［±WITH HANDS］的特征。因此，climb的意义组成了一个网络，但网络的节点之间是一种特殊的链接关系。这完全符合Wittgenstein提出的所谓“家族相似论”。

“原型”的概念也被一些语义学家用到了词义的分析中。“原型”理论的优点是，语义特征可能包括被认为非常明显的特征，但不一定为所有的成员所具有。这一表征不一定需要很简化，但同时可以更丰富，而且不那么严格。但是，Patrizia Violi（2000）指出，把概念化中认知过程的模型和概念应用到词汇语义中时要格外小心。用原型的概念来解释词义有一些困难。概念化过程和语义特征互相联系，但是互相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例如，robin（知更鸟）是“鸟”这一范畴的原型成员，但它并非“鸟”这个词的意义。确实，人们认为robin与ostrich（鸵鸟）等相比更具原型性和心理现实性，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包括到“鸟”的表征中，但是，这当然不是“鸟”的意思。

因此，在语义研究中，把原型当作某一范畴的最典型的成员，并将此看作一个真实的个体是行不通的，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心理意象，即一个由原型特征组成的抽象实体。这样，作为心理建构的结果，就从具体的例证中解放出来，就不需要作为任何真实的个例在现实中实现。

Violi（2000）认为，把原型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实例是词汇语义研究中必要的一步。因为这样，“鸟”的原型就不是“robin”，而是由一组特征构成的概念，它们不需要在该具体实例中体现。

语言意义集中在某一更明显的区域，可让更多的特征得到满足，让原型代表某一更适合类型的实例。原型性较差的情况受类推原则控制。

Violi提出了两种原型性：一是robin作为“鸟”的原型性，二是普通成员与其他同类成员相比的原型性。前者可称为范畴原型性，后者称为语义原型性。（Violi，2000:111）

语义原型性要比范畴原型性更普遍，后者仅限于几个语义范畴的更基本的层次（如Rosch的自然范畴）。除此之外，有许多名词类别并不显示出同样的层级结构。例如，有关情感的词语，如果要说有原型性，实际上就是其语义的原型性（如爱情、生气、嫉妒的原型情况）。

认知心理学最初研究原型性，主要是因为从范畴化过程来看，原型性概念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语义研究角度来看，原型性的相关性就不那么大，这不仅仅因为它只限于几个语义词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尽管从认知上看这很有意思，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内在的语义现象。

其实，原型性可以被看作是词汇意义具有局部稳定性的基础，它代表了意义的习惯性或规则性的一面。

词语有原型的意义，是词语活用的基础。Jackendoff（1983:121）指出，说明词汇意义需要三种条件：（1）必要条件，如“红色”必须包含“颜色”这一必要条件，“老虎”必须至少包含“事物”这一必要条件；（2）中心条件，如颜色概念中的色彩的程度、“杯子”的高度和宽度等，这些条件描述一个核心的或中心值；（3）原型条件，如“游戏”的“竞争”条件、老虎的“有条纹”条件等。这样的原型条件相当于Wittgenstein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词语在哪种条件下突出哪一方面，其中的差异很大。例如，亲属关系词语只纯粹涉及必要条件，而对颜色词来说，中心条件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词类的划分标准在汉语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近年来有人尝试运用“家族相似论”来讨论这一问题。

较早的对词类的定义往往有点绝对，有点像经典范畴理论。某一事物拥有某种特征，就属于某一范畴，如果没有该特征，就不属于某一范畴。比如朱德熙对“形容词”和“动词”的定义是：

（1）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2）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

（朱德熙，1982:55）

但根据这一定义，我们马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并非所有形容词都能受“很”修饰：如“煞白”、“通红”、“粉碎”、“精光”就不能受“很”修饰，但显然这些词是形容词；（2）并非所有形容词都不能带宾语，例如“红着脸”、“空着手”、“黄了脸”、“高你一头”中的“红”、“空”、“黄”、“高”等后面都能带宾语。

同样，朱德熙对名词的句法特点的定义是：（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例如：一支笔、三本书、几件事、一种风气；（2）不受副词修饰：*很勇气（比较：很勇敢）、*不青年（比较：不年轻）。但问题在于，专有名词一般不受数量词修饰，例如不能说“两个南京”。（朱德熙，1982:41）

针对这种情况，袁毓林（1995）运用“家族相似论”来进行解释。他指出，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所以词类知识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词和词之间在功能和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的概括。家族相似性有两种：（1）基于概念的家族相似性。比如，“永远”是副词，但我们可以说“永远的友谊”。（2）基于分布位置的家族相似性。人们会自觉地把分布位置十分相似的词归为一类，作为一个类来记忆和使用，例如：睡一觉。

袁毓林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特征，一种是“定义性特征”，另一种是“特有特征”。“定义性特征（特征范畴）”为某一范畴成员所拥有而其他范畴成员没有的特征；“特有特征”为某一范畴的某些成员所具有的特征。一个成员具有比较普遍的特有特征越多，它就越能成为某一范畴的原型。于是，比较普遍的特有特征成了识别原型范畴的标志。例如，尽管动词、形容词也能受数量词修饰，但受数量词修饰仍不失为划定名词的重要标准。语言研究中的各种范畴，与其他范畴一样，是以典型成员为基础的。

据此，袁毓林提出了一个定义词类的分布框架：（1）成分功能；（2）词类序列，如能否受副词修饰等；（3）代表词格式，如能否进入“……不……”之类的格式等。

根据这一标准，他将名词的定义修改为：（1）经常做主语；（2）经常受定语修饰；（3）经常受数量词修饰。

“原型理论”也被用到了对“施事”和“受事”的确定上。Scott DeLancy（1981）列出了以下一些施事性的原型特征：

①有生性：人＞有生物＞无生物＞抽象物

②使因性：直接使因＞间接使因＞非使因

③自主性：高自主＞低自主＞非自主

④支配性：强支配＞弱支配＞非支配

⑤显著性：十分显著＞比较显著＞不显著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具有不同程度的“施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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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参与者角色的“施事性程度”，它们形成了如下的主语选择连续统：

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

本章我们讨论了有关范畴化的问题。范畴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现象。经典范畴理论以“必要和充分条件”来定义范畴成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现代范畴理论承认某些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某些范畴中的成员在范畴内部具有不同的地位。对范畴特点的理解对我们认识人类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章　词义的认知分析与词汇化

词义的研究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传统语言学对词汇意义的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词义的变化。例如，传统语文学和中国的小学中的训诂学主要是对词义变化的考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则在对词义变化的类型、词义变化的原因的探究；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词汇意义的研究更强调处于共时关系中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如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等等。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是，认知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更加注重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对词义构成和词义变化的影响。本章主要从认知的角度，通过例证对比对词义的特点做一些分析，并着重介绍词汇化的几种主要现象。

第一节　词义的特点

一、词义的百科性

认知语言学采纳的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语义观。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可以区分与语言有关的内容和与语言无关的内容。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任何知识，原则上都可能在对某一指称它的词语的语言行为起到一定的作用。

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语言意义以整个网络的形式呈现。Langacker指出，某一个词项的规约意义必须包括其所涉及的整个网络，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孤立的节点。例如，英语中的ring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即可用下面的意义网络图表示（图4-1，参见Langacker，1991b:3）。

ring（环形）：

[image: 092-01]


图4-1：RING的意义网络图

Langacker指出，认知语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词汇意义无法与有关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识截然分开。我们对某一特定类别事物的知识经常是非常丰富而且多层面的，涉及许多经验领域，其显著程度、详细程度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例如，“树”这个词就包括“物理特征”、“生物特征”和“用途”，等等。

“我对语义的处理采纳一种百科知识的观点。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把某些内容看作是具有语言意义而另外一些内容与语言毫无关系。我们对某一事物的任何层面上的知识，在原则上都可能在确定某一表达这一事物的词语的语言行为时起到一定的作用”。

（Langacker，1999:4）

John I. Saeed（1997）也提出，语义学研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区分“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各类词典在定义词的意义时往往也会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包括不同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现代汉语词典》对“马”的定义：


①哺乳动物，头小，面部长，耳壳直立，颈部有鬣，四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生有长毛。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皮可制革。②大：～蜂/～勺。（Mǎ）姓。



以上这一定义不但包括了“马”的属性（哺乳动物）、形状（头小，面部长，耳壳直立，颈部有鬣，四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特点（善跑），还包括了其功能（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甚至还包括了“皮可制革”这样的信息。因此，无论是在编写词典，还是在教学生某一个词的意义时，我们往往很难确定到底应该包括多少相关的信息。

正因为词汇意义这样的特征，Leonard Bloomfield对意义的研究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在科学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词的意义是无法定义和研究的。他把语言的意义与科学概念等同了起来，因而语言意义能否研究也成了一个悬念。Bloomfield在其《语言论》一书的“意义”这一章节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们把某一语言形式的意义定义为说话者说出该语言形式的情景和它在听话者身上所引起的反应。为了给某一语言中的每一个形式提供从科学角度很精确的定义，我们应该对说话者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具备精确的科学知识。而与此相比，人类知识的实际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关于意义的陈述是语言研究中薄弱的一环。除非人类知识远远超越现在的水平，否则，这一状况将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Bloomfield，1933:139-140）

Bloomfield对意义的这种态度后来遭到了语言学家们的批评。但在Chomsky最初的转换生成语法中，意义也被有意地忽略了；而且，在当代语言学理论中，语义研究虽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在各种语言学分支学科中却是大家公认的最不发达、成就最少的学科之一，这多少都跟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有关系。Allwood（1999）在讨论语义的认知特征时提出：

（1）所有规约化的语言表达式（语素、词语、成语、短语等）都与“意义潜力”有关。“意义潜力”就是使用者对某一特定词语使用历史的记忆，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一表达式所拥有信息的总和。这些信息中的语义部分包括通常所说的有关该词语所指或所联系事物的“百科知识”和“词汇知识”。

（2）一个语言表达式在使用时便激活其“潜在意义”。一个表达式脱离语境的意义可以被看作是激活与该表达式有关的（部分）潜在意义的一种潜力。

（3）该表达式的实际意义通过认知操作过程得到确认。认知过程的功能就是使某一特定表达式与其他表达式的潜在意义、语言外语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4）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语义—认识过程，即既具有语言表达又具有认识效果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诸如识别、分类和具体化的认知过程，它们独立于语言之外，但通过与语言的联系而达到扩展和细化。

（5）语义—认识过程的语言表达式大部分是所谓的“句法范畴”表达式，如连词、介词、代词、数词、部分副词、部分感叹词、内部屈折和派生词缀。

（6）词汇的其他部分由“范畴”词根和根词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部分副词和感叹词的词根与根词）。这些词语的功能被认为是作为各种语义—认识过程的题元。范畴词根和根词的潜在意义与句法范畴过程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被认为是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语言的输出、理解和习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用于描述词义的相关背景知识看作是一个共享的、规约化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理想化的知识网络，这一知识网络植根于一系列文化信念和活动之中。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词项不是包括了一个固定的、有限的和独特的语言意义表征，而是提供了一个到达无限多的概念和概念系统的路径。词是通过灵活的、开放和依赖语境的方式来激活相关的概念系统的。一个语言形式通过“投射”或突出相关领域的某一特定区域而获得其意义。“投射”隐含着通过某一合适的“图式”或一组图式而对某一领域进行组合。例如，“星期二”这个词的意义可以由与它相关的理想模型来定义。该理想模型包括一个由太阳移动状况所规定的自然周期，区别一天的结束、新一天的开始和星期构成的认定的标准方法。在这个理想模型里，“星期”就是由七个部分按照线性序列组成的一个整体，每个组成部分为“某一天”，其中第三个部分是“星期二”。同样，“周末”一词的意义要求在“星期”的基础上添加五个“工作日”外加两个休息日的概念。

一个词项以激活一组认知领域作为其意义的基础，但它所提供的路径绝不是任意的。首先，一个词项所激活的领域一般限于那些它所指事物直接出现的领域。而且，作为其常规值的一部分，一个词项对这些领域进行排序：它赋予它们特定的中心程度，在处理上可以被认为是被激活的可能性和程度。激活同样的领域的词语可能在它们的排序上呈现出语义上的差异。例如，鱼的“繁殖领域”在roe（鱼卵）这个词中的排序就比在caviar（鱼子酱）中高，即使是对那些知道caviar来源的人来说也是一样。

一个词语所激活的领域提供了词语的概念内容。但是，语言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内容之中，因为我们可以对同一个内容进行不同的观察，因此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词汇意义本身是一个结构体，有不同的层面存在。

二、词汇语义的构成

Croft和Cruse（2004）区分了词义内容的几种情况：多面义（Facet）、微型义（Microsenses）和观察方式（Ways of Seeing），说明了词汇意义的复杂关系。我们下面作一简单介绍。

1. 多面义

多面义是整个词义的组成部分，但不能统一在一个上义词下。例如：

［1］

bank（银行）= premises（场所）：The bank was blown up.（这个银行被炸了。）

= personnel（人员）：It's a friendly bank.（这个银行很友好。）

= institution（机构）：The bank was founded in 1597.（该银行成立于1597年。）

汉语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

［2］

a. 银行被炸了。（场所）

b. 这个银行态度很好。（人员）

c. 该银行历史悠久。（机构）

再如英语中的“book”一词：

［3］

book（书）= tome（书体）：a red book（一本红色的书）

= text（内容）：an interesting book（一本有趣的书）

［4］Some of the books were hardcovers，most were paperbacks.（其中有些书是精装本，多数是平装本。指书体）

［5］Some of the books were novels and the others were biographies.（其中有些书是小说，另外的是传记。指内容）

［6］*Some of the books were hardbacks，the rest were novels.（其中有些书是精装本，其他的是小说。）

汉语中的“书”也是同样的情况。“坏书”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书本身破损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书的内容不好。

由于“书”这样的名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多面义，因此，以下说法是成立的：

［7］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e contents，etc.；I am interested in the book itself.（我对内容等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书本身。）

［8］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e binding，etc.；I am interested in the book itself.（我对装订等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书本身。）

再看几个英语中的例子：

［9］

a crumpled letter（一封皱巴巴的信，指的是信纸）

a moving letter（一封感人的信，指信的内容）

［10］

a deafening speech（震耳欲聋的演讲，指声音）

an incomprehensible speech（不知所云的演讲，指内容）

［11］

a. Britain today lies under one meter of snow.（不列颠今天覆盖了一层厚达一米的雪。指土地）

b. Britain is today mourning the death of Princess Diana.（不列颠今天举国哀悼戴安娜王妃。指人民）

c. Britain declares war on Argentina.（不列颠向阿根廷宣战。指政府）

处于基本层次的词一般包括两个视角，例如，如果我们说“to publish a book”，那一定是两方面都包括。但是如果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有可能指的仅是内容。在用作隐喻时，一般也都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如：

［12］I can read him like an open book.（我可以把他当作一本打开的书来阅读。）

这句话可以从物理和内容两方面来理解。“打开”当然与书体有关，既然要读，当然涉及内容。

Cruse和Croft指出，有些词的词义多面义可以统一，但有些就不能。对“bank”这个词，我们的概念表征强烈要求我们“分开”解读，而“teacher”（教师）这个词，概念表征却要求我们“统一”解读：

［13］

a. Our teacher is on maternity leave.（理解为“女教师”）

b. Our teacher is on paternity leave.（理解为“男教师”）

但对于“book”，概念表征似乎不需要我们强烈倾向于某种解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语境或交际需求来确定具体的理解。这不是因为概念结构没有约束力，或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它们的方向相反，往往互相抵消了。一般来说，多面义的统一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概念/语义距离。两个多面义越靠近，越容易统一。“book”的两个多面义虽然分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但由于经常同时出现，因此倾向于统一的解读。

与多面义有关的是所谓的“novel现象”。“novel”（小说）似乎与“book”相似，也有“书体”和“内容”之分，但实际上，“novel”侧重于内容一面，好像与物理关系不大。例如，以下说法在英语中就不符合语感：

［14］

a. *a red novel（一本红小说）

b. *two novels（两本小说）

［15］*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e typography or the cover design，I'm interested in the novel itself.（我对印刷样式或封面设计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小说本身。）

同样，汉语中相对应的“小说”一词好像与“novel”差不多。例如，我们可以说，“我最近读了两本小说。”但不大说，“把那本蓝小说给我。”一般要说，“把那本蓝颜色的小说书给我。”因此，词语的多面义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与人类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密切有关。除了“书”之类的词以外，像“门”、“窗”等也有不同的“多面义”。例如：

［16］他在墙上开了个窗子。

这里的“窗子”是一个通风口，指的是其整体，侧重其功能。但在下面一句中，情况就不一样了。

［17］把窗子关上。

这里的“窗子”指的是部分，主要是可以“开关的部分”。同样，

［18］他把窗子给打碎了。

“碎”的一般是指玻璃，而不是整个窗子，更不是整体。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词语的这种用法看作是“转喻”之一种。

英语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

［19］We took the door off its hinges and then walked through it.（我们把门从铰链上卸下，然后从门洞里走了出去。）

前面的“door”指门板，后面的“it”指门框。又如：

［20］I painted the window while she was standing in it.（她站在窗槛上时我油漆好窗子。）

前面的“window”指窗所有除去玻璃的部分，后面的“it”指窗框上的某一部分。

某一物体的部分在形成一个原型格式塔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部分不仅仅形成某一物体的整体形状，还与其功能有关。部分对许多物体来说，也许就是其存在的目的。这样的认知方式符合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原则：

（1）邻近原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相互之间距离很小的个别成员一般会被看作互相有联系。

（2）相似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相似的成员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共同的部分。

（3）封闭原则（principle of closure）：感知结构往往与封闭性有关。

（4）连续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ation）：成分之间如果没有什么间断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2. 微型义

词语意义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它一方面表示一种概括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中，又表现出具体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knife（刀）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就表现出不同的具体意义：

［21］John called the waiter over to his table and complained that he had not been given a knife and fork.（约翰把服务生叫到桌旁，告诉他刀叉还没有拿来。）

［22］The attacker threatened the couple with a knife.（袭击者用刀威胁着该夫妇。）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knife”是一个总称，但在例［21］中，“knife”指的是“吃饭用的餐刀”，而在例［22］中，这把“knife”很可能就是“匕首”。再来看英语中的card（卡片）一词：

［23］I got a card the other day from Ralph，who is on holiday in Paris.（我前几天收到了拉尔夫寄给我的明信片，他正在巴黎度假。）

［24］Let me give you my car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you have any news.（给你一张我的名片吧：一有消息你就告诉我。）

例［23］中的card是postcard（明信片）的意思，而在例［24］中card则必须理解为name card（名片）。

因此，“knife”和“card”既可以表达一般的意义，又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表达特定的意义。实际上，这样两种意义构成了一种“上下义关系”（hyponymy），但“其特定义是默认的”（default specificity）：

［25］You can buy any kind of knife here.（在这儿你可以买到各种刀［具］。）

［26］The box was full of cards of various sorts.（这个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卡。）

例如，a knife wound（刀伤）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匕首”之类的刀刺伤的。特殊的任务往往需要特殊的刀具。例如，在汉语中有个说法，“杀鸡用牛刀”，表明用错了工具。杀鸡本来只需用小刀，而“牛刀”是专门用来杀牛的屠刀，应该体积很大。所以，汉语中的“刀”也有同样的特征。例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扬州三把刀”就分别指“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三种。同样，如果一个人突然问，“我的刀呢？”这时，要知道他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刀”，就要看说话人的身份和语境我们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样的刀。

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下面的句子就不大自然：

［27］Do you have a knife?（你有刀子吗？）

［28］Do you have any equipment?（你有设备吗？）

从某些方面看，微型义与多面义正好是相反的情况。对多面义来说，由于其本体上的差别，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自主的意义，但默认的解读却是统一的，而就微型义来看，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使我们倾向于统一的解读，但实际上某种特定意义却是其默认的解读。

3. 观察角度

从不同的角度，词还可能呈现不同的意义，Cruse和Croft称之为“观察角度”（ways of seeing，简称为WOS）。常见的情况包括：

（1）“部分—整体观察角度”（the part-whole WOS）；

（2）“类别观察角度”（the kind WOS）；

（3）“功能观察角度”（the functional WOS）；

（4）“生命史观察角度”（the life-history WOS）。

例如，a complete soldier（一个完整的士兵），如果说的是一个玩具士兵，那就是说，这个士兵身体完整。这就是从整体角度来看的。而an expensive hotel则可能指的是“类别”，即expensive to buy；也可能指的是“功能”，即expensive to stay at，也可能是“生命史”，即expensive to build。同样，a delightful house，既可以表达“部分—整体”关系，即delightful to look at；也可以指“功能”，即delightful to live in。至于在不同的场合究竟呈现出哪一个角度的意义，主要看在该语境中的显著可能性。

4. 特征结构

James Pustejovsky（1995）提出的“特征结构”（Qualia Structure）理论把名词意义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所谓特征结构，主要指的是某一名词所表达事物的典型活动和目的。

“特征结构”包括三点：第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词汇概念的特征可以区分为不同种类，称为“特征”；第二，这些特征并不一定是单个的，它们本身也可能具有丰富的内部结构；第三，一个句子的意义并不是把其中的词的意义粘合在一起。特征结构中的信息在构建句子中词义的联系时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过程可称为“同组”（co-composition）。

Pustejovsky区别了四种特征结构：“形式类”（formal）、“组成类”（constitutive）、“施事类”（agentive）和“目的类”（telic）。

形式类包括分类结构，如“狗”是一种动物，一种生物，一种物体。再往下分类，就是包括哪些种类的狗等。

组成类结构包括一个物体的结构特点。这些结构特点可细分为三类：（1）该物体的感觉特点：维度、形状、大小、颜色、质地、重量、气味等；（2）构成该物体的材质；（3）该物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本身是一个部分（如翅膀），它又是什么更大物体的一部分。如果该物体是物理性质的，它还与空间结构相联系。

另外两个特征相对比较复杂，因为它们涉及该物体作为参与者的行为。施事特征包括了该物体的来历信息。如果是一个制造品，它是如何制造的；如果是一个生命体，它的生命周期怎么样。Pustejovsky把这些看作是该事物的过去。但其实这一特征也包括该事物的将来，即以后会变成什么。如“胚胎”最终会发育成熟变为一个动物，“未婚妻”最终会“结婚”。

目的特征提供有关该事物所参与的行为的信息。这主要包括某事物的目的，例如铅笔是用来写的。当然，还可以包括其他的行为。例如，月亮本身没有目的，但我们需要包括它的特征行为的知识，例如，它在天空移动、每个月内都要周而复始地改变形状等。

还有一种信息就是该事物是如何“工作”的。例如，“卷笔刀”的目的都是为了卷笔，但不同种类的卷笔刀发挥这一功能的方式不一样。

目的特征中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该事物目前所从事的活动。如“行人”、“乘客”、“顾客”这样的词就需要这样的信息来描述：“行人”的特征是“步行”，“乘客”的特征是“乘坐交通工具”，而“顾客”的特征是“购买某种产品或接受某种服务”。

再比如，“邮件”与“一张写着字的纸”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要寄送给别人的；当然，也有可能寄送不到。这样的功能被称为“本身”的功能（proper function），即“其设计功能为……”。某事物不一定要实际完成其设计的功能。例如，“胚胎”、“未婚妻”就属于这类事物，人造物品和部件也属于这类事物。人造物品不但包括具体的事物，还包括神话和合同等抽象的事物。部件的设计功能也很重要。例如，椅子“靠背”的设计功能就是提供依靠；另如心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树叶的功能等。职业也是设计功能的一种。

Jackendoff指出，事物的设计功能其实也是人类概念化的一个基本成分。例如，小孩可能会认为“湖泊”的设计功能是“用来游泳的”，“太阳是用来为我们保暖的”等。许多科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消除错误的“目的论”的。（Jackendoff，2002:272）

总之，事物的目的特征包括典型行为、目前的行为、典型的功能和设计的功能。例如driver，如果指人，他的目的特征表示他目前在驾驶或者其职业是驾驶；如果指物体，其设计功能是“驱动”，如高尔夫球棒。

Pustejovsky提出特征结构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像“begin”（开始）、“enjoy”（喜欢）这类动词的直接宾语。这些动词要求某一活动作为其语义论元：人们开始“做”某事，喜欢“做”某事。因此，会有如下常例：

［29］He began the book［一般情况下］= He began reading the book.（他开始读这本书。）

Pustejovsky指出，理解这些直接宾语的默认活动所必需的信息来自这些名词的目的特征：书是被阅读的，啤酒是被喝的。因此，特征结构是完成动词和宾语的语义组合时所必需的。

而且，特征结构也可用于描述某些活动，不管是由动词表达还是名词表达的。例如，sprint（疾跑）的形式特征表明它是一种移动，因此会涉及一个在路径上经过的人物。组合特征包括该运动的快速特征，施事特征或许会说明该活动与施事的运动的意愿有关。例如，chase（追赶）的意义必须包括其主语的目的是“抓住”宾语所指的事物。

5. 点物体（Dot Object）

Pustejovsky（1995）发现，某些事物同时属于不同的类别，尤其是作为信息载体的事物，如报纸和小说等。作为一种物体，“小说（书）”有“大小”、“重量”，有“封面”、“内页”。但是，“小说”也包含了关于某一话题的信息，描述了与该话题有关的事件。作为物体，“小说”经过印刷和装订然后成形，作为信息物体，它通过写作而形成。但“小说”这一词并没有歧义，也不是多义，因为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出现：

［30］That novel about the Crimean War has a red cover.（那本关于克里米亚半岛战争的小说［书］是红色封面。）

Pustjevosky将这一现象称为“点物体”（dot object）。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PHYSICAL OBJECT，INFORMATION］

（［物理事物、信息］）

这两个方面分别形成各自的特征结构。物体的构成特征描述书的物理构成：目的特征包括买卖，施事特征描述书是如何印刷和装订的。信息的构成特征描述信息的内容：目的特征指出小说的目的是用于娱乐的，施事特征说明它是由小说家撰写的。该事物的双重特征结构通过关键的连接相互联系。构成特征由该物体包含信息的事实所连接，目的特征通过人们阅读书籍、信息被人们吸收的事实所连接。因此，点事物具有紧密连接的特征结构对子。

事物活动也可以作为点事物来看待。例如，reading（阅读）就由两个点行为组成：（1）眼光浏览载有信息的事物；（2）大脑吸收其中的信息。

概念系统中最重要的点事物是人的概念。一方面，人被看作是一个物体，因此，所有关于物体的特征都可以应用到人身上：空间范围和所在地点、组成成分、运动、与其他物体的接触、易受地球引力的影响等。另一方面，人同时又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大脑或灵魂的存在。这与物体完全不同。如果它有组成成分，那就是记忆和意志。与大脑有关的谓词一般都是与心理和社会有关的，与意愿、记忆、理解、社会角色、权利和义务有关。人的这两个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可分的。人类的每种文化都关心死后大脑和灵魂的遭遇。

与此有关的还有Lakoff（1987）对bachelor（单身汉）一词的研究以及Fillmore和B. T. Sue Atkins（1992）对risk（冒险）一词的研究等。Cruse和Croft（2004）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点事物及其特征结构的细节的描述，并看哪些是先天的，哪些是取决于文化的，什么样的事物可以互相联系，又是如何在特征结构中相联系的。

第二节　词汇化

某一特定的意义固定地与某一特定的语素发生联系，这一现象就称为词汇化。按照Talmy（2000:23）的观点，意义与表层形式的联系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词汇化”（Lexicalization）、“省略”（Deletion）或称“零形式”（Zero）以及“解释”（Interpretation）。我们这里主要讨论词汇化中比较重要的两种情况：名词化与动词化。

一、名词与名物化

名词是词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名词一直占汉语总词汇量的一半以上。（王珏，2001）

不同语言的词汇化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时间也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古代汉语对“马”的词汇化就十分细致。《诗经·鲁颂》的《駉》这一首诗里提到的马的名称就有16种：

驈（yù）：身子黑而胯下白的马

皇（huáng）：黄白相间的马

骊（lí）：纯黑色的马

黄（huáng）：黄而杂红的马

骓（zhuī）：青白杂的马

駓（pī）：黄白杂的马

騂（xīn）：红黄色的马

骐（qí）：青黑成纹像棋道的马

騨（tuó）：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马

骆（luò）：白马黑鬃马

駵（liú）：红马黑鬃马

雒（luò）：黑马白鬃马

騢（xiá）：红白杂毛的马

驔（diàn）：小腿长白毛的马

骃（yīn）：灰色有杂毛的马

鱼（yú）：两眼旁边毛色白的马

显然，古代汉语中对“马”的词汇化十分注重“颜色”这一语义信息成分。

认知语言学认为，名词描述（指称）某一领域（domain）的区域（region），而“区域”则可抽象地定义为一组互相连接的物体（a set of interconnected entities）（Langacker，1991:15）。

Langacker指出，重要的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它们互相联系并因此构成一个区域。在抽象层面，互相联系的概念并不与任何特别的客观因素有关：这与组构（construal）有关，应该通过认知过程来解释。例如：

岛（island）：涉及对其空间距离的评估

星座（constellation）：涉及观察者想象的构成某种图形的点

队（team）：涉及在做某事时的共同参与者

因此，名词被认为是描述某一领域中的一个区域，区域是一种抽象的理解，时常与其空间来源有冲突。（Langacker，1991:18）

1. 名物化（Nominalization）

从其他词类转化为名词的过程叫做名物化。从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最多，如printer（打印机）、swimming（游泳）等；从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次之，如freedom（自由）、helplessness（无助）等。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名词explosion（爆炸）和动词explode（爆发）在意义上差异很大。名物化过程涉及“reification”（具体化），其特征可以通过名词和动词词类的特点得到解释。

一个动词经过某种物化的语义操作，该动词所指称的某一动作在概念上就被转化为一个物体或一个事物，可以被给予或获得作为一个物体的数和量。例如：

［31］

a. John called me.（约翰打了我一个电话。）

b. John gave me a call.（约翰给我打了个电话。）

［32］

a. John helped me.（约翰帮助了我。）

b. John gave me some help.（约翰给了我一些帮助。）

一个被物化的动作总体上看起来会允许更多的概念运作，原因在于它利用了开放的动词词类来表达这样的运作。相反，用一个动词把一个动作表达成动作则倾向于依赖辅助词或者“卫星”（satellites）和介词这样的封闭词类来表达更进一步的概念运作，况且，这样的封闭词类包含了较少的表达选择。（Langacker，1991:45）

一个指称物体或事物的名词可以转化为表示行为化的认知运作的语法形式。通过这一运作，该物体与其所参与的活动糅合在了一起；由此出现的语义结果是，该事物大部分可见的具体特征被背景化了，并从属于一个发生过程的概念化过程。例如：

［33］

a. I removed the pit from the cherry.（我把核从樱桃中去掉了。）

b. I pitted the cherry.（我去掉了樱桃的核。）

［34］

a. Crowds of people went to the fair.（成群结队的人们赶往市场。）

b. People thronged to fair.（人们成群结队赶往市场。）

根据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数量和特点，Langacker把语言分为两大类：偏向名词的语言称为“物体为主的”（object-dominant）语言，而那些青睐动词的语言是动作为主的语言。前者的数量多于后者。英语显然是一种物体为主的语言，喜欢通过使用表示有形的物理属性的名词来指称物体；它也可以通过使用动词将此指称动作化，从概念上使该物理属性与事物发生过程的动态性结合起来。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名词派生动词的过程来进行。（Langacker，1987:46）

2. 名物化的类型（Kinds of Nominalization）

（1）作为另一种描述

最常见的一种名物化就是将一个动词的描述转移到名词特征的事物身上，唤起有关动词的内在结构，例如：

标体（Trajector）（内部主语）：抱怨者（complainer）、舞者（dancer）、法官（judge）、厨师（cook）

地标（Landmark）（内部宾语）：应征者（draftee）、被劝者（advisee）、选择（choice）

工具（Instrument）：摇椅（rocker）、探针（probe）

产品（Product）：绘画（painting）、记号（mark）

环境或场所（Setting or Location）：大厅（lounge）、保龄球道（bowl = bowling alley）

这种类型的名物化中还包括“片段截取”（Excerpting），即用一个完成体动词指称某一过程的一个片段的情况，如 take a walk（散步）、make a throw（做个投掷动作）、do an imitation（做个模仿动作）、have an argument（进行一次辩论）、witness an explosion（目睹一次爆炸事件）、see a flash（看见一次闪光）、receive a nudge（被人用肘推一下）等。

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名词和动词，其优点是可以解释不同语言间在派生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某些语言的所有动词都可以在其概念内容基本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名词化。例如，“complainer”（抱怨者）这个词并没有在概念内容上给“complain”（抱怨）一词增加什么，“explosion”也没给“explode”一词的概念内容增加什么，名词化的语义贡献在于突出（profiling）组构的某一个方面。

一个片段名词描述一个由一个完整过程的组成状态构成的区域，由于这一区域具有内部边界，它所形成的区域也有边界；但是，完成体动词也会构成其他的名词化形式，特别是由-ing构成的其他名词化形式，其功能相当于集体名词（Langacker，1991b： 25）。例如：

［35］Walking is very good for one's health.（走路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

（2）类（Type）与例（Instance）名物化

这一情况可分两种，一种是“行为”（action）名词化，经常带介词of，如John's signing of the contract；另一种是“事实”（factive）或“动名词”（gerundive）名词化，不带of，如John's signing the contract。两者在语法表现上有重要的区别，例如：

［36］

a. John's reluctant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b. *John's having signed of the contract

c. the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by John

［37］

a. John's reluctantly signing the contract

b. John's having signed the contract

c. *the signing the contract（by John）

两者在名词化操作所发生的组织层次上有所不同：行为名词化适用一个动词词根，产生一个与任何其他名词一样充当中心词的名词，而事实名词化适用更高一层的结构，如sign the contract（签合同），虽然只是动词加上了-ing
 形式，但实际上是整个词语经历了名词化过程。（Langacker，1991b:32）

二、动词的词汇化

Talmy（2000）特别分析了动词中所包含的语义范畴。例如，英语动词slide（滑行）、roll（滚动）、bounce（反跳）、swing（摇摆）、creak（吱吱作响）、rush（冲，奔）、twist（拧）就包含了“运动”和“方式”，blow（风吹）、pull（拉，拖）、boil（煮沸）、kick（踢）、flick（轻轻拂去）、chop（剁碎）、saw（锯）等就包含了“运动”和“原因”。

Talmy首先对事件的结构作了分类。一个大事件（macro-event）是由单个的简单事件组合而成的。例如，I broke the window（我打破了窗子）可能是I took up a stone and threw it and it broke the window（我拿起一块石头扔出去，石头打破了窗子）这一事件的省略。Talmy区分出了以下五类大事件：

（1）运动（Motion）。例如：

［38］The ball rolled in.（球滚了进来。）

例句中“rolled in”表示一个运动。

（2）状态变化（Change of State）。例如：

［39］The candle blew out.（蜡烛吹灭了。）

例句中“blew out“表达了一个状态变化，即从原来的“发光”状态转换为“不再发光”的状态。

（3）时间描述（Temporal Contouring）。例如：

［40］They talked on.（他们一直谈了下去。）

例句中“talked on“表达了一种时间的延续，即talk这一行为发生的持续过程。

（4）行动关联（Action Correlating）。例如：

［41］She sang along.（她一直在唱。）

例句中的along表示前面的动作是与另外一个行为同时发生的。

（5）实现（Realization）。例如：

［42］The fugitive was hunted down.（那个逃犯被通缉落网了。）

例句中“was hunted down”表达了一种动作被执行的过程。

Talmy指出，一个运动事件至少有四个组成成分：动体（figure）、背景（ground）、路径（path）和运动（motion）本身。“动体”指的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上可以移动的物体，其路径或位置是人们关心的焦点；“背景”是一个参照框架，或者是参照框架中的一个静止的物体，动体的路径或位置据此得到描述；“路径”是一个与背景物体相对的、动体所遵循的路径或占据的位置，而“运动”则是事件中运动的存在本身或地点。

英语中有大量的含有方式或原因的运动词语，主要可分以下几类：

（1）位置+方式。例如：

［43］The lamp stood/lay on the table.（灯立/躺在桌上。）

例句中stood/lay既表达了事物所处的位置，同时也描述了其存在的方式；stood表示其以“竖立”的方式，而lay则表示其采取的是“横躺”的方式。

（2）移动+方式

这里面又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情况：

（i）非施事式（Nonagentive）。例如：

［44］The rock slid/rolled down the hill.（石头滑/滚下了山。）

例句中slid/rolled既包含了运动，同时又描述了运动的方式，但没有说明“动力”的来源，因此是非施事式。

（ii）施事式（Agentive）。例如：

［45］I slid/rolled the keg into the storeroom.（我将小桶推/滚进了库房。）

与例［44］相反，这里的slid/rolled说明了“动力”的来源，因此属于“施事式”。

（iii）自动式（Self-Agentive）。例如：

［46］I ran my way down the stairs.（我跑下了楼梯。）

这里的ran包含了施事，但所作用的对象是自身，因此被称为“自动式”。

（3）移动+原因

这一类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i）非施事式。例如：

［47］The bone pulled loose from its socket.（骨头一拉从臼中松动了。）

例句中pulled中既包含了“运动”，又包含了“原因”，即as a result of being pulled（由于被拉扯）。但由于没有说明“动力”的来源，因此属于非施事式。

（ii）施事式。例如：

［48］I kicked/threw the keg into the storeroom.（我把小桶踢/扔进了库房。）

例［48］中kicked/threw既包含了“运动”，又说明了原因，即as a result of kicking/throwing，由于交代了“动力”的来源，因此被称为“施事式”。

动词中包含的是方式还是原因主要根据动词的基本指称是动体做什么还是施事或工具做什么。例如，在I rolled the keg…中，“rolled”基本上指的是keg做了什么，因此表达的是方式，而在I kicked/threw the keg中，“kicked/threw”指的是“I”做了什么，因此描写了事件的原因。

Talmy指出，我们显然把一些复杂的运动看作是两个更简单的运动图式的组合（Talmy，2000:33）。而且，从认知上来说，语言结构证明我们至少在概念上把“方式”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待。（同上：37）

三、卫星框架与动词框架语言

1. 运动事件与动词分类

运动事件除了动体、背景、运动和路径这四个内部组成部分外，还有“方式”和“原因”这样的外部伴随事件。不同语言对这些成分的词汇化方式有所不同。请看如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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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三种主要的运动动词分类范畴

其中动词词根包含“运动+路径”的情况可以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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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动词词根“运动+路径”特征图

图4-3所示的特征在罗曼语中比较普遍。西班牙语是典型的动词中包含路径的语言，例如：

［49］La botella iba por el canal
 （flotando
 ）

The bottle MOVED-along the canal（floating）

The bottle floated along the canal.

瓶子沿着运河漂行。

如果动词词根包含了路径，而在同一句子中要表达方式或原因，它应该同样独立，通常是状语或动名词形式，如上例中的flotando
 就是一个动名词。

特殊情况下，动体也可包含在动词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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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动词词根“动体”特征图

英语中的rain和spit就属于这种情况：

［50］

a. It rained in through the bedroom window.（雨水从窗户打进了卧室里。）

b. I spat into the cuspidor.（我把痰吐进了痰盂。）

2. 卫星框架

某些语义范畴不是通过动词，而是通过一些封闭类词汇来表达。这些词不包括名词或与动词词根形成补充关系的介词短语。卫星与动词词根之间是一种依赖关系，动词是中心词。它可以是一个粘着语素或自由词，包括英语中的动词小品词、德语中的可分离和不可分离动词词缀、拉丁语和俄语前缀、汉语中的动词补语，等等。英语中的卫星词与介词重叠，但together（一起）、apart（分开）、forth（往前）等只能充当卫星词，而of（……的）、from（来自）、toward（朝着）只能充当介词。同样，汉语中的卫星词与动词词根重叠。汉语中的动补结构、英语中的动词小品形式等被认为是卫星词的典型形式。看几个英语例子：



	卫星成分：
	over
	mis



	动词复合形式：
	start over
	misfire




例如：

［51］

a. The record started over.（录音从头开始了。）

b. The engine misfired.（引擎发动不起来了。）

有时一个句子中可以出现多达四个以上的卫星成分：

［52］Come right back down out from up in there!（从那上面下来回到这儿来！）

英语中的卫星成分大多与路径有关。一般情况下，路径通过卫星成分和介词得到充分的表达，但有时卫星成分也可单独出现。例如：

［53］

a. I ran out of the house.（我跑出了房子。）

b. I ran out.（我跑了出去。）

其中例［53a］中的out of the house对路径做出了明确的描述；例［53b］中的out则单独出现，表达的路径不如例［53a］具体。

英语中有很多表达路径的卫星成分，如in（在……里）、out（在……外）、across（越过）、along（沿着……）、on（在……上）、off（从……离开）、past（晚于）、by（在附近）、over（在……上）、down（向下）、below（在……下面）、aside（在旁边）、forth（往前）、away（在远处），等等。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54］

a. The bone pulled loose（from its socket）.（骨头松动［滑出了臼槽］。）

b. The coin melted free（from the ice）.（硬币［从冰里］融露了出来。）

c. She swam clear（of the oncoming ship）.（她［避开正开过来的轮船］游走了。）

d. The eaves of the roof overhung the garden.（屋檐挑出悬在花园上空。）

汉语中有些路径卫星成分和结构与英语完全一样。如去、来、上、下、进、出、到、倒、过、起、掉、走、回、拢、开、散，等等。例如：

［55］

a. 瓶子漂过石头旁边。

b. 瓶子从石头旁边漂过。

根据动词词汇化的特点，Talmy把语言分为两类：动词框架型和卫星框架型语言。在英语和德语这样的语言中，动词包括了“运动”和“方式”。在法语和西班牙这样的语言中，动词包含了“运动”和“路径”。前者被称为“卫星框架”语言，后者被称为“动词框架”语言。在“卫星框架”语言中，“路径”这一认知成分得到详细说明；而在“动词框架”语言中，则是“方式”这一认知成分得到详细说明。例如：

［56］

a. John　flew　across　the Channel.

约翰　飞　过　英吉利海峡。

FIGURE　MOTION/MANNER　PATH　GROUND

b. John　traversa　la Manche　en avion
 .

John　traversed　the Channel　by airplane.

约翰　穿过　英吉利海峡　乘飞机

FIGURE　MOTION/PATH　GROUND　MANNER

例［56a］中的across对路径进行详细的说明，而［56b］中的travera
 包含了路径，其“方式”通过en avion
 得到了充分表达。

英语中，方式和路径一般通过背景化的成分表达：主要动词和封闭类卫星成分。例如：

［57］The boy　went out of the yard.

那个小伙子　走　出　院子。

其中，“方式”包含在主要动词went中，“路径”通过介词短语out of表达。

德语和法语也一样：

［58］Der Junge　ging aus dem Hof hinaus
 .

那个小伙子　走　从　院子　出来

［59］Le garcon　sortit　de la cour
 .

那个小伙子　走出　院子。

在西班牙语中，只有路径通过背景化的方式来表达，方式则通过前景化的方式，如分词或副词来表达。例如：

［60］El chico　salio　del patio
 .

那个小伙子　走出　院子。

汉语的情况与英语相似，但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61］那个小伙子　走　出　院子。

动体　运动　路径　背景

方式　结果

［62］那个小伙子　从　院子里　走　出来（去）。

动体　路径　背景　运动　路径

现将汉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有关动词列表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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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察一个运动的人或物时，该运动及其路径和方式并不截然分开，至少在视觉上，它们之间关系十分密切。（Talmy，2000:237）但是，在事件框架中，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方式”是一个“可选”的成分。例如，英语中的go，法语中的sortier
 ，西班牙语中的salir
 ，但“路径”却是运动事件中的一个中心成分。如果说，“路径”最终在“动体”、“背景”和“运动”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那么也可以说，它是该框架中最重要的成分。它起到了一个搭建该框架的作用。表达“路径”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动词，像法语中的entre
 ，西班牙语中的entrar
 。因此，法语和西班牙语可以被称为“动词框架语”，而英语中的“路径”是通过介词或副词来表达的，因此英语被称为是“卫星框架语言”。Talmy认为，汉语也是卫星框架语言之一。

一般来说，像西班牙这样的动词框架型语言就比英语这样的卫星框架型语言需要更多的语言材料来表达某一运动事件的“方式”。例如，如果要表达英语中的动词如dart、bolt、scamper、scuttle、scramble、slither、slide、sidle、slink等所表达的“运动+方式”中所表达的丰富信息，西班牙语就需要非常精细的解释。

根据Talmy的理论，Dan I. Slobin对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了对比分析。Slobin从拉丁美洲、英国和北美洲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中选取了五篇英语翻译材料和五篇西班牙语翻译材料。他总共收集了两种语言中各100个对运动进行描写的例子。结果发现，讲西班牙语的翻译者省掉了一半的关于方式的信息，而讲英语的翻译者在25%的翻译中，实际上在西班牙语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方式的信息。（Ungerer & Schmid，1996:239）

Slobin还通过原版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故事的分析来比较两种语言对“运动+方式”的处理。他要求受试者根据一幅题为“青蛙，你在哪里？”的图画进行描述。受试者分3岁、4岁、5岁、9岁和成年人5组，每组12人，因此一共收集了60个故事。结果发现，讲西班牙语的叙述者一共用了27个动词类型，讲英语的叙述者一共用了47个动词类型（就词根而言）。如果算上动词（卫星）组合，一共有123个动词和动词组合类型。与卫星结合最多的动词组合有：



	climb
	+ down，on，out，over，up，up in，up on



	come
	+ after，down，off，on，out，over，up



	fall
	+ down，in，off，out，over



	fly
	+ after，away，off，out，over，up



	get
	+ away，down，in，off，on，out，over，past，up，up on



	go
	+ down，down out，home，in，off，out，outside，over，through，up



	knock
	+ down，down out，in，off，out



	run
	+ after，along，away，by，from，in，off，out，over，through



	throw
	+ down，down in，in，off，over，over in




虽然，在come（来）和fall（下落）这样的动词中也隐含了“路径”，但是，很明显，英语故事中“路径”主要是通过“卫星”来表达的。像get（获得）和go（去）这样的动词除了表达运动外，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但是它们一旦与卫星结合，就蕴涵了表达路径的巨大潜力。英语受试者比西班牙语受试者更为关心“路径”，即使是年幼的英语受试者也非常善于利用本族语言的特点聚焦事件的阶段（windowing）。例如：

［63］The deer threw the boy over a cliff into a pond.（那头鹿把这男孩摔出了悬崖，落到池塘里。）

此例句就包含了路径的中端和末端。

与此相反，西班牙语虽然也有表达这种路径的潜力，但使用者不是很愿意使用它。西班牙语孩子对事件的场景常常通过一个从句来描述，因此，场景往往被处理成一个独立的静止的事件，而在英语中，对场景的孤立和静止的描述基本不出现。场景往往被结合进运动事件中。例如：

［64］He　tips　him　off　over a cliff　into the water.

他　推　他　下　悬崖　落入水中。

施事　运动　动体　路径　中端聚焦　末端聚焦

原因

方式　场景　场景

英语更关心动体和背景或场景之间的变化关系，而西班牙语对一些动作的描写则需要从对场景的静止描写中做出推理。

因此，像英语这样的卫星框架语言更适合表达方式和路径，以及与路径有关的处所。因为在卫星框架语言中，“方式”经常包含在动词意义中，有关“路径”和场景的描写可以通过开启注意力窗口在同一个句子中进行。例如：

［65］She　tiptoed　down the stairs.

他　踮着脚尖走　下　楼梯。

［66］He　crawle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他　爬　到了　路的另一边。

Talmy等人认为，汉语属于卫星框架型的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汉语从路径包含型形式向同时事件形式发展。古代汉语在表达运动事件时有许多包含路径的动词作为主要动词。经过系列动词结构的发展，路径动词逐渐在包含方式或原因的动词后面充当第二成分。尽管系列动词的意思依然存在，但第二位置的成分逐渐成了表达路径成分的卫星。其主要证据是，明显带有路径成分的部分词素很少在口语中使用，很少作为主要动词，而作为主要动词时它们的意义只是部分地或隐喻性地与路径意义相联系。

戴浩一（2003:304）指出，在Talmy（2000）的认知语言学框架中，“结果”是作为“伴随事件”（co-event）的一种语义范畴，尽管汉语和英语都有“结果”范畴，但是，其不同的意义范畴却在两种语言中有不同的句法表现。例如：

［67］

a. 她嫁错了老公。

b. She married the wrong husband.

［68］

a. 他走进了公园。

b. He walked into the park.

［69］

a. 她哭红了眼睛。

b. She cried so hard that her eyes became red.

［70］

a. 我们要舞出健康。

b. We want to dance to become healthy.

［71］

a. 他（吃药）吃坏了身体。

b. He became unhealthy from taking medicine.

以上例子说明，汉语中“结果”的表达呈现出一致的句法形式，而英语却不像汉语那样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隐含在不同的语法结构里。

英语也有“行为—结果”图式，如：

［72］

a. 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他用锤子把那块金属敲扁了。）

b. He kicked the door open.（他把门踢开。）

c. We painted the wall red.（我们把墙漆成了红色。）

但英语并不一定将所有的“行为—结果”情景通过以上的句式来表达。因此，戴浩一提出，汉语中的“行为—结果”结构中，“结果”是中心。他认为，汉语中没有表示“完成”（accomplishment）和“成就”（achievement）的动词，它们大部分要通过“行为—结果”这样的复合动词来表达。例如，英语当中的“完成”类动词必定隐含了动作的结果，但汉语中看起来相对应的词却没有这样的隐含：

［73］

a. *I killed John，but he didn't die.

b. 我杀了约翰两次，他都没死。

要表达受事已死的概念，汉语必须使用“杀死”：

［74］*我杀死了约翰两次，但他都没死。

戴浩一认为，汉语中没有与英语kill对应的词。一方面，许多带“死”的复合动词可以译为英语的“kill”，如：

［75］

a. 卡车碾死了约翰。

b. The truck killed John by running him over.

［76］

a. 他用榔头敲死了约翰。

b. He killed John by hitting him with a hammer.

［77］

a. 他打死了约翰。

b. He killed John by hitting him（with or without an instrument）.

［78］

a. 他把儿子饿死了。

b. He killed his son by starving him.

另一方面，英语中的kill 的很多用法不能译为汉语的“杀死”：

［79］

a. The earthquake killed hundreds of people.（地震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b. The famine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c. He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他在一场事故中丧生。）

在Zeno Vendler区分的“成就”动词中，汉语中许多要通过“行为—结果”复合动词来表达。例如，“find”要说“找到”，“receive”要说“收到”等等。

戴浩一指出，汉语中的许多“行为—结果”类复合动词都是及物动词。（戴浩一，2003:307）关于及物动词有两个要点，一是要确认这些复合动词中的中心词，二是要确定及物的来源。一般认为，这些复合词中的第一个词是中心词，但戴浩一（Tai，1973）和谢信一（1989）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承认“结果”是“行为—结果”复合动词中的基本成分，那么就有理由把第二个成分作为谓语的中心，尽管其在表层句法中不能分析为独立的及物动词。例如：

［80］

a. 他们毒死了约翰。

b. They killed John with poison.

［81］*他们毒了约翰。

［82］

a. 这件事气死了约翰。

b. This matter infuriated John to death.

在Talmy（2000:151-153）对“结果”这一语义范畴的处理中，不管是体现在动词词根，还是在卫星词上，都作为主要的事件。但是在汉语“行为—结果”复合动词中，动词1表达原因，作为次要的事件；而动词2表达结果，作为主要的事件。但是Talmy把汉语中的结果补语作为卫星而不是动词词根。因此，戴浩一对Talmy把汉语作为英语一样的“卫星框架的”（satellite-framed）语言提出了质疑。

Talmy把汉语作为“卫星框架”语言，因为汉语动词包含“方式”成分，如：

［83］约翰　飞　过　英吉利海峡。

动体　运动/方式　路径　背景

但是，戴浩一认为，上例中“路径”这一认知成分可以单独作为动词，而且可以被认为包含了“运动”和“路径”这两个成分。可以加“了”就是证据：

［84］约翰　过　了　英吉利海峡。

动体　运动/路径　体　背景

相反，动词“飞”如果不带“过”却不能独立使用：

［85］约翰　飞　了　英吉利海峡。

动体　运动/方式　体　背景

因此，汉语中的“过”包含了“路径”，应该是谓语的中心。下面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86］

a. 瓶子漂进了洞穴。

b. 瓶子漂出了洞穴。

c. 瓶子漂过了岩石。

d. 瓶子进了洞穴。

e. 子出了洞穴。

f. 瓶子过了岩石。

这样看来，汉语与“卫星框架”和“动词框架”语言都不相同。在汉语的“行为—结果”复合动词中，动词1包含了“运动”和“伴随事件”，动词2包含了“运动”和“路径”。所以，判定某种语言是“卫星框架”语言还是“动词框架”语言，应该取决于把哪个动词作为中心词。

戴浩一认为，说英语的人似乎更关注事件的过程，而说汉语的人更关心的是事件的结果。换句话说，英语是一种以施事为导向的语言，而汉语是一种以受事为导向的语言。（Tai，1984）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进一步验证。

本章讨论了词义的认知特点和几种主要的词汇化现象。认知语言学对词义采取百科知识的观点，涉及整个知识网络。词义内容包括多面义、微型义、观察方式等不同层面，存在复杂关系。Pustejovsky的“特征结构”理论尤其推进了名词意义的研究。词汇化是意义与表层形式相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这里主要阐述了其中的名物化、动词词汇化、“卫星框架”语言与“动词框架”语言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章　概念化与语义

前面我们提到，认知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语言意义本质的看法。其中认知语言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意义就是概念化（Meaning is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经经过人类认知过程折射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人化”的世界，它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差异，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语言理论只能描述这一概念化世界的结构，与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真实世界无关。

本章我们重点介绍Talmy等人有关概念化与语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以此为窗口，观察人类的概念化过程是怎样影响语义结构的。

第一节　概念化

一、概念化、心理意象与组构

Langacker（1987，1991，1999，2000）提出，意义就是概念化。语言语义学因此必须试图对思想和概念这样的抽象物体进行结构分析和明确的描写。（Langacker，1991b: 2）

Langacker指出，“概念化”这个词应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几乎包括了各种大脑活动，其中重要的有：（1）原有的和新的概念；（2）抽象的或智力“概念”，以及直接的感觉、运动和感情经历；（3）非即时的、逐渐展开的概念；（4）对物理、社会和语言语境的完整把握。简言之，语言意义被看作是物理体现、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人脑的心理活动的结果。（Langacker，2000:27）

Langacker认为，认知语言学家之所以从概念的角度来讨论语言意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的存在。语言成分，不管是词汇的还是语法的，都将某一特定的心理意象附加在它们所唤起的概念“内容之中”。由于语言意义包含了概念内容和心理意象，但后者经常受到忽视，而真正的语义学不应该忽视后者。

因此，“意象”在认知语言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意象呢？

我使用“意象”这个词表示我们大脑中用不同方式来组构某一感知到的情景（因此该词并不特别或专指感觉上的或视觉上的意象）。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语言词语和语法结构体现规约的意象，它构成了它们语义值的重要的一部分。在选择某一具体的词语或结构时，说话者以某种方式来组构该被感知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从一系列的选项中）选择某一特定的意象组织其概念内容来用于表达。尽管This is a triangle./This is a three-sided polygon.（这是个三角形。/这是个三边的多边形。）两个句子客观上相等，但两个句子在语义上有所区别，因为它们对被感知的情景选择了不同的意象。（Langacker，1987:7）

Langacker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同的意象所导致的不同语言表达。在表达“我很冷”这一概念时，某一种语言会说“I am cold”，另一种语言说“I have cold”，还有一种语言说“It is cold to me”，这些表达虽然指的是同样的生理体验，语言意义上却有差别，“因为它们用了不同的意象来组构同一个基本的概念内容”（Langacker，1987:47）。

一方面，人们不同的体验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为语言表达的目的按特有方式组构场景，或者突出它的某些侧面而削弱另一些侧面，或者从某一角度去看它，或者通过某种隐喻构筑场景”（Langacker，1987:39）。

意象的另一个说法是“组构”（Construal），其定义如下：

对语言语义学采纳概念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组构”（或称“心理意象”），就是我们用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情景的能力。语言成分——词汇和语法——将特定的意象结构强加在它们所唤起的概念“内容”之上。由于语言意义包含了内容和意象两个方面，一种有竞争力的语义学理论不能忽视后者。（Langacker，2000:27）

二、概念化的内容与分类

按照Langacker的理解，组构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包括“细节”、“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方向”、“视点安排”（viewing arrangement）、“背景”（background）、“隐喻”和“凸现”（foregrounding）等。另外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则认为，组构还包括“图式”（schemes），主要指“格式塔”（gestalts）、“路径”（path）、“来源”（source）、“上下”（up-down）、“前后”（front-back）、“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和“容器”（container）等。一般来说，这些图式在语言中从来不孤立出现，尽管其中某一图式可能根据概念化的形式与另外的图式相比会更占据优势（predominate）。

Croft和Esther Wood指出，语义学的认知方法预设了意义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概念表征的层次，它是组构操作的输入；一个语义表征层次，它是组构操作的输出。（Croft & Wood，2000:52）显然，语义的认知研究方法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概念化的分析，即对组构的分析。针对不同学者提出的有关意象和组构所涉及的方面，Croft和Wood把组构操作分成两种综合的类别：Langacker的焦点调节（Focal Adjustments）和Talmy的构象系统（Imaging Systems）。Lakoff和Johnson的隐喻理论可以看作是另一种重要的语言概念化方式。

Croft和Wood提出的组构操作的新模式如下：

I. 注意力（显著性）

A. 选择（包括转喻）

B. 等节调节（抽象）

C. 图式化

D. 总体/按序扫描

E. 凸现（Profiling）

II. 判断（Judgement）

A. 前景/背景

B. 隐喻

C. 范畴化

III. 位置（视角）

A. 视点（观察点和方位）

B. 指示词

C. 共享知识和移情（Empathy）

D. 主观性/客观性

IV. 构成（格式塔）

A. 实体/互相联系

B. 结构图式化（有界、数、分配等）

C. 动力（Force Dynamics）

这一模式把众多的认知方式和手段分别归入“注意力”、“判断”、“位置”和“构成”四大类，非常清晰、简洁地揭示了各种认知组构手段之间的共同特征与相互联系。

在此基础上，Cruse和Croft（2004:46）又提出了一个更新的组构模式：

I. 注意力/显著性

A. 选择

1. 侧像

2. 转喻

B. 范围（辖域）

1. 述谓范畴

2. 搜寻区域

3. 可及性

C. 程度调节

1. 量化（抽象）

2. 质化（图式化）

D. 动态

1. 假想运动

2. 终端/阶段浏览

II. 判断/对比（包括特征意象图式）

A. 范畴化

B. 隐喻

C. 前景/背景

III. 视角/情景化

A. 观点

1. 最佳视点（观察点）

2. 取向

B. 指示语

1. 时空（包括空间意象图式）

2. 认知（共同点）

3. 通感

C. 主观性/客观性

IV. 组成/格式塔（包括大部分其他意象图式）

A. 结构图式化

1. 个性化（边界性、统一性/多样性等）

2. 形状/几何图式化

3. 级别

B. 力动态

C. 关系性（个体/相互联系）

可以看出，Cruse和Croft的这一新的分类更为细致、清晰，高度概括地将各类组构方式统一在几个重要的认知和思维范畴之内，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这些认知方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与以上分类不同的是，Talmy（2000）把意象图式结构分成四大类：（1）构形系统（configurational system）；（2）视角系统（perspectival system）；（3）注意力系统（attentional system）；（4）力动态系统（force-dynamics system）。这一分类更为精练和简洁。下面我们主要根据Talmy的分类，结合其他认知语言学家对相关问题的解释，来讨论这四种意象图式与概念结构以及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构形系统

一、构形结构

1. 语法系统与概念结构

Talmy认为，从广义上讲，语法是同一认知系统——语言的概念结构的决定者。语法形式在语义上受到制约，而词汇形式基本上不受制约。就基本功能而言，语法形式组织概念，而词汇形式提供概念内容（Talmy，2000:24）。他指出：

“我们认为，一个句子（或其他话语片段）在听话者身上唤起一种感觉综合体，可以称为认知表征（CR）。句子中的语法和词汇系统似乎分别说明CR的不同部分。语法成分共同确定CR的大部分结构，而词汇成分提供了大部分的内容。因此，句子中的语法细节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或者从意象上来说，为通过词汇表达的概念材料提供一种框架结构或脚手架。”（Talmy，2000，Vol.1:21）

Talmy指出，开放系统，或者说是词汇分支系统表达的是概念内容，而封闭系统，或称语法分支系统，表达的是概念结构。语法指定的概念通常归类于特定的概念范畴中，这些概念范畴被称作图式范畴。图式范畴和系统的组织原则包括：（1）空间和时间表达广泛相似；（2）语言中表达的任何图式范畴的成员概念中，通常每一个概念都至少会与部分词项结合，相应地，该语言经常包含一些语法形式，它们与每种词汇类型互相作用，产生该范畴的另外一种概念的表达式（范畴内转换）；（3）同上一原则相关的是，具有从概念A转换到概念B的语法形式的语言通常也会有反向转换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也可能触发相反的认知操作（反转换）。（Talmy，2000，Vol.1:41）

2. 几种基本的构形结构

Talmy（2000）着重分析了七种构形结构/图式化（schematic category）：（1）数态（plexity）；（2）界态（boundedness）；（3）分割状态（dividedness）；（4）数量的配置（disposition of quantity）；（5）延伸程度（degree of extension）；（6）分配型式（pattern of distribution）；（7）轴特性（axiality）。下面我们分别予以简要说明。


（1）数态
 。数态可以分出单数（uniplex）与多数（multiplex）。对名词而言，这就相当于传统语法上所指的单数和复数。但Talmy将这一概念也扩大到了动词上。数的标记常常通过词汇和语法成分来表现，在同时使用时两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相互作用。例如：



	［1］
	事物
	行为



	a. 单数
	A bird flew in.
	He sighed（once）.



	b. 多数
	Birds flew in.
	He kept sighing.




在［1a］中，bird和sighed本身分别表示事物和行为的单数，它们可以与本身也表示单数的语法成分（斜体部分）连用，也可以与表示复数的语法成分连用，如［1b］。其中的语法成分可以被认为引发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复数化”的认知操作。通过这一操作，本来是一个表达单数的事物或行为实际上就可以复制到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一个点上，因而成为多数。

下面我们试着将上面的句子翻译成汉语，看看与英语有什么不同：



	［1′］
	事物
	行为



	a. 单数
	一只鸟飞了进来。
	他叹息了（一声）。



	b. 多数
	一群鸟飞了进来。
	他不停地叹息。




我们马上可以发现，汉语的数主要由语法成分来表达，与名词连用表达复数的语法成分是量词，或者是后缀，如“们”，例如“一群鸟”也可以说成是“鸟们”（“们”更多地与人连用）。很多情况下，汉语的表达不说明“数”。例如：

［2］

a. 客人来了。

b. 来客人了。

究竟是一个客人来了，还是一个以上的客人来了，需要根据听话者根据语境来判断和理解。

汉语中与动词连用表达多次的语法成分往往是副词，如上例中的“不停地”，当然也可以通过表达数量的副词来表达，如“他不停地叹息”也可以表达为“他叹息了几声”。

Talmy（2000）指出，由语法形式导致的多数（multiplex）操作形成了一个无界的多数的指称物。但除了表明单、多数形成的成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语法成分直接产生一个有界的多数。例如，可以直接把“a bird”（一只鸟）变为“a flock”（一群鸟），把“a tree”（一棵树）变为“a grove”（一片树丛），把“a kinsperson”（一位亲属）变为“a family”（一个家庭），或者把动词“sigh”（叹息）变为“to produce a spate of sighs”（不断地发出叹息）等。

但与前面相反的情况在语言中也有表现。首先，有些词是直接描述多数的，如英语中的名词furniture（家具）或timber（木材）、动词breathe（呼吸）。有些语法成分可以与这些词联合，产生一种变为单数的认知操作，这一情况也可以被称为“单位提取”（unit excerpting）。通过这一操作，某一特定的相关单位的某一单独样本被提取并置于注意力的焦点。例如：



	［3］
	事物
	行为



	多数：
	
Furniture
 overturned in the earthquake.
	She breathed
 with full concentration.



	单数：
	A piece of furniture overturned in the earthquake.
	She took a deep breath.




汉语中这种情况很普遍。如果我们把以上例子翻译成汉语，就是：



	［3′］
	事物
	行为



	多数：
	
家具
 在地震中翻倒了。
	她全神贯注地呼吸
 。



	单数：
	
一件家具
 在地震中翻倒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我们发现，在这一方面，汉语与英语非常相似。没有数的标志是汉语的常态，因此，要表达数的概念，就常常需要通过量词这一语法手段。


（2）界态
 。界态一般分为有界和无界两种情况。如果某一数量被认为有界，它就被当作是一个有界限的个体。这一概念应用在名词上，“无界”和“有界”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传统的“不可数”和“可数”名词之分；应用在动词上，相当于“非完成”（imperfective）和“完成”（perfective）的区别。例如，英语中的water（水）和to sleep（睡觉）属于“无界”的范畴，sea（海）和to dress（穿衣）就属于“有界”的范畴。这在英语中可以用in NP（表达一段时间）这一结构来进行检验，因为这个词本身就表达“有界性”，无法与无界的事物或动作连用。例如：



	［4］
	事物
	行为



	无界：
	*We flew over water in one hour.
	*She slept in eight hours.



	


	（我们在一小时内飞越水面。）
	（她在八小时内睡觉。）



	有界：
	We flew over a sea in one hour.
	She dressed in eight hours.



	


	（我们在一小时内飞越海面。）
	（她在八小时内穿好衣服。）




与数态一样，有些语言中还有一些语法成分可以与某一词项结合，将其界态基本标记转变为相反的值。作用于某一无界类型的词项的语法成分可以引发一种划界或划出其中一部分的认知操作，如body of water（水域）、sleep for an hour（睡一个小时）等。

上述转换的现象也有相反的情况。英语中名词“shrub”（灌木）和“panel”（镶板）本来都指的是有界的事物，但我们可以加上-ery
 和-ing
 等语法成分，变成“shrubbery”（灌木丛）和“paneling”（镶板饰面），使它们变成了无界的事物。换句话说，这些语法成分引起了一种消除界限的认知操作，使得原来有界的事物被看作是一种无限延伸的事物。


（3）
 分裂状态。这种构形结构指的是数量的内部分割。如果某一数量内部构成具有停顿或间歇，那它就是组合型的，否则它就被看作是整体型或延续型的（continuous）。

Talmy指出，似乎没有语法成分单独说明某一数量的离散性或整体性。也没有语法手段可以改变词汇上表明的分离状态的认知操作。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分割状态而言，语法成分对界态的划分更敏感。指称无界事物的词语——无论其内部是组合型还是延续型的——在语法上有很多共性，最显著的例子是，无界的集合名词和复数的可数名词的句法特征明显区别于单数可数名词。因此分割状态这个范畴自身的实现具有局限性。


（4）数量的配置
 。前面提到的几个范畴都对一个数量产生影响。它们可以结合，同时成为一个数量的特征。一个名词往往是几个特征的交叉。以数态、界态和离散性这三个特征为标准，我们可以将词语分为五个集合，举例如下：



	多数：
	





	离散、无界
	timber/furniture（木料/家具）



	


	breath（呼吸）



	非离散、无界
	water（水）



	


	sleep（睡觉）



	离散、有界
	grove/family（树丛/家庭）



	


	molt（换毛）



	非离散、有界
	sea/panel（海/镶板）



	


	empty（空的）



	单数：
	tree/bird（树/鸟）



	


	sigh（叹息）




以上大部分英语词可以通过适当处理使其表达的概念特征由一个集合转到另一个集合。但有些就不行：

a stand of timber/some timber（非离散、有界）

a body of water/some water（离散、有界）

breathe for a while/some（非离散、有界）

sleep for a while/some（离散、有界）

a piece of furniture（复数—单数）

take a breath（复数—单数）

?masses of leaves

a member of a family（复数—单数）

?molt a single feather

members of a family（离散、有界）

paneling（非离散、无界）

mold and molt（离散、无界）

empty and empty（离散、无界）

trees（单数—复数）

keep signing（单数—复数）

a stand of trees（单数—离散—复数）

sigh for a while（单数—非离散—复数）


（5）延伸度
 。延伸度是另一重要的构形结构，在这一图式结构中有三种情况：点、有界的延伸以及无界的延伸。如下图及例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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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点”的情况：

［5］

a. The box is 20 feet away from the wall.（这一个箱子离墙20英尺。）

b. I read the book 20 years ago.（这本书我20年前读的。）

例［5a］中的box是个点事物，而read这个行为也被看作了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

词语的所指可以通过各种语法手段使得其概念化方式发生转移，从而使其延伸程度也发生变化。请看下面的例子：

［6］

a. The box is 2 feet across.（这箱子有2英尺宽。）

b. I read the book in 2 hours.（我两小时读完了这本书。）

例［6a］中的“box”就被看作是个有界的事物。而例［6b］中的“read”这一个动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有界延伸。


（6）分配型式
 。时间中的行动、空间中的事物的分配型式既可以用语法手段来表示也可以用词汇手段来指别。我们以“在一段时间内的行动”（action through time）为例来进行分析。它主要的分配型式有以下几种：

a. 单向不可调（one-way non-resettable）：如die（死亡），kill（杀死）；

b. 单向可调（one-way resettable）：如fall（掉落），drop（落下）；

c. 完全循环（full-cycle）：如flash（闪烁），hit（打击）；

d. 多次（multiplex）：如breathe（呼吸），beat（打）；

e. 稳定状态（steady-state）：如sleep（睡眠），carry（搬）；

f. 分级（gradient）：widen（加宽，用于不及物动词），widen（加宽，用作及物动词）。

其中，单向不可调动作与单向可调动作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将动作不断重复下去而前者不可以。例如，我们可以说，“He fell three times.”（他跌倒了三次），但不能说，“He died three times.”（他死了［过］三次）。单向动作与完全循环动作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同表达与其相反的动作的词连用而后者不可以。例如，我们可以说，“He fell down and got up.”（他跌倒后又爬起来了），但不能说，“The beacon flashed and went off.”（灯塔闪了一下然后熄灭了）。此外，分级动作同稳定状态动作的区别在于，前者可用表示“增加”的副词修饰而后者不可以。例如，我们可以说“The river progressively widened.”（河流逐渐变宽了），但不可以说“She progressively slept.”（她渐渐睡觉）。有趣的是，从以上英语例子的翻译中，我们发现，相应的汉语表达“他死了（过）三次”、“灯塔闪了一下然后熄灭了”、“她渐渐睡着了”却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说明中国人在对这些事物的认识上存在根本的差别，而主要是看起来完全对应的词汇实际上所真正表达的概念内容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属于前面讨论的两种分配型式。


（7）轴特性
 。有些词语还具有轴特性，如英语中well/sick之类的形容词在与slightly和almost这样的表示程度的副词连用时，其效果是相反的。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表示空间关系的表达式，如“at the border”（在边境线上）和“pass the border”（越过边境）的用法相似：

［7］

a. He is slightly sick/past the border.

b. *He is slightly well/at the border.

［8］

a. He is almost well/at the door.

b. ?He is almost sick/past the border.

汉语的情况似乎也是这样：

［9］

a. 他有点不舒服/过了边线。

b. *他有点病愈了/在边线上。

［10］

a. 他几乎病愈了/在边线上。

b. ？他几乎病了/过了边线。

Talmy指出，这些形容词不是简单地处于相反的关系中，它们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具有某种特殊结构和方向的中轴（axis）。例如，well指某一直线上的一个结束点，而sick指的该直线的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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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well（病愈）指某一状态已经结束，它是一个点，就不能接受“有点”的修饰，但可以接受“几乎”的修饰，表示马上就要达到这一点。

3. 汉语界对构形结构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汉语界一些学者（石毓智，1992；徐通锵，1998）将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定、有定/无定、自指/转指、自动/使动、有生/无生等语义范畴运用到汉语词语特征的分析中。例如，徐通锵（1998:449）用离散/连续的标准考察了《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增订本，郑林曦，1992）中的词语的语义特征，他发现：

（1）能受“没”否定而不能受“不”否定的字只有离散的性质，如：耙、班、杯、笔、菜、茶、草、车、船、床、刀、灯、风……（约250个）；

（2）既能受“没”否定，又能受“不”否定的字兼有离散和连续的性质，如：拔、搬、办、变、唱、吃、看…… 暗、多、白、大、方、肥、贵……（约470个）；

（3）只能受“不”否定，不能接受“没”否定，只能受“很”等表程度的字限制、修饰而不能或很少能用数量字来限制、修饰的字只有连续的性质，如：矮、薄、差、长、急、近、猛、嫩、远、早……（约60个）。

至于字组的情况，徐通锵发现：

（1）可受“没”否定的字组有：本领、鼻孔、车床、衬衫、教室、农民、卫星、银行、照片……（约1350个）；

（2）既能受“没”否定也能受“不”否定的字组有：变化、比赛、唱歌、创作、调查、印刷……悲观、诚恳、稠密、反动、高兴、广泛、活泼、痛快、稀罕……（约760个）；

（3）只能受“不”否定、受“很”之类的表程度的字限制、修饰的字组有：薄弱、丑陋、纯粹、聪明、粗糙、大方、谦虚、恶劣、伟大、温和、勇敢……（约140个）。

徐通锵（1998:454）指出，“码”的长度越长，表名物的比例越大，二字组中表名物的达60%，三字组中表名物的占90%以上。表名物的三字组有：出版社、火车站、共产党、公安局、机关枪、解放军、普通话、原子弹、羽毛球、自治区、座谈会……（170个）；其他特征的有：分不得、用不着、不可不、可不是……（20个）。

徐通锵还对离散/连续与话题/说明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他发现，凡有离散性特征的单位都有可能进入“话题”的位置，充当话题；离散性特征越强，进入“话题”的位置的概率就越大；由于离散和连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因而差不多每一种结构单位都有可能进入“话题”的位置。徐通锵指出，“只有具有连续性特征的结构单位才能进入‘说明’的位置。这是一个概率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徐通锵，1998:456）

二、语言对空间的组织

Talmy（2000）指出，我们对空间结构的概念化涉及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包括存在于各种大小空间中的图式形状。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框架，用来装载事物或使事物定位。因此，相关的概念包括“区域”（region）或“方位”（location），相应的动态概念包括“路径”（path）和“定位”（placement）。第二个系统由占据第一个系统的材料的各种形状和关系组成，可以被认为是空间系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事物，也可以是一种没有界限的事物。内容系统与空间系统可以形成某些特殊关系，如“占据”某一区域，“处于”某一位置等，

Talmy认为，本身或互相之间具有空间特征的事物与空间框架之间可以有三种形式的关系。第一种就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如决定该事物形状的外部界限，比如，一块煎饼的形状。第二种是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如“X靠近Y”这样的几何形状关系。第三就是一组事物组合形成的空间关系，包括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格式塔”形状的有关它们的“排列关系”（arrangement）。（Talmy，2000:180）

Talmy指出，本身或互相之间具有空间特征的事物与空间框架之间也可以具有动态的关系。例如，某一事物可以在某一区域或路径上移动，或者从某一地点转移到另一地点。它们也具备前面提到的三种特点：第一，某一事物本身可以表现出一些动态的空间特征，例如形状的改变，包括“扭曲”和“膨胀”等；第二，某一事物针对另一事物可能执行各种各样的路径，例如英语中介词move toward/past/through所表达的空间关系；第三，一组事物可以改变它们本来的聚集形式，如“分散”（scattering）或“聚集”（converging）。（Talmy，2000:181）

Talmy（2000:213）分析了意象定位的几种基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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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意象定位的基础

对于图中的四种意象定位基础，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1）以背景为基础（ground-based）。例如：

［11］The bike is near/behind the church.（自行车在教堂附近/后边。）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和英语的区别很有意思，英语是先通过一个范围词把两个事物连接起来，而汉语是先把两个事物列出来，然后再说明其方位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显然与两种文化的人所遵循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2）以场景为基础（field-based）。例如：

［12］The bike is east of the church.（自行车在教堂的东边。）

这里，说话者把比前景和背景都放在同一个场景中来进行观察。

（3）标杆为基础（guidepost-based）。例如：

［13］The bike is on this side of the church.（自行车在教堂的这一边。）

此例句中，church被当作了一种“标杆”，其他事物因此获得了一种相对的位置。

（4）投射者为基础（projector-based）。例如：

［14］The bike is east of the playground（from where I'm standing/from the last spot I mentioned）.（自行车在［我所站着的/我刚才提到的地点的］的操场的东边。）

句中可以看出，“投射者”可以是说话者，也可以是第三者，甚至是其他的事物。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用于空间内的物体，而这种几何图形式的结构对于时间维度同样有效。英语中空间与时间具有比较明显的对应（homologies）。例如：



	


	空间
	时间



	a.
	A bird sat along the ledge.

有限线性延伸上的某一点
	I sneezed（once）during the performance.



	b.
	Birds sat all along the ledge.

分散在有限线形延伸上的点
	I sneezed all during the performance.



	c.
	This road goes as far as Chicago.

线形延伸在其终点受限
	He slept until she arrived.



	d.
	This road extends for three miles.

有限的线形延伸
	The performance lasted for three hours.




汉语中的情况也基本上是如此。以上的句子都可以很容易地翻译成汉语：



	a′. 一只鸟栖息在窗台上。
	我在演出过程中打了个喷嚏。



	b′. 一群鸟栖息在窗台上。
	我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地打喷嚏。



	c′. 这条路一直通到芝加哥。
	他一直睡到她来。



	d′. 这条路一直延伸三公里。
	这一演出进行了三小时。




三、语言中的假想运动

“大部分观察者承认语言中人们系统地、大量地运用以指称运动为基本功能的形式来指称静止的情景。我们把此称为‘构建性假想运动’（Constructional Fictive Motion）”。（Talmy，2000:104）

包括在这一范围内的概念化过程中的假想运动可以通过提及的事物来体现，或者通过相对于某一提及事物运动的未命名事物来体现；在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大脑意象中，通过其注意力焦点，随着被提及事物运动的意象或概念对等物来体现，或者通过相对于被提及事物运动的抽象化的概念本质来体现，或者通过表示相对于被提及事物的运动的抽象方向性的某种含义来体现。例如：

［15］This fence goes from the plateau to the valley.（这一篱笆从高地一直延伸到峡谷。）

［16］The trees rushed past us as we drove along.（树随着我们汽车的前行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两个例句中的“the fence goes”和“the trees rushed”就是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运动做出假想。事物的事实静止状态变为假想运动状态要比相反的情况更为常见。例如：

［17］The students are getting younger every year.（学生们一年比一年年轻了。）

这实际上反映了认知上人们倾向于动态形式的一种偏好。语言中有许多表达想象中的移动的方式。例如：

［18］大运河一直从北京延伸到杭州。

“大运河”本身是静止的，不可能移动；但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它具备了一种动态的特征。这种想象中的移动被称为“假想运动”。

Talmy列举了以下区分语言中假想运动范畴的主要特征：

（1）某些成分的实际移动不需要/不能出现才能实现假想效果；

（2）假想中移动的事物本身是实际的/假想的；

（3）移动效果对观察者来说是中性的/以观察者为基础的，如果是后者：

i）观察者是事实的/假想的；

ii）观察者移动/扫描；

（4）被看作假想运动的事物是一个实体/对一个实体的观察。

按照Talmy的分析，语言中有许多假想移动方式，其中包括“释放”（emanation）、“型式路径”（pattern path）、“相对框架运动”（frame-relative motion）、“出现路径”（advent path）、“达至路径”（access path）和“同延路径”（co-extension path）等。

Talmy着重分析了“释放”这一假想运动方式。所谓“释放”，本质上指的是某一不可见的事物从某一源头（source）出现。不可见的事物本身是假想运动的物体，它本身也是假想的，其假想移动不需要依赖任何可见的事物，也不需要处于某一位置的观察者。“释放路径”的特征如下：

（1）某些成分的实际移动不需要出现才能实现假想效果；

（2）假想中移动的事物本身是假想的；

（3）移动效果对观察者来说是中立的；

（4）被看作是假想运动的事物是一个实体。

（Talmy，2000:106）

Talmy还提出了决定辐射源的认知原则：两个个体中被认为更活跃或具决定意义的一个被看作是辐射之源。这一原则被称为“活跃—决定”原则。

Talmy认为，“活跃—决定”原则是每个有感知能力的个体都具备或经历的基本认知系统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施事性”。

“释放路径”中最常见的情况有“方向路径”、“辐射路径”、“影子路径”和“感觉路径”。下面我们逐一予以介绍。

1. 方向路径（Orientation Paths）

方向路径是释放路径的第一种类型。它在语言中体现的概念是，由某物体的正面发出的连续且直线型的无形物体，渐渐地远离其发出物。根据不同的因素，如发出物的正面是平面还是点、是线性移动还是围着轴心旋转等。Talmy把方向路径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前景路径（prospect paths）、线性路径（alignment paths）、展示型路径（demonstrative paths）、瞄准路径（targeting paths）和视觉线（line of sight）。下面分别举例简要说明。

（1）前景路径

前景路径描述的是具有平面性的正面的物体同它周围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假象的动态关系。由于事物有正反面，该事物相对于周围其他的事物有一个特定的“前景”、“暴露方式”或“景观”（vista）。例如：

［19］The cliff wall faces toward/away from/into/past the valley.（悬崖面朝着/背着/指着/隔着峡谷。）

在这句话中，悬崖的垂直的侧面被看作是正面，它同其周围环境的静态的关系被假想为移动的过程。

（2）线性路径

这类方向路径与某一静止的带有尖头的线性物体有关。线性路径可被假想为由物体头部发出的围绕着物体的轴进行的运动，与远处的某物体构成直线。例如：

［20］The snake is lying toward/away from the light.（这条蛇朝/背着光线躺着。）

（3）展示型路径

这类方向路径也涉及一个带尖头的线性的物体，一条无形的线由此出现。但这里假想移动的路线起到指引某人的注意力沿着该路径移动的作用。例如：

［21］

a. I/The arrow on the signpost ｜ pointed toward / away from / into / past the town.（我/标杆上的箭指向/开/进/过/城镇。）

b. I｜pointed/directed him｜toward/past/away from the lobby.（我指引他走向/穿过/离开大厅。）

（4）瞄准路径

在瞄准路径中，施事有意调节有正面的物体的方向，使从正面出现的假想路线沿着一条相对于该物体周围意想中的线路移动。这一假想运动建立了一条路径，施事进一步希望某一特定的后续运动仍沿着它移动。例如：

［22］I pointed/aimed（my gun/camera）into/past/away from the living room.（我将［我的枪/照相机］指/瞄向/移离客厅。）

（5）视觉线（Line of Sight）

视觉线是一条无形的线条，常常从某一有生命的或机械的物体正面或视觉器官出现。例如：

［23］I slowly turned/looked — // I slowly turned my camera toward the door./around the room./away from the window/from the painting，past the pillar，to the tapestry.（我慢慢地将身体/目光/相机——转向门/环绕房间/从窗前移开/从油画移开，绕过柱子，移到挂毯上。）

2. 辐射路径（Radiation Paths）

辐射路径在语言中的概念化就是辐射从某一源点不断地释放。这种辐射可以理解为形成一种线形的轴，随后会对其他的事物产生冲击。例如：

［24］The sun is shining into the cave/onto the back wall of the cave.（太阳照进了山洞/到了山洞的后墙上。）

［25］The light is shining（from the sun ）into the cave/onto the back wall of the cave.（［来自太阳的］光线照进了山洞/到了山洞的后墙上。）

辐射路径具有不可逆性。例如，我们就不能说：

［26］*The light is shining from my hand onto the sun.（光线从我的手掌照到太阳上。）

3. 影子路径（Shadow Paths）

从语言的概念化角度看，在某一表面可以看到的某一物体的影子的场景可以被想象为影子从该物体身上移动到了那一表面的过程。例如：

［27］The pillar cast/projected a shadow onto/against the wall.（柱子把一个影子投/射到了墙上。）

［28］The pillar's shadow fell onto/against the wall.（柱子的影子落到了墙上。）

4. 感知路径（Sensory Paths）

这也是语言中常见的一种辐射型路径，其中包括视觉路径。这一类假想运动涉及两种物体的概念化，即感知者和被感知的事物，以及某一看不见的事物在两个物体之间的直线移动。

感知路径的双向概念化也可以在词汇化的可选择性上体现出来。英语的非施事类视觉动词中，see（看）把感知者作为主语，把被感知的事物作为直接宾语，从而促使把感知者作为来源理解；但是，show（展现）这个词把被感知的事物作为主语，把感知者作为介词to的宾语，从而把被感知的事物作为来源理解。例如：

［29］Even a casual passerby can see the old wallpaper through the paint.（即使漫不经心的过路者也可以透过油漆看到那张旧的墙纸。）

［30］The old wallpaper shows through the paint even to a casual passerby.（那张旧墙纸可以透过油漆展现出来——即便是漫不经心的过路者也看得见。）

5. 假想运动的其他类型

（1）型式路径

假想运动的型式路径涉及将某一构形想象为在空间运动的过程。在这类路径中，一个句子的字面意义描述某一物理实体组合沿着某一特定的路线的移动，而实际上我们相信这一物体要么是静止的，要么不是沿着所描述的路径运动的。例如：

［31］As I painted the ceiling，（a line of）paint spots slowly progressed across the floor.（我在粉刷天花板的时候，［一条］涂料斑迹慢慢地划过地板。）

例句中，涂料实际上是垂直滴落到地板上的，但在假象运动中涂料在地板上进行水平运动。

（2）相对框架运动

（i）针对实际移动的观察者

相对于一个整体的参照框架，某一语言可以实际上把某一观察者描述成相对于他周围静止的环境进行运动。但有些语言也可以通过把观察者作为中心来描述同一情景。在这一框架中，观察者作为观察角度可以被看作是静止的，而他周围的事物则以他为参照点进行移动。

a. 整体框架（Global Frame）：假想运动缺失。例如：

［32］I rode along in the car and looked at the scenery we were passing through.（我乘车前行，看着［车外］我们沿途经过的景色。）

b. 局部框架（Local Frame）：出现假想运动。例如：

［33］I sat in the car and watched the scenery rush past me.（我坐在汽车里，看着［车外］景色从我身边飞驰而过。）

c. 转移：从整体框架转移中间参照，或从真实向假想运动转移

［34］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woods and this branch that was sticking out hit me.（我在树林里穿行，这棵探出头来的树枝打到了我。）

d. 缺失：实际、假想交叉的部分缺失。例如：

［35］*We and the scenery rushed past each other.（*我们飞驰着同景色擦肩而过。）

cf. We and the logging truck rushed past each other.（我们同运木头的卡车飞驰着擦肩而过。）

（ii）针对实际上静止的观察者

如果观察者处于静止状态，而观察的事物处于运动状态，那么观察者的假想运动是不可接受的。

a. 整体框架（Global Frame）：假想运动不出现。例如：

［36］The stream flows past my house.（小河从我家屋前流过。）

［37］As I sat in the stream，its water rushed past me.（我坐在小河中，水从我的面前流过。）

b. 局部框架（Local Frame）：假想运动的企图被阻止。例如：

［38］*My house advances alongside the stream.

［39］*As I sat in the stream，I rushed through its water.

Talmy的解释是，静止对观察者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如果观察者实际上在运动，句子可以自由地对此进行描述。但是，一个句子可以将对该情景的描述“逐步调整”到观察者是静止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情景。不过，如果观察者已经处于静止状态，也就是说，已经处在基本状态，那么，一个句子只能对此作出相应的描述，而不能自由地将此“逐步调整”到非基本的状态。

（3）出现路径

物体的静止状态是真实的，但其描述的运动是假想的。出现路径的两个主要类别就是“到达某一地点”和“地点展示”，前者表示物体的假想运动到达了目的地，后者表示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该物体在其目的地的假想展示，而不是假想的运动。

（i）到达某一地点（Site Arrival）：

a. 通过动词的主动形式。例如：

［40］The palm trees clustered together around the oasis.（棕榈树聚拢在沙漠绿洲周围。）

［41］The beam leans/tilts away from the wall.（光线靠在/移开墙。）

b. 通过动词的被动形式。例如：

［42］Termite mounds are scattered/strewn/spread/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plain.（白蚁山散落/遍布/分布在平原上。）

（ii）地点展示（Site Manifestation）。例如：

［43］This rock formation occurs/recurs/appears/reappears/shows up near volcanoes.（这石头的形成发生在/再现/出现/再现/出现在火山附近。）

（4）达至路径

达至路径是对某一静止物体的位置通过其他物体可以与其接触的路径进行的描述。这里，对物体静止的描述是真实的，没有物体沿着所描述的路径行进。对某一事物沿着所描述的路径行进的描述是假想的，不管其是否可信。例如：

［44］The post office i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nk.（邮局在银行的马路对面。）

比较：The ball rolled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nk.（球从银行滚到了街对面。）

［45］The vacuum cleaner is down around behind the clothes hanger.（吸尘器在衣架后面下方的角落里。）

（5）同延路径

同延路径是对某一在空间里延伸的物体在其范围内的路径的形式、方向或位置的描述。对该物体的静止状态的描述是真实的，某一物体沿着或通过该物体的构形移动是假想的。例如：

［46］The fence goes/zigzagged/descended from the plateau to the valley.（栅栏从高地行至/蜿蜒至/落至峡谷。）

［47］The field spreads out in all directions from the granary.（田地从粮仓边向四面八方延伸。）

［48］The soil reddens towards the east.（这里的土壤越往东颜色越红。）

为了解释以上各种现象，Talmy提出了13条与整个感知领域和一般假想活动有关的认知功能参数：

（1）可感知性（Palpability）：这一参数是渐进的。在其顶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具体的、明确的、可见的、可感知的；在其最下端，该物体被感知为抽象的、不明确的、不可见的、不可感知的。

（2）清晰性：此参数也是渐进的。在其顶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清晰的、明显的和确定的。在其最下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模糊的、不明晰的、不确定的。

（3）强度：此参数也是一个连续统。在其顶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强烈的和生动的；在其最低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微弱的或无趣的。

（4）显性特征：某一物体的明示表示该物体相对于某一感觉模式的显性实际特征（形式、色彩、质地、运动方式、音质、风味等）。

（5）客观性：此参数也是一个连续统。在其顶端，某一物体被感知为独立于人的心智的客观存在，是真实的、具有自主的物理存在和内在的特点；在其最低端，该物体被感知为主观的认知结构，一个心智活动的产物。

（6）可区域化：这也是一个渐进的参数，指人们感知某一事物与自己或某一空间参照框架中周围事物相对距离的程度。

（7）可辨认性：作为一个渐进的参数，可辨认性指人们辨认某一物体的范畴或个别特征的程度。

（8）内容/结构：内容一端涉及某一事物的“主体”形式，而结构一端将这一形式降解和调节至其抽象的或理想化的轮廓。

（9）几何形状：涉及某一物体的形状分析，与其相关的是精确度和绝对程度。

（10）可意识程度：在这一连续统上，某一物体除了在下端外，到处都可被意识到。

（11）确定性参数：在其顶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特征和出现有确定感，在其低端，人们对此缺乏确定感，或从积极的角度讲，对此抱有疑惑。

（12）可行动化（Actionability）：在其顶端，人们感觉可以对某一物体采取行动；在其下端，人们感觉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物体。

（13）刺激依赖参数：指某一物体需要目前在线的感觉刺激才得以发生。

（Talmy，2000:141）

Talmy发现，语言中表达假想运动的词语远远超过了表达假想静止的词语。换句话说，语言表达有一种重概念动态性轻静态性的强烈倾向。（Talmy，2000:171）Talmy认为，对动态的认知偏好，不但表现在静止现象通过假想的运动来表达的情况远远超过相反的情况，而且静止的事物本身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假想的运动来表达甚至超过了通过静止的方式。

第三节　视点与情景

一、视点

“视角”（Perspective）这个概念包括了许多因素。有些词语，如“楼上”、“外面”、“很快”等，就体现出一个空间或时间上的某一优势位置作为其意义的一个内在部分的情况。说话者的位置是缺省的优势位置。另一个因素是心理浏览，“汇合”（converge）和“分流”（diverge）的意义差别就是一个例子。

“视点”（Perspective Point）就是在心理上观察某一事物或场景的位置，涉及诸如位置、距离和方式等因素。（Talmy，2000:68）

1. 视角地点（Perspectival Location）

语法和词汇形式都可以体现观察者在某一提到的场景或话语场景中所占据的视点。例如：

［49］The lunchroom door slowly opened and two men walked in.（午餐厅的门慢慢打开，两名男子走了进来。）

［50］Two men slowly opened the lunchroom door and walked in.（两名男子慢慢地打开了午餐厅的门，走了进去。）

例［49］中，观察者的视点在所描述场所的内部，而例［50］观察者的视点则在所描述场所的外部。

2. 视角距离（Perspectival Distance）

视点与被提及的物体之间的相对距离被称为视角距离。视角距离有“远”（distal）、“中”（medial）和“近”（proximal）三种。例如：

［51］There are some houses in the valley.（峡谷中有一些房子。）

［52］There is a house every now and then through the valley.（峡谷中不时出现一栋房子。）

例［51］的描述采取的是一种静态的远距离视点，而例［52］采取的则是一种动态的近距离视点。

3. 视角方式（Perspectival Mode）

扫描（scanning）这一图式由与运动有关的一系列概念化过程所组成，既可以理解为物理空间上的运动，也可以理解为概念空间上的一个质的变化或运动。所涉及的是动体（trajectors）和地标（landmarks）。扫描方式包括“总揽式”（synoptic mode）和“顺序式”（sequential mode）两种，前者表示一种静止的远距离视角，一种环视的方式；而后者表达的是一种运动的近距离视角，一种聚焦的方式。例如：

［53］

a. I took an aspirin time after time during the last hour.（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中我不时地吃一片阿司匹林。）

b. I have taken a number of aspirins in the last hour.（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中吃了许多阿司匹林。）

在上述例句中，例［53a］表达的是静态的空间构型特征，但例［53b］采用了顺序式视角方式，起到了扫描效果，为场景添加了动态特征。而此例中两句的转换正好相反，句b采用总揽式视角方式将动态的场景从全局性的角度转化为静态场景。

4. 观察方向（Direction of Viewing）

观察的方向有许多类型，重要的有：

（1）直接（direct）→前瞻（prospective）。例如：

［54］I shopped at the store before I went home.（我先在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才回的家。）

（2）回顾（retrospective）→直接（direct）。例如：

［55］After I shopped at the store，I went home.（在商店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回了家。）

（3）直接（direct）→直接（direct）。例如：

［56］I shopped at the store，and then I went home.（我在商店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回了家。）

（4）前瞻（Prospective）→直接（direct）。例如:

［57］Before I went home，I shopped at the store.（在我回家之前，我去商店买了点东西。）

（5）直接（direct）→回顾（retrospective）。例如:

［58］I went home after having shopped at the store.（我回了家，是在商店买了点东西之后。）

（6）直接（direct）→直接（direct）。例如:

［59］I went home，but first I shopped at the store.（我回了家，但首先我去商店里买了一些东西。）

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例［54］和［58］的表达方式在汉语中并不多见。换句话说，汉语中不大采纳“直接—前瞻”和“直接—回顾”的观察方向。

二、选择

1. 基准上的凸显（Profile on a Base）

意象中的“凸显”和“基准”出现在每一个语言述谓结构中。“凸显”是所指称的事物，基准就是场景中对其进行说明所需要的部分。按照Langacker的定义，一个述谓的基准就是它所涉及的领域（或者是一个复杂的矩阵中的每个领域）。“凸显”就是在该基准中被提升到特殊显著度的次结构，即该词语“指认”（designate）的次结构。例如，“斜边”的基准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尖”的基准是一个长形物体的概念，而“叔叔”的基准就是一群具有亲属关系的人。（Langacker，1990:5）

“一个词语的语义价值既不独立存在于基准部分，也不独立存在于凸显部分，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关系中。”（Langacker，1990:5）

在描述事件时，由于选择的基准不同，语言中体现出的同一凸显部分与基准的关系也不同。例如：

［60］The glass is {half-full}-empty.（玻璃杯一半是满的［空的］。）

把盛了一半水的“杯子”看作是“半满”还是“半空”，这与说话人的期望有关。如果他期望是“空的”，看到一半的水就认为是“半满”；如果他的期望是“满的”，他可能就认为是“半空”。这一期望就是基准，而里面的水则是凸显的部分。

2. 细节层次（Level of Specificity）

所谓细节程度，就是指同一个物体可以在不同细节层次上得到描述。例如，某一动物就可以通过以下词语描述：

cocker spaniel＞spaniel＞dog＞canine＞animal＞creature＞thing

前面的词对所指事物的描述比较具体，后面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对事物的描述，可以根据所提供细节的程度，形成一种梯度。例如：

［61］

a. That player is tall.（那个运动员个子高。）

b. That defensive is over 6′ tall.（那个后卫大约有六英尺多高。）

c. That linebacker is about 6′5″ tall.（那个边后卫大约六英尺五英寸高。）

d. That middle linebacker is precisely 6′5″ tall.（那个中边后卫正好六英尺五英寸高。）

同样，同一事件也可以由下面的不同句子描述：

［62］

a. The mean and ugly boy stroked the frightened cocker spaniel.（那个丑陋的男孩拍打着那只英国小猎犬。）

b. The boy stroked the dog.（那个男孩拍打着那只狗。）

c. The person touched the animal.（那个男孩触摸了那个动物。）

d. Somebody did something.（有人做了某件事。）

e. Something happened.（有什么事发生了。）

以上这些句子，后面比前面越来越抽象，细节程度越来越低。

3. 述谓的比例与辖域（Scale and Scope of Predication）

意象的第三个纬度述谓的比例与辖域有关。“辖域”就是它在相关领域的覆盖程度。

一个词语的“辖域”就是它所激活的概念内容的范围。因此，它由一组认知领域组成，或者由那些实际激活并用于当前目的的活跃区的部分组成。语言分析中有许多种“显著程度”应该区分，其中一种是某一词项对认知领域所作的排序。

身体部位词语说明了这些理论建构的语义和结构重要性。对像“头”、“臂”和“腿”这样的词语的定义来说，被指称的部位的位置与整个身体的关系非常关键，因此，整个身体作为这些词语的领域和述谓的直接范围。每一个所指称的部分又作为范围更小的其他身体部位的直接范围，如“手臂”与“手”、“肘”和“前肘”。“手”同时又成为“手掌”、“拇指”、“手指”的述谓的直接范围。范围再小一些，“手指”就是“指关节”、“指尖”和“指甲”的述谓的直接范畴。

［63］A finger has 3 knuckles and 1 nail.（一只手指有3个关节，一片指甲。）

［64］??An arm has 14 knuckles and 5 nails.（一只手臂有14个关节，5片指甲。）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如果用have来描写一个包含关系的话，主语的凸显应该包括地标的直接范围。

在合成名词（Noun Compounds）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fingertip（指尖）、toenail（脚趾甲）、eyelid（眼睑，眼皮）等，这类词的第一个成分构成了第二个成分的述谓的直接范围。

三、活跃区

某一事物最直接参与某一关系的那（些）部分被定义为该关系的活跃区（Active Zone）。例如，下面的例子中，每一个动词所表达的动作都是由身体的某一特定的部位进行的，但这种含义都隐含在词义中，没有直接表达出来。

［65］Tom winked/whistled/meditated/walked/waved/ate/grinned.（汤姆眨了眨眼/吹着口哨/冥思苦想/步行/招了招手/吃东西/咧嘴一笑。）

其中，wink是眼睛发出的，whistle是嘴巴发出的，meditate是大脑进行的，walk涉及大腿，wave涉及双手，ate要用嘴巴，grin要露出牙齿。（Langacker，1999:62）

活跃区往往是默认的，与一个人的世界知识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对以下各句的理解需要我们运用常识进行判断：

［66］Sam is in the bathtub.（萨姆在浴缸里。）

泡澡只可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浴缸里，不可能整个人在里面。

［67］Dorothy has a cigarette in her mouth.（多萝茜嘴里叼了一根香烟。）

此句中，吸烟者只是将香烟的一小段叼在嘴里。

［68］An arrow is stuck in the tree.（一支箭嵌进了树里。）

此句讲的显然不是整支箭嵌进树身里，若是的话就看不见了。

［69］This red pen is blue.（那支红笔是蓝色的。）

这一看似荒谬的语例其实是说，笔身是蓝色的，但笔芯里的墨水是红色的。

［70］The spacecraft is now approaching Venus.（宇宙飞船正在接近金星。）

此例指的实际上是宇宙飞船的前半部分正在接近金星。

［71］Your dog bit my cat.（你的狗咬了我的猫。）

此句一定是“你的狗”的牙齿咬了“我的猫”的某个部位。但有趣的是，英语中往往不能把这个“活跃区”表达出来：

［72］*Your dog's teeth（and jaws，etc.）bit my cat's tail.（你的狗的牙齿咬了我的猫的尾巴。）

但是汉语中情况就不一样，经常把“活跃区”直接表述出来。例如：

［73］他脑子很聪明。

［74］他个子很高。

这样的汉语句子却不能按照字面翻译成如下英语：

［75］*His brain is clever.

［76］*His body is tall.

尽管英语中一般不特别说明活跃区，但有时为了某一交际需求也有必要对活跃区作出具体的说明，试比较：

［77］She blinked.（她眨了眨眼。）

［78］？She blinked her eyes.

［79］She blinked her big blue eyes.（她眨了眨她那蓝蓝的大眼睛。）

我们可以发现，英语往往需要对活跃区做出特别说明时才直接表达出来。活跃区经常通过一个介词短语得到说明。例如：

［80］Your dog bit my cat on the tail with its sharp teeth.（你的狗用它的利齿咬了我的猫的尾巴。）

［81］?Your dog bit my cat somewhere with its teeth.（你的狗用它的牙齿咬了我的猫的某个地方。）

当然，英语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方式来表达活跃区。例如：

［82］Fred is really slow at paying his debts.（弗雷德还债真的很拖拉。）

［83］When it comes to paying his debts，Fred is really slow.（说到还债，弗雷德真的很拖拉。）

［84］I started my dissertation — planning it，that is.（我开始做论文了——实际上是做计划。）

活跃区的表达或隐藏是转喻的一种特殊情况。更确切地说，它代表了某一被描述的关系的关键参与者的转喻性选择。转喻就是通过某一事物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指称某一事物的现象。它常常与活跃区有关。例如：

［85］The car doesn't know where he is going.（那辆车不知道他在往哪儿走。）

［86］I'm in the phone book.（我在电话簿里。）

［87］I can barely make you out in this paragraph.（我很难在这个段落里把你认出来。）

例［85］中的car代表开车的人，例［86］中的I指的是我的“名字”，而例［87］中的you指的是“你的风格”。

活跃区及其之间的对比支持了以下基本观点：有关句子中明确的成分并不机械地、完全按照组合的方式产生意义。句子中句子成分的意义可以唤起并限制某一组合词语的意义，但不能就此说是构成了它的意义。某一词语的实际语义价值来自根据各种概念和语境资源进行意义构建的复杂过程。实际上，其语义（甚至语法的连贯性），可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完全隐藏的复杂概念结构。

四、前景与背景

1. 前景与背景及其特点

前景（Figure）是一个运动的或在概念上可以移动的事物，其路径、地点或方向被认为是可变的，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一可变性的特定值。背景（Ground）是一个参照的事物，具有一个相对于某一参照系静止的背景，正是通过这一背景，图形的路径、地点或方向得到描述。

前景和背景完全可以是多个点的组合，一个线性延伸，或者是一种体积。例如：

［88］Clothes filled the box.（衣服装满了箱子。）

［89］The river flowed alongside the mountain range.（河流沿着山脉流淌。）

在例［88］中，clothes是前景，是多个点的结合，而例［89］中的river是一种心理延伸。

虽然前景通常都是运动的或可移动的事物，但它也可以是静止的。例如：

［90］The bike is near the house.（自行车在房子附近。）

其中，the bike是一个静止的事物，但它充当了前景的角色。

Talmy（2000）提出了以下从空间关系狭窄意义上区分前景和背景的“客观”特征：



	前景（Figure）
	背景（Ground）



	处所不大熟悉
	处所更为熟悉



	较小
	较大



	更具移动性
	更为静止



	结构上较简单
	结构上较为复杂



	较为显著
	不很显著



	在意识中更接近
	在场景或记忆中更久远




根据以上对前景和背景特征的描述，有些概念化是正常的，有些就不符合人们认知的特点。例如：

［91］

a. The TV antenna was above the house.（电视天线在房子上面。）

b. *The house was below the TV antenna.（*房子在电视天线下面。）

比较TV antenna与house，前者较小、较为显著，后者体积大、形态静止，不很显著。因此，前者作为前景，后者作为背景是符合认知规律的。而如果把前者作为背景，后者作为前景就不符合我们对事物认知的特点了。又如：

［92］

a. My sister resembles Madonna.（我妹妹像麦当娜。）

b. *Madonna resembles my sister.（麦当娜像我妹妹。）

其中my sister与Madonna相比较，显然是后者更有影响，在意识上更突出，因此更有可能作为背景，作为参照系和坐标。由此看来，前景—背景的划分同大脑的认知程序有关，“记忆中已有的项目构成基础，提供分析范畴，作为评估、描述和分析新认知项目的参照点。”（Talmy，2000:329）

我们再看一例：

［93］

a. Clark Kent is Superman.（克拉克·肯特是超人。）

b. Superman is Clark Kent.（超人是克拉克·肯特。）

例［93］的情况与上面两例的情况不一样。首先，is表达的是一种等同关系；其次，Clark Kent和Superman作为个体，都可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例［93］的a和b两句都是可以接受的。

2. 前景—背景在复句中的体现

上面的分析主要涉及单句，而前景与背景的对比在复合句中也有体现。在复合句中，前景作为一个在时间上的位置有待确定的事件，背景是参照事件，相对于某一参照框架（一般是一个单维的时间轴）具有静止的特征，前景的时间位置据此得到确定（Talmy，2000:320）。例如：

［94］He exploded after he touched the button.（他摁了按扭后，爆炸了。）

其中，he exploded作为前景，其时间根据he touched the button这一事件作为背景得到确定。

在事物相互关系中，前景和背景的单向性具有普遍的特征（Talmy，2000:325）。Talmy提出了以下几个复合句结构的普遍原则：

（1）顺序原则（Sequence Principle）

在描述两个时间上有先后顺序的事件的任何特定关系时，无标记的（或唯一可能的）语言表达式把前一个事件当作一个参照点或背景，把后一事件当作需要背景的前景。当完整的句法形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时，两个事件分别位于从句和主句中。例如：

［95］

a. She departed after his arrival/after he arrived.（在他到了以后，她离开了。）

b. He arrived before her departure/before she departed.（他在她离开前到达。）

例［95］中she departed是前景，而he arrived就是背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a句表达的是非标记性的，更易令人接受的关系。

（2）因果原则（The Cause-Effect Principle）

描写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无标记（或唯一可能的）语言词语把起因事件作为背景，结果事件作为动体。如果整个句法形式是个完整的句子，两事件分别位于从句和主句中。例［95］也可以看作是符合因果关系原则的例子。

（3）包含原则（Inclusion Principle）

一个范围更广、时间上具有包容性的事件作为背景（位于从句），而被包含事件作为前景（位于主句）。例如：

［96］

a. He had two affairs during his marriage/while he was married.（他在婚期间有过两次婚外恋。）

b. *He was married through-a-period-containing two affairs/his having two affairs.

其中，marriage为时间上更具包容性的事件，而had two affairs被它所包含。

（4）伴随原则（Contingency Principle）

某一对另一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充当背景（位于从句），而作为伴随或依附事件的另一事件作为前景（位于主句）。例如：

［97］

a. He dreamt（all）during his sleep/while/the whole time he slept.（他睡着时一直在做梦。）

b. *He slept（all during his dreaming/while he dreamt）.

“睡觉”是“做梦”的必要前提，因此前者充当了后者的背景。

（5）替代原则（Substitution Principle）

一个期望发生中但未发生的事件作为背景（位于从句），而一件出乎预料但实际发生了的替代事件作为前景（位于主句）。例如：

［98］

a. He's playing instead of /rather than working.（他在玩而不是在工作。）

b. *He is not working in-replacement-by playing.

其中，“working”为期望中应该发生但未发生的事件，而playing为出乎意料而实际发生的事件，前者作为了背景，后者被当作了前景。（Talmy，2000:327）

Talmy指出，在基本的表达中，前景优先于背景。在单独从句的名词短语中，这一优先权由格的层级系统构成；在一个非施事的从句中，前景作为主语，背景作为（间接）宾语；在含有施事的从句中，施事作为主语时，前景是直接宾语，而背景作为间接宾语；在复合句中，优先原则体现为前景作为主句，背景作为从句。任何其他的分配都被认为是非基本的、派生的。（Talmy，2000:334）这一分配原则可例示如下：

基本的：Perfume（F）slowly suffused through the room（G）.

非基本的：The room（G）slowly suffused with perfume（F）.

基本的：I（A）slowly suffused perfume（F）through the room（G）.

非基本的：I（A）slowly suffused the room（G）with perfume（F）.

其中，F代表Figure，G代表Ground，A代表Agent。

3.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戴浩一（1994）分析了汉语中的时间和空间表达法。他提出了一个汉语的时间顺序原则：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语序决定于它们所表达的观念里的状态或事件的时间顺序。

［99］

a. 我吃过饭，你（再）打电话给我。

b. *你（再）打电话给我，我吃过饭。

［100］

a. 张三骑自行车走了。

b. *张三走了骑自行车。

戴浩一认为，对于汉语中大量因语序不同而引起的意义对立的情况，时间顺序原则也能做出自然的说明。例如：

［101］

a. 他坐公共汽车到这儿。

b. 他到这儿坐公共汽车。

［102］

a. 他在马背上跳。

b. 他跳在马背上。

戴浩一认为，“集中注意事件的结果部分乃是汉语的语序和词义的基底核心原则之一。”（戴浩一，1994:203）自然语序和凸显语序的重要区别是，前者是以感知为基础，后者则带有说话人的兴趣、牵涉焦点，等等。

［103］

a. 我病了，没去开会。（自然语序）

b. 我没去开会，因为我病了。（凸显语序）

汉语中的另一个原则，即“信息中心”原则：句子的前提部分在前，断言部分在后。

［104］

a. 他跑得不快。

b. *他不跑得快。

时间顺序原则决定X和Y两个单位之间的非对称的语序。因此，缺少时间关系就允许X—Y和Y—X都出现的对称顺序：

［105］

a. 他天天看书写字。

b. 他天天写字看书。

［106］

a. 他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b. 他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戴浩一把时间顺序原则可以分成三部分：（1）真实时间顺序原则；（2）推断时间顺序原则；（3）想象时间顺序原则。谢信一在这个方面也举了些例子，如“吃”和“饱”应该是同时，或者说有重叠，但我们可以略去时间的重叠，把它们处理成离散的序列。（谢信一，1989:244）

戴浩一指出，汉语的临摹性高于英语，英语的抽象性高于汉语，汉语的语法气氛之所以更多地依靠篇章语境，这是原因之一。（戴浩一，1994:247）他对比了英语、汉语“整体—部分”的不同表达：

［107］汉语：书在房子里的桌子的抽屉里；

［108］英语：The book is inside the drawer of the table in the house.

这一原则之所以是临摹的，因为汉语不把词处理为语法范畴的要素，而是让它指明整体或部分，并且先提整体，后提部分。其次，这一原则建立在以感知为理据的隐喻的基础上，这种隐喻就是人走向客体，而非相反。虽然汉语和英语都采用某种隐喻，在这里只有汉语按照隐喻排列语法成分。英语中有A's B和B of A两种模式的选择，不必按照它所采用的隐喻来排列词。因此，汉语的临摹性高于英语，英语的抽象程度高于汉语。

第四节　注意力

“注意力”是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包括：（1）注意力强度（Strength of Attention），分弱、强两个级别，包括“突出”（Salience）、“显著程度”（Prominence）、“背景化”（Backgrounding）、“前景化”（Foregrounding）等；（2）注意力层次（Level of Attention）；（3）注意力映射（Mapping of Attention）；（4）注意力之窗（Window of Attention）。

下面我们主要从“注意力层次”和“注意力窗口化”（Windowing of Attention）两个方面对注意力进行说明。

一、注意力层次

注意力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聚焦。这些层次包括：（1）综合层次（Level of Synthesis）；（2）举例层次（Level of Exemplarity）；（3）某一层级系统内的底线层次（Level of Baseline Within a Hierarchy）；（4）个别性层次（Level of Particularity）。

1. 综合层次

在这一层次又可分为格式塔形成与成分化（gestalt formation vs. componentializing）两种相对的情况。例如：

［109］

a. The iceberg broke in two.（冰山裂成两半。）

b. The two halves of the iceberg broke apart.（冰山的两半断裂开来。）

其中前者为格式塔层次综合，后者为成分化层次综合。

2. 举例层次

所谓举例层次，就是涉及具体的典型成员的层次。譬如，下面三组例子中，a涉及的是整体，而b涉及的就是具体的成员：

［110］

a. All the members raised their hands.（所有的成员都举了手。）

b. Each member raised his hand.（每个成员都举了手。）

［111］

a. On both sides of the room stood tables.（房间的两边都放了桌子。）

b. On either side of the room stood tables.（房间的每一边都放了桌子。）

［112］

a. Members one after another raised their hands.（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都举了手。）

b. One member after another raised his hand.（一个接一个的成员都举了手。）

3. 底线层次

某一事物及其组成成分可按不同侧重点构成一个个层级系统，其中某一成分始终作为其底线层次。例如，boy（男孩）、face（脸）和freckles（雀斑）构成一个层级系统，其中，“雀斑”是这一系统中的底线层次：

［113］

a. There are freckles on the boy's face.（男孩的脸上长了雀斑。）

b. The boy's face has freckles on it.（男孩的脸上长了雀斑。）

c. The boy has freckles on his face.（男孩的脸上长了雀斑。）

4. 个别性层次

个别性层次就是具体到某一特别的个体。例如，例［114a］中的you所涉及的就是特别的个体，而例［114b］中的someone就比较模糊：

［114］

a. You have made a mistake.（你犯了个错误。）

b. Someone has made a mistake here.（这里有人犯了个错误。）

例［114b］中使用someone可以分散听话者对个别性的注意力，具有可否认性（deniability），也是说话者给听话者面子，有时也可以表达说话者讥讽的口吻。

二、语言中的注意力窗口化

语言可以通过明确提及某一情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其置于注意的焦点，同时通过省略的方法使该情景的其他部分置于背景部分。这一现象所涉及的认知过程被称为“注意力窗口化”。所指称的情景被称为“事件框架”（event frame），被置于焦点的部分称为“窗”，而被背景化的部分称作“隐没部分”（gap）。

Talmy（2000）提出，事件框架有五种类型：路径、因果链（causal chain）、循环（cycle）、参与者互动（participant interaction）和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

一个有顺序关系或者在概念化过程中被序列化的情景可以在其序列的开端、中间和结束部分获得强烈的注意力焦点；或者说，可以有开端、中端和末端注意力窗口化。另外，这样的场景也可以有一种没有注意力窗口化的情景，即句子中没有句子成分来指称它，或者说这样的句子省略了开端、中端和末端。

事件框架中的较明显的例子包括某一物体的全部路径、前因后果以及事物之间互动的整个过程。但是，像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如星期几）、事件发生的空间的温度，或者是参与者的身体状况等都不属于事件框架。

目前的理论认可两种针对一个表达其语义论元的词项的补语：一个是必须出现的补语，另一个是不必出现的补语。在此基础上，Talmy又增加了第三个类型，即被封锁或阻挡（blocked）的补语，一般不能与某一词项联用，但可以从上下文中推断出来。例如：

［115］I spent $50（ for this book）［* from the clerk］{at that store}{that Friday}.（我花了50美元〈买了这本书〉［*从职员那里］{在那家书店}{那个礼拜五}。）

事件框架中有多种情况，包括“路径窗口化”（path windowing）、“因果链窗口化”（causal-chain windowing）、“阶段窗口化”（phase-windowing）、“参与者互动窗口化”（participant-interaction windowing）、“相互关系窗口化”（interrelationship windowing）和“多重包孕窗口化”（multiple nested windowing）。下面我们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1. 路径窗口化

事件框架的第一种类型为物体的整个移动路径，称为“路径窗口化”，包括“开放性路径”（Open Path）、“封闭性路径”（Closed Path）和“假想路径”（Fictive Path）三种。

（1）开放性路径

开放性路径指的是物体在一段时间和空间中移动的路径，被看作是具有开端、中端与末端的整体。其中开端与末端处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在描述整个事件时可以表达出完整路径，也可以隐没或聚焦路径的某一部分。例如：

［116］The crate that was in the airplane's cargo fell —（飞机中的板条箱掉——）

下面是路径“窗口化”的几种可能性：

（i）出现整个事件发生的路径，即

— out of the plane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出飞机穿过空中落入海洋。）

（ii）隐没路径中的某一部分，包括中端隐没、开端隐没和末端隐没

a. 中端隐没，即

— out of the plane into the ocean（——出飞机落入海洋。）

b. 开端隐没，即

—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穿过空中落入海洋。）

c. 末端隐没，即

— out of the airplane through the air.（——出飞机在空中下降。）

（iii）聚焦路径中的某一部分，即

out of the plane（出飞机），或

through the air（穿过空中），或

into the ocean（落入海洋）。

（2）封闭性路径

封闭性路径描述的路径同开放路径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封闭性路径中，开端与末端正好重合，形成一个循环的路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下面的事件划分为三个阶段：

［117］Go
 （开端）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中端）and bring it here
 （末端）.（去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带到这里。）

在适当的语境下，整个事件可以通过以下的某一种聚焦方式而得到有效的描述：

中端窗口化（medial windowing）：Get it out the refrigerator

末端窗口化（final windowing）：Bring it here

末端省略（final gapping）：Go 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开端省略（initial gapping）：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bring it here.

中端省略（medial gapping）：Go and bring it here.

整体窗口化（full windowing）：Go 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bring it here.

（3）假想路径

具有静态特征的空间构型可以被看作具有“概念上的顺序性”，即包含“假想移动”的路径，有三种表现方式：

（i）最大化聚焦

［118］

a. My bike i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kery.（我的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面包店前面。）

b. Jane sat across the table from John.（简与约翰隔桌而坐。）

（ii）中端聚焦

［119］

a. My bike is across from the bakery.（我的车子停在对面的面包店前。）

b. Jane sat across from John.（简坐在约翰对面。）

（iii）开端聚焦

［120］

a. My bike is across the street.（我的车子停在街对面。）

b. Jane sat across the table.（简坐在桌子对面。）

2. 因果链窗口化

因果链在概念上可以看作互相联系的事件或次事件之间的顺序，也就是说，将因果连续体划分为相对独立的次事件。因此，因果链可以视为由一个有意图性的施事引起的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次事件及其所导致的最终事件的连续过程。例如：

［121］I broke the window by hitting it with a rock.（我用石头砸开窗。）

这一例句的物理性因果关系的语义构成如下图所示（Talmy，200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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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施事的意图范围（Scope of Intention）

因果链中的事件顺序为：

①施事引起身体动作的意愿行为：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②施事的引起物理因果链的身体动作（部分或整个身体）：breaking the window

③处于因果链中的中间事件：hitting with a rock

④倒数一个次事件（penultimate sub-event）=最终结果的直接原因：hitting

⑤最后的事件结果=施事的意图范围之内的意图目标：the window broke

其中：

a. ③可以不出现：I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rock.

b. ③可以不出现，②可以与④相合：I broke the window by hitting.

c. ③和④可以不出现，②和⑤可能重合：The rock broke the window.

同样道理，在典型的英语动词+卫星词结构中，如果卫星词表示最终的结果事件，动词表示在此之前的事件，这一事因事件必须是最后第二个事件，而不能是在这之间的事件。例如：

［122］

a. I burned the house down.（我把房子烧塌了。）

b. *I lit the house down.（*我把房子点了塌。）

其中，down（塌）是卫星词，表示的是最终的结果，动词因此必须是在此之前的事件，即burning（燃烧），不能是在burning之前的lit（点火）。

3. 阶段窗口化

还有一种事件框架，它是形成一个循环的事件，称作循环事件框架。在表达这样一个事件的句子时，我们可以聚焦在这一循环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这样的认知过程称为阶段窗。整个事件形成一个循环，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开端、中端和末端。但是，从中抽出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可以被认为具有一个序列事件所具有的开端、中端和末端部分。例如：

［123］

a. The pen kept falling off the table.（钢笔不断从桌上落下。）

b. I kept putting the pen back on the table.（我不断将钢笔放回桌上。）

c. The pen kept falling off the table and I kept putting it back.（钢笔不断从桌上落下而我不断将钢笔放回桌子上。）

这组例句中，a句表达的是离开阶段之窗的场景，b句表达的是返回阶段之窗的场景，c句则表示离开阶段之窗和返回阶段之窗的情况。

4. 参与者互动窗口化

此类事件框架具有与前面的类型相似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了在时间上不同的一系列现象，因此，它们的注意力窗口化之间主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时间安排。例如：

［124］

a. John met a woman at the party last week. Her name was Linda.（约翰上周在晚会上遇到了一位女性。她名叫琳达。）

b. John met a woman at the party last week. Her name is Linda.（约翰上周在晚会上遇到了一位女性。她名叫琳达。）

第一回合的互动是间接的，在John和一位被称为Linda的妇女的基本情景之间进行，也就是他在上一周的晚会上与叫这一名字的妇女的交往。他或许问过或被告知过她的名字，也许是这一话语提供了这一信息而不管他是否知道她的名字。第二句中采用过去时并不是因为那名妇女的名字现已更换，而主要是为了强调John同她的会面是在过去发生的。第二次互动是直接的，即说话者在说话时表达了对该妇女的名字的考虑，体现了说话者本身对整个事件的参与，因此采用的时态为现在时，下列两组例句也体现了这一互动：

［125］

a. What was
 your name again，please?（请再说一遍你的名字是什么。）

b.What is
 your name again，please?（请再说一遍你的名字是什么。）

［126］

a. When was
 her plane going to leave again tomorrow?（她的飞机明天什么时候再次离开？）

b. When is
 her plane going to leave again tomorrow?（她的飞机明天什么时候再次离开？）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却没有类似的区别。这一点可以从相应的译文中看出来。当然，这并不说明汉语中不存在参与者互动的情况，只不过汉语要表达这种微妙的区别时不依赖时态，而要依靠其他的语言手段，比如词汇。例如，我们可以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相互关系窗口化

相互关系之窗允许在一个复合结构中选择一个注意力着眼点或在适当的语境下，在传达整个复合结构的情况下，选择一个特定的视点。

（1）前景—背景相互关系（Figure-Ground Interrelationship）

前景与背景是运动事件的组成部分，此外，运动事件还包括其他两个成分，其语义结构应为：

［前景+运动事实+路径+背景］

例如：

［127］

a. The paint is peeling.（油漆在剥落。）

b. The wall is peeling.（墙在剥落。）

这两个句子表达的是同一个场景，但是例［127a］体现的是对前景的关注和背景的省略，而例［127b］则正好相反。

（2）真实—非真实相互关系（Factual-Counterfactual Interrelationship）

语言表达式可以用来描述两种场景——真实的和非真实的。对同一事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不同的场景来表达。下面我们用“A”来表示实际发生的事情，“非A”表示没有发生的事情。

（i）聚焦A——实际所发生的。例如：

［128］

a. I regret that I didn't go to the party./I regret not having gone to the party.（我后悔没去参加晚会。）

b. It's too bad（that）I didn't go to the party.（我没去参加晚会真不应该。）

（ii）聚焦非A——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例如：

［129］

a. I wish I had gone to the party.（我希望我去了晚会。）

b. If only I had gone to the party.（我真希望我去了晚会。）

c. I should have gone to the party.（我真应该去参加晚会的。）

［130］

a. I didn't catch the Frisbee because the car was in the way.（因为那辆车挡在中间，所以我没有接住飞盘。）

b. I would have caught the Frisbee if the car had not been in the way.（如果那辆汽车没挡在中间，我就能接住飞盘了。）

6. 多重和包孕窗口化

有时，不同的聚焦方式可以在同时发生，形成多重和包孕式聚焦。例如：

［131］

a. The ball rolled off the lawn back onto the court.（球滚过草坪进入球场。）

b. The ball rolled back onto the court.（球滚回到了球场。）

c. The ball rolled back.（球滚了回来。）

d. I rolled the ball back.（我将球滚了回去。）

e. I kept rolling the ball back.（我不停地滚球。）

f. If I hadn't kept rolling the ball back，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game.（如果我不在不停地把球滚回去，那就没有球赛了。）

例［131a］展示的是一个简单的路径事件框架，基本是完整的，省略的是中间路径。例［131b］指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路径，这次省略的是起始和中间的路径，聚焦的是最后一部分路径。例［131c］把路径事件作为一个相互关系的事件框架，聚焦一个具有前景和背景参与的运动事件，但省略了最后的对背景（球场）的表达。例［131d］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了“施事”成分，它只聚焦施事和最后的结果，但把中间的过程省略了。例［131e］把原来省掉的部分置于重复的过程中，描述了一个循环事件框架。例［131f］将聚焦置于一个对比的框架，也就是一个事实性的事件框架，聚焦在对反事实的考虑，但省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虑。

第五节　力动态

一、“力”的概念与分类

对“力”（Force）关系的分析是Talmy认知语义学的一个特色。所谓力动态，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事物与用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力的施加、对力的阻挡、对力的克服、力的阻碍物以及这些阻碍的消除等。

Talmy指出，“力”是我们概念结构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语法结构这样的封闭类成分表达。力动态在语言结构中很普遍。这一概念对传统语言学中提出的“致使”（causative）概念的分析提供了一套精确的分析手段。另外，它在不同的语言层面上起到组织的作用。首先，它可以通过连词、介词以及其他封闭类成分得到直接体现。同时，它也是情态动词这一语法范畴的一个重要语义范畴，无论是它们的基本用法还是知性（epistemic）用法。词汇中也有表示“力”的成分。例如，英语中的动态动词就有make（做）、get（得到）、stop（停止）、let（允许）、keep（保持）、help（帮助）、refrain from（抑制不做某事）、exert oneself to（尽力）、try to（试图）、manage to（成功）、fail to（失败）、resist（抵制）、yield to（顺从）、withstand（抵抗）、urge（催促）、persuade（劝说）、refuse（拒绝）等。（Talmy，2000:425-440）而且力也可以有多种分类，不但有表示物理意义上的力，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力。

1. 物理力（Physical Force）

“物理力”指的是某一具体的物体所发出的力量。例如：

［132］

a. The ball was rolling along the beach.（那只球沿着海滩在滚。）

b. The ball kept rolling along the beach.（那只球沿着海滩不停地滚。）

此例中，句a是中立的，没有说明“力”的来源，但句b说明外界的某种力导致了“ball”的运动。

2. 心理力（Psychological Force）

“心理力”指的是心理感受或情感所造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例如：

［133］

a. He didn't close the door.（他没有关门。）

b. He refrained from closing the door.（他克制着不去关门。）

此例的a句表明施事的无作为，但b句表明施事克服了采取某种行动的冲动；a句的not-VP对力的描述是中立的，而b句的refrain from VP-ing表达了施事内部具有严重的力的冲突。

3. 社会力（Social Force）

“社会力”指的是社会责任、义务等构成的一种动力或约束力。例如：

［134］

a. She's got to go to the park.（她一定得去公园。）

b. She gets to go to the park.（她得去公园。）

Got to VP这一结构表示主语不想行动的愿望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克服，因此她必须行动。Get to VP的结构表达的是主语要行动的愿望没有受到外界的阻挡，因此她可以行动。两个句子都表达了同样的结果状态，但它们的句法结构隐含了导致了该最终状态的不同的社会外力。

力的图式结构与场景成分互相施加的力量有关。这些力量以吸引、排斥、融合、禁止等形式出现。这一图式的基本语义角色是“主角”（agonist）和“反角”（antagonist）。根据这一图式，我们可以解释情态的因果关系及起源，由此构成的封闭类词正是动力概念所要解释的。显然，这一类别不仅包含物理动力，还包含心理的、社会的和人际的互动。

二、对力动态的基本区分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只在物理力的范围内考虑力动态的基本区分，首先探讨的是在整个力动态系统中均起作用的基本类型。Talmy（2000）将稳定状态（steady-state）力动态的基本类型分为以下几类：

（1）主角的趋势为静止（如下例中的a，b）或运动（如c，d）；

（2）主角的结果为运动（如a，c）或静止（如b，d）；

（3）主角的力量比反角小（如a，d）或比反角大（如b，c）。

参看下面这组例句：

［135］

a. The ball kept rolling because of the wind blowing on it.（由于风吹在球上，它不断地在滚。）

b. The shed kept standing despite the gale wind blowing against it.（尽管狂风大作，小屋屹然不动。）

c. The ball kept rolling despite the stiff grass.（尽管草很坚硬，球还是不停地在滚。）

d. The log kept lying on the incline because of the ridge there.（由于有突出的山脊，圆木停在了斜坡上。）

这些基本类型还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 冲击（impingement）状态变化

冲击状态变化有三种形式：（1）主角的趋势为静止（如下例中的a、d）或运动（如a、b）；（2）反角的作用为致使（如a、b）或允许（如c、d）；（3）主角的结果为开始运动（如a、c）或结束运动（如b、h）。例如：

［136］

a. The ball's hitting it made the lamp topple from the table.（球打在了灯上使它从桌上倒下了。）

b. The water's dripping on it made the fire die down.（水滴在火上使它灭了。）

c. The plug's coming loose let the water flow from the tank.（塞子松了以后使水从水箱里流了出来。）

d. The stirring rod's breaking let the particles settle.（搅拌棒断了以后，微粒积淀了下来。）

2. 力量平衡的变化

这类变化是指主角与反角之间维持着相互的冲击力，但平衡由于双方力量的加强和减弱而发生变化。例如：

［137］The enemy overcame us as we stood defending the border.（我们坚守边境，但敌人把我们打败了。）

除了以上的基本类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稳定状态力动态情况，例如：

［138］The plug's staying loose let the water drain from the tank.（塞子一直松着，水从水箱漏光了。）

［139］The fan's being broken let the smoke hang still in the chamber.（排风扇坏了以后，烟雾在房间久久不散。）

例［138］体现的是反角的无妨碍的延续的运动（extended letting of motion），而例［139］体现的是反角的无妨碍的延续的静止状态（extended letting of rest）。

三、力动态理论对情态动词的分析

Talmy（2000）用力动态理论分析了英语中情态动词的用法。力动态系统特征的发展和使用范围的延伸使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情态动词。以下这些情态动词力动态的核心用法在于其“义务用法”（deontic use）：

a. can / may / must— shall / will / need / dare / had better

（能够/可以/必须——应该 /愿意/需要 /敢于 /最好）

b. have to / be supposed to / be to / get to

（不得不/应该　计划/必须）

下面的例句体现出情态动词的上述用法：

［140］John can/may/must/should/ought/would/need/dare/had better not leave the house.（约翰不可以/不能/不应该/不会/不需要/不敢/最好不要离开这幢房子。）

这些情态动词的基本用法的一个重要语义特征是，它们大部分指一个有意识的（sentient）主角和一个心理、社会而不是物理的互动关系。只有can（not）、will not涉及物理的因素。例如：

［141］

a. The knob wouldn't come off，no matter how hard I pulled.（无论我多么用力拉，把手就是拔不下来。）

b. The ball can't sail out of the ballpark with the new dome in place.（由于新盖了顶棚，球不可能飞到球场外面。）

c. *The ball has to stay in the ballpark with the new dome in place.（由于新盖了顶棚，球必须待在球场里面。）

d. An electron has to stay in a particular orbit around the nucleus.（电子必须围绕着原子核在一条特殊的轨道上旋转。）

情态动词还有另外两种用法，一种是主角降格（agonist demotion）的用法。例如：

［142］The cake can/may/must/should/need not/had better stay in the box.（蛋糕能够/可以/必须/应该/不需要/最好留在盒子里。）

此例的主语实际上不是所描述场景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人，但在句中没有表达出来。其真正的意思是：

［142′］People /You must make/let/have the cake stay in box.（人们/你必须使得/让蛋糕待在盒子里面。）

除此之外，情态动词还有一种表示推理或猜测的用法（epistemic use）。例如：

［143］The pear could/may/must/should/needn't be ripe by now.（这只梨现在可能/也许/肯定/应该/不一定熟了。）

这一用法不涉及社会交往中有意识的主角，而涉及有关推理关系中的某些信念。

本章我们从概念化的定义入手，分析了概念化与语言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重点介绍了Talmy有关构形系统、注意力、视点与情景、力动态的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并通过英汉对比的方式，讨论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不同的概念化所产生的不同语义表达结构和方式。Talmy的研究为我们解释语言结构与我们认识事物方式的特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目前，从构形、注意力、力动态角度对汉语语言表达的特点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没有。这是一个尚需进一步开垦的处女地。


第六章　隐喻的认知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隐喻已经成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隐喻被认为是人类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词义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本章首先对隐喻研究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指出其贡献和局限，然后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的特点、隐喻与明喻的差别、隐喻与转喻的差别、隐喻理论的应用等进行讨论。

第一节　隐喻研究历史简要回顾

一、隐喻研究的三个传统

对隐喻的研究可分为三个传统：一是修辞学传统，二是哲学传统，三是语言学传统。隐喻的修辞学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后人把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概括为“替换论”，其基本观点是，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是词与词之间的替换。由于是一种替换，因此隐喻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它只是增加语言表达力的一种工具。这一观点的基础是“规范意义论”，即认为存在一种由原始意义组成的规范意义层次，由此可以不通过隐喻而表达任何意义。

隐喻的哲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氏认为，哲学讨论的应该是真理问题，但隐喻却教人如何花言巧语，因此是真理的大敌。然而，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洛克（John Lock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却把隐喻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功能放到了很高的地位；特别是海德格尔，把隐喻与诗和思等同了起来。但是哲学家只关心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对隐喻的定义和范围划分都很模糊，对隐喻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特点没有太大的兴趣。

隐喻的语言学研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本旺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和英国语言学家乌尔曼（Stephen Ullmann）等。本旺尼斯特从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区别出发，把隐喻作为一种词语的组合关系放在语义学中来考察，突破了传统修辞学把隐喻作为一种词汇层次的现象的局限，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话语现象。乌尔曼则从意义变化的角度来考察隐喻。他把隐喻看作是语言词汇意义变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从心理学角度，用相似性联想的理论来解释隐喻产生的基础。遗憾的是，在现代语言学中，无论是在句法学还是语义学中，我们却基本找不到专门讨论隐喻的章节或文章。

这三种研究传统虽然都关心并研究隐喻，但其出发点不同，理论目标不同，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修辞学家关心的是隐喻的修辞功能；哲学家关心的是隐喻对思维的影响，而从语言学角度对隐喻的研究则不可避免地与词的组合、词的意义变化等联系在一起。

二、有关隐喻本质的理论

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从Richards（1936）的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开始，隐喻被认为是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语言中的隐喻被认为是派生的（derivative）；到了Lakoff和Johnson（1980）出版Metaphors We Live By
 时，隐喻更是明确地被认为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现在，隐喻研究者们基本都接受了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的观点。有些研究者还认为，语言中的隐喻与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等）中的隐喻同源。但是问题在于，Lakoff和Johnson等人讨论的所谓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与修辞学家们通常所讨论的隐喻并不完全相同。修辞学家关注的更多的是所谓的新奇隐喻（novel metaphor），这些隐喻往往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创新。从认知的角度，这种语言创新当然也提供了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手段，只不过修辞学家更关心的是它们的语言表达效果，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它们的认知功能；而Lakoff和Johnson（1980）等讨论的概念隐喻有一个最大特点是人们最初在使用它们时是无意识的，是被迫的——也就是说，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或者是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只能选择某种事物来表达另外一些本来无法表达的事物，或者是他们根本就认为某事物与用来表达它的事物就是属于同样范畴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与典型的隐喻是否一回事呢？如果我们把有意识地将某一事物看作另一事物作为定义隐喻的标准的话，那么Lakoff和Johnson（1980）所讨论的隐喻（如LOVE IS A JOURNEY）大多数都至少不是典型的隐喻。这样，把隐喻从本质上定义为一种认知现象与认为大部分隐喻具有隐喻功能就不完全是一回事。语言中的隐喻可以分出许多种类（见束定芳，2000），但这些隐喻是否都是概念隐喻的派生物恐怕值得讨论。

人们一般认为，从认知角度对隐喻的研究始于Lakoff和Johnson（1980）的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不过，根据有关学者（如Jakel，1997）的研究，对隐喻认知功能的认识其实并不是从Lakoff 和Johnson开始，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都对隐喻的认知功能有过一些重要的论述。Jakel（1997）列出了部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重视的研究者及其著作：


	John Locke（1689）: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Giambattista Vico（1744）: 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70）: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lichen Casus und Modi: Ein Versuch


	Johann Adam Hartung（1831）: Ueber die Casus，ihre Bildung und Bedeutung，in der grieschen und lateinischen Sprach


	Hermann Paul（1880）: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F. Max Muller（1888）: Das Denken im Lichte der Sprache


	Ernst Cassierer（1923）: Philosophie der sybolischen Form. Vol. I: Die Sprache


	Jose Ortegay Gasset（1925）: Las dos grandes metaforas


	Karl Buhler（1934）: Sprachtheorie


	Jost Trier（1934）: Deutche Bedeutungsforschung


	Bebjamin Lee Whorf（1939）: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language


	Arnold Golen（1940）: Der Mensch


	Walter Porzig（1950）: Das Wunder der Sprache


	Franz Dornseiff（1955）: Bezeichnungswandel unseres Wortschatzes: Ein Blick in das seelenleben des Geistes. Vol. I: Das Denken


	J. M. Anderson（1971）: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G. A. Miller & P.N.Johnson-Laird（1976）: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Julian Jaynes（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以上这些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例如，Hartung（1831）就指出：

我们的感知部分通过感官，部分通过大脑。感官感知总是先于大脑感知：因此语言先为感官感知服务，然后再为大脑感知服务。通过大脑和感觉之间的类推，词语后来都转移到大脑感知上。与诗人一样，普通人通过隐喻来美化语言。正如没有一个感觉词语不能用于大脑感知上一样，没有一个描述大脑有关的事物的词语不是取自于感觉事物。因此，无论何时我们同时拥有感觉和隐喻用法时，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把前者看作是基本的。

Whorf（1939）对隐喻的认知功能也有精彩的见解：

我们如果不通过与身体有关的隐喻就几乎无法指称哪怕是最简单的非空间情景。我们的隐喻系统，在利用空间经验来命名非空间经验时，运用了声音、气味、味道、情感以及诸如颜色、光亮、形状、角度、质地和空间经验这样的思维特征。

再看Cassirer（1923）对隐喻的分析：

由于我们对身体四肢的熟悉使得它们成为空间中所有拓展的出发点。这一身体的意象，作为严格完整和有结构的有机体，成了我们理解整体世界的一个模型。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协调层次，我们以后可以回过头来再对它加以利用，从中我们还可以借用一些词汇来指称这一过程。

德国语言学家Harald Weinrich（1958）对隐喻也有过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论述。例如，针对隐喻所涉及的范围，他指出：

是否每个隐喻都根植于一个意象域？也许这样说太过了一点。事实上，每一个词都可能拥有隐喻意义，每一个事物都可以通过隐喻来表达。想象没有止境。任意的、孤立的隐喻永远是可能的。

从以上的论述（均引自Jakel，1997）可以看出，这些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以身体体验为基础，这与认知语言学领域Lakoff（1999）等主张的隐喻体验性的观点相一致。

第二节　隐喻的运作机制

一、语义冲突：隐喻的基本条件

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隐喻才有可能产生。孤立的词不可能成为隐喻。法国语言哲学家Paul Ricoeur曾指出，我们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Ricoeur，1978/1975）。

一般情况下，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种。语言语境指的是上下文，或者是词语的搭配或前后组合关系。非语言语境指的是交际环境和文化背景等。隐喻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语义冲突，它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语义冲突也可称为语义偏离（deviation），指的是在语言意义组合中违反语义选择限制和常理的现象。语义冲突可以发生在句子内部，也可以发生在句子与语境之间。

1. 句子内部的语义冲突

笔者（束定芳，2000）曾根据隐喻的句法特征区分了名词性隐喻和谓词性隐喻（包括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等）。这些隐喻都可能出现在句子层次。例如：

［1］Metabolically，the brain is a pig.（从新陈代谢看，大脑是一头猪。）

这是一个名词性隐喻。其中，the brain 与pig属于不同的范畴，用is将两者等同起来违反了人们对“brain”和“pig”的特征和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两者的语义组合出现了矛盾。用Max Black（1962）的术语来说，the brain是“框架”，而pig是“焦点”。“焦点”与“框架”的意义处于冲突之中。“焦点”是解决意义冲突的核心，它应该作为隐喻来理解。例如：

［2］His wife had been damaged in a crash.（他的妻子在车祸中受伤。）

这是一个谓词性隐喻。其中，“damaged”是“焦点”，而句子的其他部分是“框架”。由于英语中“damage”这个词一般用于“物体”，而这里却用在了“人”的身上，因此产生了语义上的冲突，迫使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它的用法。实际上，这一隐喻隐含着“Human being is an object”这样一个概念性隐喻。再如：

［3］He followed her sheepishly.（他像绵羊一样跟随着她。）

这也是一个谓词性的隐喻，其“焦点”是副词“sheepishly”。句子的其他部分为其“框架”。“人”（he）和“sheep”的动作之间并不等同，只能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超乎常规的组合。因此，这一句子的理解隐含着“He is a sheep”这样一个隐喻。

因此，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谓词性的隐喻实际上都隐含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往往可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对某些事物的信仰或某一特定文化对某些事物的特殊认识，也就是Lakoff等人所指的所谓“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例如：

［4］他怒火中烧。

这一例子就隐含着汉语中“愤怒是火”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隐喻。

与其不同的是，名词性隐喻更多地是直接把某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因此经常采用的是“A is B”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例如我们前面所举的例［1］。由于这类隐喻直接把“本体”和“喻体”放在了一起，使语义之间的对比和冲突更为直接和显豁，因此它们往往更多地用来表达所谓“新奇”（novel）的隐喻。例如：

［5］中年可能是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中年可能是一辆公交车……中年可能是一张旧船票……。

以上例子都是在句子内部所发生的语义冲突，这种冲突提示听话者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句子的意义。但是，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语义的冲突还可体现在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与语境之间的冲突上，这种冲突也可能是隐喻性话语的信号。

2. 句子与语境之间的冲突

如果我们用Black的术语“焦点”和“框架”来描述句子与语境的关系，有时整个句子可以是“焦点”，而相关的语境则成了“框架”。例如：

［6］That isn't English. That's German.

语境1：有一位哲学家不懂英语，也不懂德语。他问一位同事，他手中的论文是英文的还是德文的。同事这样回答。

语境2：一位哲学家用英语写了一篇哲学论文，但其风格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说话者如此评价这位哲学家的写作风格。

显然，在语境1中，句子［6］是个普通的句子。但在语境2中，该句就是一个隐喻句。因为，语境中的文字确实是“English”，说话者把“英语”“硬”说成是“German”明显违反了Herbert Paul 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而根据Grice对“会话含义”的解释，违反某一准则表明说话者要表达的是一种特殊的含义，像上面把英语论文说成是德语论文就意味着说话者希望听话者透过字面意义去推断说话者实际上所隐含的意义，也就是“隐喻性”含义。

我们发现，句子的字面意义与语境的冲突一般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句子中的指称词语指的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所指对象，例如：

［7］The old rock is becoming brittle with age.

就句子本身而言，这是一个语义正常的句子。但是，如果在某一语境中，“the old rock”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rock”，相反，说话者所谈论的话题却是一位“老教授”，那么“the old rock”这一指称词语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的实际所指发生了冲突。整个句子由于话题对象的不同，因而需要透过字面意义来理解。

另一种情况是整个句子，甚至是整个篇章所描述的事态与实际语境中的事态完全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两类事态属于同一范畴。这种情况往往是谚语或者是寓言。例如：

［8］雷声大，雨点小。

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说话者并不是在描述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另有所指。也就是说，说话者描述的是与这种情况相似的另一种事态。汉语中的许多四字格成语往往都有这种功能，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

二、映射：隐喻运作的基本方式

然而，隐喻意义并非语义冲突本身，而是对这种冲突作出的回应。用M. Beardsley（1962）的话来说，隐喻是从一个自我毁灭、自我矛盾的陈述构建一个有意义的自我矛盾的句子。所谓“毁灭”应该是字面意义的毁灭。而在这“毁灭”过程中，新的意义也就同时诞生了。隐喻的语义冲突是隐喻成立的基本条件，但它仅仅是一种线索，一种外在的形式特征，其真正的工作机制还存在于接下来听话者对这一隐喻的真正含义的推断过程中。这一理解过程涉及了一个领域的语义特征向另一个领域转移的过程。

既然是冲突，就必须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参与者。隐喻一般涉及两种分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中国传统修辞学中的“本体”和“喻体”、Richards的“tenor”和“vehicle”、Lakoff等人的“target domain”和“source domain”等都指出了隐喻所涉及的有关方面。因此，隐喻就其结构特征来说，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两个对象”，二是两个对象属于不同的领域。“差异”是构成隐喻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

［9］

a. An encyclopedia is a dictionary.（百科全书是一种词典。）

b. An encyclopedia is a gold mine.（百科全书是一座金矿。）

从本质和功能上来讲，“百科词典”就是词典的一种，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因此，例［9a］在语义上并没有什么异常；而“百科词典”与“金矿”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两者的“并置”和“等同”就造成了语义冲突，具备了隐喻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再如：

［10］

今年5月份，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在南京首推“房屋银行”业务，如今，“房屋银行”这一概念一天天深入人心。

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不久前指出，“银行”称谓不得任意使用，银行是专门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特殊单位，任意使用“银行”作为称谓，借助银行的信誉度，容易在公众中造成误导，严重的还可能引起社会的混乱。央行的一道规定使得市民和企业都有些尴尬。

……市民认为，“房屋银行”的提法最大特点是形象，很直观明了地将该业务说清楚，房子就像钱一样既可以“存入”，又可以“贷出”。“房屋银行”只是一个比喻，老百姓也不会把“房屋银行”当作真的银行，所以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名大可以商榷一番。

（《文摘报》2001/8/5）

“市民”完全知道“房屋银行”并不是“真正的银行”，两者之间只是在某些方面相似，两者之间的差别才使得这一隐喻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把隐喻的理解过程分为“辨认”和“隐喻意义推断”两个阶段（参见束定芳，2000），前者是听话者通过明确信号或语义冲突及其性质做出对句子需作隐喻性理解的判断，而后者则是根据隐喻所涉及的两方事物之间的关系对该隐喻的实际意义或说话者的真正意图进行推断的过程。隐喻理论中Richards（1965）和Black（1962）所提出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Lakoff（1980，1987）等人提出的“映射理论”（Mapping Theory），还有最近Fauconnier（1997）等人提出的“合成理论”（Blending Theory），都是对隐喻理解的第二阶段所作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解释理论其实并不互相矛盾，它们各有所侧重，都有新的发现；它们既互相重叠，同时也互相补充。但其中单独任何一个理论，或三者结合起来也不能完全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

1. 互动

Richards是最早提出“互相作用”这一概念的修辞学家。他对隐喻的定义依据的就是“互相作用”这一标准：

要判断某词是否用作隐喻可以通过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辨本体和喻体，我们就可以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它的原义，如果我们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参见Richards，1965:119）

然而，Richards虽然指出了隐喻的意义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他并没有就这种互相作用的方式和基础进行讨论。后来Black（1962，1980）在Richards互相作用理论的基础上对隐喻中“焦点”和“框架”之间“互相作用”的方式作出了具体的描述。下面我们从Black对一隐喻实例的分析来看“互动理论”对隐喻的工作机制的解释：

［11］Marriage is a zero-sum game.（婚姻是一场零和的游戏。）

Black认为，该陈述中具有一个“隐含复合体”（implicated complex），这一复合体可以被描述为：

（G1）A “game”is a contest；（“游戏”是一场争斗；）

（G2）between two opponents；（在两个对手之间；）

（G3）in which one player can win on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其中，一方只有在对方付出代价时才能获胜。）

这样，相应的有关marriage的可能陈述就取决于对“contest”、“opponents”，特别是“winning”的理解。下面是可能的一种理解：

（M1）A marriage is a sustained struggle；（婚姻是一场持久的争斗；）

（M2）between two contestants；（在两个对手之间；）

（M3）in which the rewards（power？ money？ satisfaction？）of one contestant are gained only at the other's expense.（其中，一方的回报［权力？金钱？满足？］只有在对方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获得。）

Black指出，以上隐含复合体中的三个成分，即（G1－3），与相应的关于婚姻的陈述，即（M1－3）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M2对婚姻的陈述可以说正好与G2对两人的游戏的陈述相对应。但在G1向M1的转换中，说相似性要比说等同更可信。至于M3，“gain”与其在G3中的意义相比，显然是一种引申的意义，因为婚姻中的争吵常常不会有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胜利”。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Richards和Black的“互相作用”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不真正指“本体”和“喻体”或“焦点”和“框架”之间“你来我往”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义上的“互动”，而是指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引发了对某一陈述的真正意义的“追寻”，而在这一实际过程中，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喻体”的一系列特征和所谓的“隐含复合体”，然后找出本体中“相对应的”部分，然后确定哪些可以作为适合本体的“可能陈述”。在这一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互为参照，前者是源，后者是限制某些理解的“过滤器”（filter）。虽然Black没有明确说明喻体的特征“转移”到了本体上，没有说明“互动”的方式是“单向的”，而且限制某些理解的基础是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性。但是这些都隐含在了他对互动过程的解释中。

2. 映射

如果说Richards和Black对隐喻的“互动”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系统性和依据的解释并不明确的话，那么Lakoff等后来对隐喻意义产生的解释就明确地揭示了隐喻所涉及的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这一重要特点。首先，在术语的选用上，Lakoff等人避免了“tenor”（本体）、“vehicle”（喻体）和“focus”（焦点）这样一些容易与单个的词语联系起来的概念，而是采用了“domain”（领域）这一术语，隐含着单个隐喻后面所涉及的巨大的意义网络。他们进一步采用“source domain”（源领域）和“target domain”（目标领域）来说明两个领域互动关系的方向性。同时，他们把两个领域之间的这种具有方向性的互动称为“映射”（mapping）。映射一般由源域向目标域进行，因此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映射同时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即源域的结构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中。这就是Lakoff提出的著名的“不变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

所谓的不变原则，就是隐喻映射在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保留源域的认知布局（topology），即意象图式结构。例如，如果源域是个容器图式结构，容器的内部将映射到目标域的内部上，外部映射到目标域的外部上，边缘映射到目标域的边缘上。在路径图式中，源域中的起点被映射到目标域中的起点上，源域的目标被映射到目标域中的目标上，如此等等。

不变原则实际上是对映射过程的一种制约（constraints）。也就是说，目标域内在的意象图式结构不会受到破坏。目标域的结构限制了自动映射的可能性。例如：

［12］Life is a journey.（生命是一次旅行。）

在这一隐喻中，源域是journey（旅行），目标域是life（生命）。源域具有的显著结构特征包括：①旅行者；②旅行有开始、旅途和结束等结构；③旅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在理解过程中，journey的各种显著结构特征，就被系统地映射到了life这一领域。因此，life与journey一样，有始也有终。人生旅途中，有时可能一帆风顺，有时可能充满艰辛。因此，英语中有如下的表达法：

He got a head start in life.（他在生命中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I am where I want to be in life.（我目前的生活正是我期望的。）

I am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我目前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街头。）

He's never let anyone get in his way.（他从来不让人妨碍他的生活。）

He's gone through a lot in life.（他人生中经历了很多。）

因此，根据Lakoff等人的观点，隐喻的意义取决于源域的意义和结构特征。在隐喻理解过程中，源域的结构被大规模地、系统地转移到目标域中，并成为目标域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前者决定了后者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不变原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源域中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关系在目标域中仍得到系统的保留，并不意味着源域中所有特征毫无保留地全部“映射”到目标域中。

以上我们也可以看出，Lakoff等人的映射理论虽然对隐喻所涉及的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方式和重要特点作出了描述，但是，我们知道，Lakoff等人感兴趣的是概念性隐喻，是深藏在人们概念系统中的本体式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例如，“时间是空间”、“生命是旅行”等等之类的隐喻，由于隐喻所涉及的一方是人们相对熟悉的事物，如空间概念、身体及其功能等，它们本身具备一定的结构和意义，而另一方则是本身不具备自己独有的（或限于认识能力尚未发现）结构和意义，因此后者完全借鉴了前者的结构，成为（当时）认识该事物的唯一的方式。“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是这类隐喻的最大特点。虽然Lakoff也提到了对映射过程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恰恰来自源域，而不是“目标域”，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在Lakoff等人的理论框架中实际上也不存在。“单向映射”其实无法解释像“marriage”以及“game”本身具有复杂结构的隐喻其隐喻意义创生的过程及其特点。

3. 合成

对Lakoff“映射理论”构成补充的是Fauconnier（1997）提出的“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理论。按照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隐喻涉及两个心理空间。但是，在隐喻意义的创生过程中，不管是源心理空间，还是目标心理空间，都为即将产生的新的心理空间（隐喻意义）提供“输入”（input）。不但如此，还有一个凌驾于源心理空间和目标心理空间之上的另一个心理空间，“类空间”（generic space），即两者的一个上位概念，也为即将诞生的空间提供输入。这样，隐喻的“互动”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扩建，而是四个空间。隐喻意义不仅仅是源空间和目标空间之间的“互动”，而是源空间、目标空间和类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例如：

［13］That doctor is a butcher.（那个医生是个屠夫。）

按照Fauconnier的理论，这一隐喻涉及了四个心理空间：（1）源空间，即与“doctor”有关的心理空间；（2）目标空间，即与“butcher”有关的心理空间；（3）类空间，即抽象程度更高，包括doctor和butcher及其结构关系的更高一层的“类属空间”；（4）最终形成的合成空间（见图6-1）。

每个空间都有一个具有特色的意义结构，比如在“医生”空间中，相关的概念包括“病人”、“手术室”、“手术刀”；相关的结构关系包括“医生在手术室为病人做手术，目的是为病人康复”等等。在“屠夫”这一心理空间中，相关的概念包括“动物”、“屠宰刀”、“屠宰场”等，而相关的结构关系包括“屠夫在屠宰场宰杀动物，目的是获得动物的肉”等等。而在更为抽象的层次，有一个包括了“医生”和“屠夫”在内的“类心理空间”中，相关的概念有“施事、受事、工（刀）具、程序、目标、方式”等。

在理解“The doctor is a butcher”这一隐喻的过程中，不但“屠夫”和“医生”构成了意义理解的输入，而且“类空间”也是输入的来源之一，最后形成的新的空间是一个经过了合成的（blended）空间，三个输入空间的特征在其中都得到了体现（见图6-1）。

从图6-1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诞生的心理空间通过角色关系与屠夫联系了起来，其面对的对象仍然是病人，但手中所操的工具可能是手术刀，也可能是屠宰刀（有意模糊），场所仍在“手术室”，目标是“为了病人的康复”。但动作所进行的方式却是“屠宰”。最终，事件结构之间对应关系的错位终于使听话者得出“医生不称职”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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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外科医生是屠夫”的概念整合网络

（参见 Fauconnier & Turner，1997/1999）

显然，“合成空间理论”细化了对隐喻意义产生互动过程的描述，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理解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但是，“合成空间理论”提出的目标域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的解释不够准确，因为目标域的主要作用是对源域向目标域映射过程进行限制，本身并不是映射内容的一部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Fauconnier等人提出的“合成空间理论”并非专门用来解释隐喻。只是某些类型的隐喻的意义产生过程正好属于典型的概念合成情况，可以通过这一理论得到解释。也就是说，合成空间理论只能解释部分类型的隐喻，尤其是源域和目标域结构都比较明显的隐喻。而且，“合成空间理论”也没有能够对概念合成的理据、“相似性”及相关概念作出相应的解释。

三、相似性作用：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语义冲突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互动是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方式，那么相似性就是这种互动过程的根据（ground），是区别隐喻和其他相关语言现象的重要条件。例如，转喻其实也具备我们前面说的语义冲突和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两个特征。但转喻的基本条件是两个事物之间的邻近关系（contiguity），如部分与整体关系（如“人手”与“人”），所在地—机构关系（如“白宫”与美国政府），标志性事物与某一事物（如巾帼与妇女、须眉与男子）等，而隐喻却根据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如“John is a lion”利用的就是“人”和“狮子”之间具有“勇猛”这一共同特征。

亚里士多德指出：难能可贵的是做一个隐喻大师。这是一种不能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东西。它也是天才的一种标志，因为一个好的隐喻隐含着在不同事物中发现相似性。（Aristotle，1459a:5-8）

传统隐喻理论中的“对比论”（Comparison Theory）实际上也是对隐喻工作机制的一种解释。“对比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作是认为每一个隐喻其实都隐含了一个“明喻”，或者说，每一个隐喻实际上就是省掉了“像”（英语中为like或as）这样的明确标记。比如在持“对比论”观点的人看来“The doctor is a butcher”其实就是“The doctor is like a butcher”的省略形式。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成分补充上去，把前者比作后者，来确定整个隐喻的含义。

“对比论”遭到批评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仅仅把隐喻作为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而且还在于它颠倒了隐喻和明喻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参见束定芳2000：51），混淆了两者之间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但是，正如“替换论”一样，它也揭示了典型的隐喻显而易见的一个重要特征：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Richards（1965）也提出本体和喻体之间需要“理由”（ground），而这种“理由”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他却同时也指出，我们经常找不到隐喻的“喻底”，而且两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所起的作用与相似性一样大。他甚至提出，隐喻的效果主要不在于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它们之间各种特征的相互作用。这样，Richards其实就把相似性的作用排斥在隐喻工作机制的解释之外。那么，什么是相似性呢？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所谓的相似性就是两个事物之间相似的地方。相似有物理的相似性和心理的相似性之分，相似性还有程度上的不同。物理的相似性可以是在形状或外表上、功能上的一种相似，心理相似性是指由于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某些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很大，某些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很小，有些事物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相似性。前面我们曾经提出，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利用事物之间人们已感受到的相似性，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则将原来并不被以为其间存在着相似性的两个事物并置在一起，构成隐喻，从而使人们获得对其中某一事物新的观察角度或新的认识。可见，相似性是隐喻赖以成立的基本要素。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与相似性有关的几个主要特征。

1. 形状相似

相似性可以指事物之间形状上或功能上的相似。例如下面的隐喻性词组，利用的就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在形状上的相似，如“鸡冠花”、“马蹄铁”、“剑齿兰”等。再看：

［14］……他提出，最理想的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教育应该采取“花瓶式”培养方式：首先巩固基础知识，面要广，就像花瓶的底部宽才能站得稳；底部以上就是一个收敛的阶段，代表了“严”；……到了瓶口处，则是放开的，意味着希望学生能够通过一些课外的训练和培养能具有自己的创新精神。

（引自《“花瓶式”模式当提倡》，载《文汇报》2001/8/7）

这也是一个利用物体形状的相似性的隐喻例子。说话者把花瓶的形状用来说明学生的知识结构，既形象又生动。

2. 功能相似

隐喻也可以利用两事物之间功能上的相似。例如：

［15］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skeleton for a（and we stress the indefinite article）history of pragmatics during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with the main focus on Europe. The “meat”will be put on in a book on which the authors are currently working.（本文为19和20世纪的语用学历史提供了一个“骨架”，重点放在欧洲部分。“肉”的部分将在作者正在撰写的书中装配上去。）

这一例子利用人的“骨架”的功能来说明历史的“框架”。具体的内容之于历史框架相当于“肉”之于“骨架”，两类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主要是从功能的角度出发而想象出来。说是“想象”出来的，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客观上的相似，这是一个“创造相似性的隐喻”。

3. 心理相似

心理相似性指的是一种非物理意义上的相似，即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相似，一些常见的方向性隐喻往往利用的就是某些事物的物理基础与某些心理体验之间的相似，如受到概念隐喻“HAPPY IS UP；SAD IS DOWN（幸福为向上；伤心为向下）”的影响，英语中可以说：

［16］

a. I'm feeling up.（我情绪高昂。）

b. That boosted my spirits.（那激起了我的情绪。）

c. My spirits rose.（我情绪高涨。）

d. My spirits sank.（我情绪低落。）

这些隐喻表达法的物理基础是：当人们悲伤或沮丧时身体常常呈弯曲状；而直立的姿势一般与正面情绪有关。

4. 创造相似性

有时，事物之间并不存在以上所提到的相似性，而是说话者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刻意“寻找”出来的。这样的隐喻因此也被称为创造相似性的隐喻（similarity creating metaphors）。请看下面一个篇幅较长的例子：

［17］


京剧是酒


清人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因谈诗而及文，以为“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姑宜词婉”。进而以饭和酒与米之关系作喻，在他看来，饭和酒虽同出于米，但结果不同；而文因其“词达”则犹饭，诗因其“词婉”则如酒。即所谓“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云云。

这使我想到表演艺术，似乎也有可作比喻的对象。比如京剧，即当是酒；而话剧（传统的），以及影视剧等，则类于饭。

所以这样说，可以诉诸讨论的约有三点。

首先是在形态上，饭之于米，基本未变形，仍是颗粒状；酒不然，是由固体酿造而成为液体，形，在加工过程中，变了。这是从存在状态上讲。

其次是在功用上，饭是充饥的，“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酒又不同，是饮亦可，不饮亦可，并无大碍。这是就需要而说。

还有一点，是能否接受。正因为饭人人都要吃，所以，饭，人人都会吃；酒，则并非人人都会喝，当然，这与酒并非人人都要喝有关。故此，这里又有会与不会的不同。此是就能力而言。

由以上三点来看，是因变形之与否，而带来了需要的不同；又由需要的不同，而导致了能力的差异。

就话剧及影视剧说，简而言之：

第一，是它们不曾变形，即于舞台上，更不好说在银幕、荧屏里，其所表现的，大致不出为生活原态之展示；其次，是在反映生活思想等方面，与现代人尤为贴近，为大众所需要，可解精神生活之饥；再次，因未变形，便在艺术形式上，不构成审美障碍，人们一般都能看得懂。

显然，其性状大体与饭相类。

再说京剧，应着文题，要多啰嗦几句。

在艺术形态上，京剧是写意虚拟的，此所谓，即是不求生活之真；具体来讲，则是对生活原态的抽象、变形，从而提炼、“酿造”出一系列程式化的舞台语汇，其表演、服饰、舞台环境等等，俱俨然为“酒”而非“饭”了。此其一。

第二，在功用上，京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似乎多半是供人消遣的，所以，到了极左年代，批判起京剧，总也脱不掉上（台上）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台下）连“遗老遗少，有闲阶级”。客观地说，其对现实的隔膜，以至于无用，也确是事实，而难以成为一碗“果”人们精神之“腹”的“饭”。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有了“饭饱”，也不当排斥“酒足”；“有闲”也并不为过，相反，它是人类进步结果，没有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闲人”，还生不出艺术、哲学这类玩意呢！周作人把“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饮的点心”，称作是生活中“无用的装点”（《北京的茶食》）。我看，还是让京剧低调一点，做一杯“无用的装点”的“酒”的为好。文革中，它倒是被“旗手”空前地提高过，成为极端功利的政治工具，但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空前灾难。这又何苦来呢！

第三，在接受差异上，是大多数人看（听）不懂京剧，其关键处，倒不在戏的内容故事，而是在形式表现，什么角色的行当，西皮二黄、京白韵白、起霸走边，让人莫名其妙；此还是表层的，更不要说内中之蕴涵：一字一腔里面的意味、韵致，抬手投足之间的气象、境界，就越发不明究底了。明摆着，比较起话剧及影视剧来，京剧，确实不是那么好（容易）看的；酒呢，也不像吃饭那样来得容易。不过唯其如此，京剧、酒才有了价值。换言之，京剧与酒的那点味道，也正在他们的那点欣赏、品尝的不易上。所以酒能过瘾；京剧自不例外，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有个节目，不就叫“过把瘾”吗？倒没有听说过“吃饭过瘾”的；说“话剧、影视剧过瘾”，似也不大沾边。只是究竟是“酒”，即非谁都能喝，总归不妥。于是，有好心人，便在京剧这杯“酒”里兑水，力图稀释之而有所助益。结果呢，不喝酒的还不喝，喝的呢，又因为酒之味薄也就不再光顾了。

酒，从来没有要求人人都能饮，京剧，既然是“酒”，也大可不必期望人人都会喝；于能喝者，则理应让他们喝得尽兴、饮得痛快——

于京剧，有此定位和认同，我们的心态是否能平常一些，抑或更自信一些呢？

（《文汇报》2005年6月3日）

显然，“京剧”与“酒”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物理意义上的相似，心理相似也谈不上，作者之所以把京剧说成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借“酒”这一事物的特性来说明“京剧”的特点。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作者为了说理的需要而想象出来的，是作为后面的论述的一种铺垫或“造势”。

5. 相似性的程度

相似性是有程度之分的。相似性的程度与隐喻的隐喻性有密切关系。相似性的程度大小与事物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关。一般情况下，属于同类的事物往往相似性大于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但是，由于隐喻往往涉及两类不同种类的事物，因此，我们所说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一般所讲的相似性往往性质不同。“……说一个好人是‘正方形的’，是一个隐喻，因为‘好人’和‘正方形’都是完美的。”（Aristotle，Rhetoric
 ：1412a）

正方形和好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状或功能上的相似，可是他们却因为都是“完美的事物”而被归在了一类！从这个角度看，隐喻甚至可以说是对事物的一种重新分类（recategorization）。

从理论上讲，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的相似性就越大，但这与隐喻的隐喻程度（metaphoricity）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因为后者要求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距离越大越好。因此，好的隐喻应该恰当地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两类事物不能太近，又不能太远。亚里士多德说，隐喻应当取自有关系的事物，可是关系又不能太显著；正如在哲学里一样，一个人要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的相似之点。阿耳库塔斯说，公断人和祭坛是相同的，因为受害者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Aristotle，Rhetoric
 ：1412a）

6. 相似性与人类的知识结构

毫无疑问，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理解与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关。我们知道，有三种知识与我们的语言使用有关：逻辑知识、百科知识和词汇知识。逻辑知识表达事物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百科知识包括所有与某事物相关的专业或一般知识，词汇知识则与表达该概念的词的语音、语法和所指意义的知识。每一种知识的多少都对事物相似性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影响。例如：

［18］周五比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主持人得知当天正是米卢生日的时候十分惊讶，于是问米卢多大岁数。米卢同志笑着说：“我永远22岁。”整个就是一个南斯拉夫的刘晓庆，谁都知道他今年57岁。

（《新闻晨报》2001年9月10日）

要理解并欣赏“米卢整个就是一个南斯拉夫的刘晓庆”这样一个隐喻就需要听话者对刘晓庆有一定的了解，甚至知道她对自己的年龄“秘而不宣”的习惯。当然，由于这一隐喻实际上是先交代了这一隐喻的喻底，即使不知道刘晓庆对自己年龄保密的习惯的人也会因此而“得知”这一新的信息，发出会意的笑声。

有些隐喻，由于听话者对所涉及的事物之一的知识不足，理解也会出现困难。例如针对本章例［1］“Metabolically，the brain is a pig.”这样一个隐喻，尽管加了“metabolically”这一限制范围和提供线索的副词，人们理解这一隐喻还是无从下手，因此，作者必须紧接着“和盘”托出这一隐喻的真正喻底：

It consumes a fifth of the body's oxygen and similarly large portions of its calories and phospholipids. Greedy neural tissue lying around beyond its point of usefulness is a good candidate for the recycling bin.（它消耗身体五分之一的氧气以及相同份额的卡路里和磷。到处都是的贪婪而又无用的神经组织是扔进垃圾桶的理想对象。）（Pinker，1994:295）

另外一些隐喻，由于人们对源域事物的相对熟悉，因而说话者无需指出使用这一隐喻的理由。例如：

［19］余光中：我说过我这一生的关系，可用很多女性来说明，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母亲”、“妻子”、“情人”和“外遇”的主要特征人们都比较熟悉，因此作者无须一一解释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且这样做，不但使语言的表达简练，几个排比句显得十分整齐，而且把更大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产生一种模糊、朦胧和意犹未尽的美感。

综上所述，相似性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对的概念。也正是相似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隐喻的出现成为可能。

四、双重影像：隐喻的生动性和美感的基本源泉

与隐喻的结构特点和作用方式（即源域结构和目标域结构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的是隐喻的双重影像（double image）。双重影像是隐喻之所以生动的基本源泉。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中的每一个单位都与其他的词处于一种或是聚合、或是组合的关系之中。例如，“喝”这个词与“吃”、“饮”等处于一种聚合的关系，句法上互相可以替代；与“水”、“汤”、“酒”等则处于一种组合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相对固定，使用频率高，在使用者的大脑里便形成了一种图式结构。关键词一出现，相关的意象便同时出现。例如，当我们听到或读到“唱”这个词时，大脑里自然就会出现与“唱”处于聚合和组合关系的相关词或词语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意象：

[image: 189-01]


图6-2：“唱”的聚合与组合意象

所谓的双重影像，就是指隐喻中的异常搭配，不但勾起了通常的联想关系和相对应的意象，还同时诱发了听话者对新的搭配所构成的意象的想象。例如：

［20］The ship ploughed through the sea.（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

我们在听人说这句话时，脑海中首先会迅速出现一艘大船在大海里航行和一位农夫在耕耘田地的情景，然后，随着说话者继续说出“through the sea”后，我们大脑中便又迅速浮现出轮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艰难而又缓慢地行进的意象。正因为隐喻的这种双重意象性，隐喻才具有一般语言使用所不具备的、将本来属于某一领域的事物特征转移到另一领域、所引起的相关意象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过程。再如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一诗：

［21］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转引自《文汇报》2001年9月26日）

诗中，“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都是人们所十分熟悉的形象，诗人用它们来分别作为人生不同阶段“乡愁”的喻体，不但使原来无形的概念变得具体、鲜明起来，而且这些不同的形象的排列、组合和交织使读者产生了无尽的联想，增加了诗的生动性和表达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隐喻的工作机制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隐喻的一个重要语义特征是喻体的意义与本体或与语境的冲突。对隐喻的理解就是对这种冲突的消除。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互相作用。在这一互相作用过程中，其中某一领域（源域）的结构关系和相关特征被影射到另一领域（目标域）。这一映射的结果是两个甚至是三个以上心理空间中概念之间的整合。而这一影射和整合过程发生的基础是相似性。这一相似性可以是物理和心理上的相似，可以是客观存在，也可以在想象世界中存在。相似性程度不同决定了隐喻的隐喻性程度的不同。由于隐喻同时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隐喻话语具有双重影像的特点，它是隐喻话语之所以形象、生动和意犹未尽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节　隐喻与转喻

我们先来看互联网上转摘《哈尔滨日报》（2003年11月10日）的一篇关于中国女排队员昵称的报道：

队长、二传冯坤——熊猫。因行动迟缓被称为熊，而后被美化为熊猫；

张娜——土豆（由于其头部长得圆）；

杨昊——昊子。据说最初与“四害”之一同名，后书面语改为昊子。

周苏红——炮炮（因发球有力但准确性不足）；

刘亚男——美女；

张萍——大萍；

王丽娜——大鸟；

宋妮娜——猴子；

赵蕊蕊——蕊蕊；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熊猫”、“炮炮”、“猴子”、“大鸟”、“土豆”为隐喻，而其余的大部分都可以归入“转喻”一类。

歇后语是汉语的特殊现象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它们的构成，可以发现它们要么是通过隐喻方式，要么就是通过转喻的方式——利用语音、词汇和书写上的某种联系：

坐飞机吹喇叭——想（响）得高。（转喻）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转喻/隐喻）

心里生草——慌（荒）了。（转喻）

六月里困觉——不要面皮（棉被）。（转喻）

红木当柴烧——不识货。（隐喻）

烧香赶和尚——反客为主。（隐喻）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隐喻）

……

许多网络流行语也主要通过隐喻和转喻的形式构成。比如“GG”、“MM”、“恐龙”、“热线”等。再来看上海话中的部分流行语：模子、两进宫、空心汤团、立升、捣糨糊、掼浪头、奶油、饭泡粥、打桩模子、黑猫、袋鼠族、露天、砌墙头、门槛精、开无轨电车、扎台型、别苗头、卖相、申报纸、十三点、吃、老克勒、洋盘、差头、人来风、吃豆腐、放白鸽、“作”家、瘪三、大户、拎不清、马大嫂、阿乡、巴子、大团结、老人头、386、4050、1414、564335等等。其中大部分要么是通过隐喻构成，要么是通过转喻构成。

《上海话流行语》共收词条1000多条，可归入隐喻类的达500多条，可归入转喻类的达400多条。

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转喻是两种普通的辞格。20世纪60年代，布拉格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Roman Jakobson提出隐喻和转喻是语言运作的两个重要原则。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因为它根据的是相似性。转喻属于关系轴，涉及的是事物的相邻关系（contiguity）。隐喻和转喻是语言运作的两个基本原则。抒情诗一般富于隐喻性，史诗富于转喻性。浪漫主义诗歌更具隐喻性，现实主义诗歌则更具转喻性。

下面我们将从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几个方面对隐喻和转喻进行分析。我们试图说明的是，隐喻和转喻在结构、功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隐喻涉及两个概念领域，而转喻一般发生在一个相关的概念领域内。就运作机制而言，隐喻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转喻则是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隐喻一般用于通过A事物理解和解释B事物，涉及两个概念领域的映射，而转喻基本上是利用A事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来指认该事物，基本不涉及事物特征的转移。

一、隐喻与转喻的结构

1. 隐喻的结构

前面我们提到，从结构上来看，隐喻由“本体”（Tenor）（也称“话题”［Topic］）、“喻体”（Vehicle）和“喻底”（Ground）三部分组成。例如：

［22］苏州
 是上海的后花园
 。

其中“苏州”是本体，“后花园”是喻体，而喻底没有出现。又如：

［23］有人叫她
 “熟食铺子
 ”，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
 ；又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赤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

（钱钟书：《围城》）

在例［23］中，“她”（鲍小姐）是本体，“熟食铺子”、“真理”和“局部真理”是喻体，而“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赤裸的’”、“并未一丝不挂”是喻底。再如：

［24］她
 
纯洁

 得永远像春天
 ，像蝴蝶
 。

其中，“她”是本体，“春天”、“蝴蝶”是喻体，而“纯洁”是喻底。

在话语层次，许多成语、谚语也是隐喻性的，如“守株待兔”、“亡羊补牢”，“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等，而寓言完全就是一种“扩展的隐喻”（Extended Metaphor），其实许多成语和谚语就来自于寓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语和谚语都是通过隐喻形式构成的。只有符合“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另一事物”才能被称为隐喻。

因此，就隐喻的本质来说，隐喻是通过某一事物来理解另外一事物。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是差异之上的相似。所谓差异，指的是本体和喻体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这是构成隐喻的基础。例如：

［25］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书”与“阶梯”为完全不同的事物，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在这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某方面的相似。例如在上例中，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为两者都“能使人向上、进步”，因此这就构成了一个隐喻。因此，所谓相似，实际上指的是喻体和本体之间的部分相似。否则就不是隐喻。例如：

［26］书
 是一种印刷品
 。

其中，“书”是“印刷品”的一个子范畴（subcategory），因此不能构成隐喻。所以，从理论上讲，两个事物之间的距离越大，构成隐喻的可能性越大，但这种距离要受到相似性程度的制约。距离越大，相似性程度就越低，理解的难度就越大。相似性程度越低的隐喻就越需要说明喻底。

一般来说，在隐喻中，喻体的特征更为具体，更为说话者和听话者熟悉。例如：

［27］父母想念子女
 就像流水
 一样，一直在流
 ；而子女想念父母
 就像风吹树叶
 ，风吹一下，就动一下，风不吹，就不动
 。

（《读者》2003年第21期）

与“思念”相比，“流水”，“风吹树叶”更为具体，更具视觉效果。但是，有时在特殊的语境中，为了取得特殊的效果，喻体也有可能比本体更为陌生。某些“黑话”用“票”来指“人质”、用“撕票”表示“杀死人质”等，还有诗歌中往往就会用比较抽象或不大熟悉的事物来作为喻体。例如：

［28］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
 。

“音乐”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受。“凝固的音乐”是什么样的，谁也没见过。把具体的东西喻为抽象和无形的事物创造了一种距离感，一种只可意会的意境，使话语获得一种诗意。

除了以上所举例子中的名词性隐喻外，还有喻体通过动词表达的动词性隐喻。例如：

［29］他的大脑
 突然“短路
 ”。

其中，“大脑”是本体，但喻体和喻底都没有出现，但“短路”与“大脑”的组合隐含着下面一个隐喻：

［30］他的大脑中有个电路。

一般来说，动词性的隐喻往往都会隐含一个更基本的名词性的隐喻。此外，还有一些由名词转化为形容词的隐喻，如，“铁”、“磁”、“帅”等等。

2. 转喻的结构和类型

转喻也可以看作由三个部分组成：本体、喻体和喻底。但与隐喻不同的是，在转喻中，本体从不出现，喻体就是喻底。本体和喻体是以隐含的方式在起作用的。本体和喻体之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而这两个事物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似的关系，喻体之所以可以替代本体因为它代表了本体的某一特征，提及这一特征，听话者就能够推断出所指的实际上是本体。例如：

［31］何况现在学的不是孔夫子
 ，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在上下文中，听话者知道孔夫子不是用于指其本人，而是另有所指，与后面的几门“文化课”对比可以得知它实际上指的是“孔夫子的书或思想”，因此，“孔夫子”是喻体，而它也是这一转喻用法的“理由”，因为“孔夫子”与“孔夫子的书或思想”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再如：

［32］“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
 恍然大悟似的说。（鲁迅：《药》）

其中，“花白胡子”是个转喻，替代“有花白胡子的人”，而“花白胡子”是本体的鲜明特征之一，因此也是喻底。

在英语中，还有一种相关的辞格叫提喻（synecdoche）。它与转喻的概念十分接近。实际上，转喻和提喻并不容易区分，因为两者都利用大小事物之间的关系。提喻是以部分代整体，其指称的词语是具体的。例如：

［33］They are taking on hands
 down at the factory.（他们正在工厂里招聘人手。）

［34］Mary Sue lives four doors
 down the street.（玛丽·苏住在街上的第五幢房子里。）

例［33］中的hands代worker，例［34］中的doors代的是houses。它们都属于部分代整体，符合转喻的定义。因此，我们这里把提喻看作是转喻的一个小类。

除此以外，转喻还有其他很多的构成方式，如人名就可以转指相关的事物：毛泽东（指代毛泽东思想）、马列（指代马列思想）、鲁迅（指代作品）、杜康（指代发明物——酒）、西施（指代一类人）等。

Günter Radden和Zoltán Kövecses（1999:17-59）指出，从ICM的角度看，转喻涉及两种类型的概念构型（conceptual configurations）：

（1）整体ICM和其部分的转指型关系（Whole ICM and its part（s））；

（2）整体ICM中部分之间的转指关系（Parts of an ICM）。

我们先看整体ICM和其部分的转指关系。这类转喻又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1）事物和其部分的ICM（Thing-and-Part ICM）

（i）整体事物转指事物的部分。例如：

［35］他踢了我一脚。（其中“我”转指被踢的某一部分。）

（ii）事物的部分转指整体事物，如England
 作为Great Britain的一部分来转指“大不列颠”。

（2）等级ICM（Scale ICM）：等级可看作由不同等级单位（the scalar units）作为部分而构成的整体。等级作为整体可以转指等级的上端单位（the upper end of a scale），等级的上端单位也可转指整个等级。

（i）整个等级代该等级上端部分。例如：

［36］You're speeding
 again.（“速度”转指“超速”）

（ii）等级上端部分代整个等级。例如：

［37］你有多高？（“高”转指“高矮的程度”）

（3）构造ICM（Constitution ICM）：该ICM涉及由要素构成的事物。构成要素可转指事物，事物也可转指其构成要素。

（i）事物转指其构成要素。例如：

［38］I smell skunk
 .（“臭鼬”转指“由臭鼬发出的气味”）

（ii）构成要素转指事物。例如：

［39］我喜欢纯棉。（“纯棉”转指“纯棉的衣服”）

（4）事件ICM（Event ICM）：事件作为整体可以转指其分事件（sub-events），分事件也可转指整个事件。

（i）整个事件转指分事件。例如：

［40］Bill smoked marijuana
 .（“抽大烟”这个事件包括点烟、吸入、吐出等分事件，“抽大烟”转指核心的分事件“吸入”。）

［41］晓红喜欢做饭。（“做饭”炒菜、煮饭等分事件，“做饭”转指“炒菜”。）

（ii）分事件转指整个事件。例如：

［42］Mary speaks Spanish
 .（会一门语言所涉及的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会说西班牙语”转指“会西班牙语”。）

（5）范畴和其成员ICM（Category-and-Member ICM）：范畴作为整体，可转指作为部分的成员，成员也可转指其所属范畴。

（i）范畴转指其成员。例如：

［43］家里不应该养宠物。（“宠物”转指“猫、狗等家养宠物”）

（ii）成员转指其所属范畴。例如：

［44］感冒了应该吃点康泰克。（“康泰克”转指“感冒药”）

（6）范畴和其属性的ICM（Category-and-Property ICM）：范畴也可以看作是由属性和特征构成的整体，所以范畴和其属性之间可以相互转指。

（i）范畴转指范畴特征。例如：

［45］现代社会需要千百万的雷锋。（“雷锋”转指“助人为乐的精神”）

（ii）显著特征转指该范畴。例如：

［46］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四眼”是被指者的显著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整体ICM中部分之间的转指关系（Parts of an ICM）。涉及部分之间转指关系的ICM通常都与事件相关，我们可以将事件看作由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s）构成的整体。

（1）动作ICM（Action ICM）：我们可以将动作看作由施事、受事、工具、方式、途径、时间、地点等部分构成的整体。以下示例就是从动作ICM角度分析词类转换：

（a）施事代动作，如to author
 a book；to butcher
 a cow；

（b）工具代动作，如to ski
 ；to hammer
 ；

（c）事物代动作，如to blanket
 a bed；to dust
 the room；

动作代事物，如to have a bite
 ；the flight
 is waiting；

（d）结果代动作，如to landscape
 the garden；

（e）方式代动作，如to tiptoe
 into the room；

（f）途径代动作，如He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g）时间代动作，如to summer
 in Paris；

（h）目的地代动作，如to porch
 the newspaper等等。

（2）感知ICM（Perception ICM）：感知是动作的一种，故感知ICM和动作ICM有重合。感知工具/器官可以转指感知这一动作本身。例如，“to eye
 someone”中动词eye是感知的器官。感知方式也可以转指感知这一动作。例如，“She squinted
 through the mailbox.”中动词squint是感知的方式。涉及感知ICM的概念转喻还有以下两种：

（i）感知的事物转指感知。例如：

［47］There goes my knee
 .（转指“膝盖的疼痛”）（Lakoff，1987:511）

（ii）感知转指被感知的事物，如sight
 转指“看到的事物”。

（3）因果ICM（Causation ICM）：原因和结果相互关联，故我们可以用原因转指结果，用结果转指原因。

（i）原因转指结果，如healthy complexion
 转指“因健康的身体状况而带来的健康的气色”。

（ii）结果转指原因，如slow road
 转指“因路况而导致的慢速交通状况”，“悲伤的电影”转指“因看电影而导致悲伤情绪”等。

（4）产品ICM（Production ICM）：产品、产品的制造者、产品的制造材料、产品的制造地等要素共同构成一个ICM，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转指。

（i）制造者转指产品。例如：

［48］I've got a Ford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转指“福特汽车”）

［49］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的都是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转指“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作品”）

（ii）制造产品的工具转指产品。例如：

［50］Did you hear the whistle
 ?（“口哨”转指“口哨发出的声音”）

（iii）产品转指制造产品的工具。例如：

［51］He turned up the heat
 .（“暖气”转指“暖气设备”）

（iv）产品产地转指产品。例如：

［52］——要什么酒水饮料？

——青岛。（“青岛”转指“青岛啤酒”）

（5）控制ICM（Control ICM）：控制ICM包括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两大要素，两者可以相互转指。

（i）控制者转指被控制者。例如：

［53］Schwartzkopf
 defeated Iraq.（Schwartzkopf
 转指他指挥的“美国军队”）

（ii）被控制者转指控制者。例如：

［54］自行车来了。（“自行车”转指“骑自行车的那个人”）

（6）领属ICM（Possession ICM）：领属ICM包括领属者和领属物两大要素，两者可以相互转指。

（i）领属者转指领属物。例如：

［55］我没油了。（“我”转指“我的车”）

［56］我在读罗素。（“罗素”转指“罗素的作品”）

（ii）领属物转指领属者。例如：

［57］She married money
 .（“金钱”转指“有钱人”）

（7）容器ICM（Containment ICM）：容器ICM的构成要素是容器和容器所容纳的物体，两个要素可相互转指。

（i）容器转指容纳的物体。例如：

［58］The bottle
 is sour.（“瓶子”转指“瓶子里的牛奶”）

［59］再来一杯！（“杯”转指“杯中酒”）

（ii）容纳的物体转指容器。例如：

［60］The milk
 tipped over.（Norrick，1981:58）（“牛奶”转指“牛奶瓶”）

［61］杯子漏了。（“杯子”转指“杯子里的水”）

（8）处所ICM（Location ICMs）：处所通常与居住者、事件等紧密相关，故常可与之相互转指。

（i）处所转指居住者。例如：

［62］整个城市一片哗然。（“城市”转指“城市的市民”）

（ii）居住者转指处所。例如：

［63］The French
 hosted the World Cup Soccer Games.（“法国人”转指“法国”）

（iii）处所转指机构。例如：

［64］Oxford
 won't publish that book.（“牛津”转指“牛津大学出版社”）

［65］上海正在狠抓反腐倡廉工作。（“上海”转指“上海市政府”）

（iv）机构转指处所。例如：

［66］I live close to the University
 .（“大学”转指“大学所在地”）

（v）处所转指事件。例如：

［67］他经历了西安事变。（“西安”转指“在西安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vi）事件转指地点。例如，Battle
 是英国苏塞克斯东部的一个地名，因the Battle of Hastings而得名。

前面我们提到，Jakobson（1965）认为隐喻和转喻机制的根本区别在于：隐喻根据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转喻根据的是事物之间的邻近性（contiguity）。这对我们认识转喻的特征很有启发。既然是邻近，就不一定限于某种固定的关系。只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其中一个就可作为另一个的转喻。

符号学家Umberto Eco（1983）指出，每一种转喻式联系一般指以下三种邻近性之一：（1）语码中的邻近——这是最普通的类型，如王冠（指王位）、白领（指办公室工作人员）；（2）上下文中的邻近——例如，“从门口的汽车里传来几声手枪声，这辆车应让它哑掉”（“这辆车”实际上指“车中的人”）；（3）被指称事物的邻近——这种邻近事实上应该不存在。

Eco的这一分类很有见地。利用符号之间的邻近性来构成转喻的情况很普遍，一般可以通过语音邻近或词性活用等方式。例如，有些歇后语利用语音上的邻近来制造效果：老太婆喝稀饭——无耻（齿）下流。汉语中有许多“忌讳语”或“吉祥语”实际上都是利用的这种语音符号上的相关，如书（输）、碗（完）、终（钟）、瓜（寡）、伞（散）、梨（离）、翻（鱼）、四（死）、八（发）、蝙蝠（福）、福倒（到）、苹果（病故），等等。再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宋：田登）、气管炎（妻管严）、床头柜（床头跪）等。

缩略词也是符号邻近的一种，不过不是语音的相关，而是书写上的相关，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转喻的用法，如：EU、TMD、NND、“无知少女”等。

实际上，部分“的”字结构也能起到转喻的作用。比如，吃饭的、卖报的、穿红衣服的，等等。

词性活用也与符号邻近有关，是利用语码中的邻近性构成的，也可看作是转喻的一种。根据涉及的语义角色，René Dirven（1986:321）将涉及词类转换（conversion）的动词分为以下五种：

（1）宾格动词（object verbs）： to fish，to crew，to anger;

（2）工具格动词（instrument verbs）: to harpoon，to head，to veto;

（3）方式格动词（manner verbs）： to queue，to balloon，to spoon;

（4）处所格动词（locative verbs）： to bottle，to shelve，to record;

（5）与格动词（essive verbs）： to author，to nurse，to knight.

古代汉语中名词活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论语·颜渊》（“像君主”）

沛公
军

 坝上。——《鸿门宴》（“驻扎”）

陈胜
王

 。——《陈涉世家》（“为王”）



布囊

 其口。——《童区寄传》（“用布”；“堵住”）

范增数
目

 项王。——《鸿门宴》（“使眼色”）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
法

 之。——《察今》（“效法”）

左右欲
刃

 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用
刀

 杀”）

现代汉语中的词性活用包括：

（1）动词或动词性结构指称施事：教授、领导、编辑、看守、招待、导演、领队、主管

受事：摆设、穿戴、衬托、陈设

（2）动词指称工具或内容：绑腿、建议、记录、成就、倾向

（3）动词指称动作的形式：会、集、像、关

（4）形容词：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可以替代有此性质的人，如：糊涂→老糊涂、积极→老积极、机灵→小机灵等。

（5）名词转指动作：鞭策、权衡、仕宦、耙（地）、漆（墙）、筛（沙子）

（6）名词转指与名词语义相关的属性：很牛、很鲁迅、很中国

Eco认为利用事物之间的邻近来构成转喻的情况不存在，实际上在委婉语和其他间接言语行为中，人们就是利用这种邻近关系借用某一接近的事物来指称实际要表达的事物。例如：

阴部、下身、来红、例假、倒霉；

上床、同床、同房、房事、睡觉、玩、男女、交欢、云雨、发生关系、生活作风、作风；

春心、春情、思春、怀春、春画、春楼、春药、红灯区；

洗手、盥洗、更衣；

杯中物、贪杯；

……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出于某些考虑而不直接提及某一事物，而用相关的话语来表达某一意思。例如：

［68］

A: How did you get to the airport?（你如何去的机场？）

B: I waved down a taxi.（我挥手叫了一辆的士。）

针对A的问题，B没有选择直接的回答“I got to the airport by taxi.”（我乘出租车去机场），而是选择对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进行描写来间接回答A的提问。这就是所谓的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ICM）。例如，“去某一地方”这一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是：

前提条件（Precondition）：You have（access to）the vehicle.（你有车可开或可乘坐。）

开始（Embarkation）：You get into the vehicle and start it up.（你上车并点火发动。）

中心（Center）：You drive（row，fly，etc.）to your destination.（你向目的地的方向驶［或划、飞］去。）

结束（Finish）：You park and get out.（你停好车后下车。）

终点（Endpoint）：You are at your destination.（你到达目的地。）

人们通常使用这种理想模型的一部分来唤起整个模型。当然，也可以通过提及理想模型的其他部分来达到同样效果。例如：

［69］I drove my car.（我开车去的。）

［70］I called my friend Bob.（我叫了朋友鲍勃。）

［71］I hopped on a bus.（我跳上了一辆公交车。）

［72］I stuck out my thumb.（我伸手示意要搭车。）

而听话者很快会发现说话者希望他们通过所提及的部分事物来理解整个事件，因为他们共享同一个认知模型。人们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连贯的一系列日常事件可以通过提及这些事件的某一部分而得到指称。这种推理使得我们能够推断说话者和作者没有说出的话语。因此，关于会话含义中的推理的研究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解（parsing）构成了日常思维和理解的转喻性的证据。（Gibbs，1994:330）

转喻式思维的另一个证据是手势的使用。许多有记号作用的手势似乎都有转喻的影子。

Eco所说的上下文关系也是形成转喻的源泉之一。其实，由于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对一些事物的特殊看法，汉语中也造就了一批这些事物的代名词：

东道（做东）：出自《左传·僖公三十年》

月老：源于李福言的《续幽怪录》

汗青：出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秋波：李白诗：“秋波落泪水”。

扶桑：出自《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泰山：唐代段成式用以比喻妻父。

萧墙：源于《论语·季氏》原指宫室门内的照壁。

以上这些词出自古代的典籍，形成了特殊的意义。源自典故的转喻还有：

推敲：（贾岛）僧推（敲）月下门

弄瓦：瓦为古代纺锤。《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弄璋：璋，宝玉。《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说项：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杨敬之）

民间的一些风俗也为转喻提供了可能，如“女儿红”、“十里香”就是因为民俗而成为一种酒名。

这样看来，构成转喻的理据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转喻关系可以是源自事物的接近、符号的接近，也可以是源自文化传统和特殊经历。

特殊经历可能造就特殊的邻近性：一看到什么就想到什么，一听到什么就想到什么，一想到什么就联想到什么。例如：

［73］只是一想到学校就想到花罢了，正想一想起爸的坟就想起城外的月牙儿——在野外的小风里歪歪着。妈妈是很爱花的，……妈喜欢，我也喜欢，在学校里我也很喜欢。也许因为这个，我想起学校便想起花来。（老舍：《月牙儿》）

而这种经历一旦被一群人所共知和共享，就会在语言符号上表现出来，形成转喻。Kövecses（2002:145）对转喻的定义清楚地展现了转喻的本质特征：

转喻是同一个域中的一个概念实体（源始域）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涉及同一个域的整体和部分或部分和部分的关系，源始域和目标域的关系是邻近性，源始域的功能是为理解目标域提供心理可及性。

二、隐喻与转喻的功能对比

在讨论隐喻的功能时，我们列出了以下六种：修辞功能、语言学功能、诗歌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文字游戏功能（见束定芳，2000:112-151）。其实，大体上讲，转喻也有以上六种功能。

1. 修辞功能

由于转喻是通过某一事物的相关特征，通常是该事物的显著特征来代称该事物的，因此往往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例如：

［74］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
 。（杨绛：《我们仨》）

其中，“吃我”实际上指的是“吃我的奶”，用整体代部分，一方面可以取得委婉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说话者的一种机智和幽默。

如果说上面一类例子是说话者为了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所作的选择的话，那么像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间使用的转喻就更说明了转喻在语言交际中的不可或缺性。例如：

［75］我没气了。（实际上是：我的自行车没气了。）

［76］他死了。（实际上是：他下的棋输了。）

这样的转喻用法一般都有具体的语境，所以一般不会引起误解。

“双关语”也可以看作是转喻的特殊用法。例如：

［77］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
 却有晴
 。

另外许多绰号是通过转喻构成的，它们由于突出了有关事物的显著特征而往往引人注目，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比如：独眼龙、歪嘴、跷脚、双鞭呼延灼、菜园子张青、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矮脚虎王英，等等。

在话语层次，利用提及事件理想认知模型的某一部分而传达一种“会话含义”，就能取得“旁敲侧击”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特殊效果。例如：

［78］

A: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你要来点咖啡吗？）

B: Coffee would keep me awake.（咖啡让我睡不着觉。）

不直接回答“No”，只是说明这一事件的后果，而由听话者根据常识来推测说话者是否希望看到这样的后果进而推断说话者的真实意图。这是语言使用的技巧之一。

2. 语言学功能

所谓语言学功能主要指的是填补词汇空缺的功能。如果说，隐喻命名利用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话，转喻命名则利用的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如向日葵、长颈鹿、丹顶鹤、袋鼠、映山红、穿山甲、竹叶青蛇，等等。

汉语中菜肴命名的种种方式形象地反映了转喻命名的能产性：

以人定名：东坡肉、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狗不理包子、白云章包子……

以地点定名：北京烤鸭、西湖醋鱼、德州扒鸡……

以形状定名：炒鸡块（丁）、炒腰花……

以色定名：红白豆腐、翡翠白玉（菠菜炒豆腐）……

以味命名：香酥鸭、怪味豆腐、臭豆腐、麻辣豆腐、酸辣汤……

以用油命名：红油豆腐、鸡油菜花、蚝油牛肉……

以容器命名：沙锅豆腐、瓦罐肉、火锅肘子……

以配料命名：香菇菜心、干菜肉丝、冬瓜肉片……

以作料命名：糖醋鱼、红糟鱼片……

以辅料命名：当归鸡肉、人参鳜鱼……

以形象命名：霸王别姬……

以烹调方法命名：红烧鲤鱼、炒饭、烤羊肉……

以神话传说命名：过桥米线……

……

（参见常敬宇《汉语中的文化词语》）

我们从一些特殊的名词中也可看到转喻的构词功能：口吻、口齿、尺寸、江湖、笔墨、针线、炉灶、江山、河山、山水等。这些名词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这些事物的功能或所属范畴来指代某一类的事物，弥补词汇上的空缺。

同样，词性活用也可被看做转喻的一种词义扩张，增加语言资源的特殊情况。在词库中，通过对聚焦某一整体概念结构的某一组成成分构成的转喻式意义进行扩展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对“母亲”这个词的完整理解需要涉及好几个不同的领域。不可能每次使用“母亲”这个词都会在同一程度上激活每一个领域。有时只有其中一个领域被激活。如果“mother”这个词被用作动词（如mother a child），只是“哺育”这一领域被聚焦，而其他语义域则被忽略了。由于转喻的这一特点，也有人把动词的多义现象也归结为转喻作用。 例如，leave something in the room中的leave就从leave a room的意义中而来。

有些动词既可以表示某一事件的单次发生，也可以表示同一事件的多次发生。例如：

［79］

a. The light flashed
 once.（灯闪了一下。）

b. The light flashed
 for half an hour.（灯闪了半个小时。）

［80］

a. The boy kicked
 the ball.（男孩踢了球。）

b. The boy kicked
 the ball for half an hour.（男孩踢球踢了半个小时。）

有些名词既可以表示某一事物的整体，又可以表示事物的某些部分，如“窗”既可以指整个事物，又可以指“可以开合的部分”，如“把窗关上”。“门”、“床”、“桌子”等许多词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其准确的意义需要语境进行调节。

同样，一个语言形式可以聚焦某一活动（路径）或者某一事件的终结（路径的终点）。例如：

［81］

a. We walked in the forest.（我们在树林里走。）

b. We walked home.（我们走着回家。）

这说明转喻的本质在于在某一概念结构内同现的个体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可能性。这些个体不一定具有空间意义上的临近关系。转喻也不局限于指称行为。从这一角度看，转喻是意义扩展最为基本的过程，甚至比隐喻还更为重要。（参见Langacker，1999:123）

转喻也是词汇意义变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词义范围缩小”（如英语词meat、gay）、“词义范围扩大”（如汉语词“的”、“酷”）中等都有转喻的影子。

3. 诗歌功能

语言是诗歌的建筑材料。对语言各个层面的创新使用都可能产生“诗意”。这种创新使用实际上就是对语言原有规范的偏离（deviation）。语言的层面包括语音、书写、句法、词汇等。转喻的构成机制之一就是“以此代彼”，属于偏离之一种，但由于不像隐喻那样涉及两个领域，因此转喻所唤起的诗意一般不如隐喻那么强烈。

从理论上讲，偏离越大，就越有诗意。但这要受到语言本身的规则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的限制。

请看下面的例子：

［82］


拼盘姘伴


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

圆满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有了个老公？

Jug！Jug！污泥里——E fango e il monde！夜莺唱歌……

雨后的夏夜，灌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

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Wir sind！

（钱钟书：《围城》）

这是《围城》中曹元朗的一首新诗。由于喻体与本体之间的距离太远，标题和内容中的隐喻和转喻难以理解，通篇近乎文字游戏。

另外，就其效果来说，隐喻更能营造一种意境，而转喻主要在于使人们通过彰显事物的某一或某些显著特征而认识或理解某一个或某一类事物。

4. 社会功能

前面我们提到，转喻是委婉语、间接言语行为和黑话的一个重要构成方式，委婉语和间接言语行为可以表达礼貌，黑话具有私密性。它们都有加强社会关系的功能。例如，医生对病人说：“How are we today?”用we来代you就具有一种委婉的功能。

5. 认知功能

转喻是我们概念系统的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某一事物的熟悉或容易理解的特征来表示或代表整个事物（Gibbs，1994:329）。例如：

［83］The White House
 isn't saying anything.（
白宫

 一言未发。）

［84］Wall Street
 is in panic.（
华尔街

 一片恐慌。）

［85］The ham sandwich
 is getting impatient with his check.（
那个火腿三明治

 为结账等得不耐烦了。）

因此，转喻通过特征突出来使人们更省力地发现和记住被讨论事物的身份和特点。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86］那个踩得震天动地响的“高跟鞋”忽然“掉”下一个“分”很满的皮夹子，就有“连裆模子”压低声音前来对路人说：别响，钞票我俩half。等到这位拎不清者真的要“搏一记”去点钞票时，姑娘便带着三四人围着half者，千求万饶才得以脱身，不过身上值钱的东西连同衣服、脚上大兴NIKE被统统剥光。

（钱乃荣：《上海话文化》）

其中，“分”指的是“钱”，“half者”指的是刚才说“half”的人，“NIKE”则指“NIKE牌”的鞋子。

与转喻不同的是，隐喻通过某一事物来说明另一事物，目的是揭示目标事物的某些原本不为人知或不易被人注意的特点，使其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例如：

［87］


银杏、康乃馨、纯棉布衫


毕淑敏

……

国内有很多刊物，如果把刊物比做树林，《读者》是一棵怎样的树呢？把它比做松柏，虽然长青，但略感冷峻了一些；把它比做杨柳，虽然春风拂面，但稍嫌柔弱了些。还是把《读者》比做银杏树吧，它笔直高大，每一片扇形的树叶都那样精致美丽，它的果实还是名贵的中药。秋风吹起的时候，金黄的落叶撒满大地。

如果把刊物比做花园，《读者》是一株什么样的花呢？牡丹吗？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读者》好像更朴素一些；比做玫瑰吗？色彩艳丽香气迷人，《读者》好像更宁静一些。于是想到了原野上的康乃馨。它还有一个小名，叫做“石竹”花，有很多种颜色，花期很长，极易成活。最主要的是，在花语中，康乃馨代表“爱”和“仁慈”，是母亲花。这和《读者》字里行间所蒸发出的融融暖意，是多么浑然天成!

如果把刊物比做纺织品，《读者》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呢？厚重的毛呢西装吗？庄重尊贵，却好像太严肃刻板了些；飘逸的丝绸裙衫吗？华丽潇洒，又仿佛太薄软了些。我虽然知道《读者》的诞生地兰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我还是要把《读者》比做一件精纺的水洗过的纯棉的布衣。它洁净、温暖、合体而贴身。

我们100名和《读者》签约的作家，愿自己的作品成为银杏树上的一枚扇叶，康乃馨的一片花瓣，那件水洗过的中式布衫上的一根棉线、一粒盘扣！

……

（《读者》2003年第20期）

这一段文字中通过一连串的隐喻把原本不易表达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说得通俗、生动、形象、易懂。

6. 文字游戏功能

与隐喻一样，转喻也可以有游戏的成分，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绰号、双关语、歇后语等。再如：

［88］


上联：
 情已欠费，爱已停机，缘分不在服务区

下联：
 思无应答，想也占线，感情不能再充电

横批：
 爱若移动，心无联通

（网上流行的一则妙联）

这一对联巧妙地用两家电信公司的名称和网络用语描述了有关爱情的观念，其中的隐喻和转喻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在下面这篇短文中，有关电脑、网络的专业术语被用于转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通情况，制造了新奇、幽默的效果：

［89］


网虫父子的一天


张运涛

早晨起来，儿子缠着我问，小宝宝哪里出来的。我小时候深信自己是从床底下刨出来的，然而看看脚下的楼板，只得改口：“网上下载的！”

匆匆忙忙地送儿子到学校，儿子不愿进去，迟到了要对全班同学讲出合理的理由。我想了想，只有这个原因既合理又诚实：“就说系统昨夜遭黑客袭击，今早启动不正常。”

中午儿子沮丧地回到家：“老师总是为难我。语文老师问，什么是克隆，我一时想不出就说：等一会儿，我正在搜索，他让我站了一节课！数学老师问怎样用昨天学过的知识使一个自然数等于零，我说最小化它，他说我捣蛋！自然课老师提问，如今最常见的动物是啥。我脱口而出是雅虎和搜狐，第三个一时想不起了……”

“网虫！”我接口道，“老师不是为难你，可能你和老师的操作系统不兼容。”

“可不！老师非要你下午登录她的办公室，号码是3012。”

到了3012，我又习惯性地双击门框，想验证对方是否接收。坐在老师的对面，她那肥胖的方脸就像一个屏幕，我的双手下意识地在膝盖上敲个不停。老师见此，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和你聊天呀！”

“难怪你儿子上课时总是用手点击课本上的右上角，他该不会是总想放大它吧？”

我似有所悟：“要大屏幕的，液晶的。”儿子乘机接过话，“最好别赶在周末，人多，注册难！”

我一边答应着老师回去先给儿子做个系统检查，再配置相应的程序来解决他学习不专心的问题，一边想着怎样去关闭这个比广告条还讨厌、不愿离线的方脸……

晚上儿子回来后又是一通埋怨：“老师提问时，没反应吧，她偏点我；有反应吧，她又说我非法操作。下午老师的问题没有人应答，可能是系统忙。老师又点我起来介绍上午为何从座位上弹出那么多次。我回答说我不怕出错，只要轻轻一按Delete，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这会儿我的大脑懵懵的没法答题，可能是超频运转所致。他又是一顿责骂！”

我想，这孩子的CPU配置可能太高，操作系统也该换成Windows XP了。

“看你的签字，老师说，不明白！”儿子嘟哝道。

我接过文件一看，发现我在是否同意孩子参加‘一帮一’活动栏里写的是：收为好友。谁让这张瘦长的条子那么像QQ的界面！

晚上正在冲浪，妻子怒气冲冲地冲进来：“咋打开这么慢？”

我说：“没听到啊，你多刷新两遍不就行了，怎么会慢呢？我已经改成ISDN链接了……”

“链你个头！儿子发高烧，好像是病毒性感染。”我一摸孩子的额头，烧得厉害。我记得书上好像说过超频运行容易导致高温。我安慰妻子：“甭急！我这儿有刚刚下载的最新杀毒软件，不会有什么文件损失的！”

（张运涛，《中国网友报》2002年5月27日）

三、隐喻与转喻的运作机制

某些研究者（如Genette，1980；Levin，1977；Searle，1979）提出转喻是隐喻的一个种类。另外一些研究者（如Bredin，1984；Jakobson，1971）认为隐喻和转喻相互对立，因为它们是根据对立的原理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因为它根据的是相似性。转喻属于关系轴，涉及的是事物的相邻关系：部分与整体、原因与结果，等等。（Gibbs，1994:321）

1. 差异与语义冲突

虽然隐喻与转喻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运作机制上有较大的差异。首先，虽然隐喻和转喻都涉及以此代彼，但在隐喻中，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将A说成B是一种“范畴错置”（category mistake），而转喻是通过某一事物自身的特征或相关的事物来辨认该事物的，一般不涉及两个不同的范畴。在隐喻中，有两个概念领域，其中一个通过另一个领域获得理解。隐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话题和喻题之间有某种距离。话题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应该伴随一种由于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差异的感觉。（Gibbs，1994:321）例如孔子在《颜渊》里说：

［90］君子之德，风也。

“德”和“风”属于不同的事物，把“德”与“风”等同起来在逻辑上构成了冲突，但这恰恰是隐喻的妙处，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以此说彼的可能，之所以把“德”说成“风”，因为说话者意欲通过“风”的某些特征传达有关“德”的看法。也就是说，在两种截然不同事物之间，利用其某一方面的相似传达一种特殊的信息。

与此不同的是，转喻所涉及的两个事物属于同一个范畴或相近的范畴，有时A事物甚至是B事物的一部分，用A替代B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唤起”（evoke）的关系。例如：

［91］你盯住那鸭舌帽，别给他跑了。

“鸭舌帽”替代“戴鸭舌帽的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语义的冲突，因为“鸭舌帽”和“人”毕竟也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之所以用“物”代“人”，并不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而是因为“戴鸭舌帽”是那个人的“显著特征”之一。

因此，虽然隐喻和转喻都涉及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语义冲突，但两者的性质不同。

2. 相似性与邻近性

隐喻和转喻的区别在于它们利用的是事物之间不同的关系（Lakoff & Turner，1989）。

我们先来看隐喻和转喻在对事物进行命名上的区别。例如：马尾松、塔松、喇叭花、鸡冠花、蛇瓜、木耳、发菜、猫头鹰、蚕豆、带鱼、剑麻、剑兰等词语是通过隐喻来命名的。把某一种类的松树称为“马尾松”是因为该类松树的某些部分“像”马尾。隐喻性命名是根据相似性来进行的。而在转喻性命名中，人们利用的不是两事物间的相似，而是该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如向日葵、长颈鹿、丹顶鹤、袋鼠、映山红，等等。

因此，转喻是通过个别事物代表一个类别、或某一特定事例、特征或特点来代表一般的功能。其指称沟通了抽象和具体，如英语中的Pen-author、the bench-law、the flag-command、the ballot box-democracy、the crown-royal government，等等。

3. 映射与参照

隐喻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因此，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喻体的某些特征向本体映射或转移，成为本体特征的一部分，本体因此而获得新的理解。但在转喻的理解过程中，基本上不涉及某些特征的映射，听话者根据喻体的特征，找到说话者所真正指称的对象。Langacker（1999）把转喻的这一特点称作“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现象。“转喻基本上是一种参照点现象。更准确地说，通常由一个转喻词语指代的个体作为一个参照点，为接近欲表达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性。我们不会被这样的指称变化而搞混，正因为所采取的参照点被认为具备唤起该目标的能力。转喻普遍存在因为我们寻找参照点的能力与生俱来，无处不在。它在第一时间发生，原因是它具备有效的认知和交际功能……由于我们的这种参照能力，一个选择得好的转喻词语可以让我们提及一个显豁的、更容易表达的个体，并以此更方便地唤起——基本上是自动地——一个或者是不太重要或者是难以命名的目标”。（Langacker，1999: 199）

Langacker指出，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使某一个体显豁得足以充当转喻式参照点。除非有其他的考虑，一些认知显豁原则在以下对立中一般是有效的：人类（human）＞非人类（non-human）；整体（whole）＞部分（part）；具体（concrete）＞抽象（abstract）；有形（visible）＞无形（non-visible）等。

Gibbs（1994）认为，理解替代名词（eponym，实际上就是转喻）的过程取决于形成一个层级系统的有关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共有知识的限制。具体表现如下（Gibbs，1994：339）：

（1）代名词的身份（Identity of the Eponym）：替代名词的身份被认为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共有知识；

（2）代名词的行为（Acts of the Eponym）：与替代名词有关的某些行为被看作是共有知识的一部分；

（3）替代名词的相关行为（Relevant Acts of the Eponym）：第二条中所提的某些行为是共有知识的一部分，与说话者所说的句子有关；

（4）所指的行为类型（the Type of Act Referred to）：由于具有共有知识，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可以比较容易地、准确地辨认说话者所指的行为类型。

例如：

［92］While I was taking his picture，he did a Napoleon for the camera.（我给他照相时，他朝相机作了个拿破仑式的姿势。）

其中的Napoleon指的是Napoleon的典型姿势。理解这一所指对象的过程就包含了对这一人物的身份、行为、与目前话语相关的行为的了解，若缺少这样的知识，听话者就无法理解这一转喻的真正所指。

四、隐喻与转喻的相互关系

对于隐喻和转喻的关系的普遍的观点是，隐喻是基于相似性，而转喻是基于邻近性。在隐喻和转喻的关系上，Radden（2000）认为，隐喻和转喻组成一个连续统，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也有学者认为，转喻在隐喻表达式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时语言学家Louis Goossens（1990）提出隐转喻（metaphtonymy）的概念，用于解释隐喻和转喻的连续性识解。

我们认为，隐喻和转喻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隐喻=N转喻

Eco（1983）认为，每一个隐喻都可以追溯到一串邻近的转喻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语码的框架，而且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某一部分的或（理论上）整体的语义场。

Eco提出，隐喻的机制，如果被简化为转喻的机制，就依赖允许两种转喻关系出现的不完整的语义场的存在（或存在假设）：（1）被编码的转喻关系，从语义场本身的结构就能得到推断；（2）编码的转喻关系，诞生于某一语义场结构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有缺陷、并对其进行自组来创造另外一个结构。第（1）类关系隐含了符号性的判断，而第（2）类关系隐含了事实性的判断。

Eco通过对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人》中的Mandrake的分析证明了隐喻性替换相近的机制：Minucius通过邻近性指称Flix，Flix通过邻近性（同属喜剧短片的语域）而指称Mandrake。一旦中间的环节断了，剩下的对应似乎不能通过邻近而得到解释，因而看起来像隐喻。用Minucius来替代Mandrake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不再看作是可以通过一连串的选择由此及彼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看来具备“相似”的特征，因而具有类推的性质。（Eco，1983:253）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乔伊斯的文本，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实际上造就了形成该书特色的双关语：The boo/is a sleeping beauty（因此是一个睡美人，在睡梦中，由于语义滑落而在记忆某一缺陷等时产生缺口），is a Jungfraud's Messongebook（在原来提到的联想上再加上“信息”），a labyrinth in which is found/a word as cunningly hidden in its maze of confused drapery as a fieldmouse in a nest of colored ribbons/，and thus at last a /Meandertale/.（Eco，1983:258）

具有双关特征的词项“meanderthalltale”最终成为所有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和由图中的联想链所表达的事物的隐喻。

Eco指出，隐喻表达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语言以其无限的符号过程，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转喻网络，其中每一个转喻都通过某一文化习俗而不是一种原始的相似性得到解释。（如果作为整体语义系统中一种可能存在的结构形式，文化没有提供它任意规定的邻近性的毗邻网络想象力就不能发明或辨认出某一隐喻。）想象只不过是一种匆忙通过语义迷宫各路径的推理，而且由于匆忙，因而丢失了它们结构严密的感觉。

Eco用下面的图形来说明隐喻和转喻的密切关系：

[image: 214-01]


图6-3：隐喻和转喻的关系

上图中，横向代表了不同词素的聚合关系，上下关系代表从词素到义素或者是A的语义符号。用k来命名A是一种提喻。由于义素k甚至可以是描述词素［国王］的［王冠］，用k来命名A也可能是一种转喻。但是，k恰巧也是另一词素D的义素。因此通过k的撮合，人们也可以用D来代替A。这就是一个隐喻。“白皙的、长长的头颈”可以是一个美女和天鹅的特征，天鹅可以作为隐喻来替代美女。显然，一事物代替了另一事物是因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共有的相似之处。但这一相似是因为在语码中存在着已经固定了的替换关系，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将替换事物和被替换事物连接了起来。

如果假设某种语言中A经常用来替代k，这样由于约定俗成，k就成了A的可能的蕴涵义。这一隐喻一旦成为惯例，就成为语码的一部分，时间长了，它就可能作为借用形式固定下来（如the neck of the bottle或the leg of the table）。但是，事实依然是，这一替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语码中存在着这种联系，因此具有某种邻近性。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说，隐喻依靠转喻。

语言的美学功能在于寻找至今尚未发现的联系，因此，它也在努力增加语言的表达性。我们用“王冠”命名国王仅仅是因为在国王和王冠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邻近。但是，如果王冠的命名这一事实通过类推的力量让我们指称国王，它也会将转喻式解释重新转化为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一种解释。由于邻近的习惯，由一种自然的相似性要求从王冠里辨认国王。

这样，作为转喻性换位之基础的邻近性就从事实性（经验性）邻近转换为语码的邻近。指称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通过被替换的词语与替换词语之间的一种自然的亲属关系来辨认被替换的词语的可能性也不再重要。这时，这种亲密关系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文化的。

2. 隐喻=转喻

Jakobson（1985）通过对荷马史诗中的隐喻和转喻例子的分析揭示了隐喻和转喻之间的特殊的联系。他认为，隐喻和转喻有时可以共存在一个喻体内。例如：

［93］

a. Not a bright falcon was flying beyond the hills.（不是一只聪明的猎鹰在山外盘旋。）

b. Not a fierce horse was coming at gallop to the court.（不是一匹骏马飞奔至门廊。）

在例［93a］中，隐喻关系得到了保留：一位勇士出现在门廊，就像一只聪明的猎鹰从山后飘然而至。在例［93b］中，语义关系有点模糊。出场的新郎和飞奔的骏马之间的对比十分明显，但同时，骏马停在了庭院实际上预示了主人公就要进屋。因此在介绍骑马人和他的新娘的庄园之前，歌词唤起了马和庭院的邻近性和转喻性形象：事物代替主人，室外代替室内。对新郎的展示可以分离成连续的时段，而用不着用马来替代骑马人：“A brave fellow was coming at a gallop to the court，// Vasilij was walking to the porch.”。因此，在前面一行同一韵步和句法位置出现的“fierce horse”作为“brave fellow”，既代表与它的相似，又代表了他的典型所有物。马的意象在转喻和提喻之间。从“fierce horse”这些具有暗示意义的含义中，自然出现一个隐喻性的提喻：在婚礼歌曲和其他爱情抒情诗中，带有雄性意味的“retiv kon”成了一种潜在的甚至是特有的生殖器象征。（Jakobson，1985:166）

在诗歌中，由于相似性是被增添到邻近性上的，因此任何转喻都带有一点隐喻性，任何隐喻都带有一点转喻的特点。（Jakobson，1985:167）

我们再来看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国歌星Maria Carey有“花蝴蝶”之美称。据说，这是因为她曾出过一个名叫“花蝴蝶”的专集。因此，就其最初的来源看，这是一个转喻。但是，由于Maria Carey极喜打扮，在演出服装上近乎奢靡，对于许多并不知道这一来源的人来说，“花蝴蝶”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隐喻。这是一种典型的“望文生义”的例子。在缺乏一定语境和共享知识的情况下更为普遍。

以上我们从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的角度对隐喻和转喻作了比较全面的比较和分析。作者试图证明两者在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结构上看，隐喻由三部分组成：本体、喻体和喻底；转喻则由替换事物、被替换事物（常隐含）组成。隐喻的主要功能在于以A说B，即通过相对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另外的事物，而转喻的功能在于以A代B，在于指称，即通过某一事物的显著部分或特征，或有特殊关系的邻近事物来理解整个事物。

隐喻和转喻在运作机制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利用的是事物之间不同的关系（Lakoff & Turner，1989）。在隐喻中，通常有两个概念领域，其中一个通过另一个领域获得理解。隐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话题和喻题之间有某种距离。话题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应该伴随一种由于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差异的感觉。与此不同的是，转喻只涉及一个概念系统，两个事物之间的映射或联系均在同一个领域里。

第四节　隐喻与明喻

一、隐喻与明喻在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差异

“明喻”之名，系引用清人唐彪所定的旧名（见《读书作文谱》）。唐彪以前，曾有宋人陈揆称它为直喻。（陈望道，1979:76）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明喻被当作两种并列的辞格。而在现代隐喻学中，明喻是广义的隐喻的一个种类。那么，明喻与隐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两者在形式上的差异是否仅限于“像”、“如”等喻词是否出现？两者在发生学上是否存在一种先后关系？两者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是否导致其在认知功能上也存在差异？或者由于其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而导致了两者在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差别？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近期出版的两部中文工具书对“隐喻”和“明喻”所作的定义。先看《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修订本）：

【明喻】比喻的一种，明显地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某事物，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似关系。常见‘如’、‘像’、‘似’、‘好像’、‘像……似的’、‘如同’、‘好比’等比喻词，如‘此时心情，正像这无水的枯井’。

【隐喻】比喻的一种，不用‘如’‘像’‘似’‘好像’等比喻词，而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词，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种事物。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荷叶成了一把把撑开的小伞’。也叫暗喻。

这里的定义告诉我们：（1）隐喻和明喻是一种并列的关系；（2）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用“是”、“成了”等之类的词将本体和喻体连接，而后者则通过“像”、“似”、“如”之类的喻词连接。

再看《修辞通鉴》（成伟钧等主编，1991，中国青年出版社）：

【明喻】比喻之一。比喻的事物与被比喻的事物同时出现，表明比喻和被比喻的相类似关系。又称直喻、显比，即明显的打比方。明喻的常用喻词有：（1）似；（2）像；（3）如；（4）若；（5）仿佛；（6）宛如、好像；（7）犹如、正如。

【隐喻】比喻之一。即以“是”、“成”、“为”、“成为”、“变成”、“化成”、“等于”等为常用喻词构成本体和喻体的比喻关系，其本体与喻体比“类似”更贴近，可以成为“一体”、“等同”或“附着”的关系。它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

以上两本工具书显然是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来定义隐喻和明喻的。由此来看，修辞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语言结构方面，隐喻和明喻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有“像”、“似乎”、“如”这样的喻词出现，如果有，则是明喻；如果没有，则是隐喻。从意义或修辞效果角度看，由于喻词的出现，明喻中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不如隐喻那样密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的关系，隐喻却是相合的关系。”（陈望道，1979:72）

我们再来看一部西方语言工具书对Metapher（隐喻）的定义。

Metaphor: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 word or phrase de-noting one kind of object or action is used in place of another to suggest a likeness or analogy between them（as in the ship plows the seas
 or in a volley of oaths
 ）；an implied comparison（as in a marble brow
 ）in contrast to the explicit comparison of the simile（as in a brow white as marble
 ）.（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86:1420）（【隐喻】辞格的一种。指用表示某一物体或行为的一个词或词组来替代另一个词或词组，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或类推性［如the ship plows the seas
 或a volley of oaths
 ］；相对于明喻表示明显的比较［如a brow white as marble
 ］而言，隐喻是一种隐含的比较［如a marble brow
 ］）。

这一定义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1）隐喻是一种辞格；（2）它是一种词语之间的替代现象；（3）隐喻涉及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相似性；（4）隐喻是明喻的一种凝练形式，隐含着明喻的出现先于隐喻。

很显然，这一定义也是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来解释隐喻和明喻的。该定义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词语的替代现象，其基础是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推性。虽然该定义没有直接描述隐喻和明喻的语言结构，但从它所给出的例子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就结构而言，隐喻中喻体（“marble”）和本体（“brow”）同时出现，而明喻中，除了本体和喻体外，还出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white”），即喻底（Ground）。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隐喻只说“A是B”，往往不直接提及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明喻除了说“A像B”，而且通常还要指出两者在哪方面相似。也就是说，明喻不仅仅有“像”、“仿佛”这样的喻词作为其标志，而且其喻底也常常同时出现。

为了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钱钟书《围城》一书中所出现的隐喻和明喻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围城》中隐喻共有115例，而明喻则达到了420多例，是隐喻的3倍左右。在115个隐喻中，出现喻底的只有20例，占总数的15%左右；而在420多个明喻中，出现喻底的达410个，没有出现喻底只有10例左右，而这些没有出现喻底的明喻要么其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非常明显，要么喻体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其喻底往往不言而喻。例如：

［94］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
 ，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道：“我没牙齿咬这东西！这馆子糟透了。”（《围城》：33）

［95］辛楣倒替他出汗，自己的白衬衫像害黄热病一样
 。（《围城》：131）

［96］梅亭一言不发，向椅子里坐下，鼻子里出气像待开发的火车头
 。（《围城》：198）

其中，“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根据常识推理，因为是“铁”的，“风吹雨打”一定与“硬”、“干”有关，而且后文中的“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道：‘我没牙齿咬这东西’”等则加强了这种理解。同样，熟悉小说描述时代背景的人对“黄热病”、“待开发的火车头”的特征一定也不陌生，再加上，“出汗”、“出气”等这样的范围限定，则相似之处更为明确。

为了进一步证明隐喻和明喻在结构上确实存在这种差别，笔者设计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请部分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填答。结果发现，大部分受试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在听到“A像B”这样的结构时，他们往往感觉到话还没完，所以仍然会期待着说话者继续说下去，说出A和B之间在什么方面相似。而对于隐喻，他们则往往没有这样的期待。

听话者这样的语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由于隐喻通常只出现A和B，而明喻通常会出现A、B和喻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不同的期待；第二种假设，由于隐喻直接说A是B，只要听到A是B，听话者就会自动地把A的全部特征转移到B身上，再根据B的特征选择合适的理解。而且，从说话者的角度看，使用隐喻一方面可能是不知不觉地把一事物当作了另一事物，另一方面可能他虽然对两事物间的差异和相似十分明确但意欲听话者获得一种意外、新奇或模糊的感觉。由于这一特点，隐喻的意义就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可穷尽的特点；而明喻则更注重两个事物之间的对比和类推，说话者说A像B，意味着两者之间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而且说话者对这种相似性十分清楚并希望向听话者明确指出这种相似性。因为如果这种相似性不经明确指出，听话者就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第一种假设显然是循环论证，毫无意义，因为它只指出了果，还是没有涉及真正的因。第二种假设可通过对《围城》中部分明喻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到支持：

［97］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
 。（《围城》：1）

［98］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
 。（《围城》：4）

［99］结婚像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围城》：96）

［100］请吃饭好比播种种子：来的客人里有几个是吃了不还请的，例如最高上司和低级小职员；有几个一定还席的，例如地位和收入相等的同僚，这样，种一顿饭可以收获几顿饭。
 （《围城》：285）

［101］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一生里的好运气，来得很迟，去得很早
 。（《围城》：286）

［102］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嘴角两边，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围城》：233）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如果我们抽掉了其中的喻底，我们则无法知道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了证明我们的这一假设，我们随机抽取了《围城》中包括以上6个句子的10个明喻例子，隐去原来的喻底，让受试者试着补充出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受试者提供了与原著中相同的喻底。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点，虽然喻体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事物，但是，如果不经指出，我们一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围城》中的明喻，大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读者在读到这些明喻时，都会惊叹作者的机智、幽默和想象能力。这也应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隐喻（能力）是很难向别人学到的。它意味着在不同的事物间发现相似的地方。”（Aristotle，1954:1459）

明喻与隐喻相比，在结构上还有另外的特点。我们知道，从句法的角度，隐喻可分为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和介词性隐喻等（束定芳，2000：60-66）；而明喻则通常只有形容词性（如“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副词性（如“像猫一样地悄悄跟在后面”）等有限的几种。换句话说，在隐喻中，有时喻体可以省略（如“他的大脑一下熄了火”），有时本体可以省略（如“母老虎来了”）。但一般情况下，明喻中的喻体和本体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喻底也必须一同出现，例如：

［103］他们倒宁可睡稻草，胜于旅馆里的那些床，或像凹凸地图，或像肺病人的前胸
 。（《围城》：191）

［104］头边一声叹息，轻微得只像被遏抑的情感偷偷地呼吸
 。（《围城》：191）

从这一特点来看，大多数明喻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类推式隐喻”（proportional metaphor），即A与B的关系相当于C与D的关系。例如：

［105］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鲁迅：《故乡》）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受欢迎的明喻，如前面所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隐喻，因为它们总是有两种关系，有如类比式隐喻，例如：盾是阿瑞斯的杯，弓是无弦的琴。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简单式隐喻；称弓为琴，称盾为杯，才是简单式隐喻。明喻可以这样制造，例如说双管吹手很像猴子，近视眼像爆炸的灯火，因为两者都在收缩。明喻以含有类比式隐喻的为最好；可以把盾比作阿瑞斯的杯，把难船货物比作房屋上的破烂布，把尼克剌托斯比作被普剌梯斯咬上了菲罗克忒忒斯——特剌叙马科斯看见在朗诵比赛中被普剌梯斯击败了的尼克剌托斯依然蓬头垢面，他就把他这样一比。使用明喻，不成功就大受倒彩，成功就大受欢迎，我是说当他们完成一个比喻的时候：他的腿弯弯曲曲像芹菜。又比如：像菲兰蒙那样给皮袋几拳头。所有这些都是明喻”。（参见Aristotle，1954:187）

正因为明喻的这一特点，陈望道还区分了另外一种明喻——略式明喻。所谓略式明喻，就是省略了“如”“似”等词语，把正文（本体）和譬喻（喻体）配成对偶、排比等平行句法。例如：

［106］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

［107］瓜不离秧，囡不离娘，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综上所述，隐喻和明喻在结构上的区别可以作如下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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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结构上来讲，明喻与隐喻不仅仅是在喻词是“是”还是“像”，而更主要在于明喻是两个事物的直接对比，喻体和本体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事理结构。除了喻体和本体一般会同时出现外，其喻底也经常会同时出现。另外从表达形式上看，隐喻要比明喻更加复杂和丰富。而明喻和隐喻这种在结构上的区别也决定了其在认知功能上与隐喻的差异。

二、隐喻与明喻在语篇效果和认知功能上的差异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明喻和隐喻在修辞效果上是有区别的。《辞海》对“隐喻”这一条目的解释是：

比喻的一种。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紧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的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本体和喻体两个成分之间一般要用“是”、“也”等比喻词。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如果我们把隐喻的理解过程分为“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两个阶段的话（束定芳，2000：193-202），那么作为比喻的标志，喻词“像”、“似乎”的出现省略了隐喻辨认的过程。听话者直接就进入了“意义推断”的过程。而喻底的出现又明确指出了两事物间的相似性，这样就帮助听话者迅速和准确地理解比喻的含义，认识本体的特征。

从接受心理学角度看，喻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隐喻所特有的隐秘感。而喻底的出现，一方面节省了听话者理解隐喻所付出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减弱了隐喻意义的模糊性和不可穷尽性所带来的心理快感。“明喻只说这个像那个，而为什么像，往往是很明显的，所以听者并不对这个比喻加以思索。如果只说这个就是那个，听者就要加以思索，一旦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就能有所领悟，从而感到愉快。”（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1991:176）

从隐喻和明喻在认知方式和功能的区别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一般以隐喻的形式出现。例如，“时间就是金钱”。Lakoff和Johnson（1980）在Metaphors We Live By
 中的大部分例句属于此类。（2）由于隐喻在形式上具有强烈的判断意味，因此在表达强烈感情的场合，一般用隐喻。例如，在抒情诗歌中，多用隐喻。骂人时，基本上用隐喻，如“你是头猪！”或者用“你这头猪！”如果我们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隐喻产生的原因，那么，隐喻可以被认为是被压抑的、无知觉的、直觉的冲动通过神秘的象征形式而进行的一种表达。Richard P. Honeck（1980：36）指出，如果比喻性语言与大脑兴奋状态有关，那么，比喻表达与情绪化、焦虑、兴奋剂、幽默和某些大脑损伤有关。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实验结果支持。（3）不同的文体影响对隐喻和明喻的选择。说理性谈话，特别是教材、政论文和科普作品等，多用明喻，而诗歌和诗性散文多用隐喻。明喻一般用于说理，把某一领域的事理用来说明另一领域的情况，因此往往需要比较详尽地介绍源域的情况：

［108］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硕士、博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这件事忘了
 。

（钱钟书：《围城》）

“出洋”为什么“非出不可”呢？作者用“出痘子”、“出痧子”来说明。那么两者究竟在哪些方面相似，作者必须详细说明，否则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一比喻的真正意思“摸不着头脑”。再如：

［109］

破产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最直接的比喻是，破产者好像是一个病人，不能照顾自己，要在他人的监管之下生活，一方面希望他康复；另一方面不想他危及其他人。

破产者像是在打麻将，半途中忽然不能打下去，要马上离台结账。他最先坐下来的时候，有足够的筹码，可以应付输赢。在往下的战局中，他有赢有输，整体来说，纵使输得多，赢得少，别人是不可以逼他出局的；只要不离开，他只要不离开，他总有“赢回来”的机会，但一旦破了产，就要马上定输赢。将来能否翻本，是新一局的事。再者，以后还有没有人肯接受他入局，还是未知之数。

破产者像是糖尿病末期，若要保存性命，要割去一条腿，这条腿就是他做人的信誉（单指金钱方面的信用价值）。在今天的社会，每一个人的信誉，是他做人处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申请破产，就像把自己尚余的信誉，一刀切去，将来能否重新再培养，可说是十分渺茫，但无论如何，目前是顾不到了。

破产者似住在玻璃屋里。破产者像是搬进一间玻璃屋居住，财政的隐私，已是荡然无存。所有财产，不论是从前的、现在的、将来可能得到的，都要放在放大镜下给全世界的人看，并受到一定的监管和控制。

破产者破产之后，在社会这个竞技场中，被连降几级，由甲组降至丙组，很多比赛，甚至活动，都不能参加。尤其是与管理金钱有关的，例如公司董事。

破产有没有好处？有。但属于“无可奈何”的好处。当你病到某种程度，是保留生命但要失去一条腿，还是干脆继续病至死亡，在这时候，你会选择哪一样？破产与否的考虑，就像是这样。

（甘木：《海外星云》，2002年第8期）

这个例子中，作者完全知道“破产”与“打麻将”、“糖尿病”、“玻璃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但同时也感觉到“破产”与这几种事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似的关系。要向普通读者说明他们并不熟悉的“破产”究竟是怎么回事，需要用一系列相关的熟悉事物来说明“破产”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及重要特点。由于“破产”与这些事物之间并非“全面相似”，因此作者需要将具体的相似之处揭示出来。

三、明喻和隐喻在发生学上的关系

从前面我们所举的词典定义看，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和明喻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如果要说明何者为先，传统修辞学似乎认为明喻在先，而隐喻是一种省略了喻词的明喻。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明喻是隐喻的一个特殊种类，也就是说，在发生学上，隐喻先于明喻：

明喻也是隐喻，两者的差别是很小的。诗人说阿喀琉斯“像一匹狮子猛冲上去”，这个说法是明喻，要是诗人说：“他这狮子要冲上去”，这个说法就是隐喻，由于两者都很勇敢，诗人因此把意思对调，称阿喀琉斯为狮子。明喻在散文里也有用处，但是应当少用一些，因为它们带有诗意。在另外一处，亚里士多德又说，“因为明喻，如前面所说的，也是隐喻，差别在于须加说明；由于比较长，所以不那么使人感到愉快；再说，明喻并不直说，这个就是那个，因此我们的心灵并不对这个比喻加以思索。”（亚里士多德，1954：176）

在现代隐喻理论中，明喻也被看作是隐喻的一种，但明喻和隐喻在认知功能上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Lakoff & Johnson，1980；Lakoff，1987）

Gertrude Buck（1971）曾从人类思维发展过程的特点角度来区分隐喻和明喻的产生原因。他认为，隐喻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同的事物被看作是同一的，如“牙齿就是珍珠”（Teeth are pearls）；第二阶段，人们感觉到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开始说“珍珠般的牙齿”（pearly teeth）；第三阶段，人们不但感觉到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还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即某种相似性，并可以用as、like来表达这种联系，这个时候，人们可以说，“她的牙齿像珍珠一样”（Her teeth are like pearls）。（Buck，1971:36）

从隐喻使用者对喻体和本体之间差异的意识程度角度看，隐喻可以分为三类：根隐喻（Radical Metaphor）、新隐喻（Novel Metaphor）和明喻。按照部分心理学家的看法，根隐喻的出现是人们对喻体和本体之相似性的过分注重而对两者之间的差异的无知。换句话说，根隐喻的使用者完全把喻体和本体看作了同一类事物。使用者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使用一个隐喻。根隐喻的隐喻性只是在认为喻体和本体之间存在差异的人以及使用者本人后来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后才被感觉到。新隐喻是在人们对喻体和本体两者之间的差异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时使用的。使用者知道A不等于B，但他只是想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传达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传达的信息。而明喻则是人们对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异同完全熟悉的情况下使用的。明喻只利用喻体和本体之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而且常常明确指出这一相似性，例如“像春天般温暖”。新隐喻因处在两者之间，既不像根隐喻那样将喻体和本体混为一谈，也不像明喻一样明确说明两者相似的方面。听话者因知道喻体和本体的不同因而对说话者把A等同于B感到意外，又因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而获得了某种新的信息，不像明喻一样直接道明这是一种比喻，也不明确指出喻体和本体间的相似性究竟是什么使得新隐喻具有一种朦胧美。因此，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明喻是隐喻发展的高级阶段。但由于与字面语言接近，因此不如隐喻那么“隐秘”。

根据以上的讨论，在结构上，明喻与隐喻相比，除了喻词的不同外，还在于喻底是否同时出现。从句法角度看，隐喻既可以是一种命名现象，也可以是一种述谓现象。明喻则完全是一种述谓现象，它只能在句子中出现，当然也可以在成语、谚语等固定词语中出现。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由于明喻的使用是建立在人们对所涉及的两类事物比较熟悉的基础上，因此明喻是一种特殊的隐喻，是介于隐喻和字面语言之间的一种表达法。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看，由于隐喻使用了明确的标志，所以省略了隐喻辨认这一环节，同时也消解了明喻的隐秘感；喻底的出现又帮助了听话者对比喻意义的迅速和准确理解。

第五节　隐喻研究应该加强的若干课题

对隐喻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认为，与任何其他一门学科一样，隐喻学一方面应该加强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或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学科本身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隐喻研究历史的研究，二是对隐喻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一、隐喻研究史研究

对隐喻研究历史的研究可以以时间为顺序，梳理隐喻研究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以理论流派为线索，探讨它们的发展过程和继承关系。比如可以对大家熟悉的“替换论”、“对比论”、“互动论”、“映射论”、“合成论”等追根溯源，考察它们的形成、主要观点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些隐喻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排斥、矛盾，实际上互相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叠、互补的关系。这正如“盲人摸象”故事所启示的那样，每一种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隐喻的某些特征，但并互相矛盾，也许把它们很好地组合起来更能使我们对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因此，对各种隐喻理论和流派的梳理和整合对我们更好理解这些理论、更好地理解隐喻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对国外隐喻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挖掘我们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中对隐喻的论述。我们注意到，我国修辞学传统中对“比喻”类修辞手段的描述和分析是十分细致和精到的。把有关成果结合到现代隐喻理论中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古代文论和古代语言学著作，以及重要学者的著作中收集和整理有关比喻的真知灼见。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许慎的《说文解字》、扬雄的《方言》，近代学者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有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等，都有关于比喻的精彩论述，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的金矿。

另外，汉语本身也是一个蕴藏了丰富的隐喻语例的宝库。汉语中的歇后语、四字格成语等可能是汉语所特有的隐喻表达方式，其对汉语的表达力、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的影响非常值得研究。最早在这方面的比较系统的研究，竟然是由一位名叫C.A.S. Williams的英国人做的。Williams是一位汉学家，中文名叫文林士，他曾是英国驻中国海关总检查局代理助理中文秘书，担任过北京海关学院海关事务、案例和条约教授，还是皇家亚洲学院院士。他经过17年对中文的潜心研究，于1920年由海关总检查长授命、总检查局统计部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了A Manual of Chinese Metaphor（Being a Selection of Typical Chinese Metaphors，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Indices）
 一书。

在“引言”部分，作者引用了法国作家蒙太因对法语的一段评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优美的短语和隐喻。它们的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枯萎了，其色彩也由于过分一般的使用而失去了光彩；但即便如此，它也无法阻止一个具有智慧的人对这些优美词语的欣赏，也不会贬损那些第一次赋予这些词语如此美妙用法的古代作者的光辉。”作者认为，这些话完全可以应用到现代汉语上。现代汉语中充满了辛辣的隐喻词语、辞格和修辞手法，可用于“说明一个道理或为一个故事增色”。

Williams指出，汉语中的隐喻特别丰富，这些隐喻大都以四字格表达，作者试图对这些四字成语的分析来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形成、变化以及现有的用法，以此更好地欣赏中国人的语言精神和思维模式。

在引言的最后，作者引用了英国著名汉学家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的一段话：要学好中文，你需要一副铁的身体、铜的心肺、橡木的脑袋、弹簧钢的双手、苍鹰的眼睛，还需要有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Methuselah）的寿命（一连串的夸张式隐喻）！

作者认为，隐喻是汉语的脊梁（backbone），学好这些隐喻对掌握汉语有极大的帮助。

令人惊叹的是，这本手册按照主题编排，一共分25大类，每一大类里面又分若干小类。比如在“艺术”类中，分出“绘画”、“刺绣”和“音乐”三个小类。在“音乐”类中，作者列出了以下主题：钟、鼓、笛、音乐、芦管、歌曲。

由此可见，汉语中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来作为隐喻的喻体。对汉语中隐喻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汉语表达手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探究汉语与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提供重要的基础，同时，对我们进行中外语言和文化的比较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隐喻理论的系统化和整合

隐喻学本身也需要很好地进行理论建设。例如，对隐喻学的性质、目标、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等都应该进行廓清。

Gibbs（1999）对今后的隐喻研究的几个重点方向的建议，值得我们注意。Gibbs的观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1）区分语言中的不同隐喻

研究者应该明白语言中有不同形式的隐喻，认识到解释隐喻某一方面特点的理论不一定适用其他形式的隐喻。例如，各种语言中，最常见的隐喻表达形式是：A is B、A is the B of C以及A Bs等。各种表达形式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需要隐喻理论做出不同的解释。

（2）区分隐喻与转喻

转喻是与隐喻比较接近的一种语言使用现象。有些研究者（如Lakoff和Johnson）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种类。但实际上两者在本质和工作机制上都有着重要的区别。隐喻理论必须充分说明和解释两者的异同之处。按照Jakobson等人的观点，隐喻与转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隐喻涉及了两个不同的领域，而转喻只涉及一个领域。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而转喻的基础是邻近性（contiguity）。

（3）区分隐喻过程与隐喻过程的结果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把隐喻作为结果或产品来理解，而心理学家一般关心的是隐喻的理解过程，同时也关注对隐喻作为产品的理解和辨认。隐喻的理解过程应该包括隐喻的辨认、理解和欣赏。研究者们必须了解理解一个隐喻所涉及的种种经历，意识到有些研究隐喻理解过程的方法的局限性，不能用一个只适合解释隐喻理解某一临时特征的方法来解释隐喻使用的某一特点。

（4）区分隐喻处理（metaphor processing）与隐喻性处理（metaphoric processing）

隐喻性处理指的是一种用于各种情景或语言，如文学作品、童话或寓言等的一般理解模式。而隐喻处理指的是最真正的隐喻的理解。

（5）区分语言中的隐喻和思维中的隐喻如何互相影响

隐喻与思维的关系是隐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概括来说，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四种不同的假设：

假设1：隐喻性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对词语意义的变化产生一些影响，但并不影响目前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

假设2：隐喻性思维可能成为在语言社团中通行的语言意义的动因，或者对一个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的语言理解产生影响。但是，隐喻性思维实际上对个别说话者理解或处理语言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

假设3：隐喻性思维可能影响个别说话者对各种词语现有意义的使用和理解，但对人们对日常语言一般的即时的（on-line）使用和理解没有什么影响。

假设4：隐喻性思维可能在人们对语言意义的即时使用和理解自动地发挥作用并与其互相作用。

以上这些假设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反映了隐喻性思维和语言使用和理解的不同方面之间互相作用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层级关系。

（6）充分认识思维和语言中的隐喻的体验动因（embodied motivation）

语言中有很多例子证明许多隐喻性思维来自我们身体的经验，例如，英语中将“愤怒”看作是容器里的液体（如She blew up at me），而认为“幸福是向上的感觉”/“悲伤是向下的感觉”（如：I'm feeling up；That boosted my spirits；They are in high spirits）等。隐喻理论应该寻求隐喻的，特别是一些概念隐喻和本体隐喻的心理和物理基础。

三、跨文化隐喻研究

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相对来说是个薄弱环节。Kövecses（1995）比较了英语、匈牙利语等语言中有关“愤怒”的概念隐喻；於宁（Ning Yu，1998）在Lakoff和Johnson（1980）的基础上，对汉语中的有关“愤怒”、“时间”等概念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还限于局部的比较。这方面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我们认为，跨文化的隐喻对比研究，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通过语料库来研究各语言中隐喻的使用情况
 。现在，互联网上有许多现成的语料库，可以对不同体裁的语料进行检索，看隐喻在不同语言、不同体裁的语料中的使用频率、类型分布等情况。


（2）文化关键词研究
 。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些关键词往往是隐喻，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角，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下面的整个概念系统（conceptual system），包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等。例如，在美国文化中，“熔炉”（the melting pot）、“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等关键词是理解整个美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观念的钥匙；而中国文化中的“中央”、“天子”、“大锅饭”、“白猫黑猫”等等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发展历程。对这些不同文化中隐喻性的关键词的对比和分析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四、隐喻理论应用

隐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应用。有关隐喻的本质、分类及特点、产生的原因、理解过程和工作机制等的研究成果对哲学、文学批评、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


（1）隐喻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
 。有人说，诗歌就是隐喻，隐喻是“微型诗歌”（poem in miniature）。诗歌与隐喻同源。毫无疑问，有关隐喻的语义特点和功能、隐喻的工作机制等方面的理论就可以用来解释诗歌与其他文学表达形式的相似与不同，用来阐释诗歌的理解方式，等等。


（2）隐喻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应用价值。语言教师可以利用隐喻理论来解释语言意义的变化发展过程，解释词汇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可以利用概念隐喻理论来解释语言中各种不同形式的隐喻之间的系统性和相互关系。


（3）隐喻理论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
 。毫无疑问，隐喻是词汇意义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和重要方式，因此，隐喻理论在解释同音词现象、一词多义现象、同义词现象、语义场现象等中，都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借鉴意义。

本章我们从关于隐喻研究的历史的讨论入手，探讨了隐喻的本质，指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接着，我们讨论了隐喻的特点与运作机制，提出了语义冲突、相似性作用和双重影像是隐喻理解的重要基础；我们还就隐喻与明喻和转喻在语言形式上和认知功能上的差别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最后，对隐喻研究今后应加强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七章　语用意义与语用推理

在语言交际中，语言意义的解析和理解与语境密切相关。语境包括话语发生的物理语境和上下文，更重要的是语言交际中相关知识的表征。本章首先讨论语言表达的几个重要特征，然后介绍几种有影响的语用意义和语用推理理论，同时，针对语言表达的若干重要特点，对语义理解和语用推理的特点进行分析。

第一节　语言表达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意义先于语言表达

所谓意义先于语言表达，就是说语言的产生是为了表达人类的心理感受和交际需求。人类首先有了需要表达的内容，然后才有了用来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已经具备了认识世界的初步能力，甚至具备了有限地表达对世界认知结果的方式，如手势语、表情、符号等。当然，在语言产生以前，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可以用语言之外的手段进行表达的内容也是极其有限的。语言的产生使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从此，语言和认知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但总体来说，意义的产生先于语言。因为在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人类的认知器官，特别是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的产生，一方面通过语言信息在大脑的表征和进一步加工促进了人类认知能力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使人类表达自己的认知结果的方式和工具更加有效、更加精密。

在谈到意义是否必然依靠语言的问题时，吕叔湘在《语文常谈》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吕叔湘，1980:62）

相同的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或者同一种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类似意义，也说明了意义先于语言表达这一事实。

二、意义大于语言表达

所谓意义大于语言表达，就是说，人类的经验世界或意义世界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复杂多变，语言其实只能表达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只能对我们理解某些方面的意义起到一个触发或者向导的作用。

首先，任何词语都已经是对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抽象：

“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现无穷的细节，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来，可是语言没法儿丝毫不漏地把它们全都表现出来，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比如现实世界的苹果有种种大小、种种颜色、种种形状、种种口味，语言里的‘苹果’却只能概括所有苹果的共同属性，放弃各个苹果的特殊属性。概括之中还有概括，‘水果’比‘苹果’更概括，‘东西’比‘食品’更概括。每一种语言都有这样一些高度概括的字眼，如‘东西、事情、玩意儿、做、干、搞’等等。”（吕叔湘，1980:63）

意义比语言形式更为丰富，还因为“语法只反映了一小部分用来组织我们遇到或想象中的大量情景的一般框架和空间建构语”（Fauconnier，1997:190）。

色彩词的研究也说明了意义大于语言表达的道理。研究发现，每种语言用来表达色彩的词语的数量并不相同，有的语言，如澳大利亚某土著语言中只有表达“黑”和“白”的两个词语，但结果发现，操该语言的人完全可以识别其他的色彩，只是表达这些色彩有一定的困难。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有许多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的东西。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类的意识世界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和“自我”属于潜意识层次，只有“超我”部分是属于可以意识到、可以自我监控并自我表达的层次。相对于潜意识层次，“超我”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有许多与潜意识有关的事物很难通过语言得到描述或表达。因此，我们的经历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有尽而意无尽”、“词不达意”、“不知从何说起”等现象十分常见，这些说法也充分表明了意义的丰富性以及语言表达的有限性。

翻译上的“不可译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意义的复杂性以及语言表达的有限性。某些文化中具有独特性的事物在其他文化的语言中就很难找到适当的表达方法。语言本身的特点也使得某些依赖语言形式所产生的特殊表达效果无法在其他的语言中得到同样有效的表达。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诗歌翻译。诗意的产生可以是特殊的语音安排，可以是特别的词汇和句式的选择，也可以是特殊的书写形式的选择。由于不同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和书写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往往是无法相互转换的。

三、语言“触发”概念系统

之所以说语言在人类意义的表达中起到的主要是触发的作用，是因为语言不等于事物，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指代，是一种中介，语言本身已经是一种抽象。因此，语言的表达只可能是部分的。脱离语境的语言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语言符号表达的实际意义必须与语境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确定。例如，如果有人对你说，“火”，他有可能是想告诉你当心火的危险，有可能是问你借个火，有可能是问你哪儿有火，等等。听话者只有根据语境才能判断说话者的真正意图。

再比如，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郎平在评价巴西女排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巴西队实力最强，但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新民晚报》2004年8月23日18版）“掉链子”是个隐喻表达，它将我们对巴西队的特点的理解与“自行车”这样一个概念框架联系了起来。而要理解“掉链子”对巴西队意味着什么就依赖我们对“链子”和自行车之间关系的理解。因此，语言表达往往“以点带面”，一个词、一个句子往往触发的是一个或多个概念框架或系统。

因此，语言的理解不但有语言知识的参与，也有人类一般知识和一般认知能力的参与。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指出：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交际模式：一是编码和解码模式，二是推理模式。复杂的交际形式可能会将两者结合起来。

语言交际是一个复杂的交际形式。语言编码和解码都会涉及。但是，一个说出的话语的语言意义不足以表达说话者的意义：他只能帮助听话者推断出他的意思。解码的结果被听话者正确地理解为交际者意图的证据之一。换句话说，编码和解码过程附属于格赖斯的推理过程。

（参见Sperber & Wilson，1995：27）

第二节　语境及其作用

一、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关于语境，语言学家有不同的定义。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物理语境和心理语境。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物理语境有两种，一种是话语发生的实际场合，包括时间、地点、说话者、听话者的身份等等。吕叔湘先生指出：

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意义也不一样，老师说“我去上课”，是去讲课，学生说“我去上课”是去听课；大夫说“我去看病”是给人看病，病人说“我去看病”是让人给他看病。（吕叔湘，1980:61）

另一种是上下文，即已经说过或将要说的话语。例如：

［1］我们明天出发。这事已经讨论过了。

其中，“这事”就是前面刚说过的话语，即“我们明天出发”。

心理语境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物理语境的感知，二是内化在大脑中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文化背景和相关知识。Sperber和Wilson认为：

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是听话者有关世界假设的一小部分。这一意义上的语境不只限于有关直接物理环境和刚刚说过的话语的信息：对未来的预期、科学假设或宗教信仰、轶事记忆、一般的文化假设、有关说话者心理状态的信念，都可能在理解中发挥作用。（参见Sperber & Wilson，1995:15）

逻辑知识也是心理语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语言交际者对话语意义进行推断的依据。例如：

［2］

A: Was there anybody rich at the party，who might be asked to pay for the damages?（晚会上有富人吗？也许可以让他赔偿损失的？）

B: Jim is rich.（吉姆是富人。）

A: Yes，but did he go to the party?（对，可是他去了吗？）

B: I don't know，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f anybody was there，Jim was there.（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人去了晚会，吉姆就一定会在。）

A: Somebody was there — this I know for sure（I saw John going there）. So it looks as if the damages will be paid.（有人在的，我敢肯定［，我看见约翰去了］。所以看来有人赔偿损失了。）

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根据逻辑知识，最终得出吉姆将会赔偿的结论。这一推断的逻辑依据（Recanati，1993:111）是：

大前提：到场的富人赔偿损失。

小前提：吉姆是富人。

只要有人去，吉姆必到场。

有人去了。

结论：吉姆去了，吉姆将付钱赔偿。

文化背景知识也是心理语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有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又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这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参见Sapir，1933:168）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3］……

外国女孩指着高山野味菜系列里的“白扒猴头”，手不停地发抖。接着，女孩跟男孩说了几句，两人站起身，背起包就走了。

朋友猜测，老外肯定把“猴头”当成“猴子的头”了。其实，菜单上的“猴头”只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蘑菇。

（杭州《青年时报》：《此“猴头”不是猴子的头》，2004年7月10日）

根据中国人饮食方面的知识，“猴头”应该是“猴头菇”的省略，中国人一般对此不会产生误解。“老外”可能听说过中国人喜欢吃野生动物的传统，从字面去理解这一菜名，误认为是真正的“猴头”，因此“夺门而逃”。这显然是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语言理解上的偏差的一个典型例子。

语言意义与一般知识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存在。任何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事物和经历都可能影响对相关语言表达的理解。

季羡林先生曾举过两个例子说明了不同知识积累和不同生活积累的人对同一语言表达的意义的不同体验：

我先举最常用的“司空见惯”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到处都能碰到，谁都懂得它的含义，可是读者必须分为两类。文化水平高、懂得这个成语的源流的读者，看到了这个成语，除了理解它的含义之外，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联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欣赏这一段风流故事，而从中享受到更幽美的情趣，

……

我再举一个例子：“高山流水”。……含义比较丰富，最丰富的是表示知音、知己、友谊（死生不渝的友谊）。有时也用来表示乐曲高雅精妙，如此等等。我个人每次读到这个成语或典故，心理总会涌起一股友爱、悲凉、孤独而又温暖的意识流，往往沉思半天。对一般不明成语来源的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获得知己又失去知己而已。

（季羡林：“《汉语成语源流大词典》序”，《中国语文》2003年第4期第470页）

这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语言理解的一个重要特点。Saeed（1997）指出，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语言意义与百科知识之间作出界定。吕叔湘也曾指出了世界知识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同是一个“跑”，“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跑官、跑项目”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龙套、跑单帮”是以什么身份而跑，“跑马”是让马为自己服务，“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吕叔湘，1980:60）

一个事件往往可能有多种语境的支撑。例如，“在海滩上”这一语言形式就可能唤起几种不同的认知语境（见下图7-1，译自Ungerer & Schmid，1996: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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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在海滩上”的认知模型

由于物理语境与心理语境之间的特别关系，有人往往不承认物理语境的存在，认为语境就是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但显然，心理语境是一种比较稳定、长久发挥作用的知识结构，而物理语境往往“境随时迁”，随时发生变化。当然，有些物理语境最终也会作为大脑中知识的一部分而对语言交际产生影响。

二、语境的作用

传统语义学把句子意义分为字面意义和语境意义。字面意义就是句子中各组成部分意义的相加，而语境意义就是句子在实际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但是，要区别字面的意义和语用的意义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即使是一个简单句子，其组合的意义有时也必须通过语境才能推断。也就是说，词的简单组合的理解也需要一定的语境信息。更何况，语言表达有时并非通过语言的字面意义。字面意义有时起到的只是一种暗示作用，例如隐喻、转喻。真正的所指听话者必须在语境的基础上加以推断。有时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好是与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如反讽。

Seana Coulson曾指出：

整体的意义无法从部分的意义中计算出来。由于语言的功能是使得听话者能够参与建立在共享的语境中的互动框架，一个名词短语只需要提供听话者有关成分足够的信息，使其与语境信息和/或背景知识连接起来。（Coulson，2001:141）

许多语用学者支持把话语理解分为解码（decoding）和推理（inference）两个阶段的所谓“模块”（modular）理论。该理论认为，语境只有在字面意义理解结束后才发生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字面意义不一定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换句话说，我们在听到一个句子时，我们大脑的第一反应并不一定是句子的字面意义；第二，语用因素可能在理解的最初阶段就发挥作用。部分语义学家把这种在语言理解的最初阶段就发挥的基本作用称为“浸润”（saturation），也叫“丰富”（enrichment），主要包括：解除歧义（disambiguation）和指称确认（referencing fixing）等。

1. 解除歧义

歧义必须通过语境得到解决。主要的歧义可分为词汇歧义和结构歧义。词汇歧义主要是因为词的多义（或同音）性质引起的。例如：

［4］John went to the bank yesterday.（约翰昨天去了河岸/银行。）

这一例句中的“bank”是个同音词，可以解释“河岸”，也可以解释“银行”。具体指的是哪一个地方，要靠实际语境才能确定。

还有一种常见的歧义是结构歧义，即由于句子结构的原因引起的歧义。例如：

［5］Old men and women all went to the bank.（老人和妇女/老汉和老妇们都去了河岸/银行。）

例［5］中的“old men and women”既可以解释“老人和妇女”也可以理解为“老汉和老妇们”，具体指的是哪种情况也只能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

2. 指称确认

语境也是确定句子中指示词语的具体所指的必要条件。例如：

［6］He has bought John's book.（他买了约翰的书。）

要理解这句话的内在涵义，首先要确定he指的是谁，John指的是谁，John与book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3. 提供未表达信息（Providing Unexpressed Information）

有时，说话者要表达的意义并不需要通过词语来表达，而需要依靠听话者根据背景知识来补充。

仍以上页例［6］为例，John's book的理解就需要语境知识的参与，因为John's book可以是John写的书、翻译的书、借的书、拥有的书等等。吕叔湘曾指出了语境对确定这类关系的重要作用：

“我的书”可以是我买的，也可以是我写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给别人的，也可以是人家寄给你的。“我妹妹的照片”可以是她收藏的，也可以是把她照在里面的。（吕叔湘，1980:61）

根据Judith N. Levi（1978）的论述，名词复合词中名词之间的关系可以小结为编码了九种可省略的谓词之一：cause、have、make、use、be、in、for、from和about（Coulson，2001:126）。然而，很多名词复合词的实例很难根据Levi的类别进行分类，有时它们属于几个类别，有时它们无法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类。例如，dog collar既可以理解为“collar used by a dog”（给狗用的项圈），也可以是“collar that dog has”（狗拥有的项圈）。这样的例子数量很多，比如：rain forest（热带雨林，充沛的降雨是造成这类茂密森林的原因之一）、caffeine headache（咖啡因头痛，咖啡喝多引起的头痛）、gun wound（枪伤，不是枪受伤，而是人被枪打伤）、tennis injury（网球伤，不是网球受伤，而是人在打网球时受的伤）、electrical engineer（电气/机工程师，是专门从事与电有关工作的工程师，而不是“带电”的工程师）、topless bar（脱衣酒吧，是里面的舞女“topless”，而非酒吧本身topless）等。

吕叔湘认为，汉语中这种需要通过语境知识对事物间关系进行理解的情况更多：

“总的来说，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是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汉语里真正的介词没有几个，解释就在这里。”（吕叔湘，1980:61）

一般来说，语言本身的意义是语义学研究的对象，而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可以看作是语用意义。语义推理的过程，就是从一个个单词的意义的组合开始，加上语法结构的意义，由此得出语义的过程。所谓语法结构的意义，就是结构赋予的意义，相当于Goldberg提出的“构式”意义。

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例如“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高玉宝）（比较：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些人认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出戏就应该唱他一个人（萧长华）。（吕叔湘，1980:61）

所以，语言意义是一个很复杂的组合体。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吕叔湘，1980：66）

下面一节我们对近年来有关语言意义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几种有影响的语用学理论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第三节　语言意义的语用学解释

一、格赖斯经典理论

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1913-1988）关于语言理解的经典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关语言意义的分类，二是语用含义的推断。

Grice认为，语言意义的表达不但包括直接说出的内容，同时还包括所隐含的内容，所说的内容除了句子本身的字面意义以外，还包括所说内容的语境成分。且看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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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语言意义类型（转引自Recanati，1993:106）

但是，要确定“所说的”和“所隐含的”的界限非常困难。后来的语用学家对如何确定所说的和所隐含的界限提出了不同的标准。

Grice关心的是自然语言中的意义，说话者希望听话者理解的意义：

“U通过说出x表达某意义”为真当且仅当，对某一听者（A）来说，U说出x意欲：

（1）A产生某一特定的反应r

（2）A认为（辨认）U有（1）的意图

（3）A在（2）的基础上实现（1）

（Grice，1969/1989:92）

这一意欲表达的意义可以是两种：所说的内容（what is said）和所隐含的内容（what is implied）。


What is said
 被认为是句子语法处理后的输出，加上指示语的确认和歧义消除（Grice，1978）。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要获得对所说的内容的恰当的语义表征，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一般认为，“所说的内容”应该相当于说话者所意欲表达的内容，这一点在Grice的原来的体系中也是得到承认的。

例如，下面例［7b］在Grice看来是下面例［7a］的含义，但在后格赖斯语用学（Post-Gricean Pragmatics）中，却被认为是what is said
 （所说的），或者说所说的内容中没有明确说出的部分（impliciture）（Bach，1984），明确说出的部分（explicature）（Sperber & Wilson，1985；Carston，1994），或者说是含义能发挥作用的命题内容（Levinson，1995）。请看这两个例子：

［7］

a. John dropped the glass and it broke.（约翰掉了杯子，杯子破了。）

b. John dropped the glass and as a result
 it broke.（约翰掉了杯子，因此杯子破了。）

命题条件也是这样：它们与例［7b］而不是与例［7a］有关。

在传统语义学中，人们倾向于把and作为纯粹的逻辑算子，即时间和原因副词，也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多义的词。Grice认为如此扩大词的意义，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人们会在几个意义中选择其中一个意义，同时，也因为这几种不同的用法其实可以给予统一的解释，因此，Grice认为不应该把and作为一个多义词来解释。

二、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1985/1995）提出了“关联理论”来修正和替代Grice的“合作理论”。

Sperber和Wilson首先提出了“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概念。某个个人的整体认知环境是他所能感知或推断的一组事实，即所有对他来说明显的事实。这一整体认知环境是他的物理环境和认知能力的一个映射，不但由他已知的事实组成，还包括他能够意识到的物理环境中的所有事实。该个体所获得的知识有助于他获得意识到更多事实的能力。被记忆的信息是认知能力的一个组成成分。“某一个体的认知环境就是他所拥有的一系列假设（assumptions）”。（Sperber & Wilson，1995:46）

Sperber和Wilson认为，明示行为（ostensive behavior）为某人的想法提供了证据。该行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隐含了一种保证，即保证它是相关的。而之所以隐含了这样的保证是因为人们会自动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他们最相关的事物上。（Sperber & Wilson，1995:50）

所谓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就是说话者给出一个刺激，使得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清楚交际者意欲通过这一刺激向听话者表明一组假设。（Sperber & Wilson，1995:63）

Sperber和Wilson区分了大脑的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一个是“输入系统”（Input Systems），另一个为“中央系统”（Central Systems）。“输入系统”负责处理视觉、听觉、语言和其他感知信息，而“中央系统”将从各种输入系统和记忆中获得的信息组合起来，并进行推理任务。

Sperber和Wilson指出，在大脑记忆的某个概念区域储存了三种信息：逻辑的、百科的和词汇的。（Sperber & Wilson，1995:86）某个概念的逻辑信息由一系列可以应用到该概念作为其组成成分之一的逻辑形式上的概括推理规则组成。逻辑信息数量很小、有一定限制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百科信息包含了有关该概念外延与指称的信息，即作为其实例的事物、事件和/或性质。人们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用来描述百科信息的模式。这些模式旨在说明有关该信息的结构、其中包含的各种假设的关系以及各种信息本身的关系。许多提出的模式都将图式、框架、原型和脚本等概念包括了进去。百科信息在说话者之间有差异，并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它们是开放的，不断有新的信息被加进来。无法说在某一点百科信息是完整的，也没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达到这一最低限度人们就不能说某一相关概念没有被掌握。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整体框架建立在表征（representation）和计算（computation）这一区别上。百科信息是表征性的：它由一组可能接受概括规则的假设组成。相反，逻辑信息是计算性的：它由一组适用于该相关概念出现的假设的概括规则。（Sperber & Wilson，1995:89）

Sperber和Wilson指出，关键在于表征和计算在形式上不同但互补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两者对理解的发生极为重要。

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以下关联的条件（Conditions for relevance）：

当，且仅当，某一假设在某一语境中有某种语境效果，该假设在该语境中是关联的。（Sperber & Wilson，1995:122）

Sperber和Wilson指出，这一即时的语境仅仅是个起点，它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延伸：

（1）通过“时光倒流”而延伸，并加入在以前的概括过程中使用过的，或获得的假设。

（2）第二种延伸方法就是加进语境中已存在或正在加工的假设的概念的百科信息。

（3）第三种延伸语境的方法就是增加有关可以观察到的环境的信息。

（Sperber & Wilson，1995:140）

Sperber和Wilson将其理论与Grice的理论作了比较。他们指出，Grice的理论与关联理论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Grice的原则和准则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必须知道的标准，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也只有知道了这些标准才能进行恰当的交际。交际者一般都会遵守规则，但也可能违反它们以获取特定的结果；听话者运用其有关这些标准的知识来理解交际行为。（Sperber & Wilson，1995：162）与此不同的是，关联原则是关于明示—推理交际的一种概括。正如不需要知道遗传学就可以繁衍后代一样，听话者和说话者也不需要知道关联原则就可以交际。交际者并不遵循关联原则，即使他们想违反也不可能。关联原则的适用性没有例外：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达一个关联的假设。

Grice的理论和关联原则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交际的解释。Grice对会话的解释始于明确所说的与所隐含的意义的区别。他并没有对明确的交际作出解释。总体来说，编码模型被理解成一套规约，被认为是适用的。含义被解释为听话者为保留听话者遵守了准则，或至少遵守了合作原则。关联原则是用来解释作为整体的明示交际的，而不管其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

对Grice来说，理解某一话语的明确内容显然相当于理解我们所说的命题形式和所表达的语气；任何被传达的其他假设，不管是通过解码还是通过推理，都是含义。被解码的含义被称为“规约含义”，推理出来的含义被称为“非规约含义”，最熟悉的就是会话含义了。（Sperber & Wilson，1995:182）

Sperber和Wilson还讨论了隐喻和反讽等语言现象。Sperber和Wilson认为隐喻涉及的是某一话语的命题形式和它所表征的思想之间的解释关系；反讽涉及的是说话者的思想与所归属的思想或话语之间的解释关系；陈述涉及的是说话者思想与世界状态之间的描述关系，请求和建议涉及的是说话者的思想与所希望的状态之间的描述关系；疑问句和感叹句涉及的是说话者想法和所希望的想法之间的解释关系。（Sperber & Wilson，1995:231）

下面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隐喻，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将有关Robert和bulldozer的百科知识结合起来，而它们一般是不会出现在主语—谓语的关系之中的：

［8］Robert is a bulldozer.（罗伯特是个推土机。）

在理解这一隐喻时，一大批语境含义由于自相矛盾而被自动放弃。此例的关联性在通过发现一系列可以保留为弱式或强式含义的语境结果之后才能确立。在这里，没有一个强式的含义会自动地出现在大脑中，反而是一系列比较弱的，不太确定的，有关Robert的“坚持”、“顽固”、“不敏感”和“拒绝被说服”等的含义被显现出来。

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隐喻以及一大批相关的辞格（如夸张、转喻、提喻）都是完全正常的语言使用的一种创新。寻找最大关联的目标引导说话者在不同场合采用一种对她思想或多或少真实的表征。有些情况下其结果就是字面意义，另外一些情况下就是隐喻。因此，隐喻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解能力或步骤：它是一些用于语言交际的一般能力和步骤的自然结果。（Sperber & Wilson，1995:237）

Sperber和Wilson把语言理解看作是一种演绎推理。演绎推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组假设组成演绎推理的轴心或前提条件，被存储在装置的记忆中。它阅读其中每一个假设，以及结构描述符合该假设的任何规则，将获得的假设作为派生的假设存储在记忆中。（Sperber & Wilson，1995:95）但他们同时指出，演绎不能解释所有对话语理解有关的因素，也不能解释与解释一个现象有关的条件。（Sperber & Wilson，1995:129）尽管Sperber和Wilson明确拒绝证实的逻辑概念，提倡一种非逻辑的或功能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解释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逻辑解释。（Sperber & Wilson，1995:131）

三、新格赖斯理论

Laurence R. Horn和Steven C. Levinson等人发展了Grice的理论，被称为“新格赖斯理论”（Neo-Gricean Theory）。我们这里着重介绍Levinson近年来的一些重要观点。

Levinson（2000）首先区分了一般含义（generalized implicature，简称GCI）和特殊含义（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s，简称PCI）。一般含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默认的推理，一个描述了我们有关一个更可能或更正常的理解的直觉。一般含义（GCI）与特别含义（PCI）之间的区别：

（1）当，且仅当，U仅仅通过某些一般不会或通常不会出现的特定的语境假设来隐含的i，话语U中的含义i是特别的。

（2）当，且仅当，U隐含i，除非有特定的语境假设可以消除它，话语U中的含义i是一般的。

例如：

［9］

A: What time is it?（几点了？）

B: Some of the guests are already leaving.（有些客人已经开始离开了。）

特殊含义（PCI）：It must be late.（已经很晚了吧。）

一般含义（GCI）：Not all of the guests are already leaving.（不是全部客人都开始离开了。）

据此，Levinson提出了“意义的三个层次”（three levels of meaning）：（1）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2）说话者意义（speaker meaning）；（3）陈述意义（statement meaning）或话语类型意义（utterance-type meaning）。

Levinson提出话语类型意义层次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1）语言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现象，如言外之力（直接的间接的）、会话常规、预设、实现条件，等等，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层次。

（2）Grice原来提出的含义理论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层次。

（3）一套稳定的诱导一般含义的线索（heuristics）是交际的非常重要和有效的工具，无法忽视。

（4）有一系列非单调的默认推理形式模型可以对此进行形式化。这些模型，无论它们最终与一般含义理论的关联如何，表明建立有关更可能的理解的精确理论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建立一种明确表述的话语类型意义理论不存在什么障碍。

（5）现有的关于即时含义（nonce implicature）理论在解释对GCI理论十分重要的现象并作出预测时，常常出错，或者根本无法作出预测；相反，GCI理论可以非常直接地作出必要的概括。

（6）如果没有GCI或更合适的默认理解之类的东西时，就无法解释与自然语言逻辑算子有关的语用推理的力度与普遍性。尤其是，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许多语言中都有的禁止传统的对立四边形中的O角词汇化的可靠的倾向。

（Levinson，2000:73）

Levinson还讨论了“一般含义”（GCIs）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接口。一般被普遍接受的看法：语义学是语用学的输入。“所说的内容”（what is said）为输出含义的语用推理提供输入：所隐含的内容在所说的基础上得到推断（加上说的方式，如果是方式含义的话）。“所说的内容”似乎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或话语的真值条件相等，同样也依赖指称确认、指示语确定和消除歧义等过程。（Levinson，2000:171）

Levinson指出，Grice的“所说的内容”（what is said），作为推出含义的基础，本身也部分由帮助确定指称的含义所决定。语义理解需要非常重要的语用输入。（Levinson，2000:225）

因此，Levinson认为，完全有理由把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互动不是作为两个不同过程之间的密切相交，而是像传统的做法一样，把其中一个的输出作为另一个的输入：

……语义加工先进行到某一点，然后引入语用加工，就像某一程序中引入一个次规则一样，语义加工然后继续进行。（Levinson，2000:244）

Levinson指出，话语表征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简称DRT）实际上是语用学和语义学的交合，其中真值条件不是直接建立在仅仅从句法结构获得的表征上，而是在一个部分由句子的句法结构决定的表征层次上。DRT主要是用于解释照应关系的，而Grice的机制是推理机制，它们预设命题性的输入和输出（Levinson，2000:248）。Levinson详细讨论了语用推理的几个依据或启示（heuristics），将Grice的合作原则中的四大准则（maxim）简化为三个。我们在后面将作进一步介绍。

四、意义动态模型

1. 框架与语义

为了说明语义与语境知识的关系，Fillmore（1977）提出了语义“框架”（Frame）的概念。Fillmore指出，有些概念由于经验相联而被划分到同一集合中。例如，在“餐馆”的框架中，“顾客”、“服务员”、“菜单”、“点菜”因为互相之间的特殊联系而处于一种特别的语义关系中。

Fillmore（1982）提出，词的意义与一系列的背景假设相对应。这反映了一个词的作用在于激活与当下语境有关的知识结构。另外，Langacker（1987）提出，词法和句法标记、词序和其他语言特征传统上被认为纯粹结构性的，现在可以理解为对所唤起的知识结构的各个方面的凸显（profiling），或者是注意力聚焦，以及促使寻找抽象的框架来帮助协调新描述的结构和已建立的结构。

Fillmore并没有将框架视为概念组织的另一方式，而是将其视为对语义学研究目标的重新认识。他将框架语义模型描述为“理解语义学”模型，即交流双方都要引发记忆中的框架来传达并理解话语。框架语义学与“词义场”的概念相似。不同的是，在词义场中，词语的意义是由在同一词义场中的其他词语来定义的，而在框架语义学中词语是由框架来定义的。

以语义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可解决很多传统语言学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某些词语必须通过其他概念来理解，如英语中的scar（伤疤）不仅仅是皮肤表面的特征，还是伤口愈合的表现。而有些概念，特别是表示属性和动作的概念，必须结合动作的参与者或属性的所有者来理解。例如，gallop（奔跑）必须通过跑动中的马来理解。此外，词语可使交流双方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框架的某一部分而不必给出整个框架的结构。

2. 框架与语言意义的建构

如果我们把意义的构建理解为建立和连接心理空间，那么这意味着意义产生于在某一特定的语境的理解过程中。在没有明确的语境的情况下，说话者将会根据他们有关典型情景的知识以及它们的缺省值创建这样一个语境。（Coulson，2001:25）例如：

［10］

采访人：Were Romeo and Juliet sleeping together?（罗密欧和朱丽叶睡在一起吗？）

Barrymore：They certainly were in the Chicago company.（他们在芝加哥时确实是在一起的。）

这里的采访人所说的Romeo和Juliet显然指的是扮演戏剧中Romeo和Juliet角色的演员，而不可能是戏剧中的两个角色Romeo和Juliet。被采访者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他的回答就是根据这一理解来回答的。

Marvin Minsky（1980）注意到了幽默的知识驱动（knowledge-driven）的特点及其与知识框架转换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各种不同的幽默最通常的一个成分就是突然的框架替换。其中，某一场景是从某一观点描写的，突然，通常是只通过某一个词，人们被迫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审视所有的场景成分。

（参见Minsky，1980:10）

因此，框架转移（frame-shifting）反映了语义重新分析过程的活动。这一过程将现有的信息在新的框架内重新组织。以下两组例子说明它们违反了一般的期望，彰显了背景信息在理解所有活动中的一般不为人所察觉的作用（均引自Coulson，1999:34）：

［11］

a. Jamie came bouncing down the stairs.（杰米连蹦带跳地跑下楼。）

b. Paul ran over to kiss her.（保罗跑过去吻了她。）

［12］

a. Jamie came bouncing down the stairs.（杰米滚下了楼梯。）

b. Paul rushed off to get the doctor.（保罗赶紧冲去找医生。）

由于语言（以及一般事件）可能会有歧义，因此选择哪一个框架来理解通常非常重要。额外的语境信息就可能需要对现有的话语层面的表征予以重新理解。例如：

［13］a. John put the pot inside the dishwasher.（约翰将锅子/毒品放进了洗碗机。）

一般情况下，听话者的第一反应是“厨房”语义框架。“pot”被理解为“锅”。但如果紧接着说话者说出：

b. Because the police were coming.（因为警察来了。）

听话者的认知语境马上就改变为“警察抓毒犯”，而“pot”自然被理解为“大麻”。预设和含义的取消原理同此。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语言促使使用者建构一个以框架为基础的句子意义表征。语言输入触发了使用者在长期记忆中搜寻一个适合话语层面表征的框架，而被激活的框架中的空档则从两方面影响语言使用者的理解和期望：首先，这使得使用者可以通过将某些成分与框架中的空档连接起来来理解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其次，这使得使用者能够推断出没有说出来的成分的存在。（Coulson，2001:37）

Coulson指出，由于我们总是在为某些特定的语境创建框架，我们不需要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所有信息；相反，我们构建了包含与当下语境有关的特定信息的模型。另外，由于我们具备对所遇到的许多事物的知识，因此我们不需要搜索所有这些信息的假设是有道理的。

词汇和话语层次的意义表征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某一词义的恰当的贡献取决于它所出现的语境。另外，话语层面的意义受到句中出现的特定的词的影响。词汇的再分析可以导致话语层面表征的实质性改变。同样，新框架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前面遇到的词的意义的理解。（Coulson，2001:69）下面的例子与句子组合中的框架转移有关：

［14］I let my accountant do my taxes because it saves time；last spring it saved me ten years.（我让会计负责处理我的税务问题，因为这样省时间；去年春季，这个举措省了我十年时间。）

当我们刚听到“it saves me time”时，很自然地会理解为“节省时间”，但接下来听到“省了我十年时间”时，我们就可能有必要将此理解为“免了我十年的牢狱之灾”，这样一个新的知识框架促使我们调整原来选择的“节省时间”的框架，在新的“坐牢”的框架中重新理解“saves me time”的含义。

3. 意义动态模式（Meaning Prompting）

Istvan Kecskes（2006）讨论了语境意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他试图解释语境在意义建构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一个由单语和双语系统意义建构系统产生的意义解释模型，同时讨论了该模式应用于解释语用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Kecskes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语言处理中语境的绝对重要性不是无条件的；第二，词汇单位的突出意义（salient meaning）在理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跨文化交际与同一文化内交际不一样，主要在规约化的认知语境的概念内容而不是交际手段造成的。

人类交际依赖认知网络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意义建构系统和意义激发系统。但问题是它们并非一一对应的系统。

有人这样提出了问题：

概念系统十分丰富，处于开放状态；而语言系统尽管也十分丰富，但相对来说要有限得多。正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那么，如何通过语言系统来表达概念系统的产品？这些产品如何能在语言中找到表达？（Fauconnier & Turner，2002:277）

答案是：当语言形式作为意义建构的激发工具时，一个非常成熟的推理和回忆系统就开始工作，以保证语言使用中的形式得到准确的理解。由于这一解释，最近的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把意义看作一种流动的（fluid）、灵活的（flexible）、即时的（on-the-spot）现象，人的大脑充当一个规则发现器和制造器而不是一个按照规则运作的逻辑计算器。

Kesckes认为，大脑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推理系统是灵活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但语法却是保守的、相对固定的、变化缓慢的。

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如何能在表达和理解意义时互相合作呢？作为语言形式的词汇是理解意义建构系统和意义激发系统之关系的关键，因为它是一个概念层面，一个独立的语言层面的接口。

Kecskes（2003）认为交际者运用世界知识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在发生过的事件和经验基础上的词汇中的世界知识，二是某一特定情景组成的实际情景的世界知识。我们的思维同时存在于大脑和物质世界中。意义是两种世界知识和实际语境互动的结果。

Kecskes认为，在交际时，说话者将编码在词汇中的规约化的认知语境激活以对应实际语境和听话者的需求。这一互动的结果就是话语。听话者将所说出的语言语境内化（internalizes），即使其进入大脑（cf. Gärdenfors，1997；Jackendoff，2002），将其与他/她已有的规约化的认知语境匹配。推理交际的实质是，对理解内化的语言语境重要的不是该语境实际上是什么，而是听话者认为它是什么。实际上，两种先前的“知识”（说话者的知识和听话者的知识）在实际的、现实的语境中被配对。其中一种知识在说话者的话语中，而另一种被表征在听话者的大脑中。

传统的外在语境理论认为语境以各种方式修正或改变词义。语境被看作是词汇特征的选择工具，因为它激活其中一些特征而把另外一些特征留在背景中。主张这一方法的理论包括Bierwisch（1996，1997）的“双层次概念语义学”（Two-level Conceptual Semantics）、Pustejovsky（1995）的“生成词库理论”以及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关联理论”。这些理论声称词汇的意义没有充分细化，应该在语境中得到概念细化。他们认为，词汇意义的细化通过概念转移进行，这一过程将核心意义转移到各种概念领域中，通过概念区分将意义的核心部分在同一个概念领域展开，因此产生字面意义（Bierwisch，1996，1997；Bibok & Németh，2001）。

Kecskes认为，语境内在理论把词项作为语境的创造者。Violi（2000）认为我们的经历是通过把经常出现的、同样的情景与某一特定语境认同的规律相结合而产生的。标准的（以前出现过的）语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我们有多次经验的有规律的情景，而且对于它将会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我们有一定的期待，而且我们依靠它来理解和预测周围的世界如何运作。Levinson（2003）认为信息和语境（the message-versus-context）对立有误导作用，因为信息会夹带或预测语境。

Kecskes（2003，2006）提出的意义动态模型（Dynamic Meaning Model，简称DMM），旨在给予信息和语境在意义建构中同样的地位，把外在和内在方法结合起来。DMM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基础上：

（1）词汇和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说明它们互相定义，互相依赖；两者都创造了世界，同时又被世界所创造。词汇编码了它们的原先语境使用的历史。没有意义是不受语境因素影响的，因为每一个词项总是与它原先发生的一个语境有关。

（2）交际越来越倾向于跨文化，从而要求意义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单个语种的处理也要能够解释多个语种的意义建构。不同语言激活所需要的认知结构的方法也不同。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组织其背景知识。因此，意义建构系统和意义激发系统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不同的。

意义动态模型提出了一个词的两个方面：核心意义（coresense）和语境意义（consense）。 核心意义是一种指别性、相对稳定的客观特征，反映了语言社团的变化，而语境意义是一种实际的、主观的、指代的特征，根据情景和实际语境而变化。在这一模型中，词汇代表根据原先的语境经验建立的世界知识，它是核心意义（对某一概念的一般世界知识）、词本身的语义特征（词汇化的世界知识）和属于特定文化的概念特征（世界知识中属于特定文化的部分）。

Kecskes（2006）认为，核心义从该词可能的语境使用中抽象而来。它既非概念性的，也非词汇性的，而是两者之间的接口。核心义不是某一特定范畴的所有基本特征的总和，而是一个词最熟悉、最规则、最典型和通常（一般来说）的使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现象，因为它依赖语言外的一些因素，如熟悉程度、规约程度和使用频率。它是一个词的基本特征，将概念和语义概念结合起来。

Kecskes还提出了另一个与意义有关的重要概念：特定文化概念特征（Culture-Specific Conceptual Properties，简称为CSCPs）。CSCPs将核心义与概念层次相联。它们是修辞意义和词汇固有意义的基础，如果我们比较不同语言的词汇，词汇上相同但文化意义不同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英语中的lunch和西班牙语中的comida
 均有“午餐”的意思，但英语中的lunch包括三明治、汤和色拉等，用餐时间在中午时分，大约花30到60分钟，而Comida
 对西班牙人来说，指的是一天中最主要的一餐，通常有三道菜，一般在1到4点钟之间吃。这两个词的核心义是一样的，但它们在文化概念意义上是不同的。

Cruse（1992）曾提出“词汇固有语义特征”（Word-Specific Semantic Properties，简称WSP）来指属于词汇而非概念层次的特定特征。“词汇固有语义特征”使得说话者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概念，如run、dash、rush和sleep、doze、nap。Cruse认为认知同义词（cognitive synonyms）映射在同一个概念上，词汇固有语义特征包括情感色彩（emotive coloring）、风格（stylistic value）和其他各种语境附加意义。例如：

［15］Peter ate
 the steak.（彼得吃了牛排）——→Peter devoured
 the steak.（彼得狼吞虎咽地吃了牛排。）

［16］John repaired
 the car.（约翰修了车。）——→John fixed
 the car.（约翰修好了车。）

实际语境可能会压制文化意义，但不能压制词汇固有意义，如“pass away”、“chicken out”、“dash”等。

Kecskes用“consense”指一个词的语境意义。核心意义是不变体，而语境意义代表了可能的变体。

动态意义理论认为最重要的变量是“显著度”（saliency）而不是字面意义。最显著的意义是最可能的意义。词汇通常有多种意义，其中一些更易接近，因为我们在大脑中给予某些意义更多的认知优先处理。什么决定一个词的某一特定意义的优先权呢？例如，英语中的cool
 的优先意义不是词典中作为基本意义的“moderately cold（中度寒冷）”，而是“excellent，first-rate（好极了，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后一意义在当前主流的使用中更显著。这说明了两点：（1）显著程度根据的是我们先入为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与熟悉程度有关；（2）显著程度是动态的，随着使用、社会、环境和说话者的变化而变化。

在理解的初级阶段，语境和词汇处理过程不是互相作用，而是平行作用。这一阶段，词汇处理占主导地位。词汇的显著意义先被自动激活，如果与语境不符，会进行修正。显著意义在输出和输入过程中可以取代字面意义。根据意义动态模型，这一过程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词汇是对其使用历史的编码，最熟悉和经常出现的意义在意义层级系统中当然会获得优先。但交际中，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说话者认为显著的意义听话者可能不认为显著。

新格赖斯理论和关联理论都把语境（意义动态模型［DMM］中所称的实际语境）作为意义建构的决定性因素。DMM与此不同，在该模型中，组成话语的词汇代表了标准的认知语境在实际出现的语境中与其产生互动。说话者所说的内容以标准的认知语境为根据，但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在实际语境中展示的意义。听话者所理解的意义以他在实际语境中将所听到的与他的标准认知语境相匹配的过程作为依据。

意义动态理论认为，不管有多少种语言，我们总是通过协同的办法来对世界进行概念化，这是通过不同语言渠道获得知识和信息的结果；跨文化交际与同文化交际的区别在于内容而不在于交际手段，这是因为单语使用者和多语使用者对同一词的原先使用经历是不一样的。对多语者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词汇意义和/或文化意义上不一致。词汇等同通常出现在核心意义层次，但在WSPs和CSCP层次差别就非常明显。例如，英语中的“snack”与西班牙中的“tapa
 ”在词汇意义上似乎相同，但在文化意义上完全不同。

五、缺省语义学

针对语义和语用界限的划分中存在的困难，Kasia M. Jaszczolt（2005，2006）提出了“缺省语义学”（Default Semantics）的概念。

尽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认可语用处理的结果对意义的真值条件表征起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争论，而且目前争论仍在继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1）这一语用输入是否总是像有些“语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一直出现，还是可选择的；（2）话语的语用增量是否总与推理有关，还是可以作为这一推理的捷径，即某种缺省理解。

Grice和后格赖斯语用学家都不愿意采用“歧义”说，但对如何处置这些意义各自持有不同意见：是作为从真值上可检验的说话者所意欲表达的命题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一种附加的隐含意义。

对Levinson等新格赖斯语用学家们来说，含义可以对已得到充实（enriched）的真值条件内容作出贡献，但对Sperber和Wilson以及Robyn Carston等关联理论者来说，含义应该指与语义内容分开的意义：

“含义有不同的命题形式（……），有自己的真值条件，它们独立于作为前提和结论的明说的意义。”（Carston，1988:157-158）

还有一些人（如Kent Bach）认为，所说的内容中隐含的内容是另外一个层次（impliciture，见Bach，1994）。

在大部分后格赖斯理论中，语法处理后的语义是不完整的，需要增加语用的成分。经过这样处理的意义的表征才是真值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下面的句子就必须经过语用成分的增加才能得到理解：

［17］

a. Everybody went to see the show.（每个人都去看表演了。）

b. Everybody in this room［or some other contextually salient domain］went to see the show.（这个房间［或者是其他凸显语境域］里的每个人都去看表演了。）

［18］

a. You are not going to die.（Mother to a little boy who cut his finger.）（你不会死的。［母亲对弄破手指的小男孩说。］）

b. You are not going to die from this cut.（你不会因为这个割伤而死的。）

［19］

a. I haven't eaten.（我还没吃饭。）

b. I haven't eaten dinner（or some other meal appropriate for the time of day at which the utterance was made）yet.（我还没吃正餐［或者其他符合此言语语境时间的那顿饭］。）

Jaszczolt想解决的问题是，这一含义是否总与语境推理有关，能否用一种更经济的方式替代，如在没有特别提示的情况下“直接得出结论”（jumping to conclusions）？

根据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1995），这样的语用增量在语用推理中是必须的。但对大多数语用学家来说，这样的语用推理并不总是出现：也有作为这样有意识的推理增量捷径的缺省的、假设的、明确的意义。对此，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它们是局部的，某一相关的词或词语一出现，它们就出现；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是整体的、“命题后”的，只在整个句子都说出后才出现。有些人认为，它们很容易被消除；但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一旦出现，一般就不会消失，除非在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对有些人来说，它们属于语言能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们属于语言行为。Horn指出：

“不管这一区别的理论地位如何，很明显，某些含义只有在特别的语境中才会被引出，而另外一些则除非有特殊语境才会消失……”（Horn，2004:4-5）

例如：

［20］The best architect designed this church.（最好的建筑师设计了这一教堂。）

一般认为，“the best architect”这样的限定摹状词有两种理解：指称式理解，即有关某一特定的已知的个体的理解，如Antoni Gaudí或Christopher Wren；描述性理解，即有关任何符合这一描述的个体。这两种理解同样明显或常见。限定摹状词用于交际双方都熟悉的个体。说话者使用它们时，有一个指称某一特定个体的强烈倾向，也就是说，它们是缺省的指称用法。

另一种缺省的理解发生在交际双方共享某种文化、科学或社会背景并可运用这一共享的信息作为“捷径”的情况下。例如，在下面的句子中，Chomsky和paper之间的关系不需要过多的推理便可以理解为作者关系：

［21］Chomsky's paper is about NP.（乔姆斯基的论文是关于名词短语的。）

在缺省语义学中，这种类型被称为“社会—文化缺省”。

Jaszczolt提出了一个由来自各方面学习构成的意义表征层次：词库、语法、推理和缺省。

缺省语义学认为语用信息的作用独立于语法。换句话说，句法处理的结果不规定需要增加什么。逻辑式中不需要留下什么“空缺”来填补。对Francois Recanati（2004）和其他语境主义者来说，语用处理始终存在，但在缺省语义学中，只有在语法输出的基础上这样的增量才实际出现，语用处理才被激活。同样，在缺省语义学中，这一语用输入被认为与句法信息同样重要，因为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翻”（override）另一信息来源的输出。也就是说，下面几个因素都对意义表征有关，而且将其输出合并起来：

（1）词义和句子结构（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简称WS）；

（2）有意识的语用推理（consciously pragmatic inference，简称CPI）；

（3）认知缺省（cognitive default，简称CD）；

（4）社会文化缺省（social and cultural default，简称SCD）。

据此，Jaszczolt提出了一个“合并表征”的概念。合并表征的第一步是“真值内容处理”，第二步是“含义处理”。

第一步，真值内容处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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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真值内容处理示意图

第二步，含义处理：

社会文化缺省2
 （SCD2
 ）

有意识的语用推理2
 （CPI2
 ）

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步的真值内容处理过程中，先是词义和句子意义合并，然后才是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其依据是社会文化缺省和认知缺省。如果第一步形成的组合性合并表征与语境发生矛盾，即说话者意欲表达的是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含义），那么意义理解过程就进入第二步，即含义处理。含义处理的过程为新的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而且依据依然包括社会文化缺省，但是这时的社会文化缺省比前一次的更为具体和明确。

缺省语义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语义理解过程及其所涉及的相关因素的新视角。但该理论对语用推理的具体步骤和依据缺乏像Louise Cummings和Levinson等人对推理过程那样详细的描述和有力的论证。下面一节将分别对 Cummings和Levinson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第四节　语用推理

一、推理和推理的种类

什么是推理？推理就是“从已知的、明确的信息中获取新的不明确的信息”（Cummings，2005:75）。

语言交际过程中通常需要听话者从已知的信息中推断出新的或更有用的信息，这是由语言交际的性质所决定的。吕叔湘曾指出：

“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片，控制一片。”（吕叔湘，1980:64）

Cummings（2005）区分了三种重要的推理：演绎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分解推理（Elaborative Inference）和话语推理（Conversational Inference）。按照Cummings的解释，演绎推理属于逻辑和语义学的范畴，分解推理属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范畴，而话语推理则属于语用学的范畴。所有这些推理都对从多学科角度理解语用现象起到重要的作用。

1. 逻辑推理

就逻辑推理（Syllogism）而言，可以分出三种类型：直接推理（Immediate Inferences）、中间推理（Mediate Inferences）和假设推理（Hypothetical Syllogism）。

（1）直接推理

直接推理所涉及的一般是蕴涵关系，而蕴涵关系一般涉及词语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同义关系或反义关系或特别是上下义关系。例如：

［22］This is a rose.（这是一朵玫瑰。）→ This is a flower.（这是一朵花）

［23］He ran.（他跑了。）→ He moved.（他移动了。）

上下义词和附属关系是名词之间的关系。但是，动词也可以是直接推理的丰富源泉。例如：

［24］John was forced to go to school.（约翰被迫去上学。）→ John went to school.（约翰去上学了。）

直接推理的对象还包括英语中able类词语、prevent类词语、含义类动词以及否定性含义类动词。例如：

［25］The doctor was able to save the baby's life.（医生救了婴儿的命。）

蕴涵义：婴儿活着。

［26］Bill was prevented from finishing the job.（比尔被阻止完成这一工作。）

蕴涵义：该工作没完成。

［27］John managed to finish the job.（约翰设法完成了这项工作。）

蕴涵义：该工作完成了。

［28］Bill failed to finish the job.（比尔未能完成这项工作。）

蕴涵义：该项工作未完成。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直接推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隐含在句子或话语中的蕴涵和话语含义逐渐明确化的过程。

（2）中间推理

结论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前提中推出的推理过程被称为“中间推理”。例如：

［29］

All cigarette smoking causes cancer.（抽烟会致癌。）

All cancer causes death.（所有癌症都会致死。）

All cigarette smoking causes death.（抽烟会致死。）

Cigarette smoking可以导致cancer，而cancer又可以导致death，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cigarette smoking可以导致death。

（3）假设推理（Hypothetical Syllogism）

如果结论从一个前提中推出，而前提和结论都是条件命题，这样的推理被Cummings称之为假设推理。例如：

［30］

If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radiator，the water has escaped.（如果散热器中有水，那就说明漏水了。）

If the water has escaped，the radiator has a leak.（如果漏水，说明散热器有漏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radiator，the radiator has a leak.（如果散热器中有水，那就说明它有漏洞。）

其中，结论“the radiator has a leak”是从前提“if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radiator”中推出的，而这一前提和结论都是条件命题。

人们一般认为，逻辑研究一小部分逻辑词语；而逻辑推理的有效性是其形式的映射。某一推理的内容可能事实上是错误的，但仍然是有效的。例如：

［31］Feathers are heavier than lead.（羽毛比铅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grass is blue，then feathers are heavier than lead.（如果草是蓝的，那么羽毛就比铅重。）

在一个有效的推理中，不可能出现前提正确而结论错误的情况。有时推理可能是对一种推理内容的有效性的判断：

［32］

Pies can sing or ice is warm.（馅饼会唱歌或冰是热的。）

Pies cannot sing.（馅饼不会唱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e is warm.（冰是热的。）

因此，有两种演绎推理：一种是根据逻辑演绎规则进行的推理，还有一种是从词语的词汇意义出发的推理。

Cummings指出，由于话语理解过程中涉及推理，语用学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这一推理的实质。（Cummings，2005:84）不过，研究推理的心理学家关心的是推理中的逻辑因素，而语用学家关心的是话语理解中的演绎。但是，在许多语用学家看来，演绎在话语理解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此，Levinson（1983:115-116）认为含义与逻辑推理完全不同，不能直接模仿诸如蕴涵之类的逻辑关系。

Gillian Brown和George Yule（1983:33）指出，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演绎推理，从某一特定的前提中得出某一特定的结论，但是在我们日常碰到的话语中很少需要这样做。我们更有可能采用一种松散的推理形式。

Robert-Alain de Beaugrande和Wolfgang U. Dressler（1981:93-94）指出，人们显然可以进行传统逻辑无法解释的微妙的推理过程：直接得出结论，进行主观类推，甚至在没有相关知识的情况下推理。尽管这样的过程在逻辑上不完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程序却十分有效。

有些语言学家（如Brewer）把这样的推理称为扩充推理。

2. 扩充推理（Elaborative Inferences）

语言解码同样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我们大脑中储存的知识可以用于“补充”语言输入，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话语时，一般会根据背景知识，对话语内容的细节进行补充。因此，语言理解的结果总是一种包含了一些不属于原来语言输入一部分的细节。“人们……倾向在推理过程中在事件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在行为之间建立意图关系。”（Brewer，1977:91）

常见的扩充推理包括以下内容：

（1）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 of Action）。例如：

［33］

a. The karate champion hit the cement block.（空手道冠军一拳打在水泥板上。）

b. The karate champion broke the cement block.（空手道冠军把水泥板砸碎了。）

（2）工具（Instrument）。例如：

［34］

a. The truck driver stirred the coffee.（卡车司机搅拌了咖啡。）

b. The truck driver stirred the coffee with a spoon.（卡车司机用调羹搅拌了咖啡。）

（3）原因（Cause）。例如：

［35］

a. The clumsy chemist had acid on his coat.（那位笨拙的化学家外套上有酸。）

b. The clumsy chemist spilled acid on his coat.（那位笨拙的化学家把酸泼在了他自己的外套上。）

（4）地点（Location）。例如：

［36］

a. The paratrooper jumped out of the door.（那名伞兵跳出了舱门。）

b. The paratrooper jumped out of the plane.（那名伞兵跳出了飞机。）

以上各例中的b句都是人们根据背景知识所补充改写来的信息，这表明了这种推理几乎与知识本身一样多样化。扩展推理后面的知识是行为倾向和日常惯例的知识，知识用来说明推理的标准或典型条件。由于这种知识用于说明什么是一般的或典型的情况，该知识与它所产生的推理从本质上讲是可以取消的。例如：

［37］The clumsy chemist had acid on his coat. The acid had been dropped on the chemist's coat by the laboratory technician.（那位笨拙的化学家外套有硫酸，硫酸是实验室的技术员泼到衣服上面的。）

与演绎推理相比，扩充推理与语言的关系更松散一些。在扩充推理中，有些推理与语言的关系更紧密一些。例如，像stab（［用刀］捅）和stir（［用棍子等］搅动）这样的动词在它们相应的语义表达中就有“工具”的位置。

扩充推理也可以作为连接句子（Bridging Inferences）的手段。例如：

［38］Mary unpacked the picnic supplies from the trunk. The beer was warm.（推理：The picnic supplies contained beer.）（玛丽从箱子中打开了野炊用品。啤酒还是热的。）（扩充推理：这些用品中包括啤酒。）

（Brewer，1977:95）.

作为连贯手段的扩充推理包括“后推理”（Backward Inferencing）和“前推理”（Forward Inferencing）两种情况：

［39］The millionaire was murdered on a dark and stormy night. The killer left no clues for the police to trace.（那位百万富翁在一个漆黑的暴风雨夜被谋杀了。杀手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警察破案的线索。）

有人被“murder”，当然就有“murderer”或者“killer”。前者导致了后面的推理。这样的推理称为“后推理”。

与此相反，如果推理的方向相反，即根据后面的内容推出了前面的内容，那就称为“前推理”。例如：

［40］

a. If Bill mows the lawn，he will get five dollars.（如果比尔修剪草坪，那么他就会得到5美元。）

b. If Bill does not mow the lawn，he will not get five dollars.（如果比尔不修剪草坪，那么他就得不到5美元。）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推断，“如果Bill得到了5美元，那他一定是修剪了草坪。”“如果Bill没有得到5美元，那么他肯定没有修剪草坪。”我们有关人们可以从劳动中得到报酬的知识使得我们对以上两个句子作出等同的理解。

由于人们倾向补充话语中的细节，下面这类广告经常会误导消费者得出“Zap药丸止痛”的推理：

［41］Zap pills may help relieve pain.（赞普药丸可以帮助止痛。）

很显然，扩充推理对语用理解不可或缺：

［42］

A: I'm out of milk.（我没牛奶了。）

B: There's a shop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街道头上有家商店。）

我们的背景知识提供了以上对话之间的衔接，即通过我们对马路边小店及其所售商品的知识在A与B的话语之间建立一种相关的联系。这一相关性的达成是下意识的。

3. 话语推理（Conversational Inferences）

所谓话语推理，就是对话语所隐含的实际意义进行的推理。关于含义的推导，Grice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他认为合作原则由四个次准则组成：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任何遵守和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都是含义推断的依据。

Levinson（2000）修订了格赖斯的四大准则。他指出，只要有三种简单的启示（heuristics），人们就可以扩展（amplify）话语的内容：

（1）如果话语是使用简单的、无标记的、短暂的形式构建起来的，那么这就表明一切正常，所描述的情景具有所有期望中的、没有变化的特征。

（2）如果话语是通过有标记的、冗长的、比较特别的形式构建起来的，这就表明所描述的情景本身也不一般，出乎意料或具有特殊的性质。

（3）如果一个话语包含一个从一系列相对照的词语中选出来的词语，那么就可以假设选择的词语描述了一个本身就与可通过处于对比关系的词语描述的不同世界的世界。

二、话语推理的依据

Levinson（2000）对三种启示及其引起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们这里仅选择若干要点而简要做些阐述。

第一种依据：没说出的，就是没说（What isn't said，isn't）。这显然多少与Grice的第一准则量的准则有关系。量准则可以表述为：使你的话根据要求提供信息。

这一类的含义包括：

（1）级数隐含（Scalar Implicatures）：〈all，some〉: some +＞ not all

（2）否定级数（Negative Scales）：〈none，not all〉: not all +＞not none，i.e. some

（3）小句（Clausal）：〈since-p-q，if-p-q〉 if p then q +＞p is uncertain

（4）非蕴涵级数（Nonentailment Scales）：〈succeed，try〉 try +＞ not succeed

（5）非蕴涵集合（Nonentailment Sets）：〈yellow，red，blue…〉yellow +＞ not red，etc.

第二种依据：所表达的就是一般的举例。这可能与Grice的第二个量的准则直接有关：不要不必要地使你的话信息过多。其中的要点就是人们不必要说已经被认为是已知的。这一类含义包括：

（1）普遍性收窄（Generality Narrowing）：a secretary +＞ a female one（秘书+＞女性秘书）

（2）条件完善（Conditional Perfection）：If you mow the lawn，I'll give you five dollars.（如果你修剪草坪，我就给你5美元。）

（3）连接支持（Conjunction Buttressing）：John turned the switch and the motor started.（约翰拧动开关，摩托开动。）

（4）并置隐含（Together Implication）：John and Jenny bought the piano together.（约翰和珍妮一起买的钢琴。）

（5）搭桥推理（Bridging Inference）：The picnic was awful. The beer was warm.（野餐糟透了。啤酒是热的。）

第三种依据：用非常方式说的话有非常的意义。这可以直接与Grice的方式准则有关（说话要明了）。例如：

［43］It'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 plane will be late.（飞机晚点不是不可能。）

+＞（by M）rather less likely than stereotypical probability.（比常规可能性要低得多。）

［44］Bill caused the car to stop.（比尔让小车停了下来。）

+＞ indirectly（间接地）

［45］John came in and the man laughed.（约翰进来了，那男人笑了。）

+＞ the man denotes someone other than he.

Levinson据此将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四个准则合并为三个：Q原则、I原则和M原则。每个原则又分出“说话者准则”和“听话者准则”。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1. Q原则

说话者准则（Speaker's Maxim）：不要提供比你对世界知识更弱的信息，除非提供一个信息更强的陈述与I原则相抵触。更明确地说，选择与事实相符的信息量最强的聚合成员。

听话者准则（Recipient's Corollary）：认为说话者做了与他所知道的相符的最强的陈述，因此：

a. 如果说话者肯定了A（W），A在某一句子框架内，而W是信息上比S弱的表达，如果相对照的〈S，W〉形成一个荷恩等级，并且A（S）蕴涵A（W），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话者知道更强的陈述为假。

b. 如果说话者肯定了A（W），而A（W）没有蕴涵内嵌的句子Q，而一个更强的陈述A（S）却蕴涵Q，如果{S，W}形成一个对比的集合，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话者不知道Q是否正确。

（Levinson，2001:77）

a类含义主要指“量等级含义”（Scalar Q-Implicature）。例如：

［46］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linguists.（我有些最好的朋友是语言学家。）

+＞-（all of my best friends are linguists）（我最好的朋友不都是语言学家。）

b类含义主要包括“从句类Q含义”（Clausal Q-Implicature）。例如：

［47］John believes there is life on Mars.（约翰相信火星上有生命。）

+＞{P（there is life on Mars），P-（there is life on Mars）}{P（火星上有生命），P-（火星上有生命）}

2. I原则

说话者的准则（Speaker's Maxim）：最小化准则。“尽量少说话”。也就是说，尽量用最小量的语言信息来获取你的交际目的（心中记着Q）

听话者的准则（Recipient's Corollary）：丰富规则（The Enrichment Rule）。放大说话者话语的信息内容，通过寻找最确定的理解，直到你判断是说话者所欲表达的信息，除非说话者由于使用了一个有标记的或冗长的表达式违反了“最小化”的准则：

a. 在所描写的情景或事件中假设有最丰富的时间、因果和指称关系，与所肯定的知识相符。

b. 假设在指称物或事物之间存在常规的关系，除非这与a不符。

c. 避免增加所指事物（假设指称最小化）；特别是，从同指的角度理解NP缩略形式（代词或零形式）。

d. 假设某一句子所描述的事物是存在的，或真实的，如果它与所肯定的知识是一致的话。 （Levinson，2001:115）

Q原则与I原则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I含义是从缺少进一步的说明到缺少这样的需要的推断，而Q含义是从缺少信息的丰富性到说话者没有能力提供丰富信息的推理。（Levinson，2001:116）。

在I原则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的一些常见的现象：

（1）条件完善（Conditional Perfection）（Geis & Zwicky，1971）

［48］If you mow the lawn，I'll give you five dollars.（如果你修剪草坪，我就给你5美元。）

+＞If you don't mow the lawn，I will not give you five dollars.（如果你不修剪草坪，我就不给你5美元。）

++＞If you mow the lawn，will I give you five dollars.（当且仅当你修剪草坪，我就给你5美元。）

（2）连词支撑（Conjunction Buttressing）（Atlas & Levinson，1981）

P and Q

++＞P and then q.

［49］They fell in love and got married.（他们相爱结婚了。）

+＞They fell in love and therefore got married.（他们相爱并因此结婚了。）

（3）搭桥（Bridging）（Clark & Harviland，1977）

［50］John unpacked the picnic. The beer was warm.（约翰打开了野餐包，啤酒是热的。）

+＞The beer was part of the picnic.（啤酒是野餐的一部分。）

（4）常规推断（Inference to Stereotype）（Atlas & Levinson，1981）

［51］John said Hello to the secretary and then he smiled.（约翰对秘书说“你好”然后他笑了。）

++＞John said hello to the female secretary and then John smiled.（约翰对女秘书说“你好”然后他笑了。）

（5）否定加强（Negative Strengthening）（Horn，1989）

［52］I don't like Alice.（我不喜欢艾丽丝.）

+＞I positively dislike Alice.（我确实不喜欢艾丽丝.）

局部同指偏向（Preferred Local Coreference）

［53］John came in and he sat down.（约翰进来了，他坐了下来。）

++＞John came in and he sat down.（约翰进来了并坐了下来。）

（6）镜像准则（Mirror Maxim）（Harnish，1976）

［54］Harry and Sue bought a piano.（哈利和苏买了钢琴。）

+＞They bought it together，not one each.（他们一起买了钢琴，不是每人买了一架。）

（7）名词-名词准则（Noun-Noun Maxim）

［55］the oil compressor gauge（榨油机计量器）

+＞the gauge that measures the state of the compressor that compresses the oil.

（8）空间词语专门化（Specialization of Spatial Terms）（Herskovia，1986）

［56］The nail is in the wood.（木头里的钉子。）

+＞The nail is buried in the wood.（埋在木头里的钉子。）

（9）所有格理解（Possessive Interpretation）（Sperber & Wilson，1986）

［57］Wendy's children（温迪的孩子们）

+＞those to whom she is parent（她是他们的母亲）

［58］Wendy's house（温迪的房子）

+＞the one she lives in（她住的房子）

［59］Wendy's theory（温迪的理论）

+＞the one she originated（她提出的理论）

Levinson指出，I推理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1）它们都是逐渐向更专门的理解过渡的推理：所隐含的是所说的专门化。

（2）推理本质上是正面的：所隐含的外延是所说的一个子集，该外延受到正面的限制（程度含义不是如此，正好是互补）。

（3）推理受到常规假设的指引；将这种推理详细描述出来既多余又费时，在交际上（例如委婉语）也不合适。

（4）推理基本上不会指称可能会但没有说出的事物（可称为缺少元语言成分）

（Levinson，2001:119）

与I原则不同的是，Q等级含义具有明显的对比特征：

（1）Q推理是达到更精确的理解的推理：例如“Some and not all x
 are G”的等级推理是Some x
 are G的一个次范畴。

（2）该推理本质上是负面的：所隐含的外延是所说的外延的一个次类，因为该次类的补集被负面的等级隐含所排除（如some +＞ not all）（一些+＞不是全部）

（3）在推演某一等级GCI时，不参照常规的或任何背景（非语言的）知识（尽管这样的知识可能会取消某一等级含义）。

（4）该推理是元语言性的：它指的完全是其他的可能说出来但没说出来的东西（更强的等级词语）。

3. M原则（The M-Principle）

说话者准则（Speaker's Maxim）：用有标记性的词语表明一个非正常的、非常规的情景，该词语与一般用来表达相应的正常的、常规的情景的词语形成对比。

听话者准则（Recipient's Corollary）：用非正常的方式说出的话表明一种非正常的情景，换句话说，有标记的话语表明有标记的情景。

如果S说了包含有标记词语M的p，而还有另外一个说话者可以用于同一句子框架的表达同样的对象的无标记的词语U，那么，如果U可能隐含常规的或D的更特指的子集d，有标记的词语M就隐含所指d的补集，即D的d。

（Levinson，2001:136）

Levinson指出，最重要的发现就是M含义看起来基本上是寄生于相对应的I含义：不管一个无标记的词语U会I隐含什么，有标记的选项（指称上的同义词）M就隐含了U的所指的补集。根据Grice的理论，说话者似乎尽量避免使用无标记的词语因此肯定会尽量避免无标记的词语所可能隐含的意思。例如：

［60］John could solve the problem.（约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I+＞ and he did.（而且他确实解决了。）

［61］John had the 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约翰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M+＞ but he didn't.（但他没有解决。）

［62］Sue smiled.（苏微笑了一下。）

I+＞ Sue produced a nice，happy expression.（苏做出了一个很好看、开心的表情。）

［63］The corners of Sue's lips turned slightly upwards.（苏的唇角微微向上翘了翘。）

M+＞ Sue produced a smirk or grimace.（苏做出了一个鬼脸。）

［64］Sally was knitting. Occasionally，sh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萨莉在织毛衣。偶尔她朝窗外看一看。）

I+＞“She”refers to Sally.（She指的是Sally.）

［65］Sally was knitting. Occasionally，the woman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萨莉在织毛衣。偶尔，这妇女向窗外看一看。）

M+＞ the woman does not refer to Sally.（这妇女指的不是Sally.）

［66］She is not incapable of exertion.（她并不是不能尽力。）

M++＞ She's less capable of exertion than“capable”.（她并不是没有能力。）

［67］She went to school/church/bed/hospital/sea/town.（她去上学了/去教堂做礼拜了/去床上睡觉了/去医院看病了/去航海了/去城里买东西了。）

规约化I含义：She went to do the associated stereotypical activity.（她去做相关地点的常规活动了。）

She went to the school/church/bed/hospital/town.（她到学校去了/到教堂去了/走到床边去了/到医院去了/到城里去了。）

M+＞ She went to the place but not necessarily to do the associated stereotypical activity.（她去那个地点并不一定去做相关地点的常规活动。）

对某一部分（radical）或整体的重复过程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示的概念有分配、复数、重复、习惯动作、体积的增加、强度的增加和持续等。例如：

［68］

a. He grew angrier and angrier.（他越来越生气。）

b. He ran and ran up the hill.（他跑啊跑啊跑上山。）

c. He could see stars and stars.（他可以看到点点繁星。）

d. There are doctors and doctors.（医生多得数不清。）

Q-，I-和Q-含义结合的效果：

［69］I don't believe all the girls are sporty.（我不相信所有的女孩都爱运动。）

I++＞ I believe not all the girls are sporty.（我相信并非所有的女孩都爱运动。）

Q-scalar +＞ I believe some of the girls are sporty.（我相信有些女孩爱运动。）

本章我们讨论了语言交际的一些特征，指出了意义先于语言表达、大于语言表达、语言表达触发意义系统等特点。在讨论了语境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我们介绍了几种有影响的意义理论，分析了语用推理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因素。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们对语用推理过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现在对意义理解过程的解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理论。Cummings认为，尽管会话含义理论十分有吸引力，被非正式地用来解释许多语用现象，但在说明具体会话含义是如何被推断出来的推理过程及其实质方面我们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Cummings，2005:107）人们显然可以进行传统逻辑无法解释的非常微妙的推理过程：迅速得出结论，进行主观性的类推，甚至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进行推理。问题不在于这一过程是否在逻辑上站得住脚，而在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非常管用。（de Beaugrande & Dressler，1981:93-94）语言学理论必须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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